
三、基本研究方法与学术思路

第一，多学科综合研究。本书认为，中国美育思想不是单纯的美学、文艺思想在美育问题上的逻辑引申，

而是中国古代哲学、美学、伦理学、文艺学、教育学等诸多学科价值观念的综合体现，它的形成确立、发

展演变都是诸多学科价值观念演变的综合结果。因此，本书对中国美育思想的研究虽然主要集中在哲学和

文艺思想、教育观念几个基本层面，但在研究具体美育问题时，自觉地紧密联系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宗

教等其他领域，科学地美育思想的理论内涵、基本特征、发展演变，进行综合研究。

第二，逻辑与历史统一。本书以“礼乐教化”为中国美育思想的核心观念，以“中和”为中国美育思

想的核心精神，通过“礼乐教化”“中和”，以及相关的“诗教”“乐教”等概念内涵的发展演变来梳理中

国美育思想的演进。同时，将这一发展线索置于时代、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注意突出各时代美育思

想发展的主要问题，分析和总结各历史时期重要思想家、文艺家、教育家等的美育见解 ；在论述每一历史

时期的美育思想时，着力探讨中国美育思想形成发展演变的多重历史动因，把握理论发展本身的逻辑联系，

从而使我们对中国美育思想形成发展演变的研究呈现出合逻辑地进展。

第三，史论结合。本书各分卷按时代前后相续，总体上呈现出中国美育思想形成确立、发展演变的历

史过程。各卷的篇章结构，也基本按时间排列，展开中国美育思想在每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演讲。同时，本

书各卷对每个美育问题、每个思想家、文艺家的思想的阐发，不仅梳理出问题，而且阐释内涵和意义。尤

其对于古代美育的概念、学说，本书力图立足于现代视角挖掘其潜在的美育意涵，阐发其与中国美育思想

之精神、特征等客观上的逻辑关联，以及可能的影响和意义。

第四，体用结合。中国美育思想是中国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来主要通过对中国美学的研究而得到重视和研究的。本书并不

满足于中国美育思想本身的研究，而且要在此基础进一步认识和

总结中华美育精神，致力于当代美育理论建设，使当代美育理论

和实践能传承和发挥中华美育立德树人的优秀传统。本书各卷各

章节对中国美育思想资源、概念命题等的梳理和阐发，都力求揭

示其所可能具有的当代意义。本书的写作也是对弘扬中华美育精

神的重要贡献。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简介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新中国 ６０ 年有影响力的期刊

２０１７中国百强报刊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教育部“名刊工程”首批入选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成员刊

双
月
刊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创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总第 ３７８ 期)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５ 日出版

　 　 　 　 顾　 问(排名不分先后)

　 　 　 　 　 邢贲思　 汝　 信　 袁行霈

叶　 朗　 方克立　 厉以宁

杨牧之　 冯天瑜　 奚广庆

戴　 逸　 楼宇烈　 张立文

钱中文　 李希凡 刘蔚华

李庆臻

　 　 　 　 海外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成中英(美)　 杜维明(美)

李福清(俄)　 顾　 彬(德)

康达维(美)

　 　 　 　 主　 编

　 　 　 　 　 王学典

　 　 　 　 副主编

　 　 　 　 　 刘京希　 李扬眉

　 　 　 　 封面设计

　 　 　 　 　 蔡立国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总第 ３７８ 期)



□问题与讨论

儒家“家天下”的思想困境与现代出路

———与陈来先生商榷公私德之辨 蔡祥元(５)

□文明互鉴与中国道路

复合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范式及其政治秩序图景 张振波　 金太军(１２)

现代性反思视角下的中国道路 王海滨(２０)

“岛夷”称号与北朝华夷观的变迁 郭　 硕(２６)

侨寓与仕宦:社会史视野下的唐代州县摄官 周　 鼎(３６)

跨越地理环境之路

———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游牧社会与农商社会 鱼宏亮(４５)

□中国哲学研究

殷周之际的宗教革命与人文精神 赵法生(６３)


〔期刊基本参数〕ＣＮ３７ １１０１ / Ｃ∗１９５１∗ｂ∗Ａ４∗１６８∗ｚｈ∗Ｐ∗ ￥ ２０ ００∗７０００∗１５∗２０２０ ０５



昌明传统学术
锻铸人文新知
植根汉语世界
融入全球文明



蜀道通天下

———道学发展史上魏了翁定位申论 王瑞来(７８)

草根学者的良知学实践

———以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安福学者为例 张卫红(９０)

□当代学术纵览

回归“正”治: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路向 张志宏(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观视阈下的“中华民族”百年学术建构史 宋培军(１０５)

□文史新考

秦“从人”简与战国秦汉时期的“合从” 杨振红(１２５)

«诗经匏有苦叶»歧解辨析

———兼论«诗经»解释的方法问题 时雨若(１３７)

陶诗阐释的经学化、经典化与意境化 李剑锋(１４３)

“以土代火”与“四星聚尾”:杜甫献«三大礼赋»的政治文化背景

及相关问题考述 孙　 微(１５４)


英文译校 /李扬眉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Ｎｕｍｂｅｒ ３ ２０２０ꎬ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３７８

Ｍａｙ ２０２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Ｃａｉ Ｘ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Ｈｏｍｅ￣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ｕｔ ｏｆ Ｉｔ ５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ｅｎｂｏꎬ Ｊｉｎ Ｔａｉｊｕｎ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１２

Ｗａｎｇ Ｈａｉｂ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ｏ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
Ｇｕｏ Ｓｈｕｏ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ｎｄ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２６
Ｚｈｏｕ Ｄｉｎｇ　 Ｂｅｉｎｇ Ｅｘｐａｔｒｉ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ｃ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ｏｆ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３６
Ｙｕ 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　 Ａ Ｒｏａｄ ａ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ｏｍａｄｉｃ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４５

Ｚｈａｏ Ｆａｓｈｅ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Ｚｈｏｕ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ｅ Ｓ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Ｚｈｏｕ Ｐｅｒｉｏｄ ６３

Ｗａｎｇ Ｒｕｉｌａｉ　 Ｗｅｉ Ｌｉａｏｗｅｎｇ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７８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ｈｏｎｇ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ｎｆｕ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
　 ｉｎ Ｒｅｉｇｎｓ ｆｒｏｍ Ｊｉａｊｉｎｇ ｔｏ Ｗａｎｌｉ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９０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ｉｈｏ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９７

Ｓｏｎｇ Ｐｅｉｊｕｎ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Ｖｉｅｗ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 １０５

Ｙａｎｇ Ｚｈｅｎｈｏｎｇ　 “Ａｓｓｅｒｔｏｒ ｏｆ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 ｏｆ Ｑｉｎ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Ｑｉｎ￣Ｈ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１２５

Ｓｈｉ Ｙｕｒｕｏ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Ｈｅｒ Ｆ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 １３７

Ｌｉ 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ꎬ Ｃａｎ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ｏ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ｓ Ｐｏｅｍｓ １４３

Ｓｕｎ Ｗｅｉ　 “Ｅａｒｔｈ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 Ｆｉ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ｕｒ Ｓｔａｒｓ”: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Ｄｕ Ｆｕ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Ｆｕ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ａｎｄ Ｒ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 １５４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
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ꎮ 该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
付ꎮ 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编辑部上述声明ꎮ



文　史　哲 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总第３７８期) No３,２０２０(SerialNo．３７８)

儒家“家天下”的思想困境与现代出路

———与陈来先生商榷公私德之辨

蔡 祥 元

摘　要:梁启超等中国近代启蒙学者从公私德的区分出发,批评儒家道德长于私德,缺少公德,而后者

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构乃是不可或缺的.陈来通过澄清相关概念,对此批评进行了纠偏,并提出近现代

以来道德建设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公德,压抑私德,因此需要通过提升私德来达到公德与私德间的平衡.

私德固然重要,但是陈来没有看到,公私德之辨切中了儒学“家天下”思想构架的内在困境,这一困境并不

能简单地通过提升私德来加以解决.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儒家道德建设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区分私领域

和公领域,明确家与国的界限,如此才可能在保护公领域的同时,成全私领域.

关键词:公德;私德;家天下;规则;儒家伦理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０．０３．０１

陈来先生在«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① 一文中,通过澄清公德私德的基本内

涵,重新审视了梁启超等学者有关公私德的区分,并考量了近代以来的道德文明建设,在此基础上总

结指出,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公德取代个人道德、压抑个人道德、取消个人道德,并相应地忽

视社会公德,使得政治公德、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之间失去应有的平衡”② .在他看来,提升个人道

德,倡导社会公德,是反思当代道德生活的关键.该文对近代学人的主要观点以及近代社会精神文

明建设的相关章程均有详细考察,不仅明确辨析了前人讨论中存在的概念不严谨之处,更是以此为

切入点,转向对现代社会风气的现实关切,并且从一位儒家学者的角度提供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
正如王学典先生在推介此文时评价指出的,这是一个“很有现实感的理论问题”.

虽然提倡个人道德修养关乎传统文化复兴,也符合时代的道德建设要求,但在我看来,这一思想

诉求没有完全切中公私德之辨的问题根源及其背后的现实关涉.这个区分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

都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提出了一个巨大挑战,笔者这里借助陈来先生的思考对此问题作

进一步考察.

一、近代中国启蒙学者公、私德之辨的思想旨趣

陈来先生此文是对中国近代启蒙学者公私德之辨的一个重新审视.他们参考西方伦理道德,从
公德与私德的区分出发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我们先考察一下他们的基本立场,然后

看陈来先生的批评是否切中问题.

　

作者简介:蔡祥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德里达与海德格尔解构思想比较研究”(１６BZX０６５)的相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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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以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为背景,通过区分公德和私德,对中国传统道德尤其是儒家道德进

行了尖锐评判.在他看来,私德就是个人的修身道德,公德则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品德:“人人独善

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①他由此指出,中国传统道德整体而言私德发达,而公

德欠缺,并有缺陷②.不过,梁启超也注意到,中国古代伦理中的五伦涉及很多人与人之间的规范道

德,并不全然关涉个人自己的.对此,他进一步辨析指出,儒家人伦关系方面的伦理道德注重的是私

人对私人的,而不是私人对国家、社群.道德修养方面注重的也都是个人修养层面的私德,对于公德

培养重视不够,而后者对于近代国家的组织和运作来非常重要.他为此把培育公德视作“新民”的第

一要务:“公德者何? 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③

刘师培对儒家伦理也作了公德、私德的区分,他将儒家伦理两大类,一类是“自修学派”,一类是

“交利学派”④,基本上对应于梁启超的私德与公德.与梁启超不同的地方在于,刘师培对儒家传统道

德的批判要温和一些.他并未绝然否定儒家道德缺少公德,而是指出,孔子、张载、罗念庵等不同时

代的儒者均有追求社会公益的思想,不局限于个人的修身.儒家传统社会公德的衰落是近代尤其明

清以降士大夫结党营私的后果:“吾试即中国古人之言‘公’者考之,则孔子言‘欲立’‘欲达’,墨子言

‘兼爱’‘交利’‘视人犹己’,曾子言‘人非人不济’,汉儒言‘相人偶为仁’,宋儒言‘民胞物与’,孰非社

会伦理之精言乎? 特近世以来,中国人民公德不修,社会伦理知之者稀.”⑤

马君武同样承袭了梁启超有关公私德的基本区分.他认为:“私德者何? 对于身家上之德义是

也.公德者何? 对于社会上之德义是也.”⑥不过,他对儒家传统道德的批判更为尖锐.在他看来,中
国古代社会不仅缺乏公德,即便所谓的私德,也都是有缺陷的.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修身道德都是

“奴隶”道德,进取心、积极性不够:“论者动谓中国道德之发达,与公德虽阙如,而私德则颇完备,亦六

(经)之所陈,百儒之所述,似于私德已发挥无余蕴矣.呜呼! 中国之所谓私德者,以之养成驯厚谨愿

之奴隶则有余,以之养成活泼进取之国民则不足.”⑦

陈来先生结合他们的论述,并参考西方相关学者的观点,对公德、私德的内涵作了一个更为全面

的梳理与澄清,并间接回应了上述启蒙学者对传统道德的批评.就公德而言,他区分了社会公德和

政治公德.社会公德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公共道德,涉及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的相关准则和规

范.政治公德体现的是“国家对公民的政治要求”.由此,他对近代启蒙学者批评儒家道德缺少公德

的指责作了回应.在他看来,就社会公德而言,中国古代社会并不缺乏,否则就不会有“礼仪之邦”的
美誉了,只能说它缺少近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共礼仪.而政治公德跟国家政体有关,指责儒家社会没

有西方城邦或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公德”,也就不是那么恰当.从儒家的国家理念出发,它也有相应

的政治公德要求,有“君臣之道”,“中国古代既无公民,与希腊城邦国家不同,自然没有公民道德,但
是也有政治共同体对成员的要求”⑧.私德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私德是只与自己有关

的道德,而广义的私德则是公德之外所有的道德.如果从狭义的私德看,那么,显然中国古代道德大

部分都不能说是私德,因为它们大多数都涉及他人.在这个意义上,陈来先生认为,梁启超将儒家修

身之德都看作私德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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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公、私德的内涵的澄清以及对三位启蒙学者的思想阐发之外,陈来先生还考察了章太炎

所论的革命道德,徐特立所论的国民公德,以及建国以来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章程,
并总结指出,他们整体上都没有足够重视个人道德,尤其是,传统儒家修身的核心道德(也即仁、义、
礼、智、信这五常)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提升社会公共道德并加强私德中的“个人基本道德”,这不仅

与近现代以来道德生活的实践有关,同时也是“我们儒家的文化立场所决定的”①.
注重个人基本道德,尤其是吸收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思想来提升和塑造国民形象,无论对于当

前的道德生活建设,还是对于儒家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就近代中国

启蒙学者有关公私德的区分和讨论而言,这一意见恐怕未能切中问题的要害.从前面讨论可以看

到,三位近代启蒙学者对待传统儒家道德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相关概念的使用也不是非常严谨,但
整体而言,他们有关公、私德的基本区分及其思想意图还是明显的,并且也基本一致,亦即:儒家传统

道德长于私德,短于公德.
不过,稍微反思一下儒家的伦理道德,我们也不难看出,它涉及个人修身、家庭(家族)、国家乃至

天下等各个层面的内容.既然如此,三位启蒙学者为何还批评中国传统社会缺少公德呢?
我们以梁启超为例考察这背后的原因.他指出,旧伦理涉及的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

友)表面上也涵盖他新伦理有关家庭、社会、国家三个层面的区分,从而看起来也包含了私德和公德

(社会公德和国家公德)两个部分.对此,他进一步分析指出,旧伦理中的社会公德和国家公德都是

私人对私人的,朋友、君臣都是如此.而他所倡导的新伦理中的社会公德和国家公德则不同,它们强

调的是私人对社会群体,而不是对某一个或某几个具体的人.因此,确切地说,梁启超所谓的私德并

不只是指跟自己有关的个人道德,还应包括个人对个人的私人关系中的道德:“然朋友一伦绝不足以

尽社会伦理,君臣一伦尤不足以尽国家伦理.何也? 凡人对于社会之义务,绝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

已,即绝迹不与人交者仍于社会上有不可不尽之责任.至国家者,尤非君臣所能专有.若仅言君臣

之义,则使以礼、事以忠,全属两个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于大体无关也.”②由此我们可以推出,他区

分公私德的关键在于一个人是对某个具体的个人(包括自己和他人)负责,还是对国家社会的负责.
这一思路同样隐含在刘师培、马君武的论述中.他们对待传统道德的态度虽有不同,但都强调公德

之要在于个人对社会的伦理责任,并且都指出,这方面是古代中国比较缺失的.比如,刘师培指出:
“中国所谓公德者,皆指对于一家一姓者而言,非指对于国民团体者言也.以专制之祸,涣人民之群,
此固国民轻公德之第一原因也.”③马君武同样主张:“欧美公德发达之原因,即欧美之人,不仅爱其一

身一家之乐利,而爱公共乐利之故也.”④

对个体负责还是对群体的负责,表面上都是一种担当,但实质差别很大.对个体负责,那么这个

负责本身的价值就依赖于所负责对象的价值观.举个例子可以看清楚它们的区别.如果你只对某

个领导负责,而这个领导刚好是个私心很重的人,那么,你对他的“负责”换来的就不一定是社会群体

的利益.儒家的五伦(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和五义(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君臣有

义、朋友有信)都着眼于个人对个人的道德伦理,缺少对群体的担当.这种缺失,自然也就不能够通

过重新强调儒家传统道德中的个人修身来弥补.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儒家的传统道德(个人对个人

的私人道德)中没有社会道义的维度,事实上,孔子、孟子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论语子路»记载

了孔子对于“其父攘羊”的态度,“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里的“父子相隐”不意味着完全地隐瞒彼此

的过错而无视社会道义.根据孔子“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的主张,在孔子看来,儿子得知父

亲偷羊以后,虽然不会直接去举报,但私底下应该跟父母暗示这是不好的行为,并建议父母如何做出

７儒家“家天下”的思想困境与现代出路———与陈来先生商榷公私德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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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的措施.孔子的“君君臣臣”中除了臣对君的忠以外,也隐含了如果为君的不行君道(“君不

君”),那么做臣的也就可以不守“臣道”(“臣不臣”),孟子将其表述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梁惠王下»).可以说,儒家传统中的权变思想为避免“私人道德”对社会道义的绑架提供了

某种可能性,但是,我们也不能看出,这种权变的“尺度”很难把握,因为臣认为“君不君”的时候,君也

会认为“臣不臣”,判断的标准谁说了算?

二、儒家传统公德缺失的深层原因

因此,简单地说中国传统道德缺少对群体的担当,并不妥当.除了上面论及的孔子、孟子的例子

以外,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等古代谚语也都包含了对天下整

体的担当.事实上,陈来先生以及启蒙学者们在不同地方也都论及到这些方面,像孟子的“亲亲仁民

爱物”与张载的“民胞物与”等等,都包含了对天下人乃至万物的爱与责任义务.这方面,刘师培作过

不少总结,他甚至指出,罗念庵直接论及了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罗念庵有言:‘吾人当将

此身,放在天地间公共地步’,‘公共之地’,即西人所谓社会、国家也.”①但是,正如陈来先生所批评指

出的,刘师培所论及的“公德”多指个人的心胸、境界,还不是具体的社会伦理.“总之,照刘师培此

说,中国古代关于超出己身、家族之外的社会伦理亦复不少,不过他所引者多是指心胸和境界而言,
并非是社会伦理,但指出古人的眼界不限于己身,确属必要.”②

为了更好地揭示问题,我们先退一步,为刘师培作个辩护.从儒家传统思想立场来看,这种“公
天下”的思想诉求并不只是胸怀,它在个人的道德实践乃至国家构架层面都有具体的实施措施.众

所周知,儒家道德实践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克私心,成就人的“公心”:“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

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③儒家道德修养

的基本方式就是推己及人,由亲亲出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

上»),达到“仁民”,最后至于“爱物”的“万物一体”境界.如果儒家按道德修养来落实,那么,“仁民爱

物”就不只是一种泛泛的胸怀.不仅如此,此种“公心”的实践在国家的政治实践之中也有体现,它表

现为“公天下”或“大同”的社会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

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

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

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如此一来,我们还可以说儒家传统缺少公德吗?
上述道德修养与国家建构目标构成了儒家思想的基本特质,但在我看来,正是这个特质,从根源

上决定了儒家思想中公德的缺失.儒家的“公天下”可以称为“家 天下”.儒家修身乃至政治理想

的基本模式是“家”,它们都是以“家”为源头进行的一种拓展.就个人修身而言,它鼓励我们把邻人、
路人都看成家人,如此就会形成人人相亲相爱的良好社会氛围;就国家的治理而言,鼓励君主或管理

者把百姓都看成自己的子女,“爱民如子”,也就会形成良好的政治氛围.因此,“家天下”的道德与治

国的基本思路就是要以“小家”中的人伦关系为“动力”或“模本”,来成就“大家”之公.但是,这个构

成其动力根源的“家”或“私领域”,同时也潜在地导致把“大家”之公纳入自己的“小家”之私中,因为

这种做法内在地抹去了“大家”跟“小家”的区别.事实上,无论古代还是现当代,假“大家之公”以就

“小家之私”的事情举不胜举.之所以“假公济私”在承袭儒家传统的社会中层出不穷,就是因为它其

实原则上又为儒家的人性论所默许.儒家认为人的感情是有差等的,换言之,它认可人之常情是有

“私心”的.当然,儒者也看到了这点,所以极为强调修身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了“为政以德”、注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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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教化的传统.我们知道,孟子就明确设想过公私之间紧张关系的例子,就是瞽瞍杀了人,舜该怎么

办? 孟子给出的回答是放弃天子的位置,背着父亲逃跑:“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

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这是公私分明的儒者态度.但是,我们也知道,
舜不是普通人,他是圣人,我们能指望掌握公权的人都是舜吗? 因此,儒家理想社会的达成必须有赖

于人人成为圣人,至少都是君子,而这样一种思想预设,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其实现的可能性都

很小.
不仅实践上总体来说不具有可操作性(这里用“总体来说”而不从原则上排除它,是因为它在古

代“小国寡民”时期有一定可行性.张祥龙先生提倡的“儒家文化保护区”可以视作“小国寡民”的现

代尝试,美国阿米什的文化保护区则是此倡议的一个现代模板①.但是,和后者一样,它也只能作为

现代文明的“飞地”来存在,不能用来代替现代文明),它还包括学理上的内在矛盾.儒家修身与社会

治理的终极目标是超出亲亲之“私”,达到“人人相亲”的理想社会,这是大同之治的基本立足点.但

是,这里面临的难题是,如何面对爱的差等性? 如果爱的差等性不能被克服,也即是说,允许一个人

可以优先照顾自己的家人,而不是他人的家人,这就自然导致人与人之间利益上的竞争,因为大家都

想优先考虑自己家人的利益.如果能超出爱的差等性,能做到将他人的父母子女跟自己的父母子女

一视同仁,这固然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但是,这样一来,“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既然家人跟

路人都没有区别,家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此一来,它就潜在地转向墨家的兼爱,而后者又恰是

传统儒家一再批评和抗拒的.
以上困境与两难也是当下中国的具体国情之一.各行各业,尤其是涉及公权力和公共资源领

域,跟上级有私人关系者,往往能在相关资源分配过程中得到优先照顾.它也固化在普通老百姓的

思维方式之中,当我们遇到难以处理的事情时,首先会考虑找人、托关系,这其实都是暗中希望通过

“人情”来让自己在这个竞争过程中获得“有利地位”.可以说,相比西方的“公 民”社会,中国依然

是一个人情社会.它的好处是有人情味,坏处是公私不分.公私不分导致的不只是相关个人利益的

分配不公正,还会进一步造成社会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因为这种局面导致很多人将精力放

在打点关系、建构所谓的“人脉”上,而不是脚踏实地地做事情.

三、“家天下”困境的现代出路

虽然近代启蒙学者对传统儒家伦理提出了缺少公德的批判,但是,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诊断依然

是粗略的,没有看到公德缺失问题跟儒学“家天下”思想构架之间的内在关联.他们给出的解决思路

主要是从利“己”转向利“群”,也即从私德转向公德,这种做法,在我看来,并未超出“家天下”的思想

框架.刘师培在“论中国社会伦理不发达之原因”一节中回顾了中国历代党祸之患,认为汉、宋、明时

期社会风气尚能“先公后私”,而晋、唐则陷入党同伐异,人人“遂一己之私,而忘天下、国家之急者也.
公德不修,莫此为甚”.他还批评中国词章家,认为他们的思想也多出于“为我”,批评王维等诗人“以
高隐自足,是独善而不能兼善也”,批评苏东坡之诗“大抵以乐利为宗者也.以乐利为宗,是利己而不

复利物也”等等,并据此指出,他们此种利己之乐不同于利群之乐,“此与边沁以一群之利乐为乐利者

不同”,从而有悖于公德②.不难看出,他心目中的公德就是利群之德.这一解决思路并没有真正切

中儒家公德缺失的根本原因.前面已经指出,儒家传统道德并不缺乏“公天下”“利天下”的维度,儒
家道德的基本目标就是从“亲亲”转向“仁民”,也即从一家之“私”转向天下之“公”.因此,这种“利
群”的思路也还在儒家“公天下”的大构架之内.

那么,如何才可能化解上述公德缺失的困境呢? 这需要从导致公德缺失的根本原因入手.前面

９儒家“家天下”的思想困境与现代出路———与陈来先生商榷公私德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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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指出,儒家传统公德缺失的深层原因在于“家天下”的道德模式与政治理想,根据这个构架,“修身

齐家”与“治国平天下”乃是内外一贯的,这种一贯抹去了公、私的界限,潜在地导致公私不分,为“假
公济私”埋下了祸根.为此,化解儒家“家天下”模式下公德缺失的思想出路首先就在于区分公领域

和私领域,亦即要把“修身齐家”(私领域)同“治国平天下”(公领域)区分开来.这么说不意味着现代

人就不可以或不需要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是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理想,就需要学习相应的专

业技能,而不是只限于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现代社会跟古代社会不同,国家的治理、社会的管理都

是高度技术化的,只有一个公天下之“心”,而没有相应的治天下之“器”,根本达不到利天下之“用”的
目的.如陈来先生在评述刘师培时所指出的,这种“公天下”充其量只是拥有一种胸怀而已.

对此,有人可能会指责说,没有“家天下”的抱负或胸怀,何以为儒家? 这个担忧是不必要的.在

今天的社会,区分开公领域与私领域,既有对“公领域”的保护,也有对“私领域”的成全.中国目前整

体上还是一个人情社会(虽然比过去要好很多了),涉及公共资源分配的时候,尤其在公权力领域,如
果公职人员能够做到公私分明,不徇“私情”,那他就可能更好地、更公正地处理社会资源的分配.反

之,如果他很重人情,很“仁义”,面对亲朋好友的请求,无法拒绝,那如何保证他不徇私枉法? 另一方

面,它还能避免我们用公德绑架私德,因为这样一来,一个人只要做好了“修身齐家”就可以是儒者

了,不必因他没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或担当就苛责于他.从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区分出发,我们就

不必苛责王维、苏轼的诗只有“私己”之乐,没有“利群”之虑,而应看到“私己之乐”恰是人之常情,尤
其对于常人而言,只要他不做出格的事,为自己或为家人的得失而喜而忧,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人人

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太平盛世到来之前,人生还有多少喜乐可言?
以上是思想层面的考量,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实践层面区分开公领域和私领域.如果诉诸道德

教化,那么这就依然难以跳出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思想困境.马君武在区分开公私德以后,又反过

来表明,私德是公德之根,认为公德、私德乃“一物两名”①.虽然他这里的私德不完全是儒家传统道

德,但毕竟依然诉诸私德来保障公德.梁启超同样注重从人格角度达到新民的目标,认为传统伦理

只重家庭或家族,只有同时兼修社会和国家的利群之德,才能养成完善人格.“夫人必备此三伦理之

义务,然后人格乃成”②,梁启超这里给出的解决思路是在培育一种利群之德.
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在现代社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社会治理和运作所面对的都是普通人,不

是圣人,而普通人都是有私心的,他会优先考虑照顾自己的“私领域”,这种考量往往也是他生活的动

力所在.在这方面也就不能只依靠个人的自觉或良知,而更需要依靠规则,也就是法律和各种相应

的规章制度,来约束和确保公领域的正常运转.当然,这不意味着道德教化不重要或不需要了,而是

说在现代社会,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区分不能首先倚重人的“良知”,而首先需要通过规则来限制和规

范人的行为.刘师培受穆勒«论自由»影响,已经论及了社会规则对于社会伦理的重要性:“既有社

会,则个人与社会交涉必繁,斯有社会之规则.夫规则何自昉乎? 使个人之所为与他人无与,则不必

谋于一群,而一群不得施其干涉,故有完全之自主之权.然所行、所为不可屈于社会者,必一己之外,
利害有涉于他人.利害既有涉于他人,则不得不受社会之节制.此社会规则所由起也.”③按这个思

路,社会规则既能利“群”也能利“己”,但他并未明确指出此规则的制定跟公私领域划界的关系.
人情正是当前社会公私不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此而言,相关规则的制定就得有针对性.西方

社会相对而言公私比较分明,比如推荐信成为很多领域用来判断一个人素养的重要参考.而在中国

的国情下,大部分推荐信其实并没有太多实际价值,推荐人碍于面子,都是尽可能说好话.如果要使

０１ 文史哲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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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君武说:“夫私德者,公德之根也.公德不完之国民,其私德亦不能完,无可疑也.欧美公德之发达也,其原本全在私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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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价值的话,就得通过规则来防止人情起作用,比如这里的推荐信由用人单位私底下找同行专家

给出并保密,这样的推荐信就可能有更大客观性.分开公领域和私领域,除了可以避免通过公德绑

架私德、公权干涉私权以外,还可以通过规则来积极、正面地成全私领域.前几年学界有关儒家“父
子相隐”是否妨碍社会公德有不少争论,其实这个问题在现代社会法律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也
就是亲属不举证原则,这是利用规则来成全“私领域”的典型例子.儒家孝道重亲 亲,而当前社会

的一个严峻问题是很多父母跟年幼子女不能生活在一起.考虑到现实因素,传统孝道自然不能完全

实现,但很多方面依然可能通过规则来成全它.比如户口上学的限制让许多子女不能跟在父母身

边,这种限制从儒家角度而言是很不人道的,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政策以及财政平衡来解决它,而这种

做法不只是在成全“私情”,它间接地也是在保护公领域.子女成长早期不在父母身边很容易受到心

灵创伤或养成坏习惯,进而潜藏对社会的不利因素;与此同时,儿女在身边,反过来也是对父母行为

的约束,也可能减少一些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

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这
是通过成全“家”来利用“家”对人的道德感化和约束力量,以此来达到规范人的行为.

只有在好的社会规则下,“私德”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规则如果有问题,违规现象就会层出不

穷.制定好的规则比单纯的道德教化,在当前社会更为紧迫.２０１８年美国校园发生中国留学生校

区欺凌案件,中国留学生的父母赴美后试图通过私下贿赂受害人和证人来减免惩罚,结果被立即逮

捕关押.这就是一种通过规则来防止私人关系(包括金钱和熟人关系)破坏公正性的很好做法.在

当下中国,这种私下贿赂的做法主要靠受害人和证人个人的“良知”来抵制,因为没有法律层面的追

责,所以屡见不鲜.国内这几年所谓的“碰瓷”现象屡屡发生,对于“碰瓷”者多半只进行道德说教.
可以设想,如果对于碰瓷者能够以欺诈罪来量刑,效果比单纯说教会好很多.那些讹人的行为,也即

对于来帮助自己的人反咬一口来让自己获利的现象,对社会风气的破坏力尤其对公德的影响尤其

大,比欺诈罪更甚.但目前主流的做法依然只是“说教”,所以也总有人为了“利”而冒天下之大不韪.
以上只是初步例子,具体规则的制定需要结合各种要素,这里不再展开.我们可以简要指出几

个制定规则的基本原则.在现代社会,一个好的规则或规则体系,需要具备罗尔斯所说的正义原

则①,它可以说是一种动态的平等原则,亦即,在顾及社会差等的前提下,以机会均等为原则,并以趋

向平等为目标的一种社会资源(包括权力、财富和义务)的分配原则.在规则的制定方面,为了确保

规则的运作,还可以补充如下两个原则:一个是效用原则,也即为了让大家都愿意遵守规则,需要用

规则来保证遵守规则的人能够获得最大好处,而不守规则的人则会付出代价;再一个是开放原则,社
会总是在发展变化,也就没有永恒不变的规则,为了保证规则能够切合时代的变化,它还得包含对自

身的纠错能力,也即它能够接受来自外部的批评并根据这种批评作出相应的修正.
总之,陈来先生突显私人道德(或个人道德)的重要性,并无不妥,但这并未穷尽公私德之辨背后

的理论与现实关切.纵观近代学人的相关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它触及儒家传统道德跟现代社会对

接的困境,而这个困境并不能简单地通过强调儒家传统的个人修身予以克服.我们通过进一步探讨

表明,公德缺失的根源正在于儒家“家天下”的道德与政治构架.为了能够应对现代社会的现实需

求,我们首先需要区分开“家”与“天下”,区分开“私领域”与“公领域”,并且这种区分通过规则来进

行.这既是对“公领域”的保护,也是对“私领域”的成全.儒家“公天下”的社会理想,在现代社会应

该通过规则来体现和保障.规则是可以公之于天下的“尺度”,它比个人的良知更“公正”,对普通人

而言,较之传统儒家的“权变”,它也更容易被把握.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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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范式及其政治秩序图景

张振波　金太军

摘　要:对本质主义思考方式的超越,要求我们在建构现代性知识话语时应实现由向外模仿到向内

寻求的自觉转化.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视界融合形塑了近代中国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价值的文化

根基与本质内涵,从而也孕生了中国以复合性为取向的现代性范式.复合现代性指涉不同时空和主体之

现代性要素在不同维度上的有机组合与互融互构,它承认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现代性的复杂性,同时又试

图超越这些纷繁多元的呈现形式,而强调在价值、结构和实践维度上的指向性.在中国复合现代性范式下

寻求恰适性政治秩序的系统建构,应以“集体正义”的政治价值观念、多维积聚的政治合法性、制度化的政

治生活形态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治理体系为取向.

关键词:现代性范式;复合现代性;集体正义;政治秩序;政治合法性;人类命运共同体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０．０３．０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表达,以其显性的政治经济发展成就和愈益凸显的全

球发展贡献,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全新的、先进性的释说与建构模式.得益于这一政治理念与行

动纲领的引导和提挈,中国拓辟出一条区别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比拟甚至超

越于西方的经济增长、物质积累、工业发展与科技进步.当然,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仅仅构成了现代化

的一个方面;以价值理念更新、社会生活重塑、行为方式再造为内涵的人的全面现代化,则构成现代化的

本质.人的价值理念与生活行为方式受制于普遍的、原则性的社会文化精神和文化机理,后者以深层

结构、路径规定、自觉图式或文化规约等形式,对个体产生内在的、全方位的、长期稳定的影响和塑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性———作为社会文化的“创造性转型”和对具有全新性质的社会发展与文化知

识的标举,成为蕴含现代化之本质、彰显现代化之根本的内容与形式.
由此观之,在中国开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程中,我们迫切需要建构起一套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契合的现代性思想体系,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必要的价值引导、理
论支撑、话语诠释、路径规约与实践修正;迫切需要树立起一套融合执政纲领、人民诉求与政制政体

基础的现代性政治文化体系,以为新时代政治秩序建构与维续奠定基础、提供力量;迫切需要构筑起

与中国强劲经济实力和强大国家能力相匹配的道德价值体系,以应对西方在社会正义、个人权利、经
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对中国的非难;迫切需要开辟出一条内含了后发国家现代化诉求

的现代性理论进路,以超越当前甚嚣尘上的东西方之间暗含意识形态偏见的现代性范式争论.
在过往的实践先导性“知识生产”模式中,现代性知识的探索和建构是在对传统文化及伦理道德

资源的巨大消耗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即使是文化和道德资源也不可能永远取之不竭,用之不尽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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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任何一种政治发展模式都蕴含着对现实的理解、对意义的阐释和对价值的建构,人们“不可

能仅仅呼唤一种政治秩序而放弃对这种政治秩序正当性的价值追求”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构中

国现代性知识话语以提供基础性的价值阐释和正当性说明,也是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构现代

政治和文明秩序的内在需求.进一步而言,当我们不再仅作为全球化的看客和民族传统的守望者,
而是积极地融入全球化、参与全球治理并使世界呈现出鲜明的“中国色彩”时,唯有通过高度概括性

和理论化的现代性知识话语,才能将融合于其中的民族传统文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介于全

球,如此也才能弥补全球治理的价值亏空,消解充溢于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对立.由此来说,现代

性知识话语的建构与推展,便具有了同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同等重要的现实性贡献.

一、现代性范式:一种超越本质主义的思考方式

关于现代性的诸种释说中,本质主义是一种流传最为广泛却也遭受最多争议的现代性观念.这

种思考方式将现代性理解为同质、恒定、普世的存在,不会因现实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发展,也不会随

时空维度的位移而有所不同.然而,一方面,本质主义思考方式忽略了现代性的内在不一致性,事实

上现代性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复杂多元和分歧矛盾,前者体现为海德格尔对现代性层次的划分

和泰勒对现代性形态的厘析②,后者则可见于卡里奈斯库对现代性内部分裂性的论述和瑟伯恩对现

代性路径差异性的例举③,由此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何哈贝马斯将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尚未完成的

历史筹划”;另一方面,这种思考方式从一种超验的价值、原理、概念、理论核心范畴乃至意识形态表

达等形式来理解现代性,而没有看到现代性一旦脱离孕生情境就难以理解其真实含义,没有看到衍

生于西方的现代化“规范进程”在全球扩散中被改造和重塑并呈现出多种现代性图景,诸如 Taylor
所论说的欧洲现代性及其现代性观念史、Hefner阐析的全球化时代的宗教的现代性、Ortiz和杜维

明笔下的拉丁美洲与东亚现代性等④,各自散落于世界文明中并散发出别样的光辉.
对本质主义思考方式的超越,使我们得以超脱附加在现代性概念上的种种价值取向与意识形态

偏见,从而能够将不同的现代性思想话语作为一种“范式”进行评价和选择.根据库恩对“范式”的界

定,我们将“现代性范式”定义为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研究

视域对现代性核心内涵及其逻辑外延进行探析,所形成的被人们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思想交流之

固定模式和工具的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⑤.作为一个统括了现代性核心内涵、分析原则与实践方式

的概念体系,现代性范式不仅指明了现代性分析的整体性趋向,而且还规定着相适的作为现代性实

现路径的现代化模式.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现代性范式如果不再如本质主义所规定的那样彼

此之间存在可通约性甚至是完全同质,那么我们应如何建构与现代化模式相适的现代性范式? 对当

前业已存在的现代性范式进行迁移应用是可行的路径选择吗?
当下现代性理论话语中存在多种可称之为范式的现代性类型,例如力图从现代性内部形成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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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力量的晚期(高度)现代性、置身之外来审视和指摘现代性的后现代性、以及强调现代性的时空性

内涵和本土化建构的多元现代性等,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超越了原初现代性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

法.然而,应该看到的是,无论是晚期现代性、后现代性抑或多元现代性,都无法构筑起能对中国现

代性形成完整诠释的逻辑框架———要么偏重于某一维度而忽视作为整体的现代性的系统性,要么偏

执于形成解构性力量而以抽象的哲学批判来否定具体的现实建构,抑或是为了体现理论话语的普适

性而泛化孕生于特定情境的现代性的指向性①.更何况,中国对于域外现代性的被动消极回应,以及

由此而促发的关于现代性的“体”“用”之争,不仅会引发对立形态基础上的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而
且还会陷入本位主义与普遍主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两难境地,进而不可避免地带来对不

同现代性范式的意识形态偏见.基于这种偏见,不同文明之间就失去了相容的、可以共享和融合的

观念与价值的生发空间,对于现代性范式的选择也就必然地走向“主义化”的极端:要么固守本位主

义而拒斥一切外在的现代性价值,即便是那些具有前鉴性意义的知识和模式也被视为具有目的论甚

至殖民倾向;要么全然普遍主义化而绝然隔断现代、未来与传统的历史关联,将西方现代性视作唯一

的、普世的、绝对的范式选择,而忽视了现代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生成于特定社会及其文明与文化的

既有条件和资源的客观现实.
历史实践表明,现代性内在地决定了现代化的路径取向和道路选择,悖反的、失宜的现代性方案

必然会指向不合理的甚至错误的现代化道路.例如,晚清秉持中体西用观念的洋务运动以及民族资

产阶级“不彻底”的救亡图存运动,其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失败都在不同程度上归因于现代性建构方案

的瑕玷与失宜.如果说西方现代性是在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中奠定文化根基与价值取向,并在资产

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中确立政治经济组织方式与制度结构,那么,中国在确立自身的现代性范式及

其现代化实现方式时,就应放弃在当前杂乱的现代性范式之中进行选择的简单思维,而应实现向内

寻求的自觉转化,基于特定情境建构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的现代性知识.当然,这
并非是说西方现代性完全没有普遍意义,更不意味着中国的现代性生成无需借助西方现代性资源;
只是说,在最现实的意义上,唯有立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瞄准于中国现实需求,才能汇聚广泛而

深厚的现代性资源,解决现实而迫切的现代化问题,进而形成鲜明的中国现代性话语.

二、复合现代性:当代中国的现代性范式及其维度

中国现代性的生成与建构,与儒家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普遍而深刻的联系.儒家

构成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主干要素,而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面对现代性问题时,其话语

体系及其旨趣总是与儒家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②.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视界融合催生了摆脱封建传

统禁锢之后的个体的群体性启蒙,进而也型塑了近代中国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价值的文化根基

与本质内涵③.依此而论,中国的现代性价值———既以普遍的国家与民族认知为特征,又以个体的集

体归属和自我实现为基础;既强调道德原则和正义价值的普遍稳定性,又在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中,
不断丰富对社会正义性与国家正当性的释说,从而呈现出鲜明的“复合性”特征.

相对于简单(simple)和线性(linear)思维,作为一种价值和思维模式的复合(compound)概念,意
指两个或多个元素在不同维度上的有机组合和多重互构;因此,“复合现代性”指涉不同时空和主体

之现代性要素在不同维度上的有机组合和交融互构.复合不同于复杂(complex),后者形容繁多而

冗杂的要素、概念、影响等所呈现出来的难以分析或理解的一种状态,因此复杂现代性更多地描绘出

了“现代性规范及其内在结构的复杂性”,强调“现代性在空间、时间和内在结构上的特殊性、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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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指涉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全人类的共同处境”①.复合现代性则更进一

步,它以现代性要素的多样性、变动性为认识论基础,又主张社会核心价值引导的必要性;它体认现

代性实现方式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又看到民族传统和文化精神所预设的路径规定性;它认识到现

代性作为一种“未完成的设计”而呈现出的生成性、开放性与发展性,又强调现代性型塑的主体性、构
成性因素的条件性等.复合现代性的提出,并非是要重新建构一种颠覆性的现代性思想与理论范

式,恰恰相反,复合现代性承认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现代性的复杂性,同时又试图超越这些纷繁多元的

呈现形式,而发现中国现代性范式的外在指向.亦即是说,复合现代性以复杂性作为认识论基础,但
又强调现代性分析以及相应政治秩序建构的方法论原则,并且将后者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

作为一种超脱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现代性范式,复合现代性既超越原初现代性的以欧洲为中心

的情境限定性和价值精神上的纯粹性与单一性,并呈现出晚期现代性所不具有的开放性和人类性;
而且,又呈现出区别于后现代性的明确的指向性和目的性,主张进一步的、更高层次的现代性建构和

现代化发展.另外,复合现代性同多元现代性一样强调各民族、各文化从自身传统出发来建构、利用

现代性②,同时又主张形成一种由内部出发的审视视角,从而得以由深层文化心性结构来说明中国文

化的内在动态机制,说明中华文明在自我整合、制度架构、核心价值、社会力量等方面与西方世界及

人类其他现代文明的异与同③.与其他现代性范式的联系与区别,使我们能够外部性地明确复合现

代性的定位与指向;关于复合现代性的内涵和本质的理解,则可在价值、结构以及实践等维度上具体

展开.
在价值维度上,复合现代性否定将现代性价值看作是同质化和整体性的存在,它也不认可一个

固定的、普遍适用的价值体系或实践程序的存在;现代性价值的复合性,体现在诸如民主、科学、主体

意识、自由、理性等现代性机制与文化要素,与传统或现代的、高度现代或后现代的、西方或非西方的

认识论基础形成相互依存又错综复杂的关联,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历程、不同现实情境中呈现出复

杂多样的形态、张力和关联,但又在整体上表现出一种承续民族传统、彰显核心价值、指向共同未来

的生成性特征.在西方现代性论说中,其所内蕴的一神论救赎宗教的狭隘排他性及其在行为取向上

对“异教徒”的不宽容、不妥协,就极端体现了简单化取向的偏狭和独断性,以及其背后所潜藏的西方

中心主义固有的世界是由善/恶二元因素分立对决、传统/现代绝然断裂的机械论线性进步史观思维

定势④.反观中国以儒教学说为核心的宗教与民俗信仰,则更加注重引导人们关注个人的内心道德

世界,注重人格的修习圆满,走的是一种内在超越的理路,客观上导致中国人在行动举止上的宽容、
豁达、包容异己、兼收并蓄的待人接物方式.事实上,复合性认识体现了人类认识之不完备性的必然

要求,是由认识的主体性限域与认识对象的复杂性特征所共同决定的合理性思维选择,指向了一个

在“不完备性”中持续寻求“完备”的价值信仰体系.那么应如何在这种复杂性中确立作为导向和支

撑的“标准”价值呢? 我们认为,要克服简单现代性价值的极端化取向和人类认识的不完备性特质,
就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主张的实践过程中去,从认识对象的复杂性和多维度出发,并从由

此而产生的多维理论和多观点方法、以及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多元关联关系中,选择并确定那些契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适用于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价值理念与文化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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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维度看,在西方现代性的理论关切中,现代从传统中脱离出来的过程,就是个体从神圣宗

教的超越性价值、宰制性精神与压制性制度中解脱并自我实现的过程.然而,当我们以一种更为复

杂和非线性逻辑的眼光来看待传统并将其作为现代性价值的组成部分,就不能主观地否定传统的共

享意义的延续性存在及其对当代社会形态的塑造,从而也不能武断地认为集体只能以共享利益为前

提并构成了抽象的、非人格的以阶级斗争为实践形态的阶级结构.因此,本文所说的现代性结构维

度的复合性,突出体现在其对个体与集体、社会与国家之统一关系的认同与建构.应该看到,虽然近

代中国在内外两方面的现代化改造中,深刻融合了权利、自由、民主等理念并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性的

构成性要素,但那些深嵌在民族传统和文化精神中的集体的、正义的价值观念,仍然悄无声息地延续

至今并无所不在地影响着个体和社会生活的生存生发,甚而成为中国复合现代性的基本内容和鲜明

特征.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濡染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建设目标与

个体对“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追求呈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一致性:集体的正义和正当性以个体的自

由价值为基础,个体的自我实现以集体的功能条件为保障;在建构“真实”集体①的目标导向下实现个

体价值,在追求自我发展的同时持守和强化集体认同.
在实践维度上,复合现代性范式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放性与反复变动为根源和体现.不同于

西方阶梯式推进的内源性现代化演进过程,中国现代化进程同时受到强大外来力量的冲击和内在传

统因素的掣肘,呈现出螺旋式反复变动但又总体趋前的演进取向②,从而使得作为实践映照和反思力

量的现代性相应地呈现出多元性、变动性、多质态以及不确定等内在属性.故而,复合现代性的生成

逻辑表明,现代性会在不同现实情境和实践发展中呈现出一定的内在差异性和多维性,同时也否定

了西方现代性在全球化进程中作为唯一历史必然性的观点,而是承认甚至肯定现代性的实现路径与

实现顺序的多维性、多层次性、多种可能性或交叉重复性.基于这样的认识论和实践观,我们就不能

将西方现代性方案中的政治模式强行嵌套甚至照搬到中国的政治生活建构实践中来,而应基于既有

的现代性资源和当前的现代化需求,系统而客观地建构一个恰适且能够自我反思、从而得以持续完

善的复合性政治价值与秩序结构.

三、中国复合现代性范式下的政治秩序追求

人类无所不生活于一定的规则与秩序之中;在现代政治社会的建构过程中,“首要的问题不是自

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③.作为一个涵盖社会共同性政治价值取向和总体性政治组织模

式的有机系统,政治秩序的建构过程指涉了政治秩序以何为基础、何以不断生长、如何得以维续、产
生何种延展性秩序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以此为基础,才能寻求塑造一个稳固、韧性、能够自我调适和

生长且又有辐射能力的政治秩序.在中国复合现代性范式下析解上述问题,相应地是以“集体正义”
的政治价值观念、多维积聚的政治合法性、制度化的政治生活形态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

球治理体系为内容取向,从而寻求良序政治生态的系统性建构.
(一)政治秩序基础的追求:以“集体正义”为核心的政治价值观念

政治价值观念凝结了社会大多数人对于政治体系及其价值所形成的共识性的预设、直觉、意向

与评价,具有政治文化普遍的社会共有性和内在规范性特质④,体现出其作为现代性本质内容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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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和一定的持续性,故而通常被视作特定政治秩序建构的前提和基础.在中国复合现代性范式

下政治秩序之价值基础的建构过程,实质上就是以“集体正义”为核心的政治价值观念的生成过程:
一方面,这种政治价值观念强调“集体本位”,认为集体是一种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实在性的

实体,具有外在于个体的规范性和内化于个体的构成性,并将增进公共利益和提升社会福祉作为超

越性价值目标,为此更强调国家能力和制度结构在实现公共价值秩序上的实效性;另一方面,这一价

值观念也看到了主体性价值和个体发展对集体正义的必要性,强调个体相对于集体、个人相对于社

会、社会相对于国家的能动性作用,并通过对机会和权利之平等的确证与保障,最大限度地激发个体

的自觉性和价值潜能.此时,作为政治价值观念之核心元素的“个体”与“集体”、“自由”与“正义”就
实现了协调与融合:集体与个体正如国家与社会一样不再相互对立和拒斥,自由与正义也像权利与

福利保障那样须臾不可或缺;集体中的每一个体皆为必要且关键,而个体又不能单独行动来促进正

义,他们必须通过集体的方式行动,从而调整那些规制他们的各种关系的条款,矫正那些由过去或者

现在的社会结构所导致的不公正的后果———无论这些社会结构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导致了不公正①.
当然,政治秩序的建构,有赖于抽象政治价值观念的具象转化.从中国政治价值观在当前阶段

的现实呈现来看,如果说２０世纪后三十年是在孜孜探寻人民共同的价值诉求及其指涉对象,那么进

入本世纪以来则不断推进着这一价值向往的制度化和实践化.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为例,“国家治理”的建构性意涵既统括“治理”所主张的多主体、
多中心的治道逻辑,又强调“国家”在保障治理过程高效性和治理结果有效性的决定性地位与功能,
同时主张以“法治体系”的普遍建立与推行作为基本建构原则和施行理念②.在这里,社会与国家共

同作为公共治理的施行主体,分享着关于集体认同与正义价值的“真实与平等”的共同诠释;同时,法
治与规则治理又体现出国家对于平等的个体价值及其自由发展权利的确证及保障.法治制度化建

构的政治秩序价值在于,权利与利益不再依存于自我向往和个体诉求,而是受到实质性的权益体认

和制度保障.这就使权利话语中的表面自由,切实转变为“如何正当行使权利,如何在规则与约束的

框架内追求自我发展和实现”的实质自由;使自由权利的形式价值,真正转化到维护自由实现的制度

保障、法治体系和物质基础上来.
(二)政治秩序生长的追求:多维积聚的政治合法性

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与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是决定政治秩序能否持续性内在生长的关键要素.合

法性的现代分析常见于西方现代性范式及其所附着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熊彼特、李普塞特、奥多

内尔、布坎南等③西方学者那里,选举程序民主成为合法性的规范性判断与经验性建构的排他性标准

和唯一依据.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的治理低效和拉美国家选举制改造后频发的政治危机,
凸显出代议选举制度在民主价值和治理绩效两方面的矛盾和困境:一方面,民主具有作为价值和工

具的不同属性,作为民主形式的选举制不能直接等同于民主价值,而普选票决机制也绝然不能构成

实现民主的全部形式;更何况西方政治生活形态愈发显现“公关化”取向,进一步稀释和遮盖了民主

的本质与深刻价值④.另一方面,选举制度标榜其一人一票的形式平等,却忽略了资源配置、社会机

会、政治能力、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实际公正,甚至常常以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性为实际上的不公正背

书.亦即是说,西式选举民主制度割裂了民主价值与形式的二元属性,忽略了形式平等与实际公正

的根本差异,且又直接确立了选票与治理绩效的线性关系,因此,罗斯坦认为“选举民主在创造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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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面的作用被极大地高估了;相反,合法性的建立、维持和摧毁并不在于政治系统的输入端,而在

于其输出端.简而言之,政治合法性依赖于政府治理水平,而非选举或代议制度的质量”①.
中国复合现代性则蕴含着这样的政治合法性要求,即从中国自身的政治条件、政治传统和政治

逻辑出发,将正义价值和道德传统作为合法性规范评价的前提与标准,将人民性和有效性作为合法

性经验建构的基础与依据,从而实现政治合法性的多维积聚,促进政治秩序的内在生长.这种多向

度建构和多维度积聚的合法性追求,正渗透于中国不断推进创新的政治实践中:首先,治理有效性的

内涵从满足人民基本生存需求,扩展到对于人民性、正义性和参与性的全面体现,党和政府除了致力

于推动经济全面发展和物质资源积累之外,力求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保障社会公正和谐有序、
激发个体价值和自我实现等方面做得更多;其次,国家在强调治理有效性的同时还关注治理的正当

性和实现有效治理的路径合理性,例如将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手段和根本方式②,发挥法治的引

领和规范作用,以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与生态良好;最后,在保障输出端的

有效治理的前提下,积极寻求输入端的思想话语建构、价值观念引导和文化精神培育.另外,当代中

国社会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共识(意识形态调整建构的多元包容取向)和突出的社会问题共

识(两极分化与腐败)③,共识的形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提出了要求,更创造了条件.
(三)政治秩序维续的追求:制度化政治生活形态

制度常被作为实现价值观念与现实行为相协调和统一的节点性要素,可为政治秩序的维持与延

续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支撑和外在规范.正如亨廷顿所说,“政治制度化就是指政治体系在组织上

和程度上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④.当然,以制度化政治生活形态作为政治秩序维续的路径选

择,也体现了中国复合现代性范式的内在要求:复合性思维所彰显的价值上的传统与现代的承续性、
结构上的个体与集体的统一性、实践中的多元与统一的协调性,需要确定的、稳定的、具有普遍社会

认同以及相应规约力量的制度体系,以提供价值和行为选择的依据与引导,以及对个体行为选择的

稳定预期.事实上,在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政治价值演进历程来看,能否弥合在中国数千年政治场

域中形成的理念与制度二分的裂口,将政治价值观念转化为政治社会制度,构成中国政治秩序的关

键所在⑤.
复合现代性指向一种制度化的政治生活,以制度理性纠补政治价值的混杂性、以制度结构塑造

政治主体的协调性、以制度规范约束政治行为的变动性.要实现政治秩序的制度化建构,首先应该

确立一套系统而有效的正式制度框架.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民俗、民约、惯例等非正式制度,正式制

度体系的构成部分之间应协调统一、互为支撑和保障,同时又必须以约束性和规范性为功能,能够对

社会生活进行稳定和持续性的约束与引导.正式制度的系统性和有效性既是良序政治生活的前提,
又是政治秩序建构的目标.其次,制度建构须契合政治生活的真实形态和现实条件.唯如此,一方

面,正式制度才能嵌入社会生活,逐渐替代和改造习惯法、隐形规则以及非正式运作,从而引导和规

范社会生活的现代性转变⑥;另一方面,民俗民约和规则惯例才能作为一种个性状态、情境条件或规

则秩序而潜含于制度体系中,并作为“制度精神”⑦而成为制度体系的构成性要素和施行条件.最后,
以制度的观念结构与价值取向作为制度建构的关键.人们在受到制度规范时总会对制度的“外生冲

击”作出不同的反应和应对,正是制度对社会普遍的意向性表达和潜在意识的适应性程度,内在地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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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着制度最终得以强化还是会自我坍塌.因此,制度化的政治生活形态,其根本在于如何从复杂多

维的实践出发,形成诠释性的文化精神,并将复合现代性的核心政治价值观融入正式制度框架,以深

耕国家治理体系.
(四)政治秩序延展的追求: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全球治理体系

政治秩序的延展性建构,意味着一国对于良性政治秩序的探求超出地域、民族和国家的限域,进
而积极推动其政治方案的全球化推行,以对全球政治秩序贡献建构性力量,并体认国际环境对本国

政治秩序的影响,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行动及其体系建构.正如Cox所言,“国家组织和维持社会的过

程与其在国际背景下追求目标的过程之间实际上存在着联系”①.然而,长期以来对于价值基础的忽

略,导致了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认同和社会责任感的阙如.如果说全球治理体系仅为国家层面的权

宜性妥协或者策略性合作的结果,那么其必然无意于寻求达成彼此认同的、建构性的政治共识,更遑

论对不同国家社会的价值差异的观照和包容.因此,需要从不同治理主体各自的价值观念与文化精

神———即现代性价值出发,面对现代性在不同民族国家与文化传统中所呈现出的不同释说和构建模

式,探寻全球治理体系的共识性价值基础,从而避免全球治理陷于价值争论与冲突而日益支离破碎

甚至名存实亡,或者逐渐改弦易辙而成为意识形态扩张的幌子.
按照复合现代性范式,我们在看到诸种现代性方案之差异性的同时,更应超越狭隘的国家与地

区利益观、文化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倾向以及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努力建构开放、合作、共赢、持续的

共生系统;复合现代性的路径指向性在于,我们在承认不同民族国家各自寻求发展的合理性的同时,
也要强调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观的必要性,进而基于不同现代性方案

中价值判断和秩序原则的重叠性②,建构和平共生、公平正义、通力合作与共同发展的全球新秩序.
具体而言,复合性全球秩序观包含两方面的实践进路:一方面是对多元价值和政治模式的尊重与包

容.人类“总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③,不同国家与地区受制

于既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传统,必然呈现出相适的价值实践方式和政治秩序原则,只要这

些方式和原则能够促进人类文明、全球利益和国际新秩序之重叠共识的实现,就都应成为世界璀璨

文化和多样政治秩序的内容与构成;另一方面,在复杂变动条件下推动全球秩序的多元复合建构.
复合现代性的价值多维性、结构多元化和实践多样性,要求将秩序建构置于全球化这一历史纪元式

总体性变革大趋势之下,推进国家和地区之间价值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全球秩序的共建共享,奠定夯

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正当性、主体共生性、制度包容性和实践协同性基础.

[责任编辑　刘京希]

９１复合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范式及其政治秩序图景

①

②

③

RobertW．Cox,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SocialForcesintheMakingofHistory (NewYork:ColumbiaUＧ
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７),１０６．

罗尔斯在论述人们对于正义的差异性理解时,认为不同的政治观念可能导致相似的政治判断,这种相似的政治判断即为

“重叠的共识而不是严格的共识”.JohnRawls,ATheoryofJustice,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１,p．３４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８５页.



文　史　哲 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总第３７８期) No３,２０２０(SerialNo．３７８)

现代性反思视角下的中国道路

王 海 滨

摘　要:现代性道路的多线论,是我们从学理上谈论中国道路的逻辑前提.西方现代化历程在文化理

念、生存方式、经济逻辑和政治路径等层面均溢出了其负效应.西方现代性实践的负效应不是现代性本身

必然带来的.中国道路应自觉反思西方现代性实践中可以避免的发展代价,走既充分借鉴现代性文明因

素又最大限度地避免现代性负效应的道路.从理论上展望中国道路的前景,应自觉建构传统与现代相综

合,物质与精神并重,党的领导下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优化机制相结合的新型文明形态.

关键词:现代性;多元现代性;东亚现代性;多线论;中国道路;新型文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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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时代追求实现现代化的相对落后国家,面临追赶和反思的双重任务.今天的中国正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既享受着现代化的积极成果,也遭遇了现代化的

负效应.作为现代化的本质根据和理论表达,现代性本身就带有反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坚定走现

代性的文明大道,既坚守本民族的主体性和独特性,又不排斥世界主流文明,并在深入反思和批判现

代性实践中已然显示出的负效应之基础上,尽力规避可以避免的发展代价,既不以中西为沟壑,也不

以古今为壁垒,是后发国家自觉建构新文明形态的应然之路.

一、现代性道路的一元化还是多线论

现代性道路的多样性及其在理论上呈现出的多线论,是我们从学理上谈论中国道路的逻辑前

提.目前关于中国道路问题的有关研究,多集中在“从中国道路看世界”,缺少对于中国道路与世界

现代化之关系的前提性反思.换一个维度,“从世界现代化历程看中国”自然要涉及现代性道路是否

具有多样性的问题.现代性的道路如果是“一”,那就无所谓“中国道路”.当然,无论基于经验观察

还是理论分析,现代性道路都是“多”而不可能唯“一”.
在起源上,西欧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奠定的思想基础与物质基石,使现代性从一起步就自然附

上了西方属性及其特色.基于此,西方中心主义者形成一种意识形态霸权,宣称西方现代化道路是

人类现代性的最优选择甚至是唯一可能,代表了值得所有国家模仿的发展模式,并且具备无条件对

外扩散的道义优先性,而任何在西方现代性模式之外去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企图,就是对启蒙遗产

的背离、对现代化道路的挑战、对现代性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的离经叛道.照此逻辑,人类社会历史

发展只能无条件、无差别地延续西方现代性的基本方案,甚至殖民主义的扩张也成为了历史本身绝

对的道德律令.
然而,基于历史经验和实践观察,世界现代化历程在巨大的共性中也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有

学者曾依据长期研究进行了这样的概括:世界现代化首先表现出巨大的共性,即相似性,是共性使

“世界现代化”得以成立.但现代化在世界各地又有不同———道路不同,经历不同,模式不同,表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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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不同,成功与失败不同,经验与教训不同———这些都是现代化的特殊性.特殊性在不同国家和地

区都可能有所表现,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历史传统不同,置身于其中的当事人不同,时代与社会环境

各不相同,主观与客观的因素相互交织,就演绎了世界现代化的多种途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不同

“模式”①.回顾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人类的现代化实践丰富多彩,各国现代化也走过了形形色色的

道路.有学者按经济形态归纳了现代化的三大发展类型,即资本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混合类

型,并提出每一类型都有多种发展模式,没有两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是完全相同的,而趋于成熟状态的

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正日趋多样化②.历史传统、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文化禀赋、民族基因、历史境遇

和现实条件的不同,自然会造成思想认识和制度道路设计上的差异.比如同样坚持三权分立的原则

和精神,但英法德美之间在具体制度设计、运行机制和实际程序上的差异就甚为明显.可以说,表面

似乎一致的西方现代性,内部充满差异性和矛盾性.卡林内斯库曾用“两种现代性”反对“铁板一块”
的现代性:“有两种彼此冲突却又相互依存的现代性———一种从社会上讲是进步的、理性的、竞争的、
技术的;另一种从文化上讲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它致力于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念进行非

神秘化.”③西方学者从各种维度对现代性进行着不断的反思,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者从诸多深层次问

题上反思了所谓现代性的统一性和一元化.
从理论探讨来看,“多元现代性”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２０００年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刊«代达罗

斯»曾出版探讨多元现代性问题的专集.诸多研究现代性问题的著名学者,如SN艾森斯塔特、
威特洛克、杜维明等,针对普遍存在的尊崇西方式现代性的观点深入探讨了多元现代性的可能性.
其中,艾森斯塔特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现代性的历史应当看成是多种多样的现代性

文化方案和多种多样具有独特品质的制度模式不断发展和形成、建构和重新建构的过程.”④杜维明

主要依据“东亚现代性”的实践而主张现代性的多元性,他提出:“儒家的东亚能在不彻底西化的情况

下成功地实现现代化,清楚表明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因此可以设想,东南亚可以实现它

自己的现代化,既不是西方化的也不是东亚化的没有理由怀疑拉丁美洲、中亚、非洲以及世界各

地固有的传统都有发展的潜力,从而形成自己的有别于西方的现代性.”⑤此外,香港«二十一世纪»杂
志２００１年８月号也曾辟专栏,集中讨论多元现代性问题.在这些探讨中,尽管对于何谓现代性以及

现代性道路究竟是趋一还是多样仍然存在诸多争论,但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反思单一的西方式现代

性,主张对现代性进行开放式的探索.值得深入思考的是,西方社会科学流行的单线的社会发展理

论,即把现代化看成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演进过程,和从“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维度探

索多样性的现代性道路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
现代性的生成是历史延续性和历史开拓性的统一.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和中国同样漫长的专

制王朝循环时代,现代性因素在缓慢的积累和发酵.近代以来,那些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对
累积的现代性因素进行整合并不断附加新的因素.西方国家各自传统的延续和现实的差异性环境,
又使这些共性的现代性因素沾染上了特殊的色调.假如对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进行结构性分析,
英国＝A＋B＋C＋,美国＝A＋D＋E＋,德国＝A＋F＋G＋,法国＝A＋H＋I＋.那么,不
能认为后先现代化国家就应该走“A＋B＋C＋D＋E＋F＋G＋H＋I＋”的道路,而应该进行深入的

辨别和认真的剥离,找到共性因素 A⑥,还要进一步判断其他因素与 A 的关系究竟是必然的还是偶

然的.A以及与之有必然联系的因素,是后发现代化国家需要汲取和借鉴的.这里的剥离本身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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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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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钱乘旦等:«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页.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第１６３ １６４页.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２８４页.

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９１页.
转引自林聚任:«论多元现代性及其社会文化意义»,«文史哲»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如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大都认为英国现代化经验所体现的社会再生产扩大的普遍规律,即属于这里的“A”.



对于现代性的一种前提性反思.现代性必然有普遍性的因素,但是英法美德等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国

家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追求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理应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如果

再考虑到,西方现代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乘风启航并破浪前进,属于典型的内生型现代

化,而中国现代化是在率先走上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的干预和影响下,在刺激应变中艰难起步,属于典

型的后发外生型,那么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无疑会更加明显.

二、西方现代性实践溢出的负效应

审视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并能持续稳住位置的西方发达国家,往往也都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从实践效应来看,现代性是把双刃剑.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历史走出了落后封闭的农业生产状态,
摆脱了封建专制统治和神学思想束缚,现代政治理念及其民主化、法治化运行机制荡涤了人身依附

和地缘依赖关系,尤其是物质文明建设成就斐然.与此同时,一系列现代性问题也不断涌现.有学

者曾这样反思现代性实践的辩证性和自反性:“现代性不是拿一种目标或价值和另一种目标或价值

做交易;它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那个要达到的目标或要获得的价值,在眼看着唾手可

得之际,被暗中破坏了,转变成了对它自身的空洞的模仿.”①直面西方现代性实践中的负效应,反思

哪些是不可避免的,如何绕开可以避免的发展代价,对于中国道路的发展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系统反思西方现代性实践历程,在文化理念、生存方式、经济逻辑和政治体制等层面均溢出了明显的

负效应:
其一,“理性＋主体性”的文化理念及其单向度膨胀.理性与主体性构筑了现代化的理论基石,

从深层理念上推动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整体转型.令人遗憾的是,过于强调手段和实证的工

具理性,打破了工具与价值、手段与目的、实证与批判的辩证平衡.在“重估一切价值”和“一切都可

以成为工具”的理性独断面前,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遭遇了技术的制约与科层制的束缚.对科

技的过分依赖,导致在有了思想言论自由和法治保障的条件下,人们依然没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

意愿和勇气.韦伯在２０世纪初就依据对工具理性膨胀的反思而对现代性的前景作出悲观性预测:
“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②伽达默

尔也深刻地指出了科技对人的发展的制约:“我们的时代受日益增长着的社会合理化以及主宰这一

合理化的科学技术的制约.”③雅思贝尔斯则从个性丧失的维度揭示了技术统治的后果:“作为技术统

治的牺牲品,它黯然无光或杂色纷呈,人在其中已不再能辨认出自己,他被剥夺了他的做人的个

性.”④后现代主义者基本上承继了这一对理性的批判思路,揭示了从理性向工具理性的演化过程直

至工具理性走向极端化的现象,尤其是深入批判了当知识与权力结盟时,工具理性与意识形态合谋

取得“话语霸权”,使思想和行为再次受到控制的启蒙悖论.与工具理性膨胀相伴随的,是主体性的

凸显、个人至上原则和个人自由主义的盛行.黑格尔曾这样指认现代性的这一特征,即“主体的特殊

性求获得自我满足的这种法,或者这样说也一样,主观自由的法,是划分古代和近代的转折点和中心

点”⑤.对主观自由的过度追求,在实践中容易导致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理性与现实

的对立,其产生的具体问题受到了保守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系统批判.
其二,物化生存与精神困境.较之传统社会,现代文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物质生活的丰裕.然

而,当人对物的依赖深化为膜拜,进而把人自身、他者、社会及其关系降低为物,甚至人的意识也为物

化结构所钳制,最终就会导致以物为中心的生存方式,即物化生存.物化生存与欲望膨胀、感性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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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携手并进,不可避免地陷入现代性的精神困境.如果把占有“物”作为人的生存的唯一目的,以
物化生存为人的唯一生存方式,势必丧失人的地位与尊严,甚至降为物的奴隶.弗洛姆曾深刻地揭

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重占有、轻生存的物化生存方式,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

个完全以追求占有和利润为宗旨的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把以占有为目标的生存看做是一种自

然的、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①.物化生存的逐利性,一方面有利于加速累积物质财富,进而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和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精神的贬值”,形成了与物质丰富相对立

的精神贫困,与资本力量相对立的精神懈怠.按照卢卡奇的判断:“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

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浸入人的意识里.”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物化结构一旦

渗入人的精神世界,势必滋生欲求的过度膨胀,进而导致精神性因素的萎缩.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欲
求膨胀、精神萎缩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精神懈怠现象的出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在现实生活世界中

“物欲横流”,人们除了物质利益需求的满足之外,再无其他追求,这必然导致意义失落与价值坍塌等

诸多现代性、精神性问题.回首世界现代化历程,西方现代性实践主要是在物质文明层面取得了重

大的成就,原本设计能够与物质文明协调共进的精神文明却萎靡不振.沉迷于对物的占有和消费的

人们往往无暇顾及自己内心的真正追求,人的精神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其三,“资本主导＋市场至上”的经济逻辑.马克思曾深刻揭示了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

导逻辑:“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

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

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因此,
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③在资

本逻辑主导下,经济生产不是以人而是以利润为根本目的,市场成了最重要的舞台.资本和市场在

有效配置资源、激活效率和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负效应:首先,是对人的抽

象统治.马克思曾指出:“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④这里的“物化”和“主体

化”,深刻揭示了资本、商品及市场对人和社会关系的主宰与控制.资本与劳动的二元对立也是资本

主义社会难以化解的深层次矛盾;其次,是市场失灵的问题.比如分配不公、贫富不均、生产过剩和

资源浪费等从现象上可以观察到的市场运行结果与一般伦理判断之间的冲突问题,作为市场运行结

果的垄断问题,在于市场之外的、市场运行规则无法发生作用的某些社会经济关系问题,以及市场有

政治上、分配上、社会化上、伦理上和生态环境上的局限等问题;最后,是消费逻辑和文化工业误导需

求和生活品味的问题.在资本和市场面前,人们的需求和心理成了可以改变与操控的对象.一些企

业不再局限于仅仅通过普遍的市场调查掌握大众的消费心理,而是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等媒介手段

膨胀人们的消费欲求,甚至通过制造虚假需求误导人们的消费倾向.消费者往往不是“为了使用的

需要而消费”,而是“为了消费的需要而消费”.处于商业化本质与工业化生产的现代文化中的大众

文化本身,也演变成了由资本逻辑与市场逻辑所决定的文化工业.代替意义、规范等符号的,是愈来

愈多、各式各样无意义的文化符号垃圾被制造出来并充斥于文化市场,严重冲击着精英文化提升品

位、引领时代精神的地位与功能.
其四,政治路径依赖及其他社会问题.依据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民生需求的满足等标准衡量,

率先走上现代化征程的西方大国,其政治制度曾经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然而,一些最初的制度设

计,逐渐暴露出适应性不足的问题,沉陷入深层历史阻滞力的体制性困境.西方现代性政治实践背

３２现代性反思视角下的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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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关山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第３３页.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１５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８９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９９６ ９９７页.



负着现代化进程中累积的经济政治机制及其文化意识形态上的负担,进而持续受到不敢触碰既有体

制、难以推进深层次改革和不能摆脱路径依赖的消极影响.比如间接民主方式的局限、民主化所导

致的“治理不善”、民粹主义的绑架、政党政治运行缺乏效率和活力等.在公民、社会、政党和国家的

框架中,国家治理无效、政党疲软无力和公民的个人自由主义膨胀,导致整个社会在越来越多元化和

多层次性的同时,也使社会整合变得日益困难,进而增大了社会走向分裂和对抗甚至动荡的可能性.
现代社会问题太多,以至于贝克和吉登斯将现代社会称之为“风险社会”.一些依附于发达国家或尝

试照搬西方政治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受到了西方制度负效应及其自身转型问题的双重束缚.

三、中国道路的思想自觉及其理论前景

中国道路是延续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品格,由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逐步演

进,汇流于追求以中国方式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果的实践表达.通过前提性反思,现
代性道路是多而不是一,因此需要我们更加自觉地在中华文明、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

中探索中国道路及其前景.中国一定要走向现代化,离开现代性大谈中国道路必然要偏离人类文明

大道和悖逆时代潮流.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性实践中的单向度局限,并非现代性理念本身所必然带

来.中国道路应自觉反思西方现代性实践中可以避免的负效应,走既充分借鉴现代性文明因素又最

大限度避免现代性代价的道路.审视世界历史进程,从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的转型初露端倪.清

理以思想形态呈现的学术资源,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局限和弊端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反思与批判.
基于此,我们从理论上展望中国道路的前景,在反思与批判传统的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天下主义和

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论之后,走向一种传统与现代相综合,物质与精神并重,党的领导下动

力机制、平衡机制、优化机制相结合的新型文明形态,或许可以成为中华民族对人类未来文明的新

贡献.
其一,传统与现代的综合.中国的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历史寻求新的文明秩序的历史过程,是建

构“历史的”“现代的”和“中国的”新型文明形态的过程.反思现代性实践的负效应,有些导因于对传

统批判过多,偏离了深层的历史延续性.西方现代性理论是针对西方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实践而言,
因此,简单借用西方的箭来寻找中国的靶子,必然会遮蔽历史延续性视角下的中国问题.中国古代

文明的巨大的连贯性和相对的自足性,使我们必然遭遇西方现代文明与本土文化土壤相关性的问

题.依据现代化的转型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社

会转型与“时空压缩”的紧张状态.从历史上看,我国近些年来发生的大规模社会变迁是从“四个现

代化”口号的提出开始的,不久以后被“经济体制改革”的话语体系所代替.尔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经
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单独进行,于是就开始出现对整个社会转型(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过

渡)的关注与研究.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明显受到西方有关现代性与

后现代性的争论,以及由“后工业社会”引发的各种“后”理论的影响.因此,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当代

中国,日益陷入一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等因素共存的“时空压缩”境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历时性变成了共时性.具体来说,就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既出

现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诸种现象及其问题并存的局面,又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

因素共存的情况,还有“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自由个性”并存的情景.依据这种客观的历史逻

辑,我们既不能离开传统空谈现代化建设,也不能离开现代化实践评说文明传承.反思我们的思想

文化资源,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要求现代化运动不是与资本主义而是与社会主义结合在

一起,在现代化进程中追求社会主义理想;传统文化主张的道法自然、仁者爱人、以礼待人等理念,有
助于平衡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和利益冲突等问题;“西学东渐”以来传入的西方文化,使我们在学习西

方现代文明具体运行经验的同时,保持对现代化进程之文化批判和理性监督.这三大文化资源的交

流互鉴及其综合创新,为我们推进传统与现代的综合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生态和独特的文化优势.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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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延续性下的中国道路,离不开现代性文明的哺育,更离不开积淀着本土化、烟火气和生活底色的历

史传统.基于此,我们需要有思想自觉,建构中华民族之新时代的学术自我和思想自我,并积极探寻

人类文明的新型历史形态.
其二,物质与精神并重.马克思提出的“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①,“物质力

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②等论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对

精神进步的无能为力.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涌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人的精神存在产生了严

重的冲击,一直游荡于人类历史中的虚无主义重新粉墨登场,并俨然成为高踞一切的凯旋者.与此

相对,社会主义类型的现代化方式致力于追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整

合、义利统一、享受和奉献的结合、科技和道德的统一等,这无疑有利于物质和精神的平衡与良性互

动.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基本完成了宗教解放、政治解放、经济解放等成就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式的

现代化文明新形态肩负起了精神解放和精神发展的历史使命.
其三,党的领导下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优化机制相结合.从动力机制来看,党政主导力量、市

场配置资源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形成的合力,成为驱动中国道路前进的强大力量.从平衡机制来

看,中国道路比较有效地平衡了效率与公平、利用资本和限制资本、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利润

追求和以人为本、市场经济和道义力量、个人自由和公平正义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在党的全

面领导下,优化机制运行顺畅,通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避免了体制机制的僵化和路径依赖,保持了

实践及相应政策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在集中统一领导的主导力量下,中国道路维持了动力、平衡和

优化三大机制的高效综合运转,使经济社会发展既拥有充沛的活力和动力,又能够保持有效的稳定

与平衡.展望未来,若能如曾经消化吸纳佛教文化一样持续地将他者优质的现代文明因素内化为我

们的文化传统,并把中国式的现代性贡献转化为世所公认之“善”,新型文明形态的曙光必将在世界

的东方绽放光彩.

[责任编辑　刘京希]

５２现代性反思视角下的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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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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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夷”称号与北朝华夷观的变迁

郭　硕

摘　要:«魏书»中的“岛夷”之号,与南朝史书中“索虏”之号的来源、性质皆不相同,“岛夷传”乃是魏收

所创立的史传叙事模式.北魏对南朝的实际称谓并不是“岛夷”,而是使用指称地理位置的江南或代表僭

伪涵义的“伪齐”“伪梁”等名号.由纯粹指斥僭伪的称谓发展到包涵华夷之辨的“岛夷”称号,直接起因是

侯景之乱导致南方政权急剧衰败,同时以华夷之辨为魏齐禅代制造正统依据.“岛夷”号的出现,乃是魏齐

之际华夷观念变革的标志.华夷观变革的基本方向是从十六国北魏以胡汉族群区隔为标准,到«魏书»撰

作的时代由地理层面的“土风之殊”而引申为文化层面的“华夷之隔”.

关键词:岛夷;正闰;华夷;«魏书»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０．０３．０４

“岛夷”与“索虏”,是南北朝分立之际北朝史书«魏书»与南朝史书如«宋书»等对当时对立的政权

的称呼.南朝史书«宋书»«南齐书»分别立有«索虏传»和«魏虏传»,«魏书»则立有«岛夷桓玄传»«岛
夷刘裕传»«岛夷萧道成传»«岛夷萧衍传»几个专传.隋唐之际的李大师“常以宋、齐、梁、陈、魏、齐、
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① .这个总结由李延寿载入«北史»,作为南

北政权正统之争的史料被广泛引用,南北朝政权之间存在“岛夷”与“索虏”之对立也成为学界的常

识.同时,由于“夷”与“虏”这样的字样带有浓厚的华夷之辨色彩,两个名号也就经常被一起使用,成
为南北双方政权以华夷观念为据宣扬正统与天命的直接证据.

“岛夷”与“索虏”的来历与涵义并不相同.“岛夷”之称出自«尚书禹贡»,本是先秦时对冀州、
扬州以东沿海诸夷的称谓,冀州有“岛夷皮服”,孔传云:“海曲谓之岛.居岛之夷,还服其皮,明水害

除.”② 扬州有“岛夷卉服”,孔传说:“南海岛夷,草服葛越.”③ «魏书»用“岛夷”指代南朝政权,在利用

儒家旧典之外,还注入了很多新的思想内涵,也可以说是对这个旧典的重新诠释.这个名号被选择、
利用和传播的过程,也反映出南北朝时代时代华夷观念变迁的诸多细节.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希

望通过梳理«魏书»中称南朝诸政权为“岛夷”的来龙去脉,清理这个称号在当时实际生活中的使用情

况及其涵义,重新评估学界对于南北朝之间互相认识的一些惯常的看法,并以此来找寻魏齐之际政

治文化中华夷观念的面貌,以及这种观念随时代而变迁的线索.

　

作者简介:郭硕,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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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夷夏与正闰:«魏书»“岛夷”号的使用及其内涵

“索虏”与“岛夷”两个名号的对立看似非常整齐,不过二者在史书中的使用情况却并不相同.
“索虏”是“索头虏”的简称,“索头”一词用以专指拓跋氏,在晋代史料中已经大量出现;南朝史书«宋
书»«南齐书»称北魏“索虏”“魏虏”或简称“虏”,用例达数百例之多;佛教著作如梁«高僧传»和«出三

藏记集»也可见１０来处“魏虏”用例,是当时南方社会广为使用的专称.不过,«魏书»称南方政权为

“岛夷”的处理方式并未贯彻到全书,在某些记载中并没有作这样的区分,以至于出现逻辑矛盾.这

个问题唐代的刘知幾就已经注意到,他曾批评说:

　　«魏书»著书,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是则自江而东,尽为卉服之地.至于«刘

昶»«沈文秀»等传,叙其爵里,则不异诸华.岂有君臣共国,父子同姓,阖闾、季札,便致土风之

殊;孙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求诸往例,所未闻也.①

从«魏书»体例来说,“岛夷”称号并不是在“桓、刘诸族”出现的所有场合都出现的.与«宋书»«南齐书»动
辄以“索虏”“魏虏”指代北魏政权不同,«魏书»记载南朝政权的事件,绝大多数都是以直书当时皇帝的姓

名指代之,一般也不出现“宋”“齐”“梁”的国号.除卷九七、卷九八桓玄、刘裕、萧道成、萧衍诸传之传首

各自添加“岛夷”字样以外,其他各卷出现“岛夷”字样者只有五例:

　　是年(天兴六年,４０３),岛夷桓玄废其主司马德宗而自立,僭称大楚.②

是岁(天赐元年,４０４),岛夷刘裕起兵诛桓玄.③

是年(太和三年,４７９),岛夷萧道成废其主刘准而僭立,自号曰齐.④

是月(太和十八年秋七月),岛夷萧鸾杀其主萧昭业,立昭业弟昭文.⑤

是冬(景明元年,５００),岛夷萧衍起兵东下,伐其主萧宝卷.⑥

这五例“岛夷”称号的记载,从格式到内容都有高度的相似性.从其严整的格式看来,史官的安排应

当是费了一番苦心的.具体而言,史官的处理特点有二,兹分述之.
第一,从这几处“岛夷”记载出现的位置来看,全部都来自于本纪,且都是在某年或某月纪事完成

之后的补叙.从«魏书»全书体例来说,诸本纪与«宋书»«南齐书»不同,在记述本朝史事之外,对于其

他政权的重大事件诸如朝代更替、帝王废立都会在本朝叙事之后加以补记,即以他者的视角来记载

敌国的重大事件.十六国时期的政权如刘渊、石勒、李雄、苻健、慕容皝等人也采用类似的处理方式,
也有类似于“匈奴”“羯胡”“賨人”“氐”“鲜卑”“徒何”标记.不过对于汉人政权,并非都作“岛夷”处
理,如对东晋建立,仅称“是年,司马叡僭称大位于江南”⑦,不称“岛夷”.至于冉闵,则如同其他汉人

一般冠以籍贯,称“魏郡人冉闵,杀石鉴僭立”⑧.对于凉州地区出现的汉人政权则称为“私署”,但对

帝王本人的族属亦不明确指称,如“私署凉州刺史张茂遣使朝贡”⑨,“李暠私署凉州牧、凉公”.只

有冯跋建国事记为“高云为海夷冯跋所灭,跋僭号,自称大燕天王”,称“海夷”则与“岛夷”类似.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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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岛夷”之号不仅与北魏政权有华夷的区分,甚至与北方的汉人政权冉魏、前凉、西凉政权也

作了华夷的区分.
第二,“岛夷”称号全部都是朝代更替之际见诸记载,只是在每个政权的开国君主身上各自出现

一次.就«魏书»书法而言,称王称帝者首次出现时都会标明其族属,如“匈奴别种刘渊反于离石,自
号汉王”①,“賨人李雄僭帝号于蜀,自称大成”②,“氐苻健僭称大位,自号大秦”③,“氐吕光自称三河

王”④,且其族属都只在建国时出现一次.这种处理与柔然、仇池等与北魏同时存在的政权截然不同.
征诸记载,诸纪传中出现“蠕蠕犯塞”“蠕蠕寇边”一类表述有数十处之多,在书写柔然可汗名字之前

亦例加“蠕蠕”二字;对于仇池杨氏首领,其姓名之前亦例加“氐”,至于杨大眼成为北魏重臣,其传首

亦例称“武都氐难当之孙也”⑤,不过,源贺、慕容白曜、刘昶、萧宝夤等传,皆不曾出现“鲜卑”“徒何”
“岛夷”字样.除上引五例以外,南朝皇帝包括桓玄、刘裕、萧道成、萧鸾、萧衍都多次出现,也均直书

其名而决不出现“岛夷”字样.当然,«魏书»对开国君主的选择也和南朝一直以来的正统顺序不一

致,将一度称帝的桓玄列入南方的朝代更替序列,并且将并未改易国号的萧鸾也算作改朝换代,这无

疑是出于某种特定政治目的的安排.显然,相较于柔然、仇池等政权,“岛夷”等称号所标识的政权,
华夷区分尺度也是完全不同的,其打上“异族”标记都仅仅是在“僭位”的时间点上.

从全书来看,本纪中的处理方式在列传中是能够找到对应点的.«魏书»卷九五至九九«匈奴刘

聪»以下诸传,记载的都是所谓的“僭伪”政权,其中卷九五所见的匈奴刘聪、羯胡石勒、铁弗刘虎、徒
何慕容廆、临渭氐苻健、羌姚苌、略阳氐吕光,除吕光外基本都是中原地区的胡族政权,且其首领包括

吕光在内都曾正式称帝或称“天王”;而卷九六至卷九八所载的“僭晋”司马叡以及南朝诸“岛夷”、賨
李雄、“海夷”冯跋诸传,所记载的东晋南朝君主、李雄都曾称帝而冯跋称“天王”,不过都不曾建都中

原,被称作“夷”的都是汉人政权,“海夷冯跋”也被插在“岛夷桓玄”与“岛夷刘裕”中间;卷九九所载的

私署凉州牧张寔、鲜卑乞伏国仁、鲜卑秃发乌孤、私署凉王李暠、卢水胡沮渠蒙逊都是凉州地区的政

权,这些政权的首领都只是称王而不曾正式称帝,故而汉人政权则称之“私署”,胡族政权则称族名.
可资对比的是«魏书»卷一○○至一○三共四卷的内容.这四卷虽以族名标目,但实际上可以算

作“四夷传”.具体处理方式是以中原为中心按大体方位排列,东南西北四方各立一传.按照这一处

理方式,仇池氐、吐谷浑、宕昌、高昌等政权都被列入“南蛮”序列,但同样位于南方的“僭晋”司马叡以

及南朝诸“岛夷”都未进入这一序列;主要活动于十六国时期并曾进入中原的匈奴宇文部、鲜卑段部

等胡族势力,则同位于北魏北面的柔然一起被打入了“北狄”序列.«北史»对此沿用魏收处理,曾为

钱大昕所批评:“匈奴宇文氏、徒河段氏与慕容、石氏同时,考其兴废始末,皆在后魏登国以前.魏收

意在夸大,皆编入«魏书».«北史»惩收之失,凡刘、石、苻、李诸传,皆所不取,则此二篇亦当在芟汰之

例矣.”⑥钱大昕以“魏收意在夸大”斥之,并没有详细考究魏收处理正统问题的义例.如果考究这些

“四夷”政权的组织形式的话,可以发现它们都没有按照中原君主的组织形式称王或称帝,而是采用

自身的政治结构,例如采用可汗制度或者仅仅接受中原政权的封号,够不上“僭伪”的级别.从这一

点来理解«魏书»将南朝和五胡十六国等曾称王、称帝的政权置入“僭伪”序列,而将鲜卑段氏、匈奴宇

文氏与柔然、仇池等一起列入“四夷”序列的处理方式,便不会有什么抵牾之处了.
«史通断限»称:“魏本出于杂种,窃亦自号真君.其史党附本朝,思欲凌驾前作,遂乃南笼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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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北吞诸伪,比于群盗,尽入传中.”①相对于“岛夷”旧典原有的夷夏之别涵义,将东晋南朝“比于群

盗”的僭伪性质也值得注意.«魏书»的编修于正统义例法度井然,“岛夷”称号亦是正闰体系的一部

分.“岛夷”称号背后,夷夏之隔与正闰之分是同时并重的,这就与一般意义上的“四夷”区分开来.

二、“江南”与“僭伪”:北魏对南朝的称谓与正闰之分

“岛夷”称号有华夷之辨与正闰之分两个层面极为突出的政治含义,这与史家的用心分不开.
“岛夷”是否就是北魏官方对南朝政权的实际称谓,还需依据史料予以澄清.解决这一问题,除了«魏
书»«北史»这类传世正史以外,还有出土材料中的信息.就笔者所见,“岛夷”的称谓未见于北魏时期

的各种墓志、碑刻,也未见于其他北朝传世文献.尽管如此,«魏书»某些细部的记载仍旧非常重要,
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辨析.

«魏书»指称南朝政权最多的情况是以皇帝名代之,如“刘裕”“刘义隆”“萧道成”“萧衍”之类,但
也可见到以其他方式指代的.如«魏书李孝伯传»有一段沿袭自«宋书»的材料,几乎全文雷同②,而
将其中多处“宋朝”改作“江南”.以“江南”指代南朝政权,在«魏书»中用例不少.如«太祖纪»“诏尚

书郎中公孙表使于江南”③;宋愔“世祖时,历位中书博士、员外散骑常侍,使江南”④;许赤虎“后使江

南,应对敏捷,虽言不典故,而南人颇称机辩滑稽焉”⑤,等等.更多的“江南”用例也可以理解为东晋

南朝政权.如薛安都投降之前北魏群臣之议云:“今江南阻乱,内外离心”⑥,尉元上书中亦有云“每惟

彭城水陆之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诸夏”⑦,这些“江南”指刘宋政权;程骏上表:“苟江南之轻薄,
背刘氏之恩义”⑧,此“江南”指齐高帝萧道成.

如果分析“江南”称谓出现的语境,北魏群臣还多有以“江南”与“中国”对举者.如崔鸿上«十六

国春秋»表云:“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⑨值得注意的是,明确以“江南”指
代南朝政权在出土材料中虽不多见,但以类似称谓指称南朝也偶尔出现.如«元颢墓志»记其南奔萧

梁事云“而北抗强竖,南邻大敌,事在不测,言思后图,遂远适吴越”,“吴越”的性质当与“江南”类似.
以地域指称称南朝政权在南朝史书中也见记载,如«宋书索虏传»载有魏献文帝诏书“而荆吴僭傲,
跨歭一方,天降其殃,以罚有罪”云云.不过,“江南”或者“江东”“东南”“吴越”首先都是地域的称

谓,与“岛夷”称号涉及华夷之辩的性质颇不相同.“江南”之类的地域称谓是自古就有的说法,南朝

政权本身也不忌讳,南朝人也时常以“中朝”和“江左”来指代西晋与东晋.同时,“江南”相对于“中
国”的地理位置,也能达成宣示北魏正统的效果.

«魏书»中对南朝皇帝直称其名的情况,在现今所见的墓志材料中也是不曾出现的.在出土的北

魏墓志中,对南朝政权的称谓并不统一,但多少也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其中最多的是成为“伪
齐”“伪梁”或直接简称“伪”,也有称“伪贼”的情况,较早者为宣武帝延昌三年(５１４)的«元珍墓志»,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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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侯景之乱、北齐建立之际可见有二十余例①;也有直称国号而不加“伪”字的,这种情况多见于墓志

产生时已经灭亡的王朝,如东晋、刘宋.就南方朝代而言,所有称“伪”的情况仅限于齐、梁二朝,指称

梁代者占绝大比例;对于南方已经灭亡的王朝,一般都是直称其国号,晋、宋二朝不见有称“僭晋”“伪
宋”一类称谓者;齐代的情况最为复杂,既可见有称“伪齐”者,也有称“齐”者,也有个别以“魏”“齐”并
称者,如北魏孝昌二年(５２６)«韦彧墓志»中的“声溢魏齐,功书两史”②.值得注意的是,出现南朝称谓

的大多数墓志都是孝文帝迁洛以后的,时间上相当于南方的齐、梁两朝,而对晋宋的称谓都出于追

溯.综合来看,墓志文献中对南朝的称谓,多数都是区别对待的:对于当时正与北魏对峙的南方王

朝,一般都称之为僭伪;但对于已经灭亡的南方王朝,则并不严格地以僭伪称之.至于墓志中出现对

当世的南北政权都予以承认的情况,如韦彧家族仕于南北双方,则属于特殊情形.
北魏官方称当世的南朝政权为“伪梁”,在«魏书»中也留有记载.«魏书»卷一一«前废帝广陵王

纪»载普泰元年(５３１)四月“诏有司不得复称伪梁,罢细作之条,无禁邻国往还”③,这条诏书证明北魏

有司曾称南朝为“伪梁”,而不是像«魏书»一般的写法那样直接称“萧衍”,也不是“岛夷”.北魏有司

“伪梁”的称谓,与墓志所见的大量用例完全吻合.当然,墓志中“伪梁”的用例在此后还多有出现,大
约是当时北魏政权已经在风雨飘摇之中,前废帝不久被高欢废杀,这道诏书并未影响到墓志一类等

带有私家性质的材料之中.能够反映出北魏人对南朝态度的,还有成书于北魏的各种著作.北魏宗

室元晖“颇爱文学,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名为«科录»,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
迄于晋、宋,凡十四代”④.值得注意的是«科录»是通史体例,刘知幾称“其编次多依放«通史»”,而«通
史»是“以五胡及拓拔氏列于«夷狄传»”的⑤.以元晖的身份,大约不会将北魏列入«夷狄传»,但既然

“上起伏羲,迄于晋、宋”,应该也不会目晋、宋为“僭伪”了.今存著作中典型者是«水经注»,周一良先

生指出郦道元对对十六国诸君主,无一人不直呼其名;对南朝诸帝,如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皆
称庙号,但于萧赜则称萧武帝;而其对待刘裕,尤为特殊,有似两晋南北朝时人对曹操之或称魏武,或
称曹公,时而尊敬,时而亲昵;并指出道元对梁武帝堰水之事极为痛恨,然尤只称梁氏,而未指斥萧

衍⑥.«水经注»中南朝诸帝称谓的不同,有些大约和郦道元所征引的原始资料有关,但也能在一定程

度上代表其态度.大体上说,«水经注»对待宋、齐政权没有斥其为僭伪的内容,对梁称为“梁氏”,比
墓志中的一般情况称“伪梁”还要温和.不过毕竟梁朝是当时对立的政权,所以对梁武帝与对刘裕的

态度相比较,还是有明显的差别的.
北魏实际政治生活中对南朝政权的常见称谓,地域层面的“江南”等称谓与正闰层面的僭伪标记

都有使用,而以称僭伪者最多.与魏收以来的史家从后世历史回看的角度不同,北魏在现实政治中

并没有将东晋南朝看做一个整体,也还有一些未将南朝称为僭伪的情况.大体而言,对北魏有现实

威胁的南方敌对王朝,北魏一般都称之为僭伪;对业已灭亡的王朝,在某种程度上则将其当作一种合

法的存在.其与“岛夷”称号的不同,主要在于回避了华夷之辨的内容.李元凯曾对北魏孝文帝说:
“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而百年一主.”⑦南朝地居江南而政权更替频繁,而北魏居于中

原而维持了政权的相对稳定,这是北魏的优势.在南北双方的聘使往来中,北魏方面强调得得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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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来都不是华夷之辨,而南朝的政权更替是否正当,更多的成为北魏指斥的对象.魏孝文帝甚至

还专门“遣使临江数萧鸾杀主自立之罪恶”①.北魏先后以司马楚之为琅琊王、刘昶为宋王、萧宝夤为

齐王对南朝用兵,变相承认南方的前朝政权,也是基于同样的现实考虑②.对于渊源于胡族的北魏政

权来说,从政治上的僭伪指斥南方敌对王朝而回避华夷之辨,也是较为现实的策略.

三、侯景之乱与魏齐禅代:“岛夷”名号产生的政治背景

墓志和«水经注»等北魏史料中未见有称刘宋为僭伪政权者,只以齐、梁特别是梁为僭伪,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北魏的政治话语和社会生活中,南方对立政权现实的威胁才是最被重视的.回避

华夷之辨指斥南朝地理位置的偏远与政治方面的“僭伪”,也是基于北魏政权北族出身的现实考虑.
如果说“岛夷”原本不是对南朝的普遍称谓的话,那么«魏书»中的“岛夷”称谓又是从何时开始使用,
为什么要使用这样一种称谓,其背后的因由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挖掘和解释.

«北史魏收传»记魏收撰作«魏书»的写作过程以及所使用的史料云:

　　始,魏初邓彦海撰«代记»十余卷,其后崔浩典史,游雅、高允、程骏、李彪、崔光、李琰之郎知

世修其业.浩为编年体,彪始分作纪、表、志、传,书犹未出.宣武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
书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鸿、王遵业补续焉,下讫孝明,事甚委悉.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三

十卷.收于是与通直常侍房延佑,司空司马辛元植,国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书郎高孝干博总

斟酌,以成«魏书».辨定名称,随条甄举.又搜采亡遗,缀续后事,备一代史籍,表而上闻之.③

从这里看,魏收写作的基本材料主要是基于之前的北魏国史,“辨定名称,随条甄举”和“搜采亡遗,缀
续后事”则是两件核心工作.从史源来说,«魏书»卷九五至卷九九所载的十六国以及东晋南朝的内

容,应当是北魏国史以及«起居注»«辨宗实录»诸种所没有的内容.周一良先生指出,魏收于十六国

史事,盖本于崔鸿«十六国春秋»;关于南朝史事部分,“伯起及见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而刘萧

诸传绝无依据之迹.盖宋以降为时不远,事实易稽,不必悉凭旧籍;且南北敌视,收又自矜才学,尝鄙

蔑休文,其书自不屑采南人著作矣”④.无疑,魏收所用的南朝史料绝不会出自«十六国春秋»,«魏书»
就曾批评崔鸿说“鸿二世仕江左,故不录僭晋、刘、萧之书.又恐识者责之,未敢出行于外.”⑤«魏书»
对«十六国春秋»多所批评,称鸿«上十六国春秋表»被国史收录乃是“鸿后典起居,乃妄载其表”云云,
又批评其书“经综既广,多有违谬”,并一一举证其“如此之失,多不考正”.这些批评,应是魏收的意

见.魏收对«十六国春秋»的改写,主要是有意在刘渊、石勒等人的传目上冠以“匈奴”“羯胡”字样以

强化华夷之别⑥,而他批评崔鸿“不录僭晋、刘、萧之书”之失,«魏书»中东晋南朝相关史事就更是他的

着力之处了.«魏书»中所见的东晋南朝部分内容,当是魏收所自撰;目东晋为“僭晋”,以桓楚、刘宋、
萧齐、萧梁四朝为“岛夷”的体例,也应当是出自魏收本人.

高洋称帝以后,立即诏命魏收撰«魏书»,本就肩负着为北齐宣扬正统的政治目的,这一目的的达

１３“岛夷”称号与北朝华夷观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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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对南朝的几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所用之借口多为禅代非正,如«南齐书魏虏传»所记:“宏闻太祖受禅,其冬,发众遣丹

阳王刘昶为太师,寇司、豫二州.”“宏闻高宗践阼非正,既新移都,兼欲大示威力.是冬,自率大众分寇豫、徐、司、梁四州.”参见«南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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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五胡”称谓探源»,«历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成必须要承认魏(北魏和东魏)的正统而否定南朝正统①.魏收曾多次作为聘使使梁,熟稔南北关系,
对南北正统问题有着深切的体会.«南史徐陵传»说,梁太清二年(５４８)徐陵出使东魏,“是日甚热,
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即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
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齐文襄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②魏收失言获罪,根源还在于北朝在文

化方面的劣势,无以辩驳.值得注意的是,在魏收写作«魏书»的时候,南北朝的格局已经与之前完全

不同了.魏收于北齐天保二年(５５１)“诏撰魏史”,即魏齐禅代的次年,北齐方面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巨

变;而此时的西魏,正紧锣密鼓地攻占蜀地,扩大实力;也就是这一年的十一月,“侯景废梁主,僭即伪

位于建邺,自称曰汉”③.就«魏书»的写作背景而言,侯景之乱和魏齐禅代这两个历史事件尤其不应

该忽略.
就南方政权本身的局面而言,«魏书»恰好写于侯景之乱前后南朝政治局势极为混乱之时.齐天

宝五年三月成书魏收奏上«魏书»纪传一百一十卷,是年梁元帝被杀,次年九月陈霸先杀王僧辩,基本

控制南方朝政,两年以后正式称帝.核诸«岛夷萧衍传»纪事的断限,比魏齐禅代还要稍晚,以侯景杀

萧纲自立,“衍之亲属并见屠害矣”收尾,“江左遂为丘墟矣”的悲惨景象已为魏收所记录.魏收以四

千余字的篇幅记载侯景之乱本末,篇幅甚至占到整个«岛夷萧衍传»的将近６０％.清人牛运震已经注

意到这一现象,疑惑魏收“叙梁武、侯景君臣相拒,纪载亦太繁,梁事颇多,何独于此致详也?”④魏收的

处理应有其深意,侯景之乱正好发生在«魏书»写作之时,魏收当时已敏锐地看到了侯景之乱对于历

史的影响.侯景以异国人和异族人身份长驱南下,摧毁南朝之立国基础,直至自己在建康称帝,这对

南朝的皇统是致命的冲击,也深刻影响了南北局势⑤.除此之外,侯景本为东魏叛臣,北齐对梁武帝

收纳侯景的复杂感情,也影响了魏收的史笔,称此事为“水乡大猾,好利忘信,纳我逋叛,共为举斧”,
以致侯景“纠合伧楚,覆其巢穴,衍以餧卒,纲实鸩死”⑥.按«北史魏收传»载:“文襄时在晋阳,令收

为檄五十余纸,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执笔,三更便了,文过七纸.”⑦见诸«岛夷萧衍

传»的«檄梁文»,或即魏收手笔⑧,其中有云“唯夫三吴、百越,独阻声教”,又称“自伪晋之后,刘萧作

慝,擅僭一隅,号令自己”⑨.这些写于侯景乱梁前夕的文字,虽未使用“岛夷”之号,然称南朝为不闻

声教的三吴、百越,东晋南朝皆为僭伪,与«魏书»的态度已经颇为接近.直到侯景逼迫萧栋上演禅让

丑剧,“僭即伪位于建邺,自称曰汉”,南方政权的合法性便更为魏收所不齿了.
«魏书»写作时北方发生的重大事件是魏齐禅代.魏齐禅代在政治层面的重要影响,是“江南多

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而百年一主”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自孝文帝以来,宣布北魏政权远承

西晋正统,肯定西汉承周“排虐嬴以比共工,蔑暴项而同吴广”,实际上否定了禅让之合法性.西晋

灭亡到北魏建立数十年间“刘、石、苻、燕,世业促褊,纲纪弗立”,只能为正统驱除.南朝政权更替虽

看似禅让有序,然皆年祚短暂而有篡夺之实,正如«魏书»所指斥的那样,“或年才三纪,或身不获终,
而偷名江徼,自拟王者”.这与十六国诸政权“世业促褊”颇有相似之处.魏齐禅代则仿魏晋南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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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智而行之,孝文帝时代的正统观受到冲击,也给了西魏和南朝口实.杜弼曾密启齐显祖云:“关西

是国家劲敌,若今受魏禅,恐其称义兵挟天子而东向,王将何以待之?”①北魏孝武帝西入长安,宇文泰

挟天子而东向,这是对北齐的直接威胁.除了关西的西魏北周,梁也是如此作为.魏末自尔朱荣入

洛到魏齐禅代,孝文帝子孙也被诛杀殆尽,几无孑遗;相反,大量元氏子孙流亡江东,被用来建立傀儡

政权,梁武帝拥立元颢攻入洛阳的事件就是显例.侯景也曾向梁武帝“请元氏戚属,愿奉为主,诏封

贞为咸阳王,以天子之礼遣还北”②;梁武帝死后,侯景又欲立北魏宗室元景仲为帝③,打出北魏正统

的旗号.在三足鼎立的局势下,魏齐禅代免不了被西魏甚至侯景所利用,从而冲击政权的稳固.
侯景本为高欢部将,以途穷之残兵败将而使江左遂为丘墟,无论是对于急于禅代的北齐还是亲

历者魏收而言,都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南朝的衰败与树立高齐政权的正统形象,对于魏收而言,也是

相辅相成的.同时,以政权更替频繁而指斥南朝为僭伪的价值弱化,更是魏齐禅代的现实决定的.
有学者指出,«魏书»的历史观是由魏齐革命的性质决定的④,此言不虚.现实政治的需要,至少是«魏
书»中不少叙事模式创建的直接动因.由此,以“岛夷”的称号指斥南朝则应运而生,并随魏收“辨定

名称,随条甄举”而留在了«魏书»中.

四、“僭伪”与“四夷”之间:“岛夷”号与北朝华夷观念的变迁

如果说«魏书»的这种处理方式可看作是为北齐官方立场作代言的话,那么“岛夷”名号的意义,
还在于它的出现是魏齐之际华夷观念变迁的标志.观念或文化的动因,可以说是这个名号产生的内

生因素,毕竟现实政治中的表达也是建立在社会主流思想观念的基础上的.从文字本身的涵义来

说,“岛夷”和“僭伪”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华夷观念被引入而将自魏晋以来禅让有序的南朝政权斥为

“夷”,这就完成了对十六国北魏传统正闰观念的超越.所以«史通曲笔»称:“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

裔,见侮诸华,遂高自标举,比桑乾于姬、汉之国;曲加排抑,同建邺于蛮貊之邦.”⑤十六国北朝华夷观

念的变迁,在从“僭伪”到“岛夷”的转变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对于东晋政权,«魏书»没有直接称其为“岛夷”,但在该卷特别指明了“岛夷”称号的来历.«僭晋

司马叡传»云:“其朝廷之仪,都邑之制,皆准模王者,拟议中国.遂都于丹阳,因孙权之旧所,即«禹
贡»扬州之地,去洛二千七百里.地多山水,阳鸟攸居,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所谓‘岛夷卉服’者
也.”⑥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岛夷”的称号是源于南朝政权的都城建立在«禹贡»所称的“岛夷卉服”
之地,所针对的是南朝“都邑之制,皆准模王者,拟议中国”,亦即政治上的僭越.为否定东晋传承西

晋之正统,魏收花了很多笔墨在司马叡的血统上做文章,称其为晋将牛金子云云.“岛夷”名号袭用

旧典之外,强调了两个层面的理由,首先是基于地理层面的“土风之殊”,进而由之引申为文化层面的

“华夷之隔”.
因地域不在中原而以南朝政权为“蛮夷”的观念,在北魏孝文帝时代就已经有人提出.太和十四

年(４９０),高闾在议定北魏正统时,主张继承十六国秦、赵、燕之正统,称:“又秦赵及燕,虽非明圣,各
正号赤县,统有中土,郊天祭地,肆类咸秩,明刑制礼,不失旧章.奄岱逾河,境被淮汉.非若龌龊边

方,僭拟之属,远如孙权、刘备,近若刘裕、道成,事系蛮夷,非关中夏.”⑦高闾以刘裕、萧道成“事系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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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的理由,主要是其定都不在中原,而六国秦、赵、燕则“正号赤县,统有中土”.高闾观点的核心,是
以是否据有中原的地域标准作为判断华夷的基本依据.«魏书高闾传»也记载了一段高闾与孝文

帝的对话,高闾称:“汉之名臣,皆不以江南为中国.且三代之境,亦不能远.”高闾提出的看法,正当

孝文帝向往南朝文化,并积极经营统一战争之时,孝文帝也坚决予以反驳:“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

荆州,此非近中国乎?”①高闾提出继承十六国秦、赵、燕之正统而以东晋南朝为蛮夷的观点,也被李彪

等人反驳,最后未获采用.
孝文帝虽对高闾之说不以为然,但这种据有中土则为正统的观念仍对北魏产生了关键性的影

响.孝文帝的遗诏“迁都嵩极,定鼎河瀍,庶南荡瓯吴,复礼万国,以仰光七庙,俯济苍生”②,便暗含了

这种观念.陈寅恪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洛阳为东汉、魏、晋故都,北朝汉人有认庙不认神的观

念,谁能定鼎嵩洛,谁便是文化正统的所在.正统论中也有这样一种说法,谁能得到中原的地方,谁
便是正统.如果想被人们认为是文化正统的代表,假定不能并吞南朝,也要定鼎嵩洛.当然,单是定

鼎嵩洛,不搞汉化也不行.孝文帝迁都洛阳,厉行汉化,其目的正在统一胡汉,确保北魏统治.”③陈先

生指明了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厉行汉化以达成自居华夏正统的目的,这确实是孝文帝时代以来的

基本趋势.孝文帝汉化政策下的正统观,一言以概之,就是“据汉弃秦承周之义,以皇魏承晋为水

德”④,即远承西晋而以十六国政权为僭伪.孝文帝君臣力图藉此表明北魏虽然出于鲜卑,但并不愿

意与五胡十六国的胡族政权为伍的观念.这种处理方式在华夷关系层面,也与高闾以十六国之秦、
赵、燕为正统的观点很不相同.北魏水德说确立以后,华夷之辨在朝堂之上已经不是禁忌.以“深慎

言语”为行为准则的杨椿,太和末年上书中有云:“臣以古人有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荒忽之人,羁
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于荒服之间者,正欲悦近来远,招附殊俗,亦以别华戎、异内外也.”⑤杨椿对

“别华戎、异内外”的强调,只能是在北魏君臣自居“华夏”而御“四夷”的观念下方可成立.其后,袁翻

的上书中更指称“然夷不乱华,殷鉴无远,覆车在于刘石,毁辙固不可寻”⑥.无疑,北魏朝堂之上对于

“五胡乱华”这段历史的评价已经和东晋南朝的态度趋于一致⑦.
魏齐禅代之际,是各种新旧传统交杂的时期,而出身代北的尔朱氏和高欢所带回的,更多的是代

北旧制.«北史»记孝武帝(出帝)即位时情况云:“即位于东郭之外.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欢
居其一.帝于毡上西向拜天讫,自东阳、云龙门入.”⑧高欢以“代都旧制”拥立孝武帝的目的,在于高

调地恢复拓跋传统以服务于当前的政治目标⑨.不过到了魏齐禅代,却是“致玺书于帝,遣兼太保彭

城王韶、兼司空敬显俊奉皇帝玺绶,禅代之礼一依唐虞、汉魏故事.又尚书令高隆之率百僚劝进.戊

午,乃即皇帝位于南郊,升坛柴燎告天”云云.对这一变化,佐川英治认为,对于齐文宣帝来说,他是

以纯粹的汉人君主在位的,也就是并没有继承北魏鲜卑的一面,而只要继承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一面,
因而魏的正统性问题至关重要.魏收在孝文帝正统观的基础上所发展的,主要就是在孝文帝自居

华夏的基础上贬斥东晋南朝为“四夷”,给他们安排了“岛夷”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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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六国以来“夷狄乱华”的历史,魏收有一段总结性的文字:

　　晋年不永,时逢丧乱,异类群飞,奸凶角逐,内难兴于戚属,外祸结于藩维.刘渊一唱,石勒

继响,二帝沉沦,两都倾覆.徒何仍衅,氐羌袭梗,夷楚喧聒于江淮,胡虏叛换于瓜凉,兼有张赫

山河之间,顾恃辽海之曲.各言应历数,人谓迁图鼎.或更相吞噬,迭为驱除;或狼戾未驯,俟我

斧钺.①

按照«魏书»相关诸传,此处“徒何”是燕慕容氏,“氐”为前秦苻氏,“羌”为后秦姚氏,“夷楚”指东晋南

朝,“胡虏”指凉州诸政权.从文意而言,“更相吞噬,迭为驱除”的即是作为北魏驱除的十六国政权,
“狼戾未驯,俟我斧铖”即是尚未灭亡的南朝.这段文字包含了一个关键的信息,魏收区分僭越政权

的标准不是汉儒所强调的道德教化标准即是否“以德化民”,而落实到强调是否“异类”的华夷身份.
由此,«魏书»形成了一种历史解释模式.«僭晋司马叡传»末云:“自叡之僭江南,至于德文之死,君弱

臣强,不相羁制,赏罚号令,皆出权宠,危亡废夺,衅故相寻,所谓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亡也.”②这

些论述中,司马叡“僭江南”与“夷狄”指称总是联系在一起的.魏收所谓的“异类”包括了十六国的所

有政权以及东晋、宋、齐等政权,被北魏太武帝称为“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③的鲜卑秃发氏也不例

外.“胡”“虏”一类曾经被用在拓跋氏头上的称谓,魏收也悉数用于他族头上.在这段文字的逻辑来

看,魏收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即北魏和西晋政权一样,都是属于华夏政权而非胡族政权.这样,“岛
夷”称号虽由“土风之殊”引申而来,但华夷之隔的标准也绝不限于地域之别.十六国与东晋南朝诸

政权,不论是否为汉人建立,也不管是否曾定都中原,非华夏文化正统所系者,皆有可能被斥为蛮夷.

五、结　语

«史通称谓»批评«魏书»:“夫其谄齐则轻抑关右,党魏则深诬江外,爱憎出于方寸,与夺由其笔

端,语必不经,名惟骇物.”④由«魏书»对东晋和南朝的态度以及制造“岛夷”这类南北关系的历史实际

中并不存在的名号来看,不能不说刘知幾所批评的确有一定道理.史书的作者制造显眼的名号作为

标题,抹灭了北魏对南朝政权称谓的实际情况,拉开了史书与史实之间的距离,可以说«魏书»的“岛
夷”称谓是有悖于实录精神的.不过,“岛夷”称号虽难以准确反映北魏时期南北关系的实际,却是东

魏北齐禅代之际华夷观念变迁的第一手材料.魏收精心选择“岛夷”这样一个儒家经典中的名号指

代南朝,其关键在于通过史书的叙事,将北魏承晋的正统接续变成历史的必然延续.这种叙事模式

的创建同时也反映出,经过十六国北魏的发育,到魏齐禅代之际,华夷观念中基于地理层面的“土风

之殊”引申为文化层面的“华夷之隔”的思潮,已经在北朝政权中颇具影响.
史书成书并以官方的名义传播,对社会观念的影响一定会潜移默化地扩散开来.«岛夷传»也和

«索虏传»«魏虏传»一样成为南北朝历史的叙事典范,构成了分裂时代以华夷观念区分政权正闰的史

传叙事模式.随着«魏书»的成书,北魏仅以南朝为“僭伪”的叙事模式渐渐淡出政治话语,代之以强

调华夷之辨的“岛夷”一类称谓.这种变化说明,华夷之辨与正闰之辨紧密结合的叙事模式,逐渐成

为北朝后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只是无论是“华”还是“夷”,都只是保留了“华夷之辨”的表面概念,
其实际内涵和思想价值都和之前的时代全然不同了.“岛夷”称号背后的华夷之辨,已经消弭了十六

国北魏以来传统的族群区隔,转而以地理区位与文化崇尚作为华夷区分的标准.生活在时代变迁中

的各族人群,也经由这类观念变迁而完成身份再塑的过程,融合进以“华夏”为崇尚的文化体系中.

[责任编辑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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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寓与仕宦:社会史视野下的唐代州县摄官

周　鼎

摘　要:州县摄官制度在唐代前后两期呈现出显著差异,其间缘由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中唐

以降,地方州县中活跃着大批自两京迁徙而来的侨寓士人.依托与朝廷卿相、地方牧守的亲故关系,侨寓

士人成为州县摄官的重要来源.在岭南等地,甚至演变为一项地方人事惯例.对某些家贫无业的士人而

言,摄官是一种变相的衣食之资、利之所系,而不仅是维系政务运转的人事制度.与摄官类似,唐后期地方

行政中还有使府辟召以及正员州县官的荐授、奏留等选任机制.此类机制的萌芽虽可追溯至唐初,但均盛

行于中晚唐,这多少都与士人侨寓风潮以及由此催生的仕宦“地方化”倾向存在某种关联.

关键词:州县摄官;侨寓士人;藩镇体制;地方化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０．０３．０５

一、问题的提出

唐代州县官员中有一类特殊的“摄官”群体.所谓“摄”,又称“假摄”“差摄”等,指当州县正员官

出现空阙且吏部尚未拟任之际,由上级长官调配人员,临时代理其职.围绕州县摄官的类型、职权与

选任流程等制度层面的问题,学界已不乏专门研究① .
值得注意的制度演进过程中出现的“变异”:在唐前期严整的律令体制下,州县摄官多见于阙官

少员的边州,人数有限,差摄的也多是同衙署现任官,基本符合制度设计的本意.安史之乱后,随着

藩镇体制在全国的确立,州县摄官迅速扩展到内地州县,且任职者人数激增、身份猥滥,呈现出明显

有悖理性行政的倾向,也因此饱受诟病.
应如何理解这种差异呢? 换言之,唐后期地方州县中为何会涌现出大批摄官? 前人研究中,一

般将其归因于藩镇对中央人事权的僭越与侵夺,或径视之为地方行政体系紊乱的表征② .这类解释

自然不乏理据,尤其对河朔等地的藩镇,中央政府确实鞭长莫及.但在其他诸道,节度、观察使以下

例由朝廷直接任命,部分节帅甚至不乏当国秉政经历,自应深知其中利害,何以朝野上下始终未能革

除这一“弊政”,反而坐观其愈演愈烈? 如果说岭南等地是因阙官少员,不得不然,但正如下文将要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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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在国家财赋所系的长江流域诸州,为何亦复如是呢? 如果囿于“中央 地方”权力博弈的视角,
甚至仅从制度运作的自身逻辑出发,这些疑问恐怕都是不易解答的.

传统中国的官僚体制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政治制度,借用当代社会学家的观察,更像是“一个人际

关系交错相连的社会制度”①.尤其在处于王朝支配体系末端的基层社会,公权力所代表的国家意

志,与社会各阶层的诉求,往往呈现出错杂相生的样态,彼此边界并不清晰.近年历史学界对传统政

治史、社会史研究中各自区隔的现状不乏反思,有学者呼吁两者在方法与视角上应彼此关照、融汇,
警惕“将政治内容放在社会和文化的真空中演绎”②,在制度史研究中,应将主体从王朝国家转向“人”
本身,以官僚体制中人的行为作为分析的出发点③.这些意见无疑都是值得倾听的.本文尝试将制

度运作与社会秩序的变迁置于同一脉络下思考,期能为理解相关历史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从“萃处京畿”到“散寓州县”:唐后期的侨寓人士

在对中古社会历史变迁的考察中,学者基于墓志的统计分析表明,唐代士族为仕宦便利计,多已

在安史之乱前由旧籍(郡望所在)迁徙至长安、洛阳一带,由此出现了“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

土著,萃处京畿”的社会景观④.学者称之为士族的“中央化”⑤.
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上述进程完成后,迫于两京都市生活的经济压力,以及

政治资源分配中的圈内竞争,官僚士族内部产生急遽分化,除少数累世冠冕者,众多家庭其实很难单

纯依靠俸禄维系生计.因此,以安史之乱为契机,大批“萃处京畿”的士人家族又转而迁居地方州县,
由此出现了至少表面上看来与“中央化”相逆的侨寓风潮⑥.

侨寓风潮对唐后期士人家族产生了一系列深远影响.学者久已注意到唐人有望、贯之别,这其

实反映出自乡里迁徙两京的历史痕迹.而中唐以降,伴随着侨寓风潮的出现,又呈现出郡望、籍贯、
居住地三者相乖离的态势.举例而言,如宪宗朝宰相权德舆,郡望天水,祖茔在洛阳,但本人则生长

于润州丹阳,“游息三吴间,殆二十年,每耳闻水国,如话乡党”⑦;武宗朝宰相李绅,出身赵郡李氏,家
族在唐前期定居长安,其父寓居无锡,史书径称其润州无锡人⑧;诗人白居易,郡望太原,祖籍上邽,早
年先后侨居徐州、苏州、杭州等地⑨;诗人刘禹锡,出身北朝虏姓高门,祖籍洛阳,实际则生长于苏

州;诗人温庭筠,郡望太原,世居京师,后迁徙吴中,故其自称“江南客”.这类事例不胜枚举,可以

说,唐后期的政治文化精英虽大多活跃于两京,但不少人早年都有过侨寓地方的经历.
精英人口的大规模涌入,必然会对地方社会秩序产生冲击.中晚唐地方州县中,是一幅迥异此

前的历史图景.据大和年间任苏州刺史的刘禹锡所见,当地有“知书、宜为太守所礼”的三千“客

７３侨寓与仕宦:社会史视野下的唐代州县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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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①,显然正是寓居于此的士人及其眷属.苏州辖下吴县,据称“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
由是人俗舛杂,号为难治”②.在山东半岛的登州,日僧圆仁曾目睹刺史集众宣读诏书的场景,其中有

一类人被称为“官客、酢大”,亦即侨寓于此的衣冠士子,他们位列州县官员之次,而又居“百姓老少”
之上③,这应该是现实身份秩序的直观展现.

在侨居生活中,士人家族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生存处境,这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他们与本地官

员的关系.简言之,侨寓士人大多出身两京一带的官僚家族,而各级官员中也不乏早年有流寓经历

者,更有罢任后寄居本地者.两类人群同属衣冠士流,彼此间本没有不可逾越的身份界线,客居异乡

的现实境遇,又使其利益趋于一致.因此,依托既有亲故关系、朋辈交游,侨寓士人构筑起盘根错节

的人际关系网络,保障其在资源分配中居于优势地位④.总之,以侨寓士人为中心,中晚唐地方社会

中形成了一种新秩序,这是观察地方政务运作时不容忽视的时代背景.

三、利之所系:侨寓士人与州县摄官

摄官问题在河朔藩镇中最为引人注目,不唯县令、州佐,连刺史也多由藩帅差摄,这与上述地域

的独立倾向有关,姑置不论.学者研究也涉及到南方州县中的摄官,但对这类人的身份背景多未尝

措意,或尚存误解.这个问题其实牵涉到对制度整体的理解,亟待厘清.本节将主要运用笔记小说、
碑志等材料,揭示差摄制度与侨寓士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这一点在岭南等偏远州县体现得

尤为显著,下文即以此为线索展开考察.
(一)重新检讨岭南州县摄官的身份背景

如所周知,对岭南、黔中等地州县官员,自唐初以来一直有“南选”之制.所谓南选,即中央每三

年派遣一次选补使,赴岭南等地,铨选当地人士担任州县官.但据研究,这一制度在唐中期以后渐趋

式微,文宗年间最终废止⑤.随着藩镇体制的确立,岭南等地州县官员的补选权也顺势转移到节度

使、观察使手中.据时人观察,元和年间岭南节度辖下州县,“刺史、县令,皆非正员,使司相承,一例

差摄”⑥.开成年间,桂州观察使辖下“二十余郡,州掾而下至邑长、簿、尉三百员,繇吏部而补者什一,
他皆廉使量其才而补之”⑦.所谓“廉使量其才而补”者,即观察使所署任的摄官.

岭南州县假摄官数量庞大,其身份背景是一个值得重新审视的问题.«册府元龟»卷六三一«铨
选部条制»:

　　(开成)四年正月诏曰:“两道(岭南、黔中)选补,停罢多时,极为利便.苟非其人,
则假摄之官皆授里人.至有胥、贾用贿,求假本州令、录,裒敛剥下,而又恣其喜怒,以报己私.
自罢选补使,今藩方差官,杼轴之叹,南人益困.”⑧

这是讨论相关问题时常被引用的一条史料,研究者据此认为,摄官多为胥吏、富商等当地土豪⑨.按,
岭南、黔中等偏远州县素被北方士人视为畏途,上引史料反映的现象,确应在很大范围内存在.但更

应看到,活跃于此的侨寓士人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群体.据韩愈观察,元和年间,“人士之落南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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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者与流徙之胄,百廿八族”①,这还只是广州一地,但人数之巨已可见一斑②.
揆诸史料,胥吏、富商等土著居民之外,侨寓士人实际上构成了岭南州县摄官的另一大来源.

«太平广记»卷三八五“崔绍”条引«玄怪录»:

　　崔绍者,博陵王玄暐曾孙.其大父武,尝从事于桂林.其父直,元和初亦从事于南海,常假

郡符于端州.身谢之日,家徒索然.繇是眷属辈不克北归.南越会府,有摄官承乏之

利,济沦落羁滞衣冠.绍迫于冻馁,常屈至于此.贾继宗,外表兄夏侯氏之子,则绍之子婿.因

缘还往,颇熟其家.大和六年,贾继宗自琼州招讨使改换康州牧,因举请绍为掾属.康之附郭县

曰端溪.端溪假尉陇西李彧,则前大理评事景休之犹子.绍与彧,锡类之情,素颇友洽.崔、李

之居,复隅落相近.是后不累月,绍丁所出荥阳郑氏之丧,解职,居且苦贫.遂薄游羊

城之郡,丐于亲故.大和八年五月八日发康州官舍,历抵海隅诸郡,至其年九月十六日达雷州.
绍家常事一字天王,已两世矣.其月二十四日,忽得热疾大王曰:“公事已毕,即还生

路.存殁殊途,固不合受拜.”大王问绍:“公是谁家子弟?”绍具以房族答之.大王曰:“此若然

者,与公是亲家,总是人间马仆射.”绍即起申叙,马仆射犹子磻夫,则绍之妹夫.大王问磻夫安

在,绍曰:“阔别已久,知家寄杭州.”又康州流人宋州院官田洪评事,流到州二年,与绍邻居.
绍、洪复累世通旧,情爱颇洽.绍发康州之日,评事犹甚康宁.去后半月,染疾而卒.(后略)③

这则故事是观察岭南摄官群体的绝佳史料.首先来看崔绍的家世背景.文中称崔绍为中宗朝名臣

崔玄暐曾孙,虽然其父祖以下名讳不见于史传,但其名从“糸”,与正史有传的崔玄暐曾孙崔纵行辈似

相吻合④.另外,文中提到的“宋州院官田洪”也实有其人,所撰亡妻墓志近年已于洛阳出土⑤.因

此,剔除荒诞不经的情节,本条所涉人、事应非向壁虚构.崔绍父、祖两代均在岭南任官,“家徒索然,
繇是眷属辈不克北归”,他本人即生长于岭南,文中称之为“沦落羁滞衣冠”,亦即韩愈所谓“人士之落

南不能归者”.
其次,文中称岭南“有摄官承乏之利,济沦落羁滞衣冠”.可见,流寓士人担任州县摄官是一项行

之已久的人事惯例,也是他们赖以维持生计的“利”之所系.
复次,上引史料还透露出人际关系网络在摄官选任中的作用.我们看到,崔绍之妹嫁给了前任

岭南节度使马总(即文中的冥司大人,“人间马仆射”)之侄,两家是姻亲;康州刺史贾继宗则是崔绍表

兄之子,“因缘还往,颇熟其家”;又与端溪假尉李彧“隅落相近”,“素颇友洽”,与流贬岭南的官员田洪

“累世通旧,情爱颇洽”.正是凭借这些亲故关系,崔直、崔绍父子屡次获得出任诸州摄官的机会.
类似身份背景的摄官在岭南地区应不在少数.再如柳及,原籍河南,其父进士及第,“有名于搢

绅士林间”,他本人则寄家澧阳,后“因家给不足”,又客居岭南,凭借其父声誉,被节度使署以广州、蒙
州等地摄职⑥.这与崔绍的经历非常相似.此外,元和年间,元杰、元冀一族侨居韶州浈阳县,其再从

兄元昭肃“时假兹邑,政便于人”⑦.大中年间,桂州观察使辖下有摄某县令王克明、摄丰水县令李文

俨、摄灵川县主簿卢韬、摄修仁县令李克勤、摄柳州录事参军韦重、摄昭州录事参军曹谠、摄荔浦县令

陈积中、摄严州刺史李遇等人,李商隐在所拟文书中称其“或膏粱遗胄,或英俊下寮,虽寓遐陬,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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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代北方士人向岭南迁徙的概况,参王承文:«唐代北方家族与岭南溪洞社会»,«唐研究»第２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６年.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八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第３０６８页.按,此条不见于今本«玄怪录».
«旧唐书»卷一○八«崔涣附子纵传»,第３２８１页.
«亡妻扶风窦氏墓志铭并序»,齐运通、杨剑锋主编:«洛阳新获墓志　二○一五»,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７年,第２９０页.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一四九“柳及”条引«前定录»,第１０７５页.
«元杰浈阳果业寺开东岭洞谷铭»,阮元主修:«广东通志金石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９３ ９４页.另据同

书所载英德南山元杰、元冀、元昭肃、元固等人题名(第９５ ９６页),知当时流寓浈阳的元氏诸人不在少数.



试吏”,看来大多也是流落岭南的两京衣冠,其中李文俨、李克勤还是宗室子弟①.
(二)内地州县中的摄官

上述情形绝非岭南地区的特例.对此,可以重点来看流寓兖州一带的独孤景家族.«唐故任城

县令独孤氏墓志铭并序»:

　　公讳景,字司光,其先派分刘氏,实河南伊洛人也.公幼以文业求仕进,中以吏术赴知

己,宰邑、糺郡十余.再娶河东薛氏,故司徒公之女侄,并先公倾殁,铭志昭然.祖明,
皇银青光禄大夫、太仆卿、上柱国、阳武县开国子、驸马都尉,食邑三千户.父泳,皇永州司马,赠

绯鱼袋.历代勋贤,世传重德.公享年五十有一.会昌六年十一月廿四日疾殁于兖府之私

第,以大中元年二月六日权殡于瑕丘县依仁里,后夫人祔之,礼也.呜呼哀哉,(李)华宗面公二

纪,重会以相,见托斯文.②

独孤景出身周、隋以降的外戚世家,世居京师.祖父独孤明尚玄宗之女信成公主,官至太仆卿、驸马

都尉,后因在安史之乱中出仕“伪朝”而获罪,被赐自尽③.家族大概也因此丧失了京中旧业,流寓地

方.独孤景“幼以文业求仕进”,有意以科举入仕,但从志文记叙来看,似未获及第.元和、长庆之际,
唐廷平定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叛乱,将兖、海、忻、密等州分置为一道,独孤景大约在此前后流寓兖州④,
“以吏术赴知己,宰邑、糺郡十余”,长期在兖州一带担任县令、录事参军等职,直至会昌六年(８４６)去
世.虽然墓志中并未明言,但从科举落第、受“知己”之聘、长期履职一地等迹象来看,几乎可以肯定

独孤景担任的多是州县摄职.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志文称独孤景“再娶河东薛氏,故司徒公之女侄”,所谓“司徒公”,即穆宗长

庆年间任平卢节度使的薛平,史称其“在镇六周岁”,“远近畏伏”⑤.兖州原为平卢辖下支州,至元和

十四年(８１９)始分置,独孤景流寓这一带时,正值薛平节度平卢、声望日隆之际.不难想见,在获得职

务任命时,姻亲关系应该起到了不小作用.同期流寓于此的还有郑传古,出身荥阳郑氏,墓志称其

“才华而不登上第”,先后摄青州司事(士?)参军、益都县某官、青州司法参军、千乘县某官,最后卒于

青州益都县⑥.魏南华,出身钜鹿魏氏,“寓居齐鲁间,家甚贫”,密州刺史樊宗谅差摄当州司法参

军⑦.他们的仕途经历,乃至人生轨迹都与独孤景颇为相似.
长江流域诸道是中唐以降国家财赋所系,中央掌控最为严密.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区域同时也

是流寓士人萃居之所.史称“淮之南抵吴越,仕人所聚”⑧,可以想见,也有不少流寓士人充任州县摄

官.以扬州为例,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中存有担任淮南节度掌书记时草拟的多件授官文牒.其中如

摄海陵县令郑杞,出身“膏腴”,“深于诗,敏于行”;摄扬子县令王翱,“相门积庆,儒室推贤”,明经及

第,此前曾任正员当涂县令;摄清流县令柳孝让,出身河东柳氏,曾任济阴县令,后“久依江徼,静守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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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牒»,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１３７６、１３９７、１４０１、１４０４、１４０７、１４０９、１４１２、１４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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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线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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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引张森楷说已指出为“独孤明”之讹.
按,志首载撰者李华宗结衔“前兖海馆驿巡官、文林郎、前试太子通事舍人、飞骑尉”,知其与志主同属因官侨居兖州者.文

末又称“华宗面公二纪”云云,则是追忆二人同官兖州期间的交往经历.以志主卒年上推二十四年,当穆宗长庆二年(８２２)前后.
«旧唐书»卷一二四«薛嵩附子平传»,第３５２６ ３５２７页.
«唐故荥阳郑公墓志铭并序»,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卷一二一,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１５００ １５０１页.
张读:«宣室志»卷五,«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０２１页.
«唐故朝散大夫京兆韦公府君墓志铭并序»,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９６５页.



居”①.家世背景虽不能一一详考,但整体来看,大多应是寓居扬州的士人.
其他州县,如大历年间任常州晋陵县令的李衮,罢秩后“寓于旧邑者十有二年,方牧知之,又檄而

摄焉”②;河东薛存义,寓居荆楚间,为湖南观察使所举,先后摄湘源令、零陵令③;荥阳郑逍,“以家私

不便,封境多虞,罢职而南,假名累岁”④,所谓“假名”,即充任摄职;荥阳郑洁,“寓于寿春郡,尝以假摄

丞、尉求食”,罢职后寄居附近的安丰县,不久又摄安丰县尉⑤;清河崔彦崇,“寓居汉中,颇为时论所

许,故随牒县邑”,其弟彦弘,摄兴元府西县尉⑥;扶风马攸,司徒马燧曾孙,“任南郑丞罢秩寓

居于府城”,闲居五年,“梁之属县阙宰有公牒来简乃领其邑事”⑦;博陵崔元夫,原籍洛阳,寓
居瓯闽间,“累摄州佐、邑长之任,前后相继不绝者,殆逾一纪”⑧.这类摄职的性质也与岭南地区并无

二致,对此我们可以来看元侗的例子.据墓志记载,元侗出身河南元氏,原籍洛阳,世代为官,进士落

第后客游福建,“抵观察使卫侯(中行),卫侯与君婚姻之私嫌,不得表为己从事.方媒其贤于异藩,但
授假职,无文书掌理之任,而月委其禄”⑨.依靠姻亲关系,元侗谋得“无文书掌理之任,而月委其禄”
的摄职.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经济援助,墓志对此毫不讳言,也可见类似做法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唐后期地方州县中为何会涌现出大批摄官? 答案已不言自明.摄

官的泛滥,固然与中央与地方彼此权势的消长有关,尤其离不开藩镇体制下相对独立的制度运作空

间,但更应看到现象背后的社会结构性诱因.中唐以降,地方州县中活跃着大批“所业唯官”而又“家
贫无业”的侨寓士人,他们大多出身“两京衣冠”之家,与朝廷卿相、地方牧守多是亲故、旧交.各级官

员自然乐意在职权范围内为其提供诸种便利,甚至不少公卿、牧守自身就有过流寓经历,自然更能理解

其处境,不会轻易触动相关利益分配格局.另外,优待衣冠、奖掖后进,也是朝野舆论对地方官员的普遍

期许.在上述社会背景下,“摄官承乏”就演变为一种变相的衣食之资、“利”之所在.可以说,唐后期的

州县摄官制度已不仅是维系政务运转的人事制度,更是接济流寓士人的隐性社会机制.
也正因此,虽然朝廷屡有诏令,对摄职奏正的员额、任职者资格作出限制,但始终无意彻底裁汰.

从朝野舆论来看,对以士人充任摄官,毋宁说持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册府元龟»卷六三二«铨选

部条制»:

　　唐武宗会昌元年五月,中书奏:“州县摄官,假名求食,常怀苟且,不恤疲人.其州县阙少官

员,今后望委本州刺史,于当州诸县官中,量贤剧分配公事勾当.如官员数少,力实不逮处,即于

前资官中选择清谨有能者差摄,不得取散试官充.”

又«乾符二年南郊赦文»:

　　守土长人,切资士族,品流混杂,必害生灵.刺史、县令,如是本州百姓及商人等,准元敕不

令任当处官.近年此色至多,各仰本道递相检察,当日勒停.

文中对州县摄官的猥滥多有指责,但又注意区分了两类人:一类是“前资官”“士族”,他们拥有入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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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４２３、４２５、４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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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多为寄居本地的衣冠士流①;另一类是“散试官”“本州百姓及商人”,多为无正式出身的土著居

民②.这两类人构成了州县摄官的主要来源,但在选任之际,朝廷的态度是判然有别的:前者多有优

容,后者则明令禁止.这种厚此薄彼是耐人寻味的.

四、中晚唐的仕宦“地方化”现象

相比州县正员官,摄官的升迁空间有限,仕途前景堪称黯淡③.为何出身官僚家族的侨寓士人还

是对此趋之若鹜呢? 诸多事例中提到的“家贫”显然是一个因素,但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侨寓士人中,自然不乏才学出众者,他们自可依循科举等门径,拾级而上,显达于庙堂,家族也得

以重返两京.前文提到的李绅、白居易、刘禹锡等名宦即属其例.但大多数人并不具备那样的仕途

际遇,长期滞留京中应举、守选,反而会疏于对亲族的赡养以及侨居地产业的经营.这也是诸多士人

家族面临的两难处境,如举家寓居江陵的京兆杜辇,“志意未尝违去膝下,故壮年未仕”④;同样寓居于

此的陇西李毗,因不忍暌离家人,“虑为乡荐所迫,亟焚弃冠裳,愿朝夕宁侍”⑤.另外,即便决意入京

参选、应举,在残酷的仕途竞逐中,若无奥援,他们相较当朝公卿子弟终究还是处于劣势⑥.而充任摄

职则在某种程度上纾解了这一困境.我们看到,摄官的履职地大多在其所居州县侧近,任职年限也

没有严格规定,凭使府文牒,有阙则摄.因此在上举事例中,不乏一地任职一二十年者.从现实层面

看,这方便将精力投入地方产业经营与亲属赡养,规避了宦海沉浮、颠沛流离带来的社会风险,“以官

为业”的士人身份.对此,我们姑且称之为仕宦的“地方化”.
仕宦“地方化”倾向同样见于使府辟召的幕职.如所周知,唐后期藩镇体制下,“诸道、诸使,自判

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甚至州刺史也可自辟军事判官、衙推等僚佐.可以说,各级军政长官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人事自主权.从选任流程来看,使府僚佐与州县摄官具有显著的相似性:两者皆不经吏

部铨选,均由府主出牒补任⑦,依托的都是私人关系.而据渡边孝研究,唐后期使府辟召的文职僚佐

(尤其是判官、掌书记等高级幕职)大多出身传统的衣冠之家⑧.不难想见,其中应有不少原先即侨居

辖境内的.举例而言,如崔造,永泰中侨居润州上元县,“浙西观察使李栖筠引为宾僚”⑨;段文昌,寓
居蜀地,“韦太尉镇是邦也,公释褐从事,在宾幄之间”;韩乂,原籍长安,侨居越州,两任浙东观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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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多在任期届满后购置庄产,寄居本地,此即所谓“前资寄住”.参张泽咸:«唐代的寄庄户»«唐代的衣冠户和形势

户»,«一得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关于散试官的性质,学界尚存争议,最新研究及相关学术史梳理,参陈翔:«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以三类地方官为

对象»,«陈翔唐史研究文存»,第７９ ８１页.至于土著居民充任州县摄官的问题,拟另撰文讨论,此处不赘.
当然,摄职并非完全没有升迁空间,如在任期间政绩卓著,经使府举荐后可授正员官,即“奏正”.另外,还可由府主奏授“试

官”衔,如前文提到的崔元夫,“方伯将议任用,姑欲暗高其秩序,乃寓名军功,奏试大理评事”(«河洛碑刻拾零»,第５６９页).但

整体而言,朝廷划定的各道奏正员额有限,试衔则与军将、胥吏所授无异,并不为时人所重.
«唐故乡贡进士杜君墓志铭并序»,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３６２页.
«唐故朝散大夫尚书兵部郎中柱国李公墓志铭并序»,赵立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６２３页.
如所周知,中晚唐科举、荐举中有所谓“子弟”与“孤寒”之争.前者指当朝冠冕、公卿子弟,没有疑义.而所谓“孤寒”,据近

年最新研究,并非一般理解的庶民、寒士,他们大多也出身官僚家族,只是父祖辈官位不显,久已脱离政治中心.这其中想必有不少

侨寓士人.详参王德权:«孤寒与子弟———制度与政治结构层次的探讨»,«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风气»,台北:政大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第１６９ １７６页.
中村裕一:«唐代官文書研究»,京都:中文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８８ ２９４页;刘后滨:«唐代选官政务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７３ ９５页.
渡边孝:«中晚唐期における官人の幕職官入仕とその背景»,«中唐文学の視角»,东京:创文社,１９９８年;«唐後半期の藩鎮

辟召制についての再検討—淮南浙西藩鎮における幕職官の人的構成などを手がかり―»,«東洋史研究»６０(１),２００１年.
«旧唐书»卷一三○«崔造传»,第３６２３页.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八«丞相邹平公新置资福院记»,第７２６５页.



高铢、萧俶均有意延其入幕①;李翛,出身赵郡李氏南祖房,举族侨居江南,任宣歙观察使下衙推②;齐
酄,宰相齐抗之孙,寓居越州,任浙东观察衙推③.当然,一般而言,使府僚佐的仕途前景要远胜于州

县摄职,不乏以此为津梁,登朝为官的侨寓士人,“地方化”倾向更多体现在衙推、要籍等低级僚佐.
更有甚者,在正员州县官选授中,侨寓士人也会通过各种渠道,优先争取侨居地附近的职务.这

是一个不易察觉的现象,但新出墓志为我们提供了不少例证.先来看陆士伦的例子.陆士伦原籍洛

阳,卒后也葬于洛阳,但生前“家寄江潭”,先后任苏州常熟县尉、常熟县令、常州义兴县令、杭州钱塘

县令等,平生履职未出浙西一道.何以能够如此呢? 正如墓志所透露的,迁转之际每每由上级长官

出面(江淮转运使、浙西观察使、“执事者”),或是奏留,或是荐任④.这其实跟使府辟召颇为类似,依
托的都是与长官的私人关系.

在中央层面的吏部铨选中也能看到类似倾向.如沈中黄,先世定居两京,进士及第后,“以家寄

荆楚,求授江陵参军事”⑤.又如崔鄪,出身清河小房崔氏,侨寓宣州旌德县,“大中元年,复调选,求便

于家,请授旌德县丞.亲爱非其选叙,而公欣然自得,盖不以寸进为意”⑥.相比两京一带的仕途竞

逐,他们更看重侨居地的稳定生活.
仕宦“地方化”现象在长江上游的剑南道似尤为突出.如段元度、段琮父子,原籍长安,长期侨居

蜀中,先后任梓州涪城令、汉州什邡县尉、洋州录事参军等职⑦.段氏姻亲,“皆因官寓两蜀”,其中段

琮岳父田行源的墓志也已出土.据载,田氏原籍也在长安,其父曾任成都府双流县令,本人先后任荣

州录事参军,成都府新繁县尉,魏成、什邡、犀浦三县令,在蜀中任官二十余年⑧.田、段两家出身京

师,段琮兄弟、子侄中不乏在京任职者,有条件接近最高权力中枢;田行源之妻出身宗室,又与宰相杨

绾家族是姻亲关系⑨.可以想见,在授官之际,深厚的家族人脉应该发挥了不小作用.
类似经历也见于窦季余与刘继家族.窦季余,京兆人,世代显宦,其从兄窦易直,长庆年间曾官

至宰相.他本人则久寓蜀中,“年垂四十,方从假禄,自雅州名山长至成都双流令,凡七领剧邑”,长期

担任摄官,此后又历任眉州录事参军、茂州刺史等职,直至大和七年(８３３),“卒于成都府华阳县盐泉

里之寄第”.刘继家族,自曾祖父起世代为官,定居京师,本人历任汉州金堂县主簿、雅州仓曹参军、
陵州仁寿县令、成都府功曹参军、成都府司录参军,无一例外都在蜀中,直至大中四年(８５０)卒于成都

金容里家中.由此不难看出,虽然生长京师,也归葬京师,但窦、刘二人平生仕宦皆在蜀地.此外,
与田、段两家相似,其内外姻亲也多“因官寓两蜀”,如刘继岳父张叔元为汉州金堂县令,女婿徐有章

为摄成都府文学,女婿李师仲为彭州九陇县主簿;窦季余岳父刘渭原籍洛阳,先后任成都府华阳县

令、黎州刺史、雅州刺史,其子曾任成都府参军.
此类事例为数甚夥,不待赘举.一般认为,唐代官员任职具有很强的空间流动性,多随职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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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樊川文集»卷一六«荐韩乂启»,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９９４页;另参同书卷九«唐故平

卢军节度巡官李府君墓志铭»,第７４３页.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二九«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第５３７０ ５３７１页;参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一○“顾况”

条按语,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９４ ３９５页.
«唐故文林郎前越州会稽县尉齐府君墓志铭并序»,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第９８９页.
«唐故常州义兴县令陆君墓记»,毛阳光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４１页.
«唐故承奉郎守大理司直沈府君墓志铭»,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２３６０页.
«唐故宣州旌德县丞崔府君墓志铭并序»,毛阳光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７０１页.
«唐故洋州录事参军段君墓志铭并叙»,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０５６页.
«唐故朝议郎成都府犀浦县令京兆田府君墓志铭并序»,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１０２７页.
«唐故朝议郎汉州什邡县令京兆田行源亡室陇西李氏墓志铭并叙»,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１００１页.
«唐故茂州刺史扶风窦君墓志铭并序»,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２１４６ ２１４７页;参«旧唐书»卷一六七«窦易

直传».
«有唐故成都府司录参军刘公墓志铭并序»,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２２８６ ２２８７页.
«季舅唐故雅州刺史刘府君墓志铭并序»,毛阳光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５５３页.



游宦四方①.但就唐后期而言,却可见不少官员的任职地和居住地是彼此重叠的,呈现出明显地方化

的倾向.从上举事例来看,这是他们依托人际关系网络,苦心经营所致.这一倾向与侨寓生活互为

表里,换言之,生活空间的“地方化”推动了任职的“地方化”,而在某些场合,后者又能为前者提供便

利.在观察地方行政体系运作时,不应忽视仕宦主体的自身诉求与行动策略,他们不是单纯的官僚

制部件,更是一种社会化的存在.
很难说“地方化”是唐后期士人家族的主流价值取向.正如诸多墓志所透露的,即便终老于侨居

地,只要条件允许,大多数士人家族还是会选择归葬两京祖茔.两京终究是其地域认同所系,“地方

化”更多是一种生存策略.但这起码透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时代信号:在“中央化”之后,地方社会重

新成为部分士人家族生活世界的重心.可以预见,随着世代推移,他们的家族形态与身份认同也会

随之土著化,这将对地方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学者曾注意到,宋代蜀中士绅所撰述的谱系中,往
往自称因官侨寓的唐代士族之裔②.此类谱系真伪难辨,学者不免存疑.但如果联系到本文揭示的

相关历史现象,应可信这一情形是相当程度上存在的.进言之,宋代地方士绅阶层的崛起,乃至乡里

社会秩序的重建,也可以放在这一历史的延长线上重新予以考量.

五、结　语

在言及历代制度得失时,近人钱穆有一段独具只眼的议论:

　　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

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期间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

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意见.后代人单凭后

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我

们不该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这两者间,该有精义相通.③

就唐后期地方人事制度而言,也存在类似“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之别.有唐一代,虽号称“大小之

官,悉由吏部”,但政务实际运作中,又有辟召、差摄以及荐授、奏留等种种非常规选任机制.此类机

制的萌芽虽可追溯至唐初,但均盛行于晚唐衰世,因此后世史家多将其视为藩镇对吏部人事权的侵

夺,或中央权威不振所滋生的“弊政”.这不妨归为一种“时代意见”.
但“时代意见”呈现的是否就是制度的实相呢? 透过碑志、小说中蕴藏的历史细节,本文研究表

明,在士人散寓州县的社会情势下,这类人事制度实与其切身利益紧密相连.而朝廷公卿、牧守于此

既可俯顺人情,一定程度上也可收“就地取材”之效,有效节约行政成本④.因此,朝野上下对摄官的

批评多集矢于铨择不精导致的人员猥滥,而非制度本身.这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历史意见”,或许也

是类似人事机制得以长期存续的根源.由此可见,只有深入具体历史情境,体察制度运作各环节中

不同主体的处境、行为与诉求,然后方能推考出相对允当的“历史意见”.

[责任编辑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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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云薇:«千里宦游成底事,每年风景是他乡———试论唐代的宦游与家庭»,«台大历史学报»第４１期(２００８年).
参刘琳:«唐宋之际北人迁蜀与四川文化的发展»,«中古泥鸿———刘琳史学论文自选集»,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９年.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５ ７页.
这也常见于唐人自身议论,如德宗贞元年间,礼部员外郎沈既济针对吏部铨选的诸项弊端,建议全面推行差摄、辟召,恢复

汉魏六朝州郡自择僚属之旧制(«通典»卷一八«选举杂议论下»,第４５１页).同期任宰相的张延赏,也结合地方治理的切身经验,
从省官减员的角度,力陈差摄之利便(«旧唐书»卷一二九本传,第３６０９页).这些议论多是基于对当时政治社会的深入观察,并非浮

泛之议,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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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地理环境之路

———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游牧社会与农商社会

鱼 宏 亮

摘　要:受“内亚”理论、“族群”理论等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一些古史研究将地理环境差异当作不同

民族间生活与交流的鸿沟,中国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被视为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地理单

元,进而将这些地区的人民与内地人民分割成互相隔离的族群,从而构建了一个内地与边疆、本部与边缘

的历史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在中西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变成中国古代史研究不可绕开的前提与背

景.本文利用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档案、土地契约、地名志、中外考察记等史料,还原了明清时期内地与蒙

古地区人民跨越长城、河套等地理界限,在农业与贸易等方面进行的历史悠久与规模宏大的双向交流,以

及移民、技术与文化传播的历史画面.指出在一个环境与民族多样性的国度中,地理环境等自然差异从来

没有成为人群交流与融合的阻断因素.相反,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一部突破环境局限的历史.“内陆亚

洲”“长城带”等西方史学理论的提出受到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在应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错

误和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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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人类的活动毋庸置疑会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古今史家对这一问题都给予高度重视.
环境、资源与人口在当今世界各地的发展模式中都具有决定性的地位.这反映出人类发展的历史经

验正成为后世镜鉴的重要文化遗产.但是,人类活动的历史,更是一部超越地理环境局限的历史.
如果以地理环境的界限将活动中的人群划分为一个个孤立的单元和社会群体,将这种地理界限进一

步延伸到人类与族群之中,作为文化间截然不同的标志和界限,则与历史上的事实并不符合,甚至歪

曲了人类活动的真正模式.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美国地理学家詹姆斯提出了一种基于复杂系统的地理思想:“在这个世界上,有
由物理过程和化学过程产生的事物(现象),有由生物过程产生的植物与动物,有受到天然环境影响

的人类本身,还有在人类周围通过经济、社会和政治事件所发生的一种变化力量.所有这些事物和

作为这些事物的一时标记的事件,在复杂的联合与相互的连接中存在着,组成所谓巨大的人类—环

境系统.”① 以明清时期北方地区著名的“地理界限”长城带为中心,就１６世纪至２０世纪以来发生的

跨境农业与贸易的活动及其文化影响,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中国范围内各地理单元经济贸易与文化交

流的真实影响.受当代民族主义影响的族群理论所建立的各种界线,对传统中国的解释并不符合历

史,甚至产生扭曲的镜像.

　　本文利用清代土默特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蒙古文、满文、俄文档案,台湾故宫藏宫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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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第６页.



俄罗斯１８世纪编纂«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１６１９ １７９２)»,«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

约»,蒙古国藏«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册汇编»,蒙古与陕北地区明清方志以及中西考察日

记等文献,重建１７世纪蒙古与内地人民社会生产与文化交流的实际景象,并就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

一些外来范式问题加以讨论,以厘清中国研究中一些未加检讨的概念背后隐含的时代错位与政治意

涵的潜在影响.

一、从环境到族群:“内亚”模式再探讨

(一)隔离蒙古:早期俄国汉学的政治特色

从１７世纪罗曼诺夫王朝起,俄罗斯逐渐由一些分散的小邦和公国扩张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
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俄国及其周边民族政权的疆界覆盖了东欧和中亚地区,横亘明清以来中国与

欧洲联系的沙漠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的中间位置.俄罗斯的崛起对亚欧大陆的历史发展与世

界近现代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①.正是这种横跨欧亚的地缘特征,俄罗斯在近代形成了一种双向外

交战略,一方面在制度文化上大力进行改革,借鉴吸取正在崛起的欧洲政治制度.另一方面,采取面

向亚洲尤其是东亚的扩张政策,大力向西伯利亚进行殖民,与中国清朝频繁接触,建立了深度的政治

与贸易联系.在东西两个方面,俄罗斯的双向战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使得它在不到二百年中,已经

成为能够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主要帝国之一②.
也是由于这种扩张战略,俄国对中国的考察和贸易,都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方针.从明代崇祯年

间起到清前期,沙皇和俄罗斯外交部屡次派出政治与贸易考察团前往中国,其直接目标就是建立直

接的贸易关系和获取情报.受此影响,俄罗斯学界和官方重视整理早期中俄关系的档案文献,但其

视角有着非常显著的特征.
同西方国家的探险家相比,俄罗斯对中亚和蒙古的了解有直接的渠道.俄国探险家和汉学家有

着直接考察、了解这些中国边疆地区的便利条件,这在考察成果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上始终占据着

第一手资源的优势③.１８世纪俄罗斯重要的档案学家、历史学家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纂的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１６１９ １７９２»是最早有关俄中两国关系的外交档案汇编,也是一部配合俄罗

斯向西伯利亚扩张、势力向蒙古延伸的历史著作.卡缅斯基一生编纂有数量巨大的有关俄罗斯与欧

洲、中亚、地中海各国的外交档案汇编,这个过程正是彼得二世带领俄罗斯进行大力扩张的时期,这
些数量巨大的外交档案汇编为新近成为统一国家的俄罗斯建构历史合法性、追溯外交联系甚至领土

归属提供了文献支撑.例如«汇编»介绍中国:“在征服西伯利亚之前,俄罗斯似乎还不知道中国的名

称.”④但是,在本书记录康熙六年清朝的鄂温克族王公根忒木尔叛逃事件时,只字不提根忒木尔外逃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祖居地原在尼布楚河地区,后来因为俄国侵略才南迁.对于根忒木尔家族来

说,所谓的归附俄罗斯实际上是要回归到其祖居地.在«汇编»中变为:“邻国的一些异教徒看到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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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学界过去认为,大航海时代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欧亚传统贸易路线的阻断.西欧国家为了寻找新

的通向东方的路线便推动了从海上探险开辟新航线的事业.实际上,俄罗斯的崛起及其对东西方丝绸之路的垄断,亦有着重要的影

响.参阅鱼宏亮:«哲人王与太阳王:康熙皇帝与路易十四的相互想象»,«光明日报»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２日史学版.
俄罗斯的双向外交战略的成功体现在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例证,就是当西方国家从１９世纪中叶起一次又一次地利用

坚船利炮叩打中国的国门,试图获得在北京派驻外交使节、直接贸易的“特权”的时候,俄国则早在１７世纪起就获得了在北京派驻机

构和直接贸易的特权.俄罗斯在欧亚贸易中的这种特殊地位及其对世界近代史的影响迄今尚未引起学界重视.
钟焓指出:“鉴于政治上的原因,多数西方国家的学者往往不能进入中、苏、蒙所属的内亚地区进行人类学(含考古学)的田

野调查,这给相关课题的研究带来了直接的负面影响.以游牧社会研究为例,西方学者常常只能退而求其次,前往西亚、非洲等地调

研,对最为关键的内亚地区却缺少系统深入的现场考察,而在其他地域获得的经验知识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内亚,尚有待观察.”
钟焓:«重释内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７页.

尼古拉班蒂什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１６１９ １７９２»,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年,第１９页.有关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的过程,见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吴持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第１７７页.



主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位时期西伯利亚十分安定,他们想在那儿找到一个避难所并受到庇

护.”①这部书从１７７６至１７９２年(乾隆四十一至五十七年)编纂完成,由于涉及外交机密,一直未能公

开出版.到１８８１年(光绪七年)出版时,将“纪念西伯利亚开拓三百周年”印在封面,导言中明言:“读
了班蒂什 卡缅斯基的著作,可以一步一步地看到:南西伯利亚的边界是怎样扩展的,我国人民在这

里定居遇到过什么困难,曾不得不同哪些民族、用什么手段进行过斗争,在斗争中取得了哪些成就,
犯过哪些错误.”②这部外交档案«汇编»具有如此丰富的政治含义,所以一度曾被当作包含过多机密

而被认为不适宜出版③.
同俄罗斯的政治活动相适应,俄国汉学界也将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蒙古.表现在地理概念的表

述上,蒙古往往被描述为脱离中国的独立实体.俄国历史学家着力于发掘俄蒙关系的起源,淡化蒙

古隶属于清朝中央政府的事实.从１９世纪后期著名考察家波兹德涅耶夫的«蒙古及蒙古人»④到２０
世纪的汉学家著作,其学术重心都放在蒙古与俄国的直接关系之上:“俄国同蒙古的历史联系始于１７
世纪初,当时,俄国的边境已经推进的鄂毕河、额尔齐斯河、叶尼塞河上游.特别是当贝加尔湖以东

的土地并入俄国以后,这种联系逐渐得到发展加强.１７世纪下半叶,俄国所占领土同蒙古接壤长达

二千多公里.这就促进了两国和两国人民,即俄国人与蒙古人建立更亲密的关系.”⑤因此,将俄国与

蒙古之间的联系当作一个独立的历史主线来论述,就成为俄国历史学界默认的主导模式,虽然声称

“这条独立线是从我们搜集的档案资料中得到启发而总结出来的”⑥.
在１９世纪后期兴起的西方中国考察热潮中,俄国汉学界开始采用欧洲人习惯使用的“内陆亚

洲”的概念,将视野也扩展到蒙古以外的新疆、西藏等区域:“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成立的半个世纪

中,从后２５年一开始,它就集中全力来考察亚洲内陆.所谓亚洲内陆,即指中华帝国在长城以外的

几乎整个地区.它北部靠近俄国的部分就是蒙古.”⑦这从１９世纪后期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

的探险活动中可以得到充分证实⑧.
事实上,俄罗斯历史学界从不讳言这一事实.１９世纪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所著«俄

国史教程»就公开宣称:“俄国史是一个正在从事开拓的国家的历史.国内的开垦地区随着国家的疆

域的扩大而扩大着.数百年来的这种变动,时盛时衰,一直延续到我们现代.”“我国历史的各个时

期,是我国人民在占有和开拓我们的国土直至最后由于自然繁殖和并吞所遇到的异族.”在这样的历

史背景下,俄罗斯官方的历史学直接承担了服务于沙俄时代扩张战略的意识形态构建功能,将历史

学直接应用于政治和对外扩张:“我们在这项工作中得出的学术性观察和结论,能够停留在纯知识的

领域吗? 还是它们能够走出这个领域并对我们的意图和行动给于影响? 学术性的祖国历史对祖国

儿女能有其实用的部分吗? 我认为可以有,而且应该有,因为任何知识的价值都决定于它与我们的

需要、意图和行动的关系;不然知识就成了记忆里无益的累赘.”⑨

７４跨越地理环境之路———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游牧社会与农商社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尼古拉班蒂什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１６１９ １７９２»,第２９页.
尼古拉班蒂什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１６１９ １７９２»,第１１页.
这部外交文献的出版曾经历经波折,搁置的原因是这种隐秘的外交使命:卡缅斯基的著作都属于历史资料,“因而可以出

版,而不至于破坏对国事应持谨慎态度的原则旧的秘密是和新的秘密有联系的,揭示旧的秘密,只会促进精力充沛的思想家的

求知好学精神,同时也将有助于文化的发展”.尼古拉班蒂什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１６１９ １７９２»,第１０页.
波兹德涅耶夫受外交部资助于１８９２年开始历经３年的蒙古考察,形成了著名的«蒙古及蒙古人»巨著.这部著作的直接原

因就在于俄国外交部中国课办事员日丹诺夫认为“我们对同俄罗斯有着三千俄里以上共同边界的地区的知识是不足的”.波兹德涅

耶夫:«蒙古及蒙古人»,刘汉明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页.
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第９页.
尼古拉班蒂什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１６１９ １７９２»,第１４页.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１页.
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俄罗斯军人,从１８７０年起对中国的蒙古、新疆、青海、西藏进行了一系列探险考察,出版有«走向罗布泊»

«荒原的召唤»等考察记.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张草纫、浦允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第２６、２７、３６页.



很显然,无论是将蒙古从中国悬置出来,还是欧洲人所谓的内陆亚洲,都将其看作与中国相对独

立的区域来看待.这种独立性以地理环境为表象,背后的实质却是政治与外交性的①.
(二)“内亚”与长城带

在近代西方对中国的考察和研究中,都充分注意到了中国幅员的广大以及地理环境的多样性.
“内亚”(InnerAsia)一词最早使用于欧洲特别是德国地理学界和文化人类学家之中.在«美洲文化

人类学联合会会刊»第六卷中有一篇介绍德国地理学家洪堡(Humboldt)著作的述评中,引用德国文

化人类学家 Vater的研究,得出了墨西哥人、日本人、西藏人、内亚(innerAsia)诸多种族都无可争议

地共属于一个系统的结论②.该文发表于１８２３年,是对以洪堡为主的早期地理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

工作的介绍.我们可以推测,“内亚”这一概念并无确切的发明人和出现时间,是伴随着１８世纪欧洲

地理学家、人类学家和探险家出现的一个泛指的地理概念,至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在欧洲学界被

广泛使用,并粘附更多的文化与政治属性,从而成为１９世纪,特别是２０世纪以来的历史学界的一个

极具影响力的范式.
从形形色色的有关“内亚”概念的定义来看,从地理、语言到种族形成了言人人殊、各有特定内涵

的名词③.总得来说,以下几种用法比较有代表性:１．地理特征说,以帕米尔高原为顶点,河流流向内

陆的广大亚洲区域被称为内亚.这一区域包括李希霍芬所说的中央亚细亚、西藏的一部分以及伊

朗、土耳其等部分地区.２．文化区域说,以操某种语言的种族为特征叠加起来的文化地理区域,包括

阿尔泰语、满语、蒙古语和突厥语、乌戈尔语等语言的种族活动的区域.３．“长城带”说,包括了满洲、
蒙古、新疆、西藏等区域④.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抗日战争时期(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２年间),日本为了侵略中国所设立的“蒙古善

邻协会”就创办过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内陆亚洲»杂志.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东洋史学界又在东京

成立了欧亚学会,并于１９５５年编辑出版了一部以纪念斯文赫定为主题的«内陆亚洲之研究»,所收

论文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个方面.此后,以“内陆亚洲”为名称的日文学术出版物渐趋增

多,而将中国西北边疆的民族史研究纳入“内亚史”的框架,以取代战前带有浓厚政治性的“满蒙史”
一名,也逐渐成为日本东洋史学界的共识.在此前后,与内亚有着密切关系,并在指代地域上常常与

之重合的“中央欧亚”“北部欧亚”等概念也在日本学界逐渐流行起来.
拉铁摩尔是提出“长城带”作为内陆亚洲核心区域的美国历史学家.他将满洲、蒙古、新疆、西藏

作为内亚区域,这个区域也是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等人考察走过的路线,因此带有显著的继

承早期探险活动对中国进行区域划分的特征.这个区域并不局限于长城,而是沿着中国北方的地理

环境特征建构起来的.以长城作为自然界限的论调也曾经是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官方观点.
拉铁摩尔在中国有长期的学习与生活经历,他的著作中对中国历史上的族群与区域交流有着富

有洞见的一面,比如他在多处提到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区域亦应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加以讨论⑤.
他并不将各种地理界线当作阻隔人类交流的障碍,而认为长城这样的地理标识更多地促进了南北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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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万明«寻找契丹:明代中俄的第一次接触»(«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８年第４期)一文,利用«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十七世纪

俄蒙通使关系»等文献对俄国商人佩特林第一次入华考察进行了研究,但没有注意到这些俄国外交文献特定的政治意图.

ReviewofVoyageauxRegionsequinoxialesduNouveauContinent,faiten１７９９,１８００,１８０１,１８０２,１８０３,１８０４．Tomes
VII& VIII,byAl．deHumboldtHumboldt,A．BonplandandAlexandredeHumboldt．TheNorthAmericanReview１６(１８２３):

１５．
有关这一概念的讨论,参见 A施普林青:«中亚和中央亚细亚在各种语言中的表示»,秦卫星译,«新疆大学学报»１９８４年第

４期;程秀金:«“内亚”概念源流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６期.钟焓在«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

视为中心»一书“导言”中也有集中讨论.
有些定义由于自身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完全不一致的所指,显示“内亚”这一概念本质上没有严格的学理

基础,随意使用的现象比较严重.各种说法的代表参见程秀金«“内亚”概念源流考»一文.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８页.



边的贸易与交流,这种思想充满创见.
但是,拉铁摩尔的研究又带有浓重的西方中心色彩.他关注近代工业化对世界的重新划分力

量,将欧美近代化的历史经验放在中国历史的观察上,时时显露出自相矛盾的观点.比如他认为:
“草原并不受比中国精耕制度低一级的旱作农业或农牧混合经济的影响.而是受与中国经济相差两

级的牧畜经济的影响.在工业经济兴起之前,中国与草原是不能调和的.”①该书专设一节讨论“中国

社会与草原社会融合的失败”,用历史循环和治水社会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受到冀朝鼎和魏特夫

等人的影响甚深②.他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观察处于急剧变化中的中国,为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依据.
因此在讨论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给人以离历史愈来愈远之感③.

(三)“胡焕庸线”与半月形传播带:从地理到族群

我国早期人口地理研究者胡焕庸在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中发现,我国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面

积前小后大,而东南半壁集中的人口占总数的９６％,西北半壁仅占４％.这个数据又与自然生态、环
境条件、人口流动有着密切关系④.其结论为:“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

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

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四千万,约占全国人口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

者.”⑤此为“胡焕庸线”的由来.
人口分布涉及到移民与人口流动,只有从历史中探究其形成过程才能理解这种人口分布的地理

差异的形成原因.１９３５年顾颉刚与史念海完成«中国疆域沿革史»,注意到历史上南北人口与行政

区划的变化:“吾国今日人口之分布,东南密而西北疏,即以中原而论,亦较前代为衰.反观两汉之

时,三辅、三河、陈留、颍川、南阳、汝南实为人口稠密之区域,以今地按之,则人口衰落之陕西中部、山
西南部及河南是也.求其古今差别之原因,则东晋、南宋两度偏安实有以促成之.”人口流动也可以

从南北郡县之增损看出:“西汉十三州刺史部及司隶校尉部之区划,南方仅居其四,而北方实得十区.
西晋十九州,南七而北十二,是北方地理区划实远密于南国.自经东晋南北朝长期纷乱,至唐代始渐

归平均.故唐初十道,南北各半.至明时之十三布政使司及二直隶则又北五而南十.清代内部十八

省,亦北六而南十二.南北盛衰之情形,于此显见.故吾人欲考历代疆域之变迁,人口之增减亦不能

不注意之也.”⑥从人口学上之现象,引申至历史上之人口流动之考察,可见地理界限论在当时产生的

巨大影响.
无论是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口研究,还是历史区域研究,都使用了西方最新的方法和理论⑦.

但是,平均人口密度的统计方法及其解释学意义在若干年后被历史地理学界加以修正.其中之一就

是区别了空旷地区(没有定居人口)在统计中的影响.莱斯特克利姆指出在美国东北各州久已定

居的区域内,还存在大片无人居住的地段:“这些空旷地区不用于农业,没人居住,大部分面积是森林

或不毛之地.当这些地区纳入统计时,其所占地面就列入非荒地类内.”⑧这一修正对应的正是利用

９４跨越地理环境之路———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游牧社会与农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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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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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４０页.
冀朝鼎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一书中最早提出水利工程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该书为冀朝鼎在哥伦比亚大学的

博士论文,完成于１９３４年,出版于１９３６年.此书的审稿人中包括魏特夫、拉铁摩尔等人.关于古代治水社会的理论,过去学界一般

认为由魏特夫提出,现在应该纠正为由冀朝鼎提出,进而影响到魏特夫和拉铁摩尔等人.中文版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

区»,朱诗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
拉铁摩尔曾经由美国罗斯福总统推荐担任蒋介石的顾问,他的中国边疆研究受到太多当代政治的影响.可参梁元生:«学

者、政客与间谍:拉铁摩尔(１９００ １９８９)»,«民国档案»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胡崇庆编:«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６页.
胡崇庆编:«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第４９页.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长沙:长沙商务出版社,１９３８年,第３页.
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第３８９页.
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第３９１页.



平均统计数字来说明人类活动所具有的局限性和误导.也就是说,单纯的人口密度数据并不能说明

某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的水平,简单的区域类比会遮蔽更为本质的东西,而当时的中国研究者几乎很

少注意到这种修正.
与此相应的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考古学家童恩正在«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

播带»一文中提出由长城地带和藏彝走廊组成的一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

位置,恰好从两面环绕了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大致东起大兴安岭南段,北以长城为界,西抵河煌地

区再折向南方,沿青藏高原东部直达云南西北部.”①半月形理论强调的是,根据细石器考古的资料来

看,这一横跨中国东北至西南的地理带,在文化上却显示出了某种相似性②.“胡焕庸线”和半月形文

化传播带理论,强化了中国东南与西北区地理环境差异的差异,但对于这条文化带本身跨越如此漫

长的多种地理、生态与环境而产生的人文历史特征,却缺乏应有的关注.
放在更广阔的范围来看,这些理论模式背后的一些前提、预设,也需要我们加以注意.无论是俄

国学界将蒙古当作独立单元加以研究,还是内亚理论、拉铁摩尔边疆带学说,或者日本的中国本部

说,都有一共同的特征:将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剥离出中国范围,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具有

“独特”属性的区域,重点发掘其种族与历史的独特性,淡化其中国政治与文化属性.所谓的“内亚

性”的本质就是非中国性,这是几种史学模式的共同特征.
“内亚”理论作为一时的史学范式,不同时期固然有着不同的倾向和内涵,但其隐秘的意识形态

基因却很难为人察觉.即便是中国学者,也往往会不加讨论地加以应用和援引.这种习焉不察的惯

性,与反思质疑的学术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所有族群生活的地理环境都是有差异的,但是从地理环境的差异推导出族群与人种的差异,甚

至将地理研究中的分界线当作族群与人种的分界线,导出各种非中国的因素,是１９世纪殖民运动中

兴起的现代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特有的时代烙印.某些学派过于强调内亚因素,将其当作非

中国的历史证据,则是对中国古代地理、政治与文化的多样性缺乏了解所致.地理环境差异作为表

象,将其贴上特定族群的标签,进一步延伸到行政建制与国家疆域,是地理环境研究的泛化与滥用.
例如,“中国本部”概念的提出,就严重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轨道.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顾颉刚就撰文

指出“中国本部”这一概念是服务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略目标的③.同样,将族群概念延伸到特定的

地理区域形成的特定词汇与概念,往往也成为侵略国家制造历史合法性的惯用手法:如“满蒙”一词,
是日本在１９１３年向袁世凯提出所谓“满蒙五条路”修筑特权时生造的一个词汇.在«二十一条»里,
又提出南满洲、东部蒙古等概念.“自此以后,日本便据为典要,强指我东北为满蒙”,这是日本近代

对华政策中设定的一个目标:“设法使满洲与中国脱离关系,而成为一个真实之特殊区域,怂恿中国

官吏,另组自治政府.”这一被称为“明治遗诏”的侵华战略,在“九一八事变”后愈发明显,中国知识界

曾经予以公开的揭露:

　　满洲之称,本系族号,并非地理名词.地理名词,以前旧藉,咸称东北民国十八年,国民

政府为重视东北边防起见,又有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之设,为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的军事

最高领袖.同时又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为指导并监督地方四省的机关.自是以后,这东北的

名称,便愈发有了确实的界限了.此不独在国人方面,称谓便利.即在世界地理上,也有了清晰

的位置.此时,论名论实,只有东北———只有中华民国的东北.而所谓满蒙一词,则纯系出

于日人有作用之捏造.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认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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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３２页.
根据作者的研究,这种相似性具有传播的特性,但传播理论越来越受到考古学界的质疑,代之以结构主义的“人同此心心同

此理”式的多元解释.
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昆明)«益世报»１９３９年１月１日.
徐正学、何新吾编:«国人对于东北应有的认识»,南京:东北研究社,１９３３年,第４页.



由此可见,由政治需要新造之名词,以隐蔽的方式进入历史范畴,重构一套隐含分割中国固有疆

域以配合侵略扩张政策的中国区域历史和地理概念与话语,是近代殖民史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①.
这种隐蔽性甚至会误导专业人士.美国历史学家巴菲尔德在其«危险的疆域:游牧帝国与中国»一书

中讲到１０ １１世纪的辽、契丹社会时,使用了“满洲的后起者”(TheManchurianCandidates)的标

题,就是误将１７世纪以后才产生的一个部族名词当作了一个１０世纪的地理名称来使用②.英国历

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兰曾经说:“历史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非常危险.聪明的做法是我们不要

将其想象为一堆枯死的树叶或者尘封的古董,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大池塘,通常平静而温和,也往往含

有毒素.它深处时代的底层,默默地塑造着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思维方式与我们的好恶.”“有时我们

滥用历史,制造片面或虚假的历史,以证明虐待他人、夺取他们的土地或杀害他们是合理的.历史也

可以提形形色色的供教训和建议,我们很容易从中选择你想要的东西.”③

如果我们摆脱内亚理论等史学范式,重新审视１７世纪的中古时代长城南北的社会与生活,将会

呈现另一幅画面.

二、明清长城南北的农业与人口流动

明代中叶以后,漠南蒙古的主要力量为以俺答汗为首的活动在河套一带的各蒙古部落.现称为

土默特部阿拉坦汗的蒙古,明代文献称为俺答、谙达.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长期骚扰明朝北方边

地的蒙古人即为此俺答部.１６世纪后期到１７世纪初明朝与俺答蒙古战和、开市详情,«明史纪事本

末»等文献有详细记述④.在这种长达半个世纪的战和不定的大背景下,沿着明朝北方边镇和蒙古游

牧地区,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发生着静水深流式的巨大变迁.这种变化超越战争与政治,在更深层

面塑造着大地上的人及其社会组织.
(一)库伦、囫囵、圐圙

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是蒙古语“圈子”的音译.作为清初形成的一座重要边境重镇,库伦

又是清代北方守驭与贸易的重要节点,是１７世纪以来北方边贸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清末驻扎

库伦办事大臣三多称:“库伦为西北各蒙冲要之区,中外通商最早之地.大臣抚循图车暨喇嘛等四十

四旗,内绥藩属在(作)其忠爱之心,外辑邻邦审其经权之用.”⑤其中,“图车”即指蒙古图谢图、车臣等

部,邻邦即指俄罗斯,指出库伦在管理蒙古、西藏僧俗和对俄关系方面的重要战略地位.
作为边疆重镇,库伦随着清初中国与俄罗斯达成协议而逐渐兴起.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尼布

楚条约»第五款规定:“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

市.”雍正五年(１７２７)«恰克图条约»第四款规定:“按照所议,准其两国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数仍照

原定,不得过二百人,每间三年进京一次.”⑥恰克图等地因与俄罗斯共有,清朝遂在稍南库伦设置办

事大臣,负责管理诸务.行政管辖机构的设置,标志着库伦奠定了官方外交与贸易的正式地位.
这样,库伦成了蒙古地区的重要地理标识.从语言学来讲,“库伦”一词来自于蒙古语küriye,读

音为huriye.汉语用囫囵、呼勒等词来表示,用来指蒙古人聚居的圈子.蒙古人虽游牧路线有临时

定居点,以车马围成居住地,多称为库伦.文献记载蒙古先世:“土敦迈宁生九子而卒.其妻莫奴伦,
亦称莫奴伦塔尔衮,义谓有力.居于诺赛儿吉及黑山之地,畜牧饶富,每登山以观,牲畜遍野,顾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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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罗荣渠曾撰文指出应注意“洋汉学中的殖民主义毒素”问题,对１７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界流行的种种东方论述中的殖民主义

思想给予揭示.见罗荣渠:«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６２年第４期.
巴菲尔德:«危险的疆域: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０８页.

MargaretMacMillan,DangerousGames:TheUsesandAbusesofHistory(NewYork:ModernLibrary,２００９),８,７５．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谙达封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２７８页.
三多:«恭报接署库伦大臣印务日期谢恩折»,«库伦奏议»第一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２００４年,第１页.
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第１、７页.



之.时有札剌亦儿部,居克鲁伦河滨,以车为栏,每一千车为一库伦(库伦,义为圈子),共有库伦七

十.”①这种“以车为栏,每一千车为一库伦”,指的是每一千车围成一个大圈子形成的聚居点.因此,
在蒙古地区实际上分布着大量被称为库伦、囫囵、呼勒等蒙古人聚居的圈子,清初设立的库伦办事大

臣所在地的库伦城,是代表性地点之一②.
在«蒙古秘史»中,这种圈子又被对音为“古列延”.明代汉字标音版本的«元朝秘史»在“古列延”

旁都标注有“圈子”二字.“列”字旁都注有小“舌”字,表示该字发音为小舌音.这一发音与现代汉语

中“圐圙”的发音相同,为后者的对音词③.圐圙是一个汉语俗字,各种字书都没有收录.但是在明清

文献中都作为地名出现,根据其构词的特征,可以看出是根据蒙语中küriye一词的音译新造的一个

拟音、表意词组.四方八面围起来的一个圈子被称为圐圙,与库伦、囫囵、呼勒属同一来源,也被用来

作为地名.在中国地名志书中收录的以圐圙命名的地名,有圐圙村、马家圐圙村、西圐圙村、圐圙补

隆等地名,多分布于内蒙、河北、山西、陕西等长城沿线内外④.清人有边塞诗提到:“山顶遗碑几百

年,于今圐圙聚村烟.廓然中外一家日,故国边墙平及肩.”自注:“今隆盛庄北有明永乐间所筑边墙

故址,其碑在山上.”⑤隆盛庄在今内蒙古集宁附近,乾隆年间由于大量移民、商贾聚集,遂设置市镇,
是北方贸易的一个重要集散地.从«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中几千件文书中所涉

及的地名来看,以圐圙为名的村庄有李家圐圙村、小厂汉圐圙、马莲滩圐圙等⑥.
综合文献记载,圐圙实为蒙古人的聚落,既包含游牧中以车帐围成的营地,也包括定居的村落.

大量分布在河北、山西、陕北长城沿线以内的称为圐圙的地名,多为蒙古人到内地畜牧、垦殖形成的

村镇.从明代中后期起,蒙古各部人民南下进入长城沿线和内地,形成定居的村落.战争中俘获的

蒙古人也大多被安置在内地长城沿线的堡寨中.延绥镇的建安堡曾经安置蒙古降人５９６口.建安

堡在今陕西榆林北部大河塔乡,其明代规制的城墙尚有遗存.当地居民至今流传有汉人生活在堡内

南部,蒙古人生活在北部的传说⑦.圐圙这一地名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分布范围,反映了从１６世纪起

蒙古人逐渐形成定居村落的历史过程.这个范围从内、外蒙古一直延伸到长城以南的内地,可以看

出蒙古人南下与内地民人混居的过程.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大量内地民人北上进入蒙古地区,从事农业和贸易,形成定居村落.

这种村落多被明代文献称为“板升”.我们可以根据分布在长城以外蒙古地区的称为板申的村庄的

形成及特征的分析,重建一幅由南向北人民迁移的画面.
(二)板升与圐圙:双向流动

明嘉靖十二年,大同镇发生兵变,大同总兵李瑾被杀,明朝遣兵平叛.叛兵余部逃亡塞外,大多

驻留在丰州滩一带.嘉靖二十年,白莲教徒又通过大同集体北逃,也驻留在丰州滩.白莲教首领丘

富、赵全、李自馨等人带领的大批内地百姓定居在蒙古境内,形成大量聚居村落,并且开展农业生产.
到１６世纪后期,“赵全等内地汉人投奔到土默特部以后,他们带领白莲教徒和汉人进行了大规模的

板升(baising)筑屋,开荒种地.史书记载,他们开‘云田(内)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耕田输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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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韩善征撰,黑龙、李保文点校:«蒙古纪事本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９页.土敦迈宁为成吉思汗七世祖,其妻

莫奴伦,«元史»谓生八子.
波兹德涅耶夫在«蒙古及蒙古人»一书中,试图以欧洲人使用的“乌尔嘎”来称呼库伦,但发现蒙古人自己通常使用的名称为

“大呼勒”.“大呼勒”即中文文献中的“大囫囵”.见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７２页.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校勘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０７页.有关古列延的研究,可

参波少布:«古列延游牧方式的演变»,«黑龙江民族学刊»１９９６年第３期.
崔乃夫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
朱休度:«于役中出塞途中口号五首»,«小木子诗三刻壶山自吟稿»卷上,清嘉庆刻本,第２０页b.
见杜国忠等编:«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榆林地方学者李春元«从山海关到建安堡———两个解官与５９６名降人的故事»(«陕北»２０１７年第４期)提到明朝解官即押解

降部守备韩国卿,因克扣蒙古降人粮饷、淫人妻子,于崇祯元年被诛.亦见«明实录崇祯长编»卷十崇祯元年六月初三日.



成了相当规模的板升农业.板升农业成了土默特部畜牧业的辅助经济”①.
边镇农业的兴起,也与九边地区军屯和军人家眷移民的营生有关.明代规定“军余家人自愿耕

种者,不拘顷亩,任其开垦,籽粒自收,官府不许比较”②.明代的屯田,大多也处于长城以外,这里实

际上是拉锯战与贸易区域:

　　二边乃成化中余子俊所修,因山为险,屯田多在其外.大边弘治中文贵所修,防护屯田,中

间率多平地.(成化七年)七月,命榜谕延绥等处所司严饬边备.每年四月、八月,令守备官军修

葺垣墙墩堡,增筑草场界至,时加巡察.敢有越出塞垣耕种及徙操场界至者,俱治以法.③

这里提到的“越出塞垣耕种”则指民人采取雁行农业的方式,春季北上进入蒙古区域垦殖,入冬带着

收获物南下.明代中后期,虽然总体上与蒙古处于战和不定状态,但内地民人一有机会就北上垦殖,
多为文献所记载:

　　明初城胜州,一度经营套地,旋从废弃.自是及于清初,仅陕晋细民出没其间,春出秋归,名

曰雁行,其迹甚微,盖省境东西千余里,复沦为游牧之区矣.④

这种出去冬归的雁行农民,也往往形成定居村落.内地民人由于各种原因定居蒙古地区形成从事农

业的村落,被称为“板升”.“板升”的含义,向有两说:一说为汉语“村落房屋”之意⑤,一说来自蒙语音

译汉语“百姓”一词⑥,但都用来指汉人定居的村落.日本学者和田清对分布于丰州一带的板升、宫殿

和喇嘛寺庙有所考证,据述汉人赵全等人所建宫殿有七重,名曰开化府,为归化城的起源⑦.
“板升”亦作“板申”“板身”.以“板申”命名的地名,广泛分布在内蒙古中西部农牧交错带.比如

兴安盟科尔沁右旗的高力板镇有圪老板申村、黑炭板申村、哈奇板身村、辛圪板申村、生根板什、厂汉

板申村⑧.此外,有些省字的地名,比如位于呼和浩特回民区的厂汉板村、攸攸板镇、板定板、牌楼板

等地名,其中的板字都是板申之意.地名词典将板申解释为“房子”的意思,泛指村庄.这显示板申

的含义到近代已经失去了表示汉民的指示意义,成为普通居民聚落的指称⑨.
此外,部分蒙古语村落的名称也反映出蒙汉交流的特征.明代白莲教首领丘富的弟弟丘全,是

一位手艺精湛的木匠,来到丰州滩后,为阿勒坦汗制作了许多农耕及日用器具,汉族移民中的弓匠、
绣匠、皮匠、铁匠和文人都受到重视.随之产生的地名有“老气”,或“楚鲁气”,即蒙语石匠的意思.
“蒙圪气”意为银匠,“察素齐”意为纸匠.北只图、北其格图、比其格腾,意为“有文化的人”.“朱尔圪

沁”意为“画匠”.吴坝原名为吴巴格喜、吴巴石,意为“吴姓学识渊博的先生的住所”.“不浪”即蒙

古语中的“布拉格Bulag”的转音,意为泉.在榆林境内的地名中有补浪河,亦为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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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斯巴根、杜国忠:«村落的历史与现状: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西老将营社会调查报告»,杜国忠编:«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

默特土地契约»第三册,第６页.
万历重修«大明会典»卷一八«户部屯田»,北京书同文古籍数据库收明刻本«大明会典»卷一八,第１７页.
李熙龄纂,马少甫校注:«榆林府志»卷二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４１３页.
绥远通志馆编纂:«绥远通志稿»卷三六«水利绥远水利沿革»,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据民国二十六年

[１９３７年]成稿)点校本,第５８８页.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时(丘)富等在敌,召集亡命,居丰州,筑城自卫,构宫殿,垦水田,号曰板升.板升,华言屋也.”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８４８２页)明陈仁锡«插酋论»:“嘉靖中,叛逆赵全等为向道,集被虏万人于丰州滩东西一带,立为板升,犹
华人言村落房屋也.桑种饮食悉如中国,所变者胡服耳.”(陈仁锡:«无梦园初集车集一»,中国基本古籍库收明崇祯六年刻本,第

２０６９页)
乌云高娃称:“来到草原的汉族人自称百姓,蒙古人也以这个词音称呼他们,音译时就成了‘板申’.汉族人聚居的村庄,也

随之被称为板申.”乌云高娃:«土默特右旗蒙古语地名释义研究»,阿力木沙比提主编:«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
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４４页.

和田清:«俺答汗的霸业»,«明代蒙古史论集»,潘世宪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６２７页.
云广整理:«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第四册(上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５页.
厂汉即为蒙语查干的转音,意为白色.见庞启主编:«内蒙古地名»,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１页.
乌云高娃:«土默特右旗蒙古语地名释义研究»,阿力木沙比提主编:«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１４９页.
庞启主编:«内蒙古地名»,第１９页.



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后期,“自康熙末年,山陕北部贫民,由土默特渡河而西,私向蒙人租

地垦种,而甘省边氓亦复逐渐辟殖.于是伊盟七旗境内,凡近黄河长城处,所在(皆)有汉人足迹”①.
蒙汉民人的杂居不仅反映在生产与贸易之中,甚至蒙古境内原游牧村落的名称也多因内地民人的聚

居发生变化.这个问题引起蒙古佐领的重视,向清廷汇报要求重新编制村落地名作为依据.乾隆四

十年清水河通判上奏:

　　查得我土默特二旗蒙古等居住各村屯,原讫均有蒙古地名,嗣因民人来居,语音不同,将地

名肆意更改,或有纯汉人村庄,蒙古等误称者有之,何况七厅内,裁撤二万,作为五厅分管后,何

村归属何厅之处,本衙门并无册籍可查.是以,饬办某些房田,债款争议案件时,或误行,或该厅

指称并非其管辖地方者,亦有之.对此,往来查对行文,需要时日,以改案内人等为之拖累,公务

为之宕延.将此,剳付归化城、萨拉齐、托克托城、和林格尔、清水河厅,将各厅管辖所有村屯,尽

数查勘,造具蒙汉字合璧清册扱案.②

从这份文书来看,内地民人与游牧蒙人的杂居已经是大势所趋.在另一份文书中,呈报的地名本身

即显示了这种融合性:

　　托克托城通判为查明速报事遵将各属蒙民居住村名理合造册呈送查核须至册者计开:
托克托城:毛不浪、石窑子、甲浪沟、刀旺营、东壕赖、沙河堰、乃同、倒拉忽洞、油房营、豆腐

窑、海生不浪、南章盖营、喇嘛湾、红庙□沟、南壕赖、西壕赖、打尔吗营、黑水泉、五犋牛沟、合同

营、乃吗营、石匠营、常家营、忽家圪洞、大羊厂、船厂、马车窑、东章盖营、海红营、大沟水井、北窑

子、倒拉讨力亥、南得力图、南园子、那木尔架、臭水圪洞、小羊厂、庙营子、白如恩窑子、五十家

子、小沟水井、太岁营、东黑沙图、毡匠营、东荣寿、白塔村、乃吗板申、南园子、他布子、什力澄、北

台吉、北斗林盖、古红岱、左家营、祝乐庆、三盖、五把什崖、忽拉格气、哈拉板申、西主汗白彦、乃

吗板申、乃只盖、南台吉、他布板申、克扣板申、三间房、什达岱、五申、乃同营、关四窑、井壕寻、东

主力汗白彦、什力圪图、五兰井垷、南乃吗营子、西荣寿、樊三沟、孤子壕、北得力图.③

这些村名中,一类来自蒙语,一类反映了内地民人定居情形,比如石窑子、石匠营、油坊营、豆腐窑,还
有大量称为板申、板的村名.村庄地名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其变更比生产和贸易更能反映这种交汇

的持久和规模.这个过程实际上是１６、１７世纪以来口内外移民交流的历史延续.
此外,清朝前期开始,由于内地民人大量移入蒙古,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全是内地人民定居、生

产,没有蒙古人生活的情况.另一份土默特档案中记载:

　　分驻清水河管理蒙古民事通判为查报事遵将本厅所属分并各村庄造具蒙汉字清册呈送查

核须至册者计开:黑蛇沟、圐圙圖、康保□坪、五良速太、喇嘛庙沟、石庄子、葫芦木石沟、纳令沟、
胡得广窑子、灯笼速太、大圐圙.以上十一村现有蒙古居住理合登明.

达赖哈达、荒地梁、薛家梁、咬刀见图、青豆沟子、王桂校窖子、小庙子、生地湾、田家塔、刘老

婆窑子、善岱窑子、波波代、查汉沟、蔺家山、贾家湾、皮家沟、楼窑沟、菜树背、菠菜营子、神崖村、
榆皮窑、张拐窑子、魏四窑子、贺家山、粗糠窑子、宋成美子、史兰太窑子、上窑子、高桂生窑子、张

五坪、新窑子.以上三十一村俱系民人并无蒙古居住理合证明.④

可见,到了清代内地、蒙古民人在陕西、山西、内蒙等地移民杂居,形成村落,已为常态.
除了蒙、汉村落、市镇等制度建制的证据之外,在民间习俗与语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超越

族群界限、各族人民融合生活的见证.１９１０年,比利时传教士伊万欧斯特在归化城和鄂尔多斯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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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复:«调查河套报告书»,北平:京华书局,１９２３年,第２１９页.
土默特档案馆藏:«分驻清水河管理蒙古通判为造送蒙汉合壁村名清册事呈文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满文),第７８卷,第１９７

号,郭美兰译,乾隆四十年六月十七日.
土默特档案馆藏:«托克托城通判造送所属蒙民居住村名清册»(满文),无卷宗号,乾隆四十年六月.
土默特档案馆藏:«清水河通判造送所属分併各村庄蒙汉字清册»(满文),无卷宗号,乾隆四十年六月.



近传教,搜集了大量内蒙古民歌,其后将整理的成果在«人类:国际人类与语言学杂志»上发表.在这

些民歌集中,从曲调和歌词内容来看,基本上是混合了陕北民歌、内蒙传统故事的要素而成.欧斯特

还编辑有一部«鄂尔多斯南部方言俗语调查»的著作,出版于１９１８年,用汉语和法文双语将搜集的一

千条方言俗语整理刊布.这部著作卷首是欧斯特的法文序言,序言的汉语标题是«学会名贤集,说话

不用力».“名贤集”这个词多次出现在他搜集的方言俚语之中①.在这部方言集中,我们看到了大量

流行于陕北地区的俗语和传统内地的名言警句.比如:“月子女儿衲尿布,闲时做下忙时用”,“越吃

越馋,越坐越懒”,“用别人的大方,用各人的手紧”,“有钱的想吃甚是甚,无钱的想说甚是甚”,“有钱

难买五月里的旱,六月连阴吃饱饭”②.这些俗语中既有与陕北地区通用的词汇,又有中原地区相同

的伦理观念.这正是陕北地区作为内地与蒙古商贸重要路线的文化遗迹.
经过近一个多世纪的变迁,蒙古游牧部落所发生的变化是天翻地覆的.和田清认为:“这个广大

的板升地区无疑是俺答汗财富的泉源之一.并不限于这个板升,明末蒙古诸酋全都致力于农耕”,甚
至“辽东边外沃野,早已实行农耕.«译语»里也说:兀良哈‘务稼穑,不事剽掠.’”蒙古大规模从事农

业,也引起朝鲜使节的注意,其报告中说:“蒙古春耕时,多聚人马于平野,累累使之践踏粪秽,后播黍

粟蜀秫诸种,又使人马践踏,至耕治收获时,令军人齐力云.”③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伴随的是人口、技
术、文化的全面流动.徐凯指出:“赵全等人同众多中原地区的农民,来到蒙古丰州地区安家落户,将
汉族人民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建筑工艺、文化医药等带到草原,传授给蒙古族人民,对蒙古地方的

开发和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④宁可也认为:“农区与牧区之间没有巨大的自然障碍,而且还有像河

套这样的宜农宜牧的中间地带,既有利于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汉族的交往,也便于当北方游牧民族

占据这块地方时,吸收汉族先进经济文化,迅速壮大力量继续南下.”⑤经过这样的人口流动,蒙汉融

合的局面已经形成.在１７世纪中叶的前近代时期,农业及农商社会依然代表着人类生产技术与社

会组织的最高成就,从游牧到农耕,无疑是巨大的社会进步.其背后的有关天文地理的知识、城镇村

落的社会组织、教育礼制、宗教信仰等一系列文化变迁,都在深刻地形塑着北方蒙古的游牧社会特

征,不但使其获得新的社会经济组织,还从文化信仰上赋予其新的内容.

三、骆驼城:沟通丝绸之路的贸易枢纽

从秦汉大一统政权的建立起,中国境内及周边地区就开始兴建系统的全国性道路交通网络.蒙

元时代由于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的出现,连接内地各行省和周边各汗国的驿站系统达到了空前发达

的程度.除了沙漠丝绸之路外,尚有多条官道或者商道连接着北方草原和内地.最著名者为阴山

道,又名白道川,是越过上郡长城往北一直穿越大青山的一条军事、贸易、人员交流大通道.«太平寰

宇记»载:

　　«冀州图»云:云中周回六十里,北去阴山八十里,南去通漠长城百里,即白道川也.南北远

处三百里,近处百里,东西五百里,至良沃沙土而黑,省功多获,每至七月乃热.白道川当原阳镇

北,欲至山上,当路有千余步地,土白如石灰色,遥去百里即见之,即是阴山路也.从此以西,及

紫河以东,当阴山北者,唯此道通方轨.自外道皆小而失次者多.⑥

秦汉的直道和驰道从咸阳往上郡,抵达河套附近,越河套即为白道川,穿越大青山入蒙古深处.这条

大通道在元代被打通,纳入全国的驿站网络.蒙元帝国除了建立从大都(今北京)到全国的驿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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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建立了从上都连接各地的驿站道路,其中“木邻站道,过兴和路昌州、威宁、大同路北,自丰州(内蒙

古呼和浩特东白塔村)西北甸城谷出天山(大青山),北历净州、沙井,过隔壁沙漠,进入岭北行省,经
汪吉河上游,北行到和林”①.从丰州往南,即为故阴山道,穿越河套、长城,与长安至上郡的驿路相

连接.
明代继承了蒙元的驿站网络并有增设裁革.从长安往北至延安、文安驿、米脂、鱼河堡、榆林,皆

设驿站,为榆林卫重要粮道.榆林往北至黄甫川,为河套沿岸驿路的北端②.这条道路往东一直连接

着从京师延伸出来的连接九边的驿路系统③.另一路为连接榆林卫三十九堡寨的次级道路,从榆林

越长城至建安堡、高家堡,抵河套④.穿越黄河即进入蒙古境内的阴山道,可一直通往哈拉和林(今蒙

古国杭爱省).由亚洲北方草原和林穿越蒙古高原去奄蔡、咸海、阿得水(Etil,伏尔加河)、得嶷海(黑
海)至茀林,称为草原之路.元代时期又称为“钦察道”⑤.这就是蒙元至明清时代一直往来不绝的欧

亚大通道的主要路线.
由于明代与蒙古地区和战不息,明朝官方的驿路系统只到榆林卫长城各堡或河套沿岸,给人们

的印象是长城内外蒙古交通断绝.其实,榆林卫所辐射的河套地区的路线,从榆林城北易马城往北,
穿越河套,通过分布在黄河上的渡口,东起黄甫川⑥、羊圈渡口⑦,往西至包头等地,往北进入丰州滩

等草原商路⑧.除了黄甫川、羊圈渡、包头等著名渡口外,从清代文献记载来看,河套地区渡口密布,
以供南北往来交通.康熙三十六年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大军路线也是经由北京、宣府、大同、榆林这条

传统明代驿站路线:“朕亲征厄鲁特时,于宁夏回銮,出横城口,自船站登舟顺河而下,至湖滩河所,二
十一日,皆前人未施舟楫之地,波流起瀚,水色黄浊,日光摩荡,闪烁如熔金,船中上下人员无不目眩

也.”⑨这里所说的船站、河所,就是水陆驿站体系中的水路驿站.其中喇嘛湾渡、扬上渡、榆树湾渡、
元子湾渡、青柳渡、老牛湾渡在清代一直都有着渡口的功能.

在这条线路上,明代成化年间设立的九边重镇之一延绥镇榆林卫,是沟通南北的重要枢纽.“榆
林地险而防严,将士战不贯胄,虏呼为骆驼城.”由于地处内地与蒙古各部的交通要冲,在蒙古史上

亦占有重要地位,在清«蒙古源流»诸书中记多有涉及.陈寅恪曾经考证德国施密德氏(IssacJacob
Schmidt)«蒙古源流译注»一书中 Temegetu一城当为榆林地名,即参考了蒙文、满文版本的«蒙古源

流».明代的九边,虽然是边防重镇,但是又承担着重要的贸易职能.明代与蒙古战和不定,战争与

互市实为以九边为代表的边防体系的重要主题:

　　有明之互市,惟于西番行之.和好最久.若开原、广宁、大同、宣府诸市,或开或罢.惟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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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宝海:«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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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花马池市、红山市颇有利.然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①

这里提到的花马池、红山两市,即为榆林城北的红山与西部(今为宁夏盐池)的两个市场.延绥镇总

兵涂宗濬曾经上疏建议根据蒙古人叛降不定的特点采取灵活的互市政策,以收羁縻之效②.
互市贸易虽然在时间和地点方面都有限定,但番商远道而来,由于天气等原因,不得不在时间、

居留方面有所变通.变通的方法之一,就是在互市地点附近修建寺庙或者道观,以供番商住宿、喂养

马匹.榆林卫红山市下有关帝庙,即承担此一功能,是易马城番人的补给之所③.考此制度,乃延续

唐宋旧制.北宋时期秦州为宋、番茶马贸易之所,仁宗天圣三年陕西转运使上疏:“秦州蕃官军主策

拉等请于来远寨置佛寺,以馆往来市马人,从之.”④宗教场所在古代冲突地区往往充当公共空间,番
商和朝贡使团在寺庙逗留,是地方将官因俗而治的权变之法,保证了贸易和交流的实际运行.

即便是战争期间,由于大量军需物资的转运依靠市场来筹集,边境地区还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军

需贸易群体:“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以其沿边居处,素习土著故也.
其筑城驻兵处则筑室集货,行营进剿时亦必尾随前进,虽锋刃旁午、人马沸腾之际,未肯裹足.轻生

而重利,其情乎?”⑤这条材料生动地说明了军事驻防与贸易的关系,亦反映了明朝以来的军镇向清朝

以来的民镇转化的内在机制.
战争与交流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即便是互相敌对的战争时期,双方的人员和物资都

会遵循着传统的商路或者定居点来进行布局,攻守双方的路线与民人贸易生产的路线也多重合.
«榆林府志»说:

　　河套地方千里,虏数万人居其中,趁逐水草,四散畜牧.欲大举南寇,则令人专示诸部落,约

日聚众而进.既聚众至二三万,夜宿火光连亘数十里,我之墩军夜不收,瞭望先知,我兵可设备

矣.虏众临墙止宿,必就有水泉处安营饮马,今花马池墙外有锅底湖、柳门井,兴武营外有虾蟆

湖等泉,定边营外有东柳门等井.余地无井泉又多大沙凹凸,或产蒿,深没马腹.贼数百骑或可

委屈寻路,而行多则不能,故设备之处有限.⑥

可见,战争的路线往往也是商贸的路线,这也就能够解释边防之地多为贸易之城的原因.
就榆林城作为欧亚大陆贸易枢纽的地位来说,除了传统南北向的官道与商贸中心,还连接着其

他两条重要的丝绸之路.明代官员欧大任曾沿着边塞路线赴任,作«塞下曲»七首,分别描绘了七个

重要的边塞重镇,由东至西分别是辽阳、居庸关、云中、宣大、榆林、花马池、敦煌⑦.这条线路除了花

马池、敦煌,其他都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集散地.由于地形的原因,这条线路入榆林后往西

南分布,到花马池后可通往敦煌,与沙漠丝绸之路相连接.榆林往西至宁夏、甘肃这条路线,与榆林

往北经鄂尔多斯进入草原丝绸之路的路线,交汇于此地.
根据明代九边驿站的设置,从黄甫川到西宁,又通驿路.由榆林镇各堡到花马池,往西北汇入沙

漠丝路,往西南直到青海西宁,为盐马贸易孔道.明代沿着今称为藏彝走廊的贸易路线,开展以茶易

马的贸易:“洮、岷、西宁各设茶马司,招番易马.弘治癸丑,巡抚都御史刘公忠题,自弘治六年为始,
七年宁夏、八年甘肃、九年延绥,以后各照年份递领儿扇马.”⑧根据明朝战马的配额,延绥镇有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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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吉璁纂修,马少甫校注:«康熙延绥镇志»卷二之四«食志»,第９２页.
涂宗濬:«收抚已叛请开市赏疏»,谭吉璁纂修,马少甫校注:«康熙延绥镇志»卷六之一«艺文志»,第４７７页.
西老爷庙,位于榆林市北明长城镇北台,始建于明代,内供关帝像.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仁宗天圣三年,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２３９０页.
纳兰常安:«行国风土记商贾»,«瀚海前集»卷五、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善本室藏清刻本.此条内容被选

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惟“尾随前进”前脱一“必”字.编者按语云:“此条所记,虽系清初宣大商人随军营业边境情况,
但明末辽东、塞北商人经营商业情况,亦犹不相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０７页)

李熙龄纂,马少甫校注:«榆林府志»卷二一«兵志»引魏焕«明九边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４１６页.
欧大任:«塞下曲(七首)»,«欧虞部集十五种思玄堂集»卷八,中国基本古籍库收清刻本,第５４４页.
郑汝璧等纂修,马少甫校注:«延绥镇志»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０４页.



战马通过花马池贸易而从青海等地筹集.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对延绥镇到西宁的驿路有详细记

述:“黄甫川,西四十五里清水营,四十里木瓜园堡,四十里孤山堡.榆林镇西七十里响水堡,四十里

波罗堡,边营六十里花马池,安定堡七十里兴武营三十五里毛卜剌堡,西宁卫.”这条路线花马池以西

总共由四十一堡卫相连.
明代官方的道路、邮驿系统,从洪武初年起就开始逐渐在元代驿站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完

备,同时对九边和四夷之地的邮驿加以重视和补充.欧大任所走的路线正是明代九边官道和驿站系

统的路线①.在这条东西向的邮驿路线上,张家口、宣府、大同、榆林等节点都连接着南北向通往草原

和蒙古的商路:

　　其内蒙古通驿要口凡五道,曰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以达于各旗.内蒙

路近,商旅通行,水草无艰.其外蒙之驿,则由阿尔泰军台以达于边境各卡伦康熙三十一

年,自古北口至乌珠穆秦,置九台.自独石口至浩齐忒,置台六.自张家口至四子部落,置台五.
自张家口至归化城,置台六.自杀虎口至吴喇忒,置台九.自归化城至鄂尔多斯,置台八.自喜

峰口至扎赖特,置台十六.②

其中,鄂尔多斯至归化城的驿路,往南过黄河渡口连接到榆林城一直到西安,从榆林城沿长城往东抵

达北京,往北则一直延伸到外蒙古至西伯利亚.这些明清时期形成的贸易通道在清代以驿站的形式

固定下来,成为草原丝绸之路的大通道.
这样,明代延绥镇、榆林卫等陕北地区,实际上成了沟通北方草原丝绸之路、西部沙漠丝绸之路

以及南方高山丝绸之路的三线交汇之地.了解了这一传统上被认为是明、蒙交战前沿的广大区域的

多重属性,才能对这个时代的中原、边塞、中外关系有一更深入的认识.
从１６世纪中后期以来,传统上属于欧洲地区的罗斯国家逐渐开始向东殖民,进入西伯利亚地区

活动.哥萨克人开始活跃于蒙古北部边界地带,与明朝、蒙古各部发生各种政治、经济联系.在官方

建立正式联系前,由这些地区的人民开展的贸易活动实际上早已经存在.“俄国同中国通商是从和

这个国家交往的最初年代开始的.首先是由西伯利亚的商人和哥萨克自行开始同中国进行贸易.
人们发现从事这种贸易非常有利可图,于是西伯利亚各城市的行政长官也参与此项活动.”③由于俄

罗斯处于西欧通往中国的中间地位,所以英国也多次派使节前往俄罗斯要求开通前往中国贸易的商

路.俄罗斯外务部保存的１６１６、１６１７年间英国使节麦克利与俄方会谈的纪要显示,尽管俄罗斯设法

阻止了英国的请求,但却下令哥萨克军人调查通往中国的商路④.这些活动通过莫斯科的英国批发

商约翰麦利克传递到英国,引起王室和政治家的注意.英国地理学家佩尔基斯记录了俄罗斯人开

辟的通过北方草原通往中国的商路.至少在明代末年起,以明朝北方卫所为节点的南北交流通道已

经非常活跃⑤.中国文献«朔方备乘»曾经记录蒙古喀尔喀、车臣二部都曾经进贡俄罗斯鸟枪一事,认
为“谦河菊海之间早有通商之事”⑥,即指叶尼塞河上游与贝加尔湖之间的贸易路线.

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１６１９ １７９２»一书收录了两件中国明代皇帝致俄皇的“国书”,
其中一件标以万历皇帝,一件标以万历皇帝之子,文书记载了两名俄罗斯使臣因通商事前往中国,中
国皇帝则表达了鼓励之意.不管这两件文书的真实程度如何,该文件收录在俄皇米哈伊洛维奇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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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四«黄甫川由各镇卫至西宁卫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附录二,第２３８页.
«清史稿»卷一三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４０８９页.
尼古拉班蒂什 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１６１９ １７９２)»,第５１３页.
齐赫文斯基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３、第４、第１６、１７、１８号档案,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第３页.
佩尔基斯:«他的旅行历程»第三卷«简述俄罗斯人为继续探索通往鞑靼地区及中国经常涉足之路线———由蒙古向东及东北

方入西伯利亚、萨莫伊往通古斯之水陆路线»,转引自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２２页.
何秋涛纂:«朔方备乘»卷三七«俄罗斯互市始末纪»,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光绪刻本,卷三七第一页,总第２９３２页.



务衙门档案中,在反映中俄早期贸易关系的文献中具有一定价值①.根据俄方档案记载,第一个从莫

斯科前往中国的使节团是巴依科夫使团,１６５４年前往办理商务,并奉有探明中国“中华帝国可以购

买哪些货物,可以运去哪些货物,由水路或陆路达到这个国家有多远路程”等信息的使命②.可见,到

１７世纪中期官方的外交路线已经畅通.到了１７世纪中后期,通过中俄条约的形式将明末以来形成

的北方贸易路线固定下来,从此库伦和恰克图成为官方贸易的正式场所③.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官方档案中,从顺治到乾隆期间至少有５０件档案与俄罗斯贸易

有关,其中贸易线路涉及黑龙江、嫩江、北京、张家口、鄂尔多斯、伊犁、哈萨克等整条草原丝绸之路商

道.这反映出在明清时代,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进入了鼎盛时期.由于清朝分别在康熙与雍正年间

与俄罗斯签订了划界和贸易条约,尼布楚、恰克图、库伦等地获得了合法的贸易地位,这条线路虽然

被俄罗斯所垄断,但北方丝绸之路并未衰落,甚至还更加兴盛.根据两件内阁和理藩院档案«题为遣

员至蒙古会盟处传谕蒙古各众做贸易不得行骗等事»④«为由莫斯科派遣商人前往中国贸易请照约办

理事»⑤,可以看出中俄贸易从顺治到康熙间已经呈现常态化,中央部院题奏中这类日常贸易纠纷的

内容显示了贸易的广泛和深度.
法国历史学家谢和耐认为早期中俄贸易“交易主要是毛皮换棉布与丝绸;１８世纪末以后,茶叶

贸易额大增(１７６０年为１４０万卢布,１８００年已达８００万)”⑥.据说最早进入俄国的茶叶是崇祯十三

年(１６４０)俄国使臣瓦西里斯达尔科夫从中亚卡尔梅克汗廷带回茶叶二百袋,奉献给沙皇.这是中

国茶叶进入俄国之始⑦.即使在海运大开之后,通过陆路进入欧洲的茶叶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陆路运输茶叶的质量要远远高于海洋运输茶叶的质量.这一点,«海国图志»中
也有解释:“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味反佳.非如海船经过南洋暑热,致茶味亦减.”⑧这种中国茶质

量的差异,在１９世纪的欧洲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马克思在«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专门指出,
恰克图贸易中的中国茶叶“大部分是上等货,即在大陆消费者中间享有盛誉的所谓商队茶,不同于由海

上进口的次等货.俄国人自己独享内地陆路贸易,成了他们没有可能参加海上贸易的一种补偿”⑨.
从榆林、张家口等地形成的圐圙、囫囵、库伦等贸易集散地和居民定居点,到以位于外蒙古境内

的库伦办事大臣为代表的官方贸易中心,这个包含人民、村落、道路、城市等因素在内的综合历史过

程,为我们揭示了一个由明至清跨越南北地理界线的多元画面.拉铁摩尔根据晚清以来西方探险

家所观察到的中国人口流动的特点,曾经思考为什么中国的汉族农业人口拥挤在一片比密西西比河

还要大的区域,“汉族却没有永久性地成功地移民于长城之外”.并且认定在近代化以前,中国的移

民模式遵循从北向南、从西向东的模式,主要推动力量是政治性的征服活动.历史地来看,不了解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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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耶稣会传教士的识读,认为这两件文书时间更早,为明成祖时代致北方王公的册封诏书.但两件诏书何以保存在俄皇

的外交档案中,亦为不解之谜.另外,由于明清时代中国特有的天下观,直至晚清之前,中国皇帝致外国的文书从未以国书的形式冠

名.因此西方各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国皇帝“国书”,都是翻译明清时代皇帝的诏书、上谕而来.
尼古拉班蒂什 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１６１９ １７９２)»,第２２页.
卢明辉、李烨:«１７世纪中叶“草原丝绸之路”恰克图等口岸中俄贸易关系的发展»,«三条丝绸之路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

集»,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６２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满文题本,顺治十二年十月初七日.档号:０２ 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０８２５ ００３３.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满文题本,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初二日.档号:０２ ２４ 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黄建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０９页.
蔡洪生:«俄罗斯馆纪事(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１３９页.
魏源:«海国图志»卷八三«夷情备采三»,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９８６页.
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９页.
库伦原为各蒙古聚居地的泛称,在明代后期与清代前期逐渐形成固定的贸易点儿和城市.清代时期将位于今乌兰巴托的

库伦作为办事大臣,管辖两个部落.此后库伦特指库伦办事大臣所在地,早在１７世纪初期就已经成为俄国、蒙古、明朝的贸易场所.
见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７３页.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１０页.



代中国人口流动与族群构成的实际历史过程,不能看到中国范围内更广阔的、多维度的人口与文化

流动,而以某一特定时期的横断面作外科手术式的观察,是近代西方汉学家所犯的根本错误之一①.

四、内地与边疆:被遮蔽的大融合

通常人们认为,由于蒙古明朝的对立,明朝对丝绸之路的经营局限在沙漠丝绸之路.明朝继承

了元朝对西域的管理后,在西域建立了包括最西部的哈密在内的七个羁縻卫所,所谓“关西七卫”来
管理西域地区众多的大小政权与地面.这些部族以时贡市,并连接着中亚、阿拉伯、非洲地区的贸易

网络,保证了沙漠丝绸之路的畅通.明代规定了西域贡道的线路,为了摆脱西蒙古的干扰,贡道驿站

采取汉唐旧道,入嘉峪关后经甘州、凉州,进入关中出潼关驿,再入山西,河北邺城、涿鹿等驿到北

京②,但是,围绕着长城沿线的卫所和“互市”所形成的通往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贸易线路,人们却所

知甚少③.其实明清时期,一直活跃着一条条东起张家口、宣大,西至榆林、宁夏的通往北方传统草原

丝绸之路钦察道的贸易通道.这些通道跨越边塞,跨越农牧地带,跨越地理差异,从更为广阔的角度

揭示了族群融合的壮丽画面④.有论者指出:“在长城地带,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一样具有过渡性,它
是一个渗透着农业和草原势力的世界,一个两种势力接触并汇合于此,而不能被任何一方永远统治

的世界.‘过渡’却是进行贸易的绝好地方,在这里,贸易永远是积极的.”⑤

伴随贸易的是人口与文化的流动与融合.根据«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１２９７
件土地契约文书中所涉及的商业店铺名称统计,计有大通、和顺、集义、元盛、永泰、德丰、德和、德隆、
广义兴等５０多个常用店名,使用德、泰、丰、盛、义、和、通、昌等字的占了绝大多数.这些文书中所反

映出的清代归化城街道名称,多为大东街、小东街、大南街、小南街、鼓楼街等,显示出归化城的城市

结构与内地城市完全相同⑥.这些词汇一方面是中原地区商业文化中的典型观念,另一方面也是古

代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伦理观念,展示了草原商业文化与内地文化的趋同性.
１９世纪俄国考察家波兹德涅耶夫观察到:“这些居民大多是在农村或乡屯种田,过着定居生活.

如今又经常有一些汉商和农户来到这些土默特游牧区安家落户,而且据说人数每年都在剧增.”⑦这

种状况的延续,从长期来说,使得族群的界限基本模糊、消解.根据１９世纪中期的记载,“蒙古约占

全县的２％强.民性初尚游牧,嗣因蒙汉同居,年久日深,语言文化与汉族无异”⑧.此外,蒙古人汉

化的表现还通过通婚、冠汉姓等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土默特蒙古孛儿只斤家族后裔都以“云”或“荣”
作为自己的姓氏⑨.雍正十二年(１７３４)年萨拉齐«新建关圣帝君庙碑记»载:“厂地本系边陲,近世渐

沐王化,华夏之民离故土而徙居此者甚众,由是德教洋溢,时和年丰,民安乐业.”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指出:“词汇经常是比文献更响亮的证言”,如果没有这些词汇(没有它

们赋予其名称的那些事物和观念),我们如何去构想人类历史上自从发明了农业和冶金术,发明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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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还可通过近来学界有关明清时期满族的内部构成的研究得到证实.例如徐凯指出,明末清初形成的所谓满洲社

会的核心部分的满洲八旗,是由满族、汉族、朝鲜、蒙古等几个民族的人构成的.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族群构成的真实情况.徐凯:
«满洲认同‹法典›与部族双重构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３７页.

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第１１１页.
如有学者提出明朝在陆上丝绸之路的角色问题,只谈及明朝对西域秩序,并未涉及其他.参田澍:«陆路丝绸之路上的明朝

角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参阅卢明辉、刘衍坤:«旅蒙商»,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７页.
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读书»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杜国忠编:«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第四册(上卷),第６页.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１５７页.
张树培纂,韩绍祖、望月稔修:«萨拉齐县志»卷四,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据１９３４年铅印本影印,２０１１年,第８９页.
哈斯巴根、杜国忠:«村落的历史与现状: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西老将营社会调查报告»,杜国忠编:«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

默特土地契约»第三册,第９页.
刑野主编:«内蒙古十通绥远通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６０４页.



字和城邦那遥远的时代以来最伟大的变革?① 词汇所承载的是更稳定的历史记忆,地名则反映了某

一时期固化的时空意识,通过分析其来源与内涵,可以揭示地名背后的人员、生产、制度与文化的凝

聚,反映更深刻的文化痕迹.

１９２６年,丹麦探险家哈士纶在张家口逗留,准备开始跟随斯文赫定西北考察团的著名探险活

动.他住在一个蒋姓旅蒙商的店铺之中,从南来北往的商人中了解到蒙古王公和部落最新的消息.
他观察到,川流不息的蒙古人从蒙古高原来到山西,他们是以虔诚的信徒的身份到五台山和云岗石

窟拜佛的香客.哈士纶本人在随后的探险中,深入到最后一个保留固有传统的蒙古部落土尔扈特部

当中.由于精通汉语、蒙语以及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经验,他被部落首领僧钦格根认成转世的兄弟,当
作了土尔扈特部落的自己人.土尔扈特上层通过哈士纶向斯文赫定赠送了一部土尔扈特最后留存

的金帐,作为礼物.作为一个曾经在中国、日本、印度都生活过的西方人,哈士纶发现他本人的气质

最接近土尔扈特蒙古人,并见证了最后的蒙古部落在西方冲击、革命、殖民的大背景下的巨大变迁②.
一个欧洲人被当作一个蒙古部落的转世兄弟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族群与人种的交

流更多的建立在文化与历史的认同之上,突破血缘与族属关系是这种交融的基本前提③.
地理环境可能赋予人们某种独特的禀赋与气质,但这种独特性本身正如每个个体的独特性一

样,总是从属于某种更高的价值认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拥有多样性的地理环境,但地理的界限

从未成为族群与文化认同的鸿沟.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具有更多的差异性,但在深层

经济结构中却存在互相不能分离的互补性需求.这种互补性被巴菲尔德描述为一种基本结构:“这
种庞大的内陆亚洲政体无法依靠不进行分工的游牧经济而独存,因此统一的草原帝国就迅速转而投

靠新的中原国家,因为这个中原国家的经济基础可以用来资助草原上的帝国统治.”④这正是多元族

群与环境国家中大一统政治与文化得以形成的基础,也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另一方

面,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无不带有时代的局限与烙印.美国地理学家普雷斯顿詹姆斯在其名著«地
理学思想史»中谈到一个基本思想:“(人们)所发现的世界是他自己头脑的近似反映,在历史的长河

中,人们发现并描述了许多不同的世界.人的观察能力和对所观察到的事物的概括能力是有很大的

限度的.当人的观察力和概括力改进时,就会产生一个新的世界形象———可是他仍然没有能把一切

可能的世界都描述完.”⑤

无论从历史来看,还是从地理环境来看,中国都是一个空前复杂的共同体,明清以来的中国历史

对当今甚至未来都有着潜在而深远的影响.学界依然需要深入到历史深处,回溯和还原这块大地上

激动人心的人类历史,突破种种束缚在我们思想中的观念局限与虚构界线,回到历史的时空中去认

识人类的活动.每块大地上都生活着坚强不息的人群,人类的所有成就都深深地刻画着先民的印

迹,人为的界线并不能阻隔人类的多元交融,更无助于加深对人类历史的认识.２０世纪初英国考古

学家斯坦因在全面考察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的地理环境后,指出:“自此以后(汉武帝),西汉控制了

这条塔里木绿洲带上的大通道,持续超过一个世纪,直到公元初年的内乱导致西汉的灭亡.更多关

于汉代西域的记载表明,汉朝在这里政治外交的成功更多地来自汉朝自身先进的文明体系,而非单

纯的武力征服.塔里木盆地中弱小且缺乏联系的众多邦国,受到北方强敌匈奴的威胁,这些因素使

得这些国家持续对中原王朝开放,并维系中原与西亚文明之间的贸易往来.从经典作家那里,我们

１６跨越地理环境之路———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游牧社会与农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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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王章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页.
哈士纶担任了１９２７年组建的中瑞西北考察团并担任副团长,此次考察团长为斯文赫定,中方学者有黄文弼、袁复礼、徐炳

昹等十人.
亨宁哈士纶:«蒙古的人和神»,徐孝祥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２０１０年,前言第５页、第一章第８页.土尔扈特最后

的王公僧钦格根通过哈士纶赠送给斯文赫定的蒙古金帐至今保存在瑞典博物馆.
巴菲尔德:«危险的疆域: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第２９４页.
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第６页.



了解到丝绸制品由此向西,旅途一直没有中断.中国则接受了来自西方,特别是东伊朗地区的各种

物产,包括自然产品和人造产品,在中国文学中常常可发现来自西方物产的记录.”①

结　语

从地理环境来讲,长城或者内亚、半月形线只是代表了中国境内复杂地理环境之一种.谢和耐强

调中国的地理环境的特征:“整块大陆高原性质明显,西南部为连绵高耸的群山与高原,由喜马拉雅山褶

皱构成,呈弧形状,从兴都库什山脉一直延伸到印度支那半岛;广阔的草原地带夹杂沙漠,覆盖着西伯利

亚森林与华北耕作区之间的地段;存在着由大江大河冲积层构成的肥沃平原;海岸线漫长,从黑龙江河

口直至马来半岛;有着成珠串状的大小岛屿,从日本群岛直至连成片的印度尼西亚各大岛屿此片

辽阔地区显示出多种地理条件,对此如无认识,则无从了解中国历史.”②种种差异巨大的地理环境都

存在于中国之内.这些地理环境差异并未成为人类活动的界限,相反由于共同的文化与历史,这个

共同的地理空间成为融合族群的共同舞台.明太祖在给西域东察合台汗国的国书中说:“朕观普天

之下后土之上,虽限山隔海,风殊俗异.然好恶之情,血气之类,未尝异矣.”③这是在更广阔的范围

内,人们跨越地理环境与人种差异所经历的共同历史的说明.
理解中国,理解众多族群在这块土地上的发展史,需要回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

程中来,将这些族群的历史放置在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中.这是历史学的基本规定.迄今为止世界上

存在的多民族大国中,大多数是近代形成的,只有中国经历了二千多年的过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正如宁可先生所指出,中国历史上分散在各地的族群通过“滚雪球”和“波浪式”的方式逐渐融汇

到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今天中国的疆域,是在１８世纪清代确定的,但在此之前的几千年中,这
个版图已经在逐渐形成、逐渐巩固之中,并非简单地依靠一时的战争或征服而来,实际上是各个民族

多年交往、融合的结果.这同那些古代多民族大国多靠军事征服不一样,同近代多民族大国的形成

是靠对殖民地的征服、掠夺或移民的情况也不一样.”④历史与文明需要长时段的理解和关照,受近百

年前兴起的民族主义影响所形成的历史观,并不能用来观察民族交融的长时段历史⑤.“中国目前的

状况其实是漫长历史的产物和结果.倘若毫不了解自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以来由何种因素促成

欧洲各国,则不可能自称洞悉上述诸国.对于中国,其理亦同:一旦抹去其独特历史,中国当前情状

如何,也会茫然无知.”⑥那种徘徊在历史学家头脑中的“短期主义幽灵”⑦,不仅在学术上产生了众多

强加于他者的历史枷锁,而且制造了更多的阻隔与界线.麦克米兰提出忠告:“历史制造了太多的冲

突,当然也能有助于带来和解诚实地考察过去,哪怕它对某些人来说难以接受,是社会走向成熟

并在社会之间架起桥梁的唯一途径.”⑧

这个忠告,在我们面对近代以来殖民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塑造的他者历史时,尤其发人深省.

[责任编辑　 范学辉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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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之际的宗教革命与人文精神

赵 法 生

摘　要:西周文明中的人文理性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基础,受２０世纪反宗教思潮的影响,学界过去往往

将其起源归结为对宗教的反动.分析以往关于西周人文精神形成的几种主要观点和殷周之变的宗教内

涵,可以发现上述结论过于简单和片面,遮蔽了殷周之际中华精神演变的本来面目.实际上,轴心时代之

前的中华文明依然处于宗教时代,殷周之变也并没有消灭宗教.不过,它完成了对殷商自然宗教的历史性

突破而创立了一种新的伦理宗教,正是新的伦理宗教孕育了西周的人文精神.伦理宗教不但产生了新的

至上神(天),产生了对于神意的新解读即以德为核心的天命观,而且产生了天人之际沟通关联的新的渠道

与形式,最终使得道德性天意所关照的社会领域不是减少而是扩大了,天人之际的联系不是削弱而是加

强了.因此,西周人文理性的产生虽然是传统自然宗教弱化的结果,但同时也是新生的伦理宗教深化的产

物,不理解新生伦理宗教与人文理性之间的内生关系,不理解伦理宗教对人文理性的孕育开创之功,就无

法揭开西周文明和精神的秘密.

关键词:自然宗教;伦理宗教;天命;德;民本;宗教深化;人文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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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说过,“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

起一种家园之感”① .对于华夏民族而言,我们永远的故园是宗周礼乐文明.站在殷周之际的角度眺

望华夏文明史,所谓汉唐盛世,不过是礼乐文明历史长河中的两朵浪花而已.自从王国维«殷周制度

论»面世,一直到现代港台新儒家,宗周文明的精神特质一直是学界挥之不去的研究热点,其间虽经

众多学者考证探研,它依然如同那个的难以捉摸的斯芬克斯一样,在幽暗的历史深处,谛听着后人的

评说,并发出谜一般的微笑.西周文明的独特魅力,在于宗教信仰与人文精神的双重跃进与提升,如
何解读二者之关系,实乃西周思想研究的关键所在.百余年来弥漫于中国思想界的反宗教思潮,使
得学界着力开发西周文明中的人文精神和理性成分,而对于西周宗教的意义及其与西周人文精神的

内在联系,则未免有所忽视.由于西周文明处于前轴心期的古代宗教时期,宗教对于西周文明具有

举足轻重的影响,忽视了这一面向,我们不但无法搞清楚其人文精神的由来,也无法把握西周文明的

整体性格与精神特质.

一、殷周之际宗教变革的紧迫性

王国维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② ,“殷、周期间的大变革,自其表言之,
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③ .

　

作者简介: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１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１７２页.

②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４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２４页.

③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４册,第１２５页.



他还断言,“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①.他以«召
诰»为例指出:“«康诰»以下九篇,周之经纶天下之道胥在焉,其书以皆以民为言.«召诰»一篇,言之

尤为反覆详尽,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者一以贯之.且其所谓‘德’者,又非徒仁民之谓,必天

子自纳于德而使民则之故知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②显然,他已经注意到了殷周制度

变革与其宗教思想的内在联系,不过,由于这毕竟只是一篇史学论文,对于西周的制度与其思想之间

的关系只能点到为止,尤其是命、天、德、民究竟如何一以贯之,并未展开分析,然而这却是西周思想

的关键所在.郭沫若则对于周人的宗教信仰提出怀疑:“周人根本在怀疑天,只是把天来利用着当成

了一种工具”,“周人之继承殷人天的思想只是政策上的继承,他们是把宗教思想视为了愚民政策,自
己尽管知道那是不可信的东西,但拿来统治素来信仰它的民族,却是很大的一个方便”③.前人对于

郭氏所谓周人对于天的怀疑问题已经多有辨证,指出那不过是“天命无常”的意思,即上天不会无条

件地保佑某一家天下,这与殷商宗教相比实在是一大进步.另外,郭氏并没有从宗教学意义上区分

清楚殷商宗教与西周宗教的基本差异.傅斯年的观点与郭沫若相反,他指出,周人认为“惟有修人事

者方足以永天命,自足以证其智慧之开拓,却不足以证其信仰之坠落敬畏上帝乃周人之基本思

想盖亟畏上天,熟察人事,两个因素化合而成如是之天人论,此诚兴国之气象”④.傅氏之“亟畏

上天,熟察人事”,抓住了西周思想的两大关键,但并未对于二者关系作出进一步说明.徐复观侧重

于揭示西周文化所包含的人文精神,特别强调忧患意识和敬的观念,他说:“宗教的虔敬,是人把自己

的主体性消解掉,将自己投掷于神的面前而彻底皈归于神的心理状态.周初所强调的敬,是人的精

神,凸显出自己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作用.”⑤可是,将«尚书周书»中关于敬的论述加以对照,
就会发现:其中,敬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是天与命,周人的敬的意识其实是来自天命的激发,如果完全

将其视为与宗教相对立的主体理性作用,而忽视西周人文精神与宗教变革之间的深层联系,所谓敬

与忧患等思想本身都将难以得到合理说明.
实际上,殷周之变包含着一场深刻的宗教革命,它的目标是:在既有传统宗教瓦解的情况下,探

寻新的至上神,重建宗教权威和社会信仰,从而为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寻找精神动力.这场宗教革

命在政治、文化、法律、道德领域均打上了深刻烙印,并对于中国文化的品格与特性产生了决定性影

响.在某种意义上,新的宗教观是西周文明的普照之光,失去这道光,我们将无由窥见西周文明的全

体大用,无法对西周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精神品格作出深入的说明.
从«诗经»«尚书»等的记载看,这场宗教革命的主导者无疑是周公.«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

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处于天地

巨变并日理万机中的周公等人,为什么要急于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呢? 他们从殷周之变中发现了什

么? 又是什么震撼了他们的心灵?
西周开国者们面临三大任务:重塑政治合法性、完成民族整合、重塑权力结构.这三项任务之完

成都以宗教变革为前提,甚至可以说,在古代宗教时期,这三项任务本身首先就是宗教问题.在当

时,政治合法性首先基于宗教合法性,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祭祀的重

要性被排在战争之前.其次,民族整合首先要进行宗教的整合和至上神的重塑,部落战争首先是神

灵之间的战争,如果不能以自己的最高神取代对方的最高神,则统一与整合遥不可及,战争与冲突永

无宁日.由于有周本为殷商属国,一向尊崇殷商的至上神“帝”并祭祀殷商祖先,这使得宗教变革成

为一项极其困难又急迫的任务.再次,重塑社会政治结构,同样急需一种新宗教的精神指引,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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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民族的信仰与精神.西周政治变革之最大举措在于分封制,它是将周人成功的宗族治理经验与殷

人的国家治理经验相结合,通过模拟宗法血缘关系以推扩地缘关系,进而形成继统、赐命、征伐、巡
狩、封禅、刑法、朝贡、盟会等系列制度.这一套制度,如果没有精神信仰贯注于其间,就会沦落为一

套虚文而迅速失效.戎马倥偬的周公等人之所以急于完成一场宗教革命,是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决

定着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与政治革命的成败.
此时此刻,殷商在经历着政治溃败的同时,也在经历着宗教崩溃,社会面临着巨大的信仰真空.

从文献记载看,殷人在政治失败之前已经遭遇了自己的宗教失败.«礼记表记»记载孔子的话说,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人建立了包括帝、自然神和祖神在内的庞大的神灵系统,
以及世界上最为复杂隆重的祖先祭祀制度.但是,在武王大兵压境之际,殷人的上帝与众神竟然沉

默不语,甚至纣王派去抵御周人的部队阵前倒戈,使得自信“有命在天”的纣王徒唤奈何,他已经被自

己的上帝与子民彻底抛弃.实际上,此时的上帝与众神本身也处于自身难保的状态.从周人在«牧
誓»中所宣布的伐纣理由来看,殷人的宗教已经与他们的政权一起走到了尽头.

殷人的宗教崩溃,引发了全面的信仰危机,也留下了巨大的信仰真空.小邦周推翻了大殷商,却
面临着殷人的反叛和内部的分裂.所以,周公在平定管蔡之乱时所发布的«大诰»开篇就说,“天降割

(害)于我家,不少延”,表现出严重的危机意识.没有巨大的精神压力,就没有伟大的宗教与思想的

诞生,神灵总是在人最为急迫和深切的吁求中降临.殷周之变震撼了周公等人的心灵,令他们重新

思考终极世界的意义,探索改朝换代背后的决定力量以及社会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他们的追问省察

中,一个全新的至上神浮现出来———天.在周初所有诰辞中,周公以强烈的忧患与危机意识,反复阐

述着天命、敬德与保民的主题,那正是殷周宗教革命的主旨.他时而征引古史,时而直指当下,时而

循循劝导,时而大声疾呼,其恳切真诚,披肝沥胆之心态,跃然纸上,令人动容.与殷人的帝相比,周
人的天是一个全然不同的至上神,因为二者根据不同的原则行事,在至高无上和不容置疑的天命中,
闪现着中华民族最早的道德理性精神的光芒.

二、西周伦理宗教的精神内涵

(一)中华民族道德性至上神的诞生:从帝到天

殷周之际的宗教变革,首先体现在至上神的转变,即从帝到天的转变上.如何处理帝与天的关

系,则是这一宗教变革的关键所在.帝是殷代神谱中能力最为广大的神.陈梦家从十六个方面总结

了帝的权能,包括令风、令雨、降馑、降祸、降食、降若、帝若、受佑、受年等.先王先公死后可以“宾于

帝”,帝还拥有一个朝廷(“帝廷”),且有臣子供其驱使,卜辞中有帝之五工臣和帝使风之类的记载.
甲骨卜辞内容显示,帝对于人的惩罚多于奖赏,赏罚也没有任何道德理性依据.作为殷商属国,周人

不但因袭了殷商的文化,也因袭了殷商多神宗教体系,包括殷商宗教中的至上神“帝”①.«大诰»说:
“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

惟卜用.呜呼! 天明畏,弼我丕丕基.”这表明周人也尊崇帝,也通过龟卜探测帝的旨意以断定吉凶.
«大诰»是周公平定三监叛乱前,对于诸侯国君及贵族的训辞,它开头说“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
绍天明”,“明”是命之假借字,“绍天命”即是卜问天命②.用宁王(文王)留下来的宝龟卜问天命,结果

是“朕卜并吉”,这一结果成了周公说服列国贵族东征的主要理由.“宁王惟卜用”,宁王(文王)惟根

据龟卜指示行事;“矧亦惟卜用”,所以我们也要遵从龟卜结果行事.前面说龟卜天命,下面又说“予
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显然,天命就是帝命.本篇中周公又说“亦惟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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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越是“与”“及”的意思①,上帝与天并列,它们是两位还是一位呢? «多士»
说,“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前半句是说不是

周人非要夺取殷商的天下,而是因为“惟天不畀”,即天不再降命于殷商,后半句接着又说“惟帝不

畀”,可见帝与天所指实为同一对象,即最高的主宰神.«康诰»说:“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

大命文王”,文王的德行升闻于上帝,上帝高兴,天便降命于文王,同样说明上帝就是天.«召诰»称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更是直接将皇天与上帝合一,说是皇天上帝改换了它的长子.既然二者所指

为一,周人何以不干脆只称天而不称帝呢? 这其中有着周公等人更为深远的用意与思虑:一方面通

过帝的引入来强化天的权威,另一方面通过天与帝并称来改造帝的意涵.
«康诰»中有８个天字,２个帝字;«大诰»中有１８个天字,２个帝字;«多方»中有２０个天字,４个帝

字(其中“帝乙”不指上帝);«多士»中有１７个天字,１１个帝字(其中有“帝乙”);«召诰»中有１９个天

字,２个帝字;«酒诰»中有７个天字,一个帝为“帝乙”,非指上帝;«洛诰»中有４个天字,没有帝字.对

比发现,周初诰辞中天字出现的次数要远远多于帝,表明“天”才是周人意欲突出强调的至上神.周

人所以要将天与帝并称,意在通过这种异词同指的方式,让天继承帝作为至上神的权威,同时又通过

对权威内涵进行新解读,实现至上神的创造性转换.在殷墟卜辞中,帝以自然功能为主,从未显示出

道德和价值理性,而«诗»«书»中的帝,通过与天同时并举,帝命被解读为天命,实际上已经“天”化了,
成了一个具有道德意义的至上神.如果说,殷周之际的政治革命是在“血流漂杵”(«尚书武成»)式
的武力征讨中完成的,殷周之际的至上神的转换则是和平而有序,周人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对于传

统至上神的解构,完成了中国宗教史上最具有革命意义的一次变革,即从自然宗教到伦理宗教②.经

过此一变革,周人成功地将“帝”“天”化,同时也将“天”“帝”化了,从而产生了中华民族的伦理性至上

神“皇天上帝”.
甲骨文中只发现了“天邑商”一个天字,尚未发现以天为至上神的思想.周人关于天的思想是继

承于殷商还是自己的创造,学者们有不同看法.陈梦家认为“商人称‘帝命’,无作天命者,天命乃周

人的说法”③,郭沫若认为“关于天的思想周人也是因袭了殷人的”④,徐复观认为“周初天、帝、天命等

观念,都是属于殷文化的系统”⑤,傅斯年则根据«召诰»中“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断定

“人王以上天为父之思想,至迟在殷商已流行矣”⑥.后三家强调周文化与殷文化的联系,但似乎对于

天与殷商之帝在本质意义上的差异注意不够.断言周人天命观起源于殷商,目前不但缺乏必要的文

献证据,而且混淆了殷周宗教思想之本质不同.即使将来能够发现殷商有以天为至上神的文献资

料,也未必说明殷商已经有了西周那种至上道德神的理念,后者显然是周公等人的创造.
另外,郭沫若认为,周人“凡是极端尊天的话都是对着殷人或殷的旧时的属国说的,而怀疑天的

话则是对着自己说的周人根本怀疑天”⑦.可是,通过上面对于周初诰辞中天与帝字使用情况的

分析,我们发现事实恰好相反,«多方»和«多士»是专门针对殷商遗民的训辞,帝字出现的次数最多,
«多方»中有２０个天字,４个帝字,是«周书»中天字出现次数最多的诰辞;«多士»中有１７个天字,１１
个帝字.这两篇不仅天字出现多,帝字出现也多,显示了将天与帝沟通合一以说服殷人的意图.反

过来,周人对于自己人的诰辞,则是多谈天而少谈帝.«康诰»«大诰»和«召诰»只有２个帝字;«酒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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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上帝意义上的帝字;«洛诰»则干脆没有帝字.这说明周人对于本民族主要是谈天命而不是相

反.另外,如前所述,周人以天为至上神,并赋予它新的意义,但并没有否定其人格性,天全面继承了

帝的人格性与权能,陈梦家认为周之“配天”观念脱胎于殷人之“宾帝”①.虽然在殷周之际,天在改朝

换代中的政治作用被充分强调,但它同样继承了殷商之帝降福降祸的功能,它也能够“命哲,命吉凶、
命历年”(«召诰»),«大禹谟»说“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灾”,«汤诰»言“降灾于夏,以彰厥罪”,
«伊训»说“皇天降灾”“作不善降之百殃”,«大诰»言“天降割(害)于我家”,«酒诰»和«君奭»都说“天降

丧于殷”,这类说法在周代铭文中也反复出现②.尤其是在西周末期的怨天思潮中,«诗经»中出现了

不少关于“天降丧乱”的诗篇,所谓“天降丧乱,灭我立王”(«大雅荡桑柔»),并对天发出表达失

望、怨恨、愤怒与哀告等种种情感之辞,表达了此时人们的心声.若他们果真不信天帝,这样的声音

就不会出现.显然,周人的天是一个决定宇宙、社会、人生问题的主宰神,周人对它充满敬畏.«周
书»和«诗经»中大多数作品,谈到天时都充满戒慎恐惧的敬畏感,感情色彩强烈,这在那个宗教主宰

的时代也属于必然,所以周人不信天之说恐难成立.傅斯年收集了«诗经»中敬畏天帝的资料,认为:
“周初人敬畏帝天,其情甚笃,已如上所证矣.其心中之上帝,无异人王,有喜悦,有暴怒,忽眷顾,忽
遗弃,降灾降祸,命之讫之,此种‘人生化上帝观’本是一切早期宗教所具有.”③.此说甚是.

因此,西周的天不仅是个道德性的至上神,而且也是一个继承了殷商之帝的主宰权能的人格神,
这两点对于我们判定天的属性以及殷周宗教革命的内涵至为重要.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作为主宰者

的天与帝的根本不同何在? 西周的人文精神又是如何开出的? 这与德和民的思想密切相关.
(二)德:天命有德与以德配天

周代诸王中,对于西周立国贡献最大的是文王,他在世时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至于“大国畏

其力,小国怀其德”(«尚书武成»).不仅如此,文王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政治品德,给周公等人

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影响.所以,«诗»«书»反复叙说颂赞文王,试图通过他求解天命的秘密,结果便是

“德”的发现.如果说民的发现找到了外在的天命,那么德的发现就是找到了周人自己身上的天命.
关于西周德字之训诂意义,学界有各种解释.徐中舒认为,甲骨文中“徝”字即是德之本字④.

«说文»以“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从直,从心”释德,恐怕属后来观念.其实,在«诗»«书»中,德所体现

的上与下即天与人的涵义更重,所谓内与外的意义倒是难觅踪迹.«康诰»说“朕心朕德,惟乃知”,又
说“用康乃心,顾乃德”,都是将心与德并列,德主要是指德行,落在行为上,没有内在德性的涵义,故
«广韵德韵»谓“德,德行,悳,古文”,较为贴近西周德字本义.德字在«诗»«书»中大量使用,涵义和

用法也颇为多样,它有时用作形容词,有时用作名词.在«康诰»的“绍闻衣德言”,«诗经琅跋»的
“德音不瑕”等语境中,德字表示美善之意.作为名词的德,又有两种不同的用法,有时表示无价值色

彩的行为,«康诰»“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酒诰»“越小大徳,小子惟一”,以上德字,屈万里都解

释为“行为”⑤.其中有的“德”并没有价值意义,故常在前面加上定语予以界定,比如“作稽中徳”(«酒
诰»),“酗于酒德哉”(«无逸»),“尔尚不忌于凶德”(«多方»),“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立
政»),“醉而不出,是谓伐德”(«诗经宾之初筵»),这些德字的价值意义由前面的定语来规定.德字

这种表达无价值规定行为的用法,在«尧典»中已经出现,如“否德”“俊德”等.但是,构成西周思想核

心的德,不是指这种无价值规定性的德,而是另一种德:文王之德.
分析文王所作所为可以发现,这一特指的德包括以下内容:(１)恭敬天命,昭事上帝:“维此文王,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诗经大明»)“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君奭»)(２)

７６殷周之际的宗教革命与人文精神

①

②

③

④

⑤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５７３、５８１页.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第２１３页.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第９６页.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２９０页.
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第７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第１０１、１０４、９８、１０７页.



惠保庶民,不侮鳏寡:“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康诰»)(３)勤勉政事,
不遑暇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
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无逸»)“王曰:尔惟旧人,尔丕克远省,尔知宁王

若勤.”(«大诰»)(４)明德慎罚,怀远柔近:“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徳慎罚.”(«康诰»)«左传襄公三十

一»年称:“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可谓爱之.”(５)礼贤下士,贤能归附:
“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史记周本记)在今天看来,这些不过是普通勤政

惠民的行为,但正是这些看似寻常的行为赢得了民心,导致了周朝的逐渐崛起并最终克殷.王国维

说,“殷周之兴亡,乃有德无德之争”①,文王正是周德之典范.文王之德代表了一种新的精神力量.
傅斯年认为,“周之代商,绝不代表物质文明之进展”,也“未必在宗法制度也”,那么其特征究竟何在?
他认为在“人道主义之黎明”②.傅斯年评论说:“一切固保天命之方案,皆明言在人事之中事事

托命于天,而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祈天永命’,而以为‘惟德之用’,如是之天道即人道论,其周公所

创耶?”③傅斯年以“天道即人道论”解说周公之天人论,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实,周公的天人论

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即“人道即天道论”.在周公那里,这两方面是相须为用、密不可分的.周公不

仅“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他也“无一事舍天而言人事”.以德为例,周初彝器«史墙盘»铭曰“上帝降

我懿德”,«左传昭公八年»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大禹谟»也说“皋陶迈种德,德乃

降,黎民怀之”.可见,德乃天帝所降,所以周文王的政治行为,被说成是“天德”(«吕刑»:“惟克天德,
自作元命,配享在下”),是有周受命的动因.周公告诫康叔,“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惟时

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也即由于文王的德行上达天帝,天才授命于他.«周书»«左
传»«国语»都谈到说德可以发出一种特殊香气:«酒诰»曰“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君陈»说“至治

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尔”,«左传僖公五年»说“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香”.«国语
周语»载内史过的话说:“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

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看来,德发出的香气可令民神无怨,并能上达天听,使天授命.«左传
桓公二年»:“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
不敢易纪律.”百官何以“不敢易纪律”? 李泽厚认为:“德字有个大眼睛,令人想起三星堆出土的那个

大眼睛的巫师巨人这个‘德’具有足可戒惧的神圣性,其中有祖先神明的大眼睛在.”④他还说,德
是“‘巫君合一’所拥有的神法魔力即巫术法力演变而来的具有神力的圣王的道德品格”⑤.周公目睹

了周朝崛起的过程,当他为此巨变寻找终极性解释时,却发现那导致巨变的源头其实就在他父亲的

一言一行中,正是这种德赢得了人心.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是抬头来寻找和仰望天意,可是,周公发

现,天意的体现者就在地上,就在他的父王身上,天命与人事由此而打通了,这是中国精神史上最重

要的变革.它不仅将天命引向了人事,开创出人文价值;同时也将人事提升至天命境界,获得了超越

性意义.这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所谓天人合一正是在这一双向互动过程中实现的.所以,周公不

仅是华夏礼乐文明的奠基者,也是儒家天人之学的开创者.
在«周书»之前的文献中,已有许多关于政治德行的记载,比如:«尧典»表彰帝尧“钦明文思安安,

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黎民于变时雍”;«舜典»说舜“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又有“直而温,宽而栗,刚而

无虐,简而无傲”的德行要求;«皋陶谟»将«舜典»中的四德发展为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
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洪范»提出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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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晢,聪作谋,睿作圣”,
并将此五事与五休征相结合.上述德行内容与«周书»中的文王德行内容有相近之处,但是,二者对

于德的言说与诠释却大有不同.«周书»以前所记载的这类德行从未与帝意相联系,从未获得超越性

意义,它们似乎只是人的行为,与天意无关.唯一有些例外的是«洪范»篇以五事配五休征,包含着德

行可获吉佑的观念,但是,五事仅仅是对于人言行的规范要求,与爱人、惠人意义上的德行尚不能等

同,所以还难以与以德配天的成熟思想相提并论.周公曾经在«多方»和«多士»等诰辞中,反复讲解

了夏朝和殷商如何以德受命和失德坠命的过程,这已经是在用他自己的天命观诠释历史了.而夏商

两代的价值观念,与此具有显著差异,直到殷周革命之前,人的行为本身是不具备神圣意义的,圣与

俗被划分为两个互不关联的世界,这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观念尚未产生.在中国思想中,道德

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善行,此种善行必须有天命或者天道的超越性意义,所谓的德,必须是得之于

道,方可称之为道德.如此说来,真正意义上的中华道德意识,的确是在«诗»«书»时期才得以诞生,
在此之前,上帝的意志与社会伦理规范并没有直接联系.然后,随着自然性上帝到伦理性天帝的转

变,随着德与民本思想的出现,天意不但与民意打通,也与德行打通了.天命获得了人文价值的规

定,而人文与道德则获得了天命的意义,神圣与世俗的隔离墙,终于通过一次伟大的宗教革命被打

穿了.
这场宗教革命是一场真正的精神革命,对于西周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普遍带来了巨大影响.

对于政治领域而言,德以天命的形式赋予了政治以新的合法性基础.对于殷人而言,政治合法性的

意识是不存在的,仿佛帝和众神就是他们家族的,为上帝保佑的殷商统治也是永恒的,这自然是由于

长期垄断政权、教权所产生的幻觉.“‘帝’(殷商)在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在周初被结合天意与人事的

‘德’所取代”①后,周人意识到政治的合法性是有条件的,天的授命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德.所以,
政权本身无法为自己提供合法性证明,更无法确定自己受命的时限,他们的王朝不过是天命借以显

现作用的一种工具而已,也就是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非一家一姓之天下,非少数人可以把持

的天下,这使得周公等人在家天下时代具有了超越于家族之上的天下观,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周人对

于天帝、政治与自身的看法.因此,周人从天命观中,产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谦卑恭敬,产生了一种

强烈的要自我约束的内在冲动,由此才有了王国维所称赞的西周开国者们的胸襟气度,以及傅斯年

所肯定的西周思想中的兴国气象.当周公等人进行殷周之际的制度典礼设计时,此一理念必定在他

们心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制度典礼中践行德的理念以永葆天命.于是,如王国维所言,“制
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②,政治就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权力只有工具价值而不具有终极价值,此一

理念是殷周宗教革命在政治领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天命之德,作为殷周宗教革命的主要精神价值,贯穿在周礼的各个方面.«诗经大雅韩奕»

记述了韩侯受命的过程.此非初封而是朝觐周天子时的再授命,是周礼的组成部分.许倬云就此评

论说:“金文与«诗经»的记载相互比证,极为相像,都有策命,都追溯祖德,都勉励受命者夙夜从事,都
有衣服旗章车马之赐.”③其中,追溯祖德,“缵续祖考之德”以受命,是策命所体现的核心信仰,而“彝
器”“车马”“旌旗”“服色”,不过是精神体现认同的器物符号.在周初文献与铭文中,“昭德”“丕显先

祖之德”是常用语汇,显示了相似的精神趋向.与周人敬天法祖的信仰相适应,«诗经大雅生民

之什»提出“有孝有德”,德以对天而孝以对祖,二者都具有宗教意义,故«诗经»中的孝多与享祭祖先

联系在一起,«周颂臣工邕»曰“于荐广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绥予孝子”,«臣工载见»曰“率
见昭考,以孝以享”,但享的目的又在于“夫享,所以昭德也”,孝通过享祭而与德建立了关联.西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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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强调“追孝”.«尚书文侯之命»曰“追孝于前文人”,«诗经文王有声»云“遹追来孝”,«俦而

钟»亦曰“以追孝先祖”等①,追孝的思想重点不在于牺牲的祭祀而在于绍述祖德的精神意义.另外,
«国语周语»说“言孝必及神”,以及«论语泰伯»说“致孝乎鬼神”,又将祖灵崇拜与鬼神信仰联系

在一起,提升了孝道的宗教意义.
不仅赐命礼和孝道,德也渗透到周代各项礼仪中,成为礼的基本精神.«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曰“礼乐,德之则也”,«国语周语上»有云“成礼义,德之则也”,«左传僖公三十年»也说“备物之

飨”的礼仪是为了“以象其德”,均说明礼乐乃是德的表达形式.«周易豫象»曰“先王作乐以崇

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更将乐与德、上帝和祖考联系起来,揭示了乐的深层宗教意蕴.一些专

家考证后认为«仪礼»十七篇所记载的“礼”包括冠、婚、丧、祭、乡、相见等等,在西周春秋的确实行

过②.其中,冠礼的意义,«韩诗外传»卷八解读为“十九见志,请宾冠之,足以成其德”③.«礼记昏

义»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国语晋语四»则认为“合二姓之好”
就是“合德”.至于乡饮酒礼和射礼,根据«礼记射义»,也是要从中“观德行”“观盛德”,祭祖礼所包

含的“所以昭德也”的意义已如前述.可见,德已经渗透进各种礼仪之中,与其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

联系,成为诸般社会交往礼仪背后的共同精神.甚至经过礼义规范的身体,也成为德之载体,身体也

因此而获得了神圣的意义:“抑抑威仪,维德之隅.”德之光辉可谓有容必照,无远弗届.
德对于祭祀制度的影响也有鲜明体现.殷人祭祀祖先之礼至为繁复隆重.据王国维考证,自帝

喾以下的先公、先王、先妣,都有专祭,不分远近亲疏;先公先王之昆弟,不管在位与否,祭礼略同,周
而复始地祭祀从上甲到康丁３１王与２０位法定配偶,完成一轮需要３６旬甚至３７旬之久,平均长度

相当于一年,故称之为周祭④.祭祀的礼品极为丰盛,据甲骨文记载,一次祭品可达５００头牛,还使用

大量人殉(一般为战俘),最多的一次祭品竟然达“千牛千人”⑤.周人则根据亲亲尊尊原则确立了庙

数制度,«祭法»所谓“天子七庙,诸侯五庙”,不再像殷人那样不别亲疏远近地祭祀众多先祖,而是实

行四时正祭即每季度第一月祭祀,先妣也不再单独祭祀而是配享,人殉在周代已被废止,偶有发生也

会受到社会一致谴责,祭祀牺牲也大为简化.根据«召诰»记载,成王决定营建东都洛阳,派周公前去

考察并祭祀天地神祇.这样的大事,如果是在殷商,肯定需要数量众多的祭品甚至人殉.可是,周公

于“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郊天之礼只用两头

牛,祭社之礼只用牛、羊、豕各一头.«洛诰»记载:“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
因为在以德配天的观念下,根据“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香”(«诗大雅民劳»)的说法,天地神祇最喜

欢的祭品已经不是牛羊或者人殉,而是德了.
以法律而言,殷人以尊神重刑著称.相形之下,«康诰»则反复强调明德慎罚的重要性,但同时又

说:“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

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

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王国维曾经比较殷周刑罚,指出:“殷人之刑,惟‘寇攘奸宄’,
而周人之刑则并及‘不孝不友’.”⑥本来是主张明德慎罚,在处罚“不孝不友”方面却比殷刑更重,是何

缘故? 王国维认为这是由于“周制刑之意,亦本于德治、礼治之大经,其所以致太平与刑措者,盖可睹

矣”⑦.但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提问,周人何以将制度典礼作为道德之器械? 这其实与当时德的性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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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关.首先,周公所言之德,不同于孔子之后的德,它首先是天命而非人性,是祈天永命的依凭.
其次,周公在«康诰»中将不孝不友作为“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的表现,可见“民彝”同样关乎天命.
«左传文公六年»赵孟提及四德:“置善则固,事长则顺,立爱则孝,结旧则安.为难故,故欲立长君,
有此四德者,难必抒矣.”孝为四德目之一.随着宗法制度的完善和庙数制度的形成,以及前述孝的

宗教意义的加强,孝在西周社会的地位更加重要.德与刑相对,既重德自然轻刑,但唯有在涉及与德

本身有关的刑罚方面却是例外,因为违背德即是违背天命,理应重罚.由于孝友构成宗法伦理的基

础,“不孝不友”(«康诰»)属于破坏德之根基的行为,自然要“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了.所

以,周人刑法处置虽然从整体上看是减轻了,但在与德有关的处罚上却加重了,这正是“天命有德”的
宗教观念对于西周法律的双重影响所致.

明德慎罚的训诰为周代刑法注入了新精神,元代陈栎在注释«吕刑»“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

之中”时说:“刑之本必主于德,而刑之用必合于中.德与中为«吕刑»一篇之纲领.”①由此可见周德对

于刑法之重要,而以法律手段维护德,也就成了法律的重要功能.这实际上开启了中国法治史上以

礼入法之先河.
综观«诗»«书»«左传»«国语»等典籍,天命有德与以德配天也是周王室处理与诸侯国政治关系的

主要思想依据,春秋时期依然如此.齐桓九合诸侯而一匡天下,晋文公有攘夷之大功,依然高举尊王

旗号,自然与对周德的认同不无关系.据«国语周语中»记载,晋文公定襄王于郏后,曾经提出“请
隧”的非礼要求,以使自己的葬礼能够享受周王的待遇,襄王回答说:“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
以创制天下,自显庸也,而缩取备物以镇抚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旅于裔土,何辞之有与? 若由是姬姓

也,尚将列为公侯,以复先王之职,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懋昭明德,物将自至,余何敢以私劳变前

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与百姓何? 何政令之为也? 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这
一段话以天命有德作为依据,可谓义正辞严刚柔并济,结果是“文公遂不敢请,受地而还”,可见以德

配天的观念对于维系有周礼制之意义.
由以上分析可见,西周时期,德的观念对于政治、伦理、祭祀、礼仪和刑法等各方面均产生了重要

影响,如同一道普照的光,为上述领域注入了新的人文精神,这是此前的自然宗教时期未曾有过的.
(三)天民合一:天命观所孕育的民本思想

在古代文明的不同时期,天人沟通的形式存在显著不同.在巫术时期,巫主要以咒语、仪式使得

神灵附体,实现神人合一;在自然宗教时期,人则是依靠频繁和大量的献祭取悦于神灵以求得福佑,
殷王除了经常性和大规模祭祀外,也不断通过龟卜叩问帝命,显然属于自然宗教范畴.但是,到了西

周,天人沟通的方式发生了一次革命性变革,面对殷周易代之变,周公等人追寻天意的目光从自然转

向了历史.在小邦周取代大殷商的历史转变中,给周公等人印象最深的是民心向背的巨大作用.
«公羊传僖公四年»说“古周公东征则西国怨,西征则东国怨”,甚至殷人用以抵抗周朝的军队也阵

前倒戈.那些曾经被与畜生一道成批量宰杀作为祭品的平民,突然间爆发出了排山倒海的力量.此

种景象必定给周公等人以巨大的思想冲击,也给他们带来了深深的恐惧和忧虑,因为他们不知道这

股力量会不会突然在他们脚下爆发出来.这显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之一,周公将它与天意联系

在一起,将民意视为天命的显现,从而产生了西周的民本思想.
一说起民本,人们便会想起«荀子王制»中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其实,这种说法代表了古

代宗教时代之后的民本观念,政治策略的意味较为浓厚,而西周时期的民本观念则有所不同.西周

的民本思想固然是一种政治理念,但它与以德配天和祈天永命的思想紧密相连,首先是一种宗教观

念.甲骨文中没有发现民字,说明普通民众尚未正式进入殷商的官方思想视野.但是,这种情况到

了西周有了根本改变,民不但在周初诰辞中大量出现,地位更有了飞跃性提升.«召诰»说:“王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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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命,治民今休.”«泰誓中»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

听.”亦即天子只有通过民意才能了解天意,民意成了天意的表达形式,这便将民提高到了与天等同

的神圣地位.金文中有“受民受疆土”之说①,«梓材»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意思是天

将民和疆土授予周天子,民已经被排到了疆土之前,因为民意已成为天意的晴雨表,民众成了上帝的

代言人.这种对于民的定位,是西周伦理宗教的重要思想之一,不但史无前例,与轴心突破前后的对

民的态度也有明显不同.«皋陶谟»提出“在安民”“安民则惠,黎民怀之”,«盘庚上»要求“施实德于

民”,«盘庚中»说“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由此可见,重民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周公的民本思想

当是继承古代重民思想而来.但是,西周前的重民表现为安民惠民,以获取民众拥戴,比如“安民则

惠,黎民怀之”.惠,«释诂»云“爱也”,故伪孔传释为“惠,爱也.爱则民归之”.怀,«释诂»云“思
也”②,能安民则民思之.其中民是被关心安抚的对象,并没有更高层次的意义.天命论下的民本思

想,实质是天民合一论③,它使得西周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得官民关系发生了

某种逆转,在自然宗教时期毫无政治地位可言的草民黔首,现在被提高到与天帝同等的意义上,似乎

成为眼前活生生的上帝,甚至令天子王公生出了战战兢兢的心态,这实在是史无前例的革命性变革.
天民合一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政治关系结构,将殷商时期线性的政治关系,改造为“天帝

民 天子”之间立体化的三角关系,民的地位可谓一步登天,在某种意义上变得比天子还要重要.
既然民意被视为天意的展现,它就同时具有了目的性意义,而不仅仅是劳动或者统治工具而已.殷

商的帝王自信可以永远获得上帝的护佑,可西周天子自认为是受天委托来管理天下,天之授命将根

据民意民心及时调整,或与或取.由于“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康诰»),天之所命就随着民意的变

迁而不断调整,因此而有了周人“天命无常”“命不易哉”的觉醒,并由此产生出深深的敬畏与恐惧.
在这种天命观下的民本观念中,天、民和天子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分立制衡关系.作为宇宙万物之主

宰,天是最高宗教权威,也是最高的立法者,王朝兴衰最终决定于天命;但天之决策所依据的乃是民

心之向背,民是天帝在现实社会中的代言者与体现者,天帝密切观察民意呼声,作为自己决定授命还

是坠命的依据;天子掌握行政权力,其实只是天的行政代理人却不是代言人,天子于是从殷商时代的

天意之无条件的代表者,下降为可以随时根据民意加以更换调整的天的受托人.在此种模式下,国
君与民的关系不仅仅是官民双方的关系,而首先是国君与天的关系.政治关系由此被提升到宗教信

仰的层次,天与民的内在联系,比天与国君的联系更为内在和深刻.孟子«梁惠王下»所引«尚书»逸
文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惟曰

其助上帝宠之”,赵岐注曰:“以助天光宠之也.”上天所宠的是百姓而非天子,于是,在三者关系中,天
子被同时置于宗教与现实的双重监督制约之下,成了最为弱势的一方.现代人当然可以批评此种基

于神意的所谓权力制衡不过是一厢情愿,它也的确无法与现代社会中的分权制衡体系相提并论.但

是,历史地看,宗教信仰是影响人类行为最重要的力量之一,这一基于伦理宗教的民本观念极大地提

高了民的地位,只要天命信仰依然有效,由基于对天的敬畏而来的对于民的敬畏,就不能不对政治行

为产生深刻影响.
在«尚书»各篇中,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对于民意即天意的提醒,以及那种发自内心的对于民众的

敬畏与关切.«泰誓»说“天佑下民”,“天矜下民”,«康诰»呼吁对于黎民百姓要“如保赤子”,可谓情深

意切.周公告诫成王要知稼穑之艰,是因为国君只有切身体察民众生活的艰辛痛苦,才能了解民众

的心意,并因此听懂上帝的心声,以免被上天无情抛弃.«梓材»提出要“无胥虐,至于敬寡”,«康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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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无逸»要求“能惠保庶民,不敢侮鳏寡”.对于孤弱的同情以及“若
保赤子,惟民其康”的呼吁,固然有其人道主义的考量,但是,«周书»中所表现的那种对于民的战战兢

兢的心态,诰辞中提及庶民时屡屡出现的“不敢”,明确地昭示着此种态度与心理之后的宗教背景.
周公等人是在探寻天命的历程中领悟到了民众的意义,没有这种宗教思维的背景,西周思想中的民

绝不会有如此之地位.
天命论下的天民合一,是迄今中国的平民在思想观念中所曾获得过的最高的地位.这种地位说

到底是通过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转移而实现的.“天民”地位的维系与天命信仰密不可分,主要取

决于君主作为天命信徒的虔敬程度.一旦天命信仰出现危机,民众通过天帝中保所获得的一切神圣

意义将如同海市蜃楼一般消散,他们将会从天上的云端直接坠落到冰冷的地上,不得不从天民再度

复归为草民,至多成为维系家天下长治久安的工具而已.

三、宗教深化与人文精神

德与民本思想的形成,表明西周文明中的确已经孕育出中国最初的人文精神,那么,早期人文精

神与宗教之间究竟是何关系? 徐复观提出:“周人建立了一个由‘敬’所贯注的‘敬德’、‘明德’的观念

世界,来照察、指导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正是中国人人文精神最早的出现”①;又说:“在
忧患意识的跃动之下,人的信心的根据,渐由神而转移向自己本身行为的谨慎与努力.”②周初人文精

神的出现是客观事实,可是,敬德是否表明人自己指导自己的行为,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呢? 是否

意味着人的信心的根据,“渐由神而转移向自己本身行为的谨慎与努力”? 由于西周之“德”显著不同

于孔子后所言的“德”,周初之德首先是天命而非人自身的德性,徐复观的上述说法仍然值得推敲,它
至多包含着部分的合理性.因为德乃天命,敬德首先意味着对上天负责,正是对于天的责任意识引

发了人自身的责任意识,而信心的根据首先在于天命.其实,周初诰辞表明,周公等人并没有表现出

许多自信心,倒是表现出了无处不在的焦虑与谦卑,担忧周王室及其子孙的行为难以达到以德配天

的要求.徐复观上述结论中的问题,与他没有明确区分伦理宗教和自然宗教的差异有关.如前所

引,他说:“宗教的虔敬,是人把自己的主体性消解掉,将自己投掷于神的面前而彻底皈归于神的心理

状态.周初所强调的敬,是人的精神凸显出自己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作用.”③这是将宗教的虔

敬与人文精神置于了对立的两端,在自然宗教中的确如此,但在伦理宗教中却未必如此,下面我们进

一步考察西周宗教发展与人文精神发生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证明西周人文精神的出现,恰恰是宗教

发展和宗教深化的产物.
方东美在分析中国古代的精神历程时,曾经引用查理柯瑞纳的观点,认为古代文明最初经由

宗教信仰而整合为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科学、哲学、道德、艺术通过宗教被整合为一个“大全”,甚至

国家都不得不屈从于宗教之下,国家本身就是宗教,这种整合使得古代文明获得了完整统一与精神

生命④.但是,现代社会则是各个领域出现“日益增长的分离和独立,直到最终出现的完全文化解体

和混乱的危险威胁着我们的时代.内在的统一和重新发现完整的文化乃是目前要务.所谓的‘极权

主义’国家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必要性,他们转向专制体制和警察国家以保障高压下的缺乏内在根据

的表面统一”⑤.查理柯瑞纳此说揭示了古代文明的特征与现代文明的困局,前者通过将不同领域纳

入到宗教旗帜之下而建构了最初的文化统一性,却使得各个人文领域丧失了独立发展的空间;后者实

现了各人文领域的独立发展和长足进步,却使得世界面临着意义失落的挑战.如何在分工发达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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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重建意义世界,的确是现代文明所面临的重要挑战.方东美认为,中国古代从尧帝时代开始“已经

迎来了理性文化的曙光.此后神性与人的本质就大白于天下.狂怒和猜忌的概念与至上神无涉,其与

普通人的关系不像暴君不当地治理其国家;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意图在思想中也不曾与人联系起来.
天因其神圣性而被人永远尊崇,人具有与天之精神类同的尊严本性”①.尽管有«尚书虞夏书»的文

献,但甲骨卜辞表明,将理性宗教曙光追溯到尧帝时代显然为时过早,真正完成了中华宗教理性化转

型和文明统一性建构的是殷周之际的宗教改革.它是如何完成了此种统一性建构的呢?
有学者注意到中国古代文明与巫文化之间的联系,马克斯韦伯指出:“中国这种天人合一式的

哲学宇宙创成说,将世界变成一个巫术的园地”②,“这个巫术园地之得以保存,是因为儒教伦理本就

有与其亲和的倾向”③.这一论断似乎忽视了儒教伦理与早期巫术精神之间的区别.李泽厚认为:
“巫的特质在中国的大传统中,以理性化的形式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钥匙所

在.”④那么,巫术的精神特征究竟是什么,它与西周文明精神之间又具有怎样的联系呢? 巫术的本质

特征在于交感.卡西尔指出,现代人总是把我们的生活分为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两大领域,其实,这
两大领域之下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领域,“原始人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他的全部思想和全部感情都

仍然嵌入于这种更低的原初层中.他的自然观既不是纯理论的,也不是纯实践的,而是交感的”,由
此而产生出“生命一体化”的世界观⑤.但是,这种交感并不意味着人自身力量的泯灭与消融,即使在

最为原始的巫术中也是如此.卡西尔认为,巫术“仪式的履行给他以一种新的他自己的力量感———他

的意志力和他的活力.人靠着巫术所赢得的乃是他的一切努力的最高度凝聚,而在其他的普通场合,
这些努力是分散的或松弛的.也教会了人相信他自己的力量———把他自己看成是这样一个存在

物:他不必只是服从于自然的力量,而是能够凭着精神的能力去调节和控制自然力”⑥.可见,古老的巫

术仪式包含着人类自我意识的最早的觉醒与人的自我力量的肯定,尽管此种肯定还处于原始萌动

之中.
从巫术到宗教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转折,但交感意识依然是宗教精神的重要方面,不过,它在自然

宗教和伦理宗教中具有显著差异.自然宗教中的超自然力量是没有善恶标准的,卡西尔指出:“没有

任何宗教曾会想过要割断甚至放松自然与人之间的联系,但是在伟大的伦理宗教中这种联系是在新

的意义上被系住并拉紧的.我们在巫术和原始神话中看到的那种交感联系并没有被否认或破坏,但
是自然现在是被从理性方面而不是从情感方面来探究了.世界变成了一个大道德剧,而自然和

人都不得不在其中扮演他们的角色.”⑦交感的特征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正是这种普遍的伦理交感

的形式,在一神论宗教中战胜了自然的或巫术的生命一体化的原始感情.”⑧因此,普遍的伦理交感形

式中包含着人类自身力量的真正觉醒:“在所有这一切中我们都感受到了人类的英勇奋斗,这种奋斗

要摆脱巫术力量的压抑与强制;同时也看到了一种新的自由的理想.因为在这里只有靠着自由,靠
着自立的决定,人才能够与神灵相交往.靠着这样一种决定,人成了有神性的人.”⑨

殷周宗教革命经历着相似的精神历程,中华信仰经历了从自然宗教交感到伦理宗教交感的变

化.正如卡西尔所说,如同在西方伦理宗教中一样,天人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因为伦理宗教被削弱,实
际上,它在一种新的意义上被系得更紧了.所谓更紧,不仅是指天人之间的盲目联系变成了自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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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而且体现在道德性天命所照亮的区域进一步扩大,扩展到人的心灵世界及人与人关系的诸多

方面,包括政治、伦理、礼仪、祭祀、法律等.这种天人交感的扩大与深化,其实是一种宗教的深化过

程,是人文精神在新宗教中孕育、诞生和开拓、发展的过程,是天人合一的深入发展,对于天人双方都

具有深刻影响.如同卡西尔所说,在将人变成自立、自由的人的同时,这一变化也使得人“成了有神

性的人”,因为“在这里,只有靠着自由,靠着自立的决定,人才能够与神灵相交往”①.可见,在伦理宗

教中,人文精神的开出与宗教的深化是如此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是同一个进程的两个方面,以至

于如果我们否定了宗教深化本身,也就等于否定了人文精神.关于宗教发展与神秘主义的联系,卡
西尔认为:“人类从道德义务走向宗教自由不是靠某种造反来成就的.甚至就连柏格森也承认,从历

史上讲,他认为应当是真正宗教之精神的神秘主义精神并没有中断其连续性.”②这一分析符合宗教

史事实,也表明,那种将西周人文精神简单视为对于宗教约束的摆脱的看法是过于简单了,它并没有

洞悉殷周宗教演变的本质.实际上,在西周伦理宗教中,对于天命的信仰越虔诚,由此激发的道德意

识就越是庄严而坚定,宗教信仰和人文精神形成了一种正相关关系.牟宗三说:“仿佛在敬的过程

中,天命、天道愈往下贯,愈显得自我肯定之价值.表面说来,是通过敬的作用肯定自己;本质地说

来,实在是在天道、天命的层层下贯而为自己的真正主体中肯定自己.”③牟宗三此说,较之徐复观的

说法,更能揭示西周宗教中天命信仰与人文价值之间的关系,也对天命价值有更为深切的体验.
由此分析,可以发现西周宗教深化之真正涵义.从帝到天的转化,经由“德”的媒介,促成了天对于

社会事物的普遍眷顾,使得天人交感的范围决定性地扩大了,扩大到君主的道德、社会伦理、民彝的制

订、法律的实施、祭祀的仪式等.经此扩大,原来那个并不完全的交感世界得以在深化中完全,天人之间

建立了全面的交感关系,一个整全的交感的信仰世界由此诞生.卡西尔认为,沉浸于宗教祭祀和巫术

舞蹈中的古代人,深信人与人以及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是融为一体的:“宗教没有力量,也从不可能压制

或根绝这些最深的人类本能.它必须完成另一个任务———利用这些本能并且把它们引向一个新的航

道.对‘整体的交感’的信仰是乃是宗教本身最坚实的基础之一.”④在西周宗教中,此一天人交感的源

头正是周公等人所体验到的天命.在此种交感之下,自然宗教下几乎所有黑暗的区域均被照亮,所
有分割的社会层面都被连接起来,支离破碎的社会首次被组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此一天人交感

的粘合剂最先由宗教所启发出来,其中又包含着人类道德理性的某种觉醒,它的名字就叫做德.天

德的神圣之光,首次照射进了世俗社会的各个层面,甚至连人的身体都首次显现出神圣的意义⑤.德

源自上天,照亮的却是大地,也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几乎贯穿一切社会领域的价值准则.
由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对人性和人文的过度压抑,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是在批判反抗基督教的过程

中出现的,二者的对立与紧张不言而喻.但是,中华古代文明之人文精神的初创路径与此不同.在

汉语经典中,人文一词最早见于«易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郭店楚简
语丛一»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中国古代思想始终从天道中寻找人道的源起,从天文中寻找

人文的根基,从天人之际寻找价值的源头.宇宙中最伟大的精神力量,不是单纯的天命,也不是单纯

的人文,而是天人之际的交汇与碰撞.它既使人生发出对于天命的敬畏,同时又发现了自身具有领

悟和践行天命的力量.神依然具有无上的权威,却不再是与人完全相异质的存在,人本身可以与天

命天道相参,于是天道与人道、宗教与人文之间首次打通,天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因此生成.因此,
西周人道主义之黎明,是天人之间交汇和天人之际沟通的产物,是伦理宗教孕育激发的结果,忽视其

中的任一方面都是不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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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中西方宗教在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转化上遵循了大致相同的路径,并不意味着殷周宗教

革命的结果与西方一神教完全一致.两相比较,不仅二者所产生的至上神特征不同,天意显现的方

式不同,天人之间联系的形式也不同.首先,犹太一神教的上帝的人格化特征极其鲜明,中华至上神

的人格化色彩不但自伊始就不太鲜明,而且还处于不断消解的过程中.华夏民族的至上神很少说

话,不像是在基督一神教经典中那样,人类可以聆听到大段的上帝的独白.中华文明在其理性化过

程中注定要逐渐失去那个人格化的天帝,儒教也必然演变为一种没有人格化上帝的人文宗教,这无

疑将对民族精神与心态产生重大影响.其次,发现天意的途径不同.基督宗教中的神意,或者由上

帝本人宣布,或者来自先知们转达.但是,由于华夏的天帝沉默寡言,甚至连作为周人受命代表的周

文王都没有留下带有启示的话语.那么,是谁参透了上天的旨意并把它宣告于天下? 是周公.中华

伦理宗教的法则,实际上是文王行之,周公述之,所以,«中庸»称赞“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 夫孝

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其中隐含着对于周公等人发明文王之德与创立西周宗教的高度

赞许.周公从文王的行为中发现了天命的秘密,并由此探赜索隐,稽古钩沉,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信仰

世界.这里面无疑包含着他本人的深邃和卓绝的宗教智慧与体验.卡西尔指出:“没有伟大的创造

精神,没有那些感到自己被上帝的力量所激励并且被指定去揭示上帝意志的先知们,宗教就绝不可

能找到自己的道路.宗教并不来自本能也不是来自理智或理性.它需要一个新的原动力,需要

某种特殊的直觉和灵感.”①推动殷周宗教革命的重要灵感,正是来自周公对于殷周革命既往历史的

省察与觉悟.他从民心向背所体现的巨大力量中领悟到了民意即是天意,从孤儿寡母的呼告中听见

了上帝的声音,由此发现了天命的真正内涵是德,于是大声疾呼“疾敬德”,其对康叔的诰诫,几乎到

了耳提面命的程度.当他将自己亲历的革命与古代历史联系起来,并对既往的宗教与历史进行反思

之后,一个全新的上帝便从历史深处,同时也从他的内心中浮现出来,并颁发了新的天命.这正是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真正意义.天意只在某些特定历史关头向世人显现,而且只会向特定的圣

贤们显现.周公的宗教直感与体验,贯穿于周初诰辞中,成为其中最为打动人心的部分.他本人的

宗教直觉与灵感与他对政治社会的经验与洞察,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因此成为西周宗教的真正创立

者,成为影响中国历史文化最为深远的卡里斯马式的人物.再次,中国的伦理宗教转型是通过政治

途径进行的,这导致了它本身的局限,使天成为一个不完全的道德性至上神.卡西尔指出,在西方,
随着一神化的伦理宗教的建立,“从现在起,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没有一个个别步骤在宗教和道德的

意义上被看成是无关紧要或中立的”②.但是,西周宗教尚没有达到此种普遍性,天的主要职责是决

定政权转移与政治伦理,它极大地提高了民的地位,却没有直接颁布与大众生活相适应的训诫律令,
它对于大众的影响是间接的,是通过王公贵族实现的.就信仰层面而言,西周宗教中的天帝主要是

王公贵族的上帝而不是普通人的上帝.同时,由于不关注死后去向,这一宗教无法为普通人解决安

身立命的寄托,这一问题只能通过祖神信仰和其他民间信仰来解决.普通人的信仰,依然停留在自

然宗教时代,普通大众的神依然是多神教的自然神而非道德神.即使是周王室本身,也同样继承了

殷商宗教中的龟卜传统、祖神崇拜,以及对自然神灵的信仰祭祀.通灵巫术依然顽强地存在于民间,
以至于形成了“有天下者祭百神”的奇观.也就是说,这一场宗教革命是不完全的,新的道德性至上神

并没有统一信仰的版图,将全体国民纳入到自己的统领之下,而是将自己主要限定于政治领域,且与那

些历史悠久的祖神和自然神信仰同时并存,共治天下.这决定了中华宗教的层级化和非制度化形态.
非制度化的多神教与传统宗法社会相结合,一直维系到晚清覆灭才被打破.最后,天人关系模式与基

督宗教不同.基督宗教对于上帝的崇拜,导致了人的罪感,人只有彻底否定自己(包括人类的理性)才能

真正皈依上帝.因此,对于上帝的信仰与人的自我价值的肯定是彼此对立的.可是,正如牟宗三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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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在‘敬’之中,我们主体并没有投注到上帝那里去,我们所作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①

虽然不能说西周已经开辟出人的道德主体意识,其中蕴含着人的道德意识之觉醒却是不争的事实,
其对天命的信仰并没有导致对人性的彻底否定与过度压抑,因而最终走上了天人合德的君子之教.

西周宗教是中华伦理宗教的典范形态,就宗教信仰和人文精神而言,二者保持着十分精微而难

得的平衡.一方面,宗教的深化并没有完全压倒和否定人之价值,而是进一步将人本身的主动力量

激发了出来;另一方面,人文价值的彰显并没有否定至上神的作用与意义,反倒成为实现天命的手段

与形式,崇德与民本正是要遵从天命以求永命的手段.西周宗教既不是后来心性化的内在超越,也
不是基督宗教式的否认人之价值的外在超越,而是一种内外平衡的中道超越,此种平衡的境界在孔

子的信仰精神中依然可见,是孔子精神与人格的重要源泉.这种中道超越的人格既有圣徒般的虔诚

与执著,使得自身能够与伟大的超越精神相连接;同时,又因此而焕发出人自身的巨大潜能,从而创

造出«易传»所谓的“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圣贤气象.这

种人格的精神力量正在于天命信仰与人文道德的有机结合,以及因此而达到的前所未有的精神高

度.«中庸»赞曰:“大哉圣人之道! 洋洋乎! 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 礼仪三百,威仪三

千!”圣人之道之大,正体现在它一方面“峻极于天”,同时又落实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人文建构

中,由此而催生出“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华圣人风范.周孔为其

最高典范.在中华文明史上,敬畏天命者无过于周孔,而人文精神之昂扬卓越亦无过于周孔,孔子晚

年哀叹“吾不复梦见周公矣”,正是儒家两位旷世大圣之间声气相通、心心相印的明证.
但是,由于天之人格化色彩较淡,没有为人死后的超验世界做出具体安排,它吸引普通人心的力

度不能不逊于救赎型宗教;同时由于天命的功能主要通过政治治理来实现,它本身的超越性不能不

深受政治变迁的影响,而在专制政体中,政治是最为变幻莫测之事.所以,这注定是一种脆弱的平

衡,它的基础是不稳固的.到了西周末期,由于政治腐败和社会失序,«诗经»中出现了众多向上天发

出求告、呼吁甚至谴责的诗篇,例如“天降丧乱,灭我立王”(«大雅桑柔»),“昊天疾威,敷于下土”
(«小雅小旻»),“瞻卬昊天,则我不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大雅瞻卬»),“浩浩昊天,不骏其

德,降丧饥馑,斩我四国”(«小雅雨无止»).这股呼天怨天思潮的出现,一方面证明了西周人信仰

天命之真诚,同时也是那个脆弱平衡被打破的讯息,巨大的失望后面,正反映出曾经有过的虔诚.方

东美指出:“这时宗教体验的感情意义,因为若干因素趋于衰微.由于周厉王和周幽王统治时的政治

腐败所导致的外来蛮族入侵和内在道德邪恶滋生,这给人民带来无法忍受的灾难并扰乱了他们习惯

上所相信的统治者受命于天,这进一步腐化了普遍接受的‘天命’论这些政治上的恶徒,将上天

与神明放逐于不忠不敬之领域,等待哲学家们来加以拯救.但被拯救之后的神明,从原本富于值得

敬畏崇拜之力量和具有对人的外在拯救之功效的神秘情感之神转变为理性思考的‘哲学之神’.”②那

个给华夏民族带来了人文道德之光的人格化天帝因此退隐,其精神则需要即将在轴心时代登场的哲

人们来拯救,天帝和天命的时代结束了,天道和天理时代即将开启.

[责任编辑　曹　峰　邹晓东]

７７殷周之际的宗教革命与人文精神

①

②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第１５页.
方东美:«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第５１ 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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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通天下

———道学发展史上魏了翁定位申论

王 瑞 来

摘　要:俯瞰道学发展史,继朱熹张大之后,魏了翁是极为重要的一环.魏了翁较早将朱熹的著作带

回四川,并几度兴办书院,让理学西出,使“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对光大蜀学起到重大作用.他不固守朱子

学说,融合众说,写下大量著作,主张“求之六经反之吾心”.在蜀地多年讲学为政之后,伴随着影响的扩大

与地位的升高,加之弟子的增多,以魏了翁为首的蜀学开始走向各地,受到普遍的注重.特别是魏了翁疾

呼为周、程、张载立谥的实现,确立了道学此后几百年间独尊的正统地位,儒学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弘

扬.这一行为,也确立了魏了翁在道统上承前启后的领袖地位.此后,南宋后期的战乱与宋元交替等社会

变动,又使魏了翁的弟子等大批蜀地学者星散四方,客观的外力所带来的人的流徙让蜀学辐射各地,扩大

了儒学的传播,最终藉元代的统一之势,达成道学的南北合流.从上述诸多的视点观察,魏了翁作为道学

发展史上南宋的殿军和后世的开山,贡献甚伟.因发覆申论,试作鹤山新学案.

关键词:魏了翁;道学;蜀学;朱熹;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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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说

李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难»,人们耳熟能详.不过,李白笔下的蜀道是形而下的实

指的崎岖之路.我在这里讲的蜀道则是形而上的思想之路,是指发端于蜀的理学① .藉元代统一之

势,道学也南北合流,一统天下.由于宋末战乱等因素所致,蜀地学者纷纷出川,以江浙为主,星散四

方,特殊时代背景之下的蜀学东渐,为道学的普及,在客观上起到重要作用.就像楚文化弥漫于汉代

一样,南北统一的道学,带有深深的蜀学基因.“蜀道通天下”,此之谓也.
南宋道学大盛,一个表面现象是受到“庆元党禁”的刺激而出现的强烈反弹.自然,这只能是比

较直接的因素,但也仅仅是诸多因素之一.理学在南宋,特别是在第二代皇帝孝宗朝以来,长时期

“润物细无声”的浸透式发展,到“庆元党禁”之前,已经大到足以影响政治的程度,所以才会有“庆元

党禁”的发生,所以才会有“庆元党禁”之后的骤然勃兴.从此,以朱熹为宗主,道学定于一尊,成为此

后南宋的主流精神,成为弱势朝廷的道德支撑.再后来,不是“厓山之后无中国”,而是不分胡汉,贯
穿元明清,程朱理学一统天下.

朱熹承续道统,弘扬理学,以系统的学说建构了学术体系,为道学的张大奠定了坚实而宏大的基

础.俯瞰道学发展史,朱熹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一环,没有之二.当“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朱熹名声

　

作者简介:王瑞来,四川大学讲座教授(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６４)、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①　追溯爬梳被视为理学开山的北宋陈抟、周敦颐、程颐等人的履历,均与四川有关,在此意义上,可称理学发端于蜀.关于这

一点,在下面第一节还会有具体述及.



大振,俨然成为道学宗主偶像之后,一切唯朱子学说马首是瞻.在这种局面之下,道学的发展之道又

在何方? 我们站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回首反观,在朱熹建构的基础之上,道学无疑不断有所发展.对

于在此后六、七百年间成为汉字文化圈主流意识的道学,如果我们仔细寻绎学术史传承脉络的话,就
会发现,继踵张大道学的朱熹之后,魏了翁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四川出身,又长期在四川为官的魏了翁,既是蜀学灿烂的夕阳,又是儒学新一轮朝日.设学授

业,表彰道学,除了直传或私淑弟子之外,蜀地学者间接接受影响者亦颇多.叙述蜀学乃至道学的发

展史,如果无视魏了翁这一显著的坐标,则会造成大面积的空白,甚至无法完成.有鉴于此,笔者试

以魏了翁为主要线索,俯瞰蜀学最后的辉煌及其光被四表的深远影响,为鹤山建一新学案.关于魏

了翁的生平与学术,学界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胡昭曦、蔡方鹿等先生均有精到的论述①.然

虑及自本文角度之阐述尚有阙如,故不揣浅陋,条述如下.

一、理学西出:“蜀人尽知义理之学”

出身于邛州蒲江的魏了翁(１１７８ １２３７),自幼心气很高,才华出众,«宋史»本传记载:“年数岁,
从诸兄入学,俨如成人.少长,英悟绝出,日诵千余言,过目不再览,乡里称为神童.年十五,著«韩愈

论»,抑扬顿挫,有作者风.”②魏了翁也曾颇为自得地讲述:“予少之时,志于博识.自书契以来数千百

载,往往贯穿淹该,引笔书纸,或为人称诵.然不必尽协古人矩矱也.”不过,魏了翁的自负,后来受到

一些打击.他接着讲道,十七岁那年“从乡先生章公游,先生必迪以义理,语辄心解,似不以凡儿畜

之.予益慊然自愧”③.“慊然自愧”是由于在先生展示的新天地之下的反省.不过,我们从«宋史»本
传记载魏了翁为承续儒学道统的韩愈写评述,从魏了翁自述被“迪以义理”,均足以体味到,早在“庆
元党禁”之前,道学的沁润业已深入到了偏远的蜀地.

蜀地虽偏远,但与中原和东南相比,较少战乱,相对生活安定,并且蜀地也有很悠久的文化传统.
作为四川人的魏了翁就如此描述过:“蜀之学者,自先汉之初,已能方驾齐鲁,故史谓巴蜀好文雅.”④

追溯宋代蜀学,濂溪二程被认为是早期源流.这一学统,可以从出身于蜀地普州的陈抟算起.
陈抟传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周敦颐.周敦颐于北宋嘉祐间签判合州,“先生在合,士之从之者众

矣”⑤.周敦颐传学二程,其中程颐编管涪州期间,传学谯定.跟这一学统有关,传于四川的,还有张

咏、陈尧佐、邵伯温之学.
到了“学统四起”的北宋中期⑥,蜀学则大分为二,即范学与苏学.范学盛于出身于华阳之范祖

禹,接受二程影响较多.以三苏父子为主的苏学盛于元祐之际,受党争波及,北宋末期被禁,南宋复

兴,渐转于文.此后,承袭前人,蜀学大致有三:谯定的涪陵之学、李焘的丹棱之学以及李石的资中之

学.后来谯定所主之程学影响扩大,自南宋孝宗朝始,形成独盛局面,并且出蜀入东南.原籍绵竹的

张浚、张栻父子以及朱熹、吕祖谦都接受有传承影响.其中,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的张栻,
受教于二程门人胡宏,成为学者尊仰之“宗师”⑦,弟子众多,影响广泛,而魏了翁则为私淑⑧.

关于濂溪二程在四川的影响,魏了翁也多有记述.«跋遂宁傅氏所藏濓溪伊川真迹»云:“蜀虽僻

左,而先正大儒如濓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皆尝不鄙而幸临之.今其遗墨多在蜀,而了翁偶获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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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昭曦先生的代表性著述有«宋代蜀学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蔡方鹿先生的代表性著述有«魏了翁评传»
(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３年).

«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２９６５页.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二«雒县丞章公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下引皆用此本.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六«夔州重建州学记».
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周敦颐撰,梁绍辉等点校:«周敦颐集»,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９０页.
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首«宋元儒学案序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页.
陈亮撰,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卷二一«与张定叟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３２１页.
参见胡昭曦:«宋代蜀学刍论»,«宋代蜀学论集»,第２３２页.



者,如濓溪先生帖、伊川先生手刺,则遂宁傅氏各藏其一,而濮阳度周卿所藏程刺,亦得之傅氏也.
三先生始在蜀时,所闻未彰,而蜀人从之者已众矣.诵其诗,读其书,且犹以未足也,得其只辞断

册犹宝之.”①魏了翁还概括写道:“周子尝仕合阳,传谓蜀之贤人,君子皆喜称之.二程先生则尝仕大

中,公游于广汉、成都,最后伊川久居涪,著录甚众.今其遗风余泽,犹被诸人.既祠三先生,又
刻其遗书于学.蜀自昔号多士,学于京师者,至此比齐鲁.”②

至于自幼所接受的理学熏陶,魏了翁也有自述:“余为儿童时,犹及从长老授伊川«易传»及«河南

遗书»,又及见学者多传写二程先生语录.”③入宋以后,靖康之变以及此后多次的宋金战争,又使不少

学者避居于蜀,更加促进了四川的文化兴盛.魏了翁在文章中讲述过南宋以来四川的文化背景:“蜀
自中兴以来,生聚教训,既百有余年,儒风丕振.应书之士岁滋月益,而诸郡校士,非学宫则佛舍也.
其特为之宫者,远则六十年,近止三五岁耳.”④这就是魏了翁生长并接受熏陶教育的环境.在“庆元

党禁”尚盛的庆元五年(１１９９)之时,“登进士第,时方讳言道学,了翁策及之”,«宋史»本传的这一记

载,不仅讲述了魏了翁的道德勇气,同时也折射了道学对２２岁的魏了翁所产生的影响.由于“策及”
道学,本来是殿试第一的魏了翁被改成第三.对此,魏了翁有诗自述:“天子龙飞春,了翁对轩陛.柄

臣方擅朝,党论如鼎沸.轧轧不能休,一挥三千字.植洽贵和平,用人戒偏陂.天子擢第一,期以风

有位.寻置之三人,仍诏恩礼视.”⑤

在党禁后期进士及第的魏了翁,后来乘弛禁之东风,借回川为官之便,带回大量朱熹的著作.
“某之生也后,不及从游于朱文公先生之门,而获交其高弟,尽得其书,以诒同志,凡今蜀本所传是

也”,魏了翁后来如此夫子自道⑥.对于具体过程,魏了翁也有回顾:“开禧中,余始识辅汉卿(辅广)于
都城.汉卿从朱文公最久,尽得公平生语言文字.每过余,相与孰复诵味,辄移晷弗去.余既补外,汉卿

悉举以相畀.嘉定元年,余留成都,度周卿(度正)请刻本以幸后学.”⑦由此可知,魏了翁是较早将朱熹

的著作带到四川并加以刊刻传播的人之一.这对程朱理学在四川的传播自然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魏了翁虽然仅为朱熹的私淑弟子,但因缘际会,颇得直承.我这样断言是有根据的.在«朱氏语

孟集注序»中,魏了翁写道:“王师北伐之岁,余请郡以归.辅汉卿广以«语»«孟»集注为赠,曰:‘此先

生晚年所授也,今拜而授之.’较以闽浙间书肆所刊,则十已易其二三.赵忠定公帅蜀日,成都所刊,
则十易六七矣.”⑧由这一记载可知,至少是朱熹的«语»«孟»集注,魏了翁得到了最为接近原貌的

版本.
而立之年过后,魏了翁在为父守丧期间,在家乡筑室白鹤山下,创立鹤山书院⑨,“以所闻于辅广、

李燔者开门授徒”.在书院落成当年的秋试,“士自首选而下获隽八人,院几空焉,人传为美谈”.
“获隽八人”,当是指其书院获解参加类省试者八人.类似今天高考升学率一样引人瞩目.对此,魏
了翁自述略有不同:“嘉定三年春,诏郡国聘士.卭之预宾贡者比屋相望,未有讲肄之所.会鹤山书

院落成,乃授之馆.其秋试于有司,士自首选而下,拔十而得八,书室俄空焉,人竞传为美谈”.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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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跋遂宁傅氏所藏濓溪伊川真迹».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八«成都府府学三先生祠堂记».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二«简州四先生祠堂记».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四«普州贡院记».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送二兄三兄赴廷对».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五«朱文公五书问答序».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朱文公语类序».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朱氏语孟集注序».
据清人缪荃孙«魏文靖公年谱»(吴洪泽等主编:«宋人年谱丛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７５０４页),魏了翁为父

守丧之时创建鹤山书院在嘉定二年(１２０９),是年,魏了翁３２岁.
«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第１２９６６页.
缪荃孙:«魏文靖公年谱»,第７５０４页.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一«书鹤山书院始末».



此,似非八人实数,而是十分之八获选.无论具体情况如何,总之这让鹤山书院名声大振.肯定与这

一事实有关,从此“负笈而至者襁属不绝,乃增广前后各为一堂”,“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①.
数年之后,魏了翁又因丁生母忧守丧,再次回到鹤山书院执教讲学.他长期在四川嘉定府、汉

州、眉州、潼川府、遂宁府、泸州等地任官的同时,也在传播义理之学.在晚年第二次知泸州期间,又
创办了鹤山书院②.前后将近十年的讲学,魏了翁的门下与门外,聚集了相当多的直承子弟和私淑弟

子,为蜀学兴盛和道学传播蓄积了人的资源.因此,远在几百年后俯瞰宋代,对魏了翁光大蜀学的贡

献,清人也同«宋史»类似,如是评价说:“历魏晋唐宋二千余载,而蜀人咸知义理之学,自鹤山先

生始.”③

二、间世真儒:“求之六经反之吾心”

魏了翁很服膺朱熹,在«朱文公年谱序»中讲道:“韩子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谓朱子之功不在

孟子下.”将朱熹直接排在亚圣孟子之后,可见朱熹在魏了翁心目中的地位.在这篇文章中,魏了翁

还说:“予生也后,虽不及事先生,而与公晦(李方子)及辅汉卿广昔者尝共学焉.”④在另一篇文章中,
魏了翁也反复讲道:“某之生也后,不及从游于朱文公先生之门,而获交其高弟,尽得其书,以诒同志.
凡今蜀本所传是也.”⑤由此可见,魏了翁自认是朱熹的私淑弟子.

然而,魏了翁尽管十分服膺朱子,但并不迷信朱子.他不想让道学在朱熹这里止步凝固化,而是

力图有所发展.对有人说“只须祖述朱文公”,魏了翁很不以为然,回答说:“又见得向来多看先儒解

说,不如一一从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对于朱子学说,他进一步说道:
“朱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正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得活精神也.”⑥不想在卖花

担上看桃红李白,而是直接到树下去看生机盎然的鲜花.魏了翁的意思是说,对于儒学经典,较之后

人第二手乃至第无数手的解说,不如直接研读儒学原典.
在道学大盛之后,程朱等大家的语录很流行.关于语录存在的问题,朱熹曾经跟弟子讨论过:

“或问尹和靖言看语录,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语如何? 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
何不看? 只是门人所编,各随所见浅深,却要自家分别它是非.前辈有言不必观语录,只看«易传»等
书自好.天下亦无恁地道理,如此则只当读六经,不当看«论»«孟»矣.天下事无高无下,无小无大,
若切己下工夫,件件是自家底.若不下工夫,择书来看亦无益.”朱熹又讲道:“语录是杂载.只如闲

说一件话,偶然引上经史上,便把来编了,明日人又随上面去看.直是有学力,方能分晓.”⑦朱熹对语

录存在的问题看得很清楚.不过,他还是主张不废语录.其实,在朱熹看来,«论语»«孟子»就像是六

经的语录,所以他主张带有辨别力的阅读.
也许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具有辨别力,所以魏了翁的主张就跟朱熹有些不同.尽管他甚至都为

«朱子语类»写过序⑧,也还是针砭只读语录不读原典的现象说:“近时讲性理者,几于舍六经而观语

录,甚者将程朱语录而编之若策.括策套此,其于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魏了翁的认识是从他自己

的思考中得出的.他说:“向来多看先儒解说.近思之,不如一一自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

一番,终是见得不真.又非一一精体实践,则徒为谈辨文采之资耳.”所以他得出结论:“学者不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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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一«书鹤山书院始末»;«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第１２９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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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朱文公年谱序».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五«朱文公五书问答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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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九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４７９页.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朱文公语类序».



周、程、张、朱固不可,徒求之周、程、张、朱而不本之六经,是舍祢而宗兄也.”①

“将程朱语录而编之若策.括策套此,其于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在朱熹稍后,魏了翁这样批评

只读语录不读原典的话,将近上百年后还在刘埙那里有着遥远的呼应:“士大夫皆宗其说,片言只字,
苟合时好,则可以掇科取士”②.由此也可见魏了翁的卓识洞见.

主张不拘泥于当时流行的周程张朱等权威学说,魏了翁其实是有着更大的学术抱负,他说:“要
做穷理格物工夫,须将三代以前规模在胸次.若只在汉晋诸儒脚迹下盘旋,终不济事.”就是说,魏了

翁不仅要不拘周程张朱,而且还要超迈汉晋注疏.如何做到呢? 他认为“须从诸经字字看过,思所以

自得,不可只从前贤言语上做工夫”.对原典“诸经字字看过”的目的又是什么? 仅仅就是前面引述

的魏了翁所言“做穷理格物工夫”吗? 细看魏了翁的言论,似乎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一境界上,他还应

该有更高的追求.他说:“不求之六经固不可,徒求之六经而不反之吾心,是买椟而弃珠也.”只读六

经还不够,这只是“买椟”,如果不“反之吾心”,那还是未得六经精髓,无异于“弃珠”.联系到魏了翁

针砭只读语录不读原典时说的“其于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可知通过读六经原典,重要的是要能够

返心悟道,从而达成精神升华.因此可以说,在朱熹之后的魏了翁,其学术特征不仅是宗仰朱熹,更
是主张推原本心.这与陆九渊的学说已有几分接近.从魏了翁“朱陆合流”的学术倾向看,更往远

讲,对明代王阳明的心学亦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③.
发展必然伴随着扬弃.“兼有永嘉经制之粹,而去其驳”④.融合众说,让魏了翁成为道学发展史

上南宋的殿军、后世的开山.理学本身的兼容精神,也是促成理学普及的因素之一.在当时,“南方

共宗鹤山老”⑤,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仅由于魏了翁有众多的门生弟子揄扬,也不仅仅由于魏了翁曾

据有比朱熹更高的政治地位,还由于他身体力行,直追原典,撰写了大量理学著作.留传至今的,除
了长达一百一十卷的«鹤山先生大全集»文集之外,尚有«周易要义»十卷、«尚书要义»十七卷序说一

卷、«仪礼要义»五十卷、«春秋左传要义»三十一卷、«经外杂钞»二卷、«古今考»一卷、«正朔考»一卷、
«读书杂钞»二卷、«鹤山笔录»一卷等⑥.从数量甚夥的研究著作可见,主张推原本心的魏了翁并不仅

仅是近乎参禅的“六经注我”,而是身体力行,做了大量的“我注六经”的实践.
同样阐发义理之学的朱熹,与陆九渊有很大的不同.关于朱陆异同,元人刘埙有一段很准确的

归纳.他说,朱熹主张下学上达,学由渐进,从基础做起,像登山一样,从山麓慢慢到达山顶.所以朱

熹写了很多著作,来教导后学.对此,陆九渊则不以为然,认为朱熹过于支离破碎,写下鹅湖之诗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主张“见性明心,不涉笺注训诂,而直超于高明光大”.简单地

归纳,就是“六经注我”.朱熹对陆九渊这样的主张也不以为然,认为“江西之学近于禅”.朱熹死后,
“其徒大盛,其学大明.士大夫皆宗其说,片言只字,苟合时好,则可以掇科取士,而象山之学反郁而

不彰”.不过,刘埙借他人之口,认为陆九渊的学问更好一些:“当是时虽好尚一致,而英伟魁特之士

未尝不私相语曰,时好虽若此,要之陆学终非朱所及也.”对朱陆异同,刘埙归结到二人的个性不同:
“盖二先生之学不同,亦由其资禀之异.晦庵则宏毅笃实,象山则颖悟超卓.”⑦这样的归纳虽有一定

道理,但似乎还是未中肯綮.
其实,朱陆的主张是针对不同学习对象而言.清人陆世仪一语中的指出:“陆象山曰六经注我,

２８ 文史哲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申子:«大易缉说»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２４册,第６９页.
刘埙:«隐居通议»卷一«朱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８６６册,第２４页.
本段引文均出元人王申子«大易缉说»卷二.
黄宗羲原撰,全视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八○«鹤山学案序号»,第２６５０页.
家铉翁:«则堂集»卷五«伯成尝受学于河朔前辈鹤鸣翁其学亦宗濂洛赠以诗勉其自拔于流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１１８９册,第３５１页.
魏了翁著作,上述均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其中名“要义”者,总名为«九经要义»,凡２６３卷,«四库全书»分别著录,且

不完整.
本段引文见刘埙:«隐居通议»卷一«朱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８６６册,第２４页.



我注六经,虽明理尽性之人无贵多言,然先知不觉后知,则愚不肖之人何所取法?”①就是说,朱熹的主

张是针对资质平平的普通人而言,陆九渊则是面向悟性很高的聪明人而发.不过,我们纵观世间,多
数人智力差距并不大,绝顶聪明和愚笨至极的人很少.因此,魏了翁主张阅读六经原典而“反之吾心”的
做法,刚好走的就是糅合朱陆的中间路线.既不阳春白雪,也非下里巴人,所以能够为学者所共宗.

此外,朱陆之争还体现在对思与学的认识.朱熹重学,陆九渊重思.其实思与学二者不可割裂.
正如孔子所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魏了翁主张阅读六经原典而“反之

吾心”,则正是将朱陆结合,学思并重,由学至思,从而达到精神升华.
“反之吾心”并不仅仅是魏了翁在道学思想上与陆九渊形成的遥呼暗合,认真追寻起来,从学术

渊源的历史脉络上,其实还能够考察出魏了翁间接接受陆九渊学问的痕迹.其生也晚的魏了翁,既
没有机会见过朱熹,也无缘见过陆九渊.不过,他和陆九渊的儿子陆持之则是好友,两人年轻时在朝

为同僚,“一见如旧交”②.陆持之去世后,魏了翁还亲撰有«陆伯微持之墓志铭».据墓志铭所述,陆
持之自幼从父问学,秉承家学,后又开学堂,“即所居讲授生徒”,受邀执教豫章东湖书院,“著书有«易
提纲»«诸经杂说»”.同样长于«易»学的魏了翁,也写过«九经要义»,二人的学术路径颇为接近.因

此,有形无形之中,通过陆持之这样的媒介,魏了翁接受了陆九渊学说的影响也是极为自然之事.
为什么魏了翁主张要“求之六经”“反之吾心”? 着重点就在一个“心”字上.魏了翁祖述前人说

法,认为“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太极”③.这句话是魏了翁对皇帝讲的,但其源头是南宋

前期的学者张行成④.同为四川人张行成,其著作无疑也影响了魏了翁.因此说,魏了翁的认识向心

学倾斜不能仅仅归于接受陆九渊的影响,当是综合影响加上自身的感悟.
从朱陆异同反观魏了翁的主张,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魏了翁对道学的发展.当时已经“南方

共宗鹤山老”,后世更应重了翁.可惜迄今为止学界对魏了翁的学术成就及其在道学发展史上的地

位研究得还很不够.魏了翁的同时人曾有过这样的评价:“间世真儒,斯民先觉.以学问渊源之邃,
为黼黻河汉之文.”⑤魏了翁之所以能够光大理学,卓然挺立,承前启后,追原学术上的重要原因,便是

无所迷信而有所进,反求诸心而有所得.

三、蜀学东渐:道学成为“正学之宗”
“公之有功道学,又非独蜀人士之沾丐已也.”⑥后代人看得很清楚,魏了翁尽管长期在蜀讲学为

官,光大的却不仅仅是蜀学,对道学的道统建设和地位提升具有全局性的贡献.
道学由微到显,其间所经历的种种曲折,绝不亚于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南宋建立之初,身怀亡国

之痛的宋高宗和士大夫们,贬抑王安石新学,崇尚程学.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大环境做

出的一种姿态.高宗在绍兴元年(１１３１)下诏赠程颐直龙图阁制词中这样说道:“朕惟周衰,圣人之道

不得其传.世之学者违道以趋利,舍己以为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者,孰从而听之? 间有老师大

儒,不事章句,不习训传,自得于正心诚意之妙,则曲学阿世者,又从而排陷之,卒使流离颠仆,其祸贼

于斯文甚矣.尔颐潜心大业,无待而兴者也.方退居洛阳,子弟从之,孝弟忠信.及进侍帷幄,拂心

逆旨,务引君以当道.由其内以察其外,以所已为而逆所未为,则高明自得之学,可信不疑.”然而,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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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７２４册,第５２页.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三«陆伯微持之墓志铭».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六«乙酉上殿札子论人主之心义理所安是之谓天».
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一引述“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已又为天地之太极”一语时,记出处为“张氏衍义”,当即张行成«皇极

经世观物外篇衍义»,不过此书已亡佚,«四库全书»收录有«永乐大典»辑本九卷,但无此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八绍兴九年

五月癸卯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２４１６页)载“左迪功郎张行成献«刍荛书»二十篇”,可见其时张行成入官未久.
许应龙:«东涧集»卷六«魏了翁知绍兴府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７６册,第４１４页.
张之厚:«鹤山先生文集序»,乾隆«蒲江县志»卷三«艺文志»,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２０５册,海口:海南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第２３７页.



接着又说:“而浮伪之徒,自知其学问文采不足表见于世,乃窃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实奔兢.外

示朴鲁,中实奸猾.外示严正,中实回僻.遂使天下闻其风而疾之,是不幸焉尔.”这番话反映了载笔

者和高宗对程学门人的不满.最后,制词总括说:“朕锡以赞书,宠以延阁,所以振耀褒显之者,以明

上所与,在此不在彼也.尚其明灵,知享此哉.”①这等于说,肯定的只是程颐一个人的学问,而并不赞

赏程门的追随者.皇帝的这一表态就为后来打击道学埋下了伏笔.
果然,绍兴六年(１１３６),左司谏陈公辅公然上疏,请禁程氏之学.他说:“在朝廷之臣不能上体圣

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是以趋时竞进、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
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轲传颐.颐死无传焉.狂言怪语,淫说鄙

喻,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则为贤士

大夫,舍此皆非也.臣谓使颐尚在,能了国家事乎? 取颐之学,令学者师焉,非独营私植党,复有党同

之弊,如蔡京之绍述,且将见浅俗僻陋之习,终至惑乱天下后世矣.且圣人之道,凡所以垂训万世,无
非«中庸»,非有甚高难行之说,非有离世异俗之行,在学者允蹈之而已.伏望圣慈特加睿断,察群臣

中有为此学,相师成风,鼔扇士类者,皆屏绝之.”对此,高宗下诏说:“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
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览臣僚所奏,深用怃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②

陈公辅禁程氏学之上奏,固然有贬抑程门弟子尹焞的直接用意,但与高宗对当时士人“窃其名以

自售”的不满形成合流,从而得到认可,对南宋初期的理学造成了大范围的打击.尽管陈氏上奏与高

宗诏书遭到了诸如胡安国等理学官僚的反弹,但毕竟难以改变道学初禁的形势.
孝宗受禅即位,道学依然受到冷落.这里面固然有以孝为先的孝宗秉承高宗意志的成分,更有

一部分反道学势力所形成的压力.在高宗朝,秦桧独裁,为了打击政敌,培植言官势力,形成了台谏

言重的政治传统.淳熙五年(１１７８),侍御史谢廓然承继南宋以来王安石亡国论的余绪,占领政治制

高点,把原本在理学取向上不尽相同的程颐与王安石绑在一起,要求禁止科举以这些学说取士.谢

廓然的提议也被孝宗所采纳③.
淳熙十年(１１８３),监察御史陈贾更是直接要求禁止道学:“近日缙绅有所谓道学者,大率假其名

以济其伪,望明诏中外,痛革此习.”对于兴起的道学,朝廷主政者中也有一股强烈的反对势力,让孝

宗比较认可.当时作为浙东提点刑狱的朱熹弹劾知台州唐仲友,发生纠纷,从而招致作为唐仲友亲

戚的宰相王淮的不满.他任用太学丞陈贾为监察御史,对道学进行了全面攻击.后来孝宗迫于道学

声势渐大的舆论压力,召用朱熹到朝廷任官,却再次遭到与朱熹学术观点不合的林栗的攻击.孝宗

后期与短暂的光宗朝,是道学的支持与反对势力的相持时期④.
宁宗受禅即位,太子期间由于较多接受道学的教育,因此对朱熹比较仰慕.在宰相赵汝愚的推

荐下,朱熹被召至朝廷担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于成为了皇帝的老师与顾问.不过,不久在与赵汝

愚的矛盾斗争中占了上风的韩侂胄,怀恨原本为赵汝愚所推荐的朱熹影射其专权,让优伶在宁宗面

前装扮成峨冠阔 的大儒演戏,乘机攻击朱熹“迂阔不可用”⑤,用皇帝内批的方式罢免了朱熹经筵

官,外放到地方.由于道学本身并无贬义,韩侂胄便把道学称之为伪学,以此来打击政治上与其立场

不同的官员.道学的境况愈加严峻,犹如北宋的元祐党籍,庆元三年(１１９７)置伪学之籍,党禁全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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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六,绍兴元年八月戊子条,第９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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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夫虚诞之说行,则日入于险怪.穿凿之说兴,则日趋于破碎.今省闱引试,乞诏有司公心考校,毋得狥私,专尚程、王之末习.从

之.”(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二六,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第２１１４页)
参见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六«道学兴废»,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１３７ １３８页.
«宋史»卷四七四«韩侂胄传»,第１３７７２页.



成.道学遭遇到严寒的冬季①.
从嘉泰弛禁到开禧政变②,伴随着政治形势的逆转,道学也逐渐迎来了春天.先是嘉定四年

(１２１１),四川出身的著作郎李道传上疏要求对十数年的党禁拨乱反正,正视南宋初年以来的呼声,让
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道学一脉的先哲从祀孔子之庙③.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嘉定九年(１２１６),
时任潼川府路提点刑狱的魏了翁毅然上书宁宗,为周敦颐、程颢、程颐请求谥号.魏了翁的上疏从周

敦颐曾担任四川合州签书判官的政绩切入,讲到“自周衰孔孟氏没,更秦汉魏晋隋唐,学者无所宗

主”,是“颐独奋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赜,建图著书,阐发幽秘,而示人以日用常行之要,使诵

其遗文者,始得以晓然于洙泗之正传.而知世之所谓学者,非滞于俗师,则沦于异端,有不足学者矣.
又有河南程颢、程颐亲得其传,其学益以大振”.对于这三位道学先哲的意义,魏了翁指出:“虽三人

于时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绝学独盛于本朝,而超岀乎百代,功
用所系,治理所关,诚为不小.”④

魏了翁的请求被“诏下太常定议”,一时还没有结果,于是在第二年,魏了翁再次为三位理学先贤

请谥,并且还加上了张载⑤.不光向皇帝上书,还上书到尚书省,希望通过动员宰相等政府首脑的力

量达到目的.元代虞集说魏了翁“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张四君子易名为请”,目的是“尊其统而接其

传”⑥.魏了翁的多次请求,加之舆论的支持,在诸多合力的作用之下,终于在几年后朝廷以皇帝的名

义下诏,本来按谥法规定无资格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先后得谥.“上疏乞与周敦颐、张载、程
颢、程颐锡爵定谥,示学者趣向.朝论韪之,如其请.”⑦对这一过程,魏了翁也有自述:“嘉定九年,某
奉使东川,为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请所以易其名者,诏下如章.”⑧谥号过去一般是皇帝赐给刚

刚过世不久的文武高官或闻人达士的荣誉性的称号,重在对死人的褒扬,自然也有政治教化宣传等

现实意义.不过,对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道学宗祖一级人物的赐谥,意义非同一般,更为深远.
从“庆元党禁”逐渐驰禁,到随后政治局势丕变而党禁消失,道学的讲学与传播走向公开和盛行.

不过,一直是处于地方甚至是在民间层面上的风涌云动,道学尚未取得朝廷所给予的政治上的高度

认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得谥,意味着获得了最高政治承认,使道学从江湖走进庙堂,成为

官方的正统哲学.道学一统天下的步履正是始于此际.本来如果没有“庆元党禁”,道学地位提升的

进展要快得多.南宋孝宗朝时王称的纪传体北宋史书«东都事略»已经为周敦颐立传,这样的立传又

为此后编纂的宋朝国史因袭⑨.然而,党禁的发生让声望日隆的道学受到很大的打击.因此,历史注

定需要魏了翁来完成把道学竖立在庙堂的使命.如果没有魏了翁做这件事,肯定不会多久也会有人

站出来呼吁.不过,毕竟还是在魏了翁的不懈争取下成功的.
回顾道学的发展史,充满坎坷曲折,魏了翁做出的是里程碑式的重要贡献.其意义不仅是对道

学,对儒学再度成为显学,魏了翁是最后一个撬动杠杆的人.儒学在宋代由理学到道学,由溪水汇成

洪流,由晦而彰,终于像汉代五经那样,定于一尊,成为“正学之宗”,迄止于近代,不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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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学光大:“教声洋溢乎中州”

在宋代,道学的传承与发展主要是通过士大夫来实现的.士大夫官僚又总与政治摆脱不了干

系.因此在韩侂胄专权时期,政治纠葛导致庆元党禁的发生.在道学为官方认可之后,史弥远专权

的背景之下,济王案的发生,又使包括魏了翁在内的道学家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为史弥远迫害致死

的济王翻案鸣不平,魏了翁被贬官湖南靖州.
关于魏了翁的贬官,元人陈桱«通鉴续编»归纳各种史籍记载道:“起居郎魏了翁知不为史弥远所

容,以疾求去.弥远犹畏公议,外示优礼,改权工部侍郎.了翁力请外,乃出知常德府.越二日,谏议

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盗名、朋邪谤国,德秀奏札诋诬.诏了翁落职夺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焕章

阁待制罢祠.李知孝上书乞追削流窜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了翁已从追窜,人犹以为罪大罚

轻,德秀狂僭悖谬,不减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贬窜一等施行.弥远劝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为已

甚.遂止镌两秩罢祠.成大贻书所亲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伪君子,此举大快公论.识者

笑之.”①

南宋的台谏大多沦为权臣的鹰犬.攻击魏了翁的台谏又祭起了过去诬道学为伪学的旗帜,借姓

氏的谐音,自鸣得意地称魏了翁为“伪君子”,又称真德秀为“真小人”②.不过这样的称呼也在客观上

促成了真、魏并名.在«宋元学案»卷首,清人全祖望这样评价魏了翁的学说:“嘉定而后,私淑朱、张
之学者,曰鹤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经制之粹,而去其驳.世之称之者以并之西山,有如温公、蜀公,
不敢轩轾.梨洲则曰:‘鹤山之卓荦,非西山之依门傍户所能及.’予以为知言.”③这是一个很高的评

价,并且也符合事实.魏了翁与真德秀二人同年登第,并称“真魏”.
不过,清人黄宗羲则不大首肯“真魏”并称.在学术成就上,黄宗羲认为魏了翁更好一些.清人

黄百家在«宋元学案»的«西山真氏学案»也识以按语云:“从来西山、鹤山并称,如鸟之双翼,车之双

轮,不独举也.鹤山之志西山,亦以司马文正、范忠文之生同志、死同传相比,后世亦无敢优劣之者.
然百家尝闻先遗献之言曰:两家学术虽同出于考亭,而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西山则

依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当然,真、魏二人尽管学术成就不同,但共同的信仰与经

历,让二人的关系很好,真德秀去世后,魏了翁在撰写的神道碑中深情地说道:“重惟与公同生于淳

熙,同举于庆元,自宝庆讫端平,出处又相似.然则志同气合则海内寡二,然则公之志非后死者之

责与!”④

魏了翁被贬官离开京城之际,饯行者甚众:“去国之日,自迩臣百执事下至博士弟子员都人士,祖
帐余杭门外,连日不绝.临安尹白宰相致馈赆,具四大舟,送至丹阳.所过监司、帅守将迎如他日.”⑤

跟元祐党争、庆元党禁一样,人们在政治立场上的是非观愈发清楚.虽贬犹荣,魏了翁在当时的影响

巨大,由此可见.政治影响无疑使也魏了翁作为道学的正宗传人必然会获得相当多的追随者.
“魏了翁贬靖州六年,闭户读书,自如也.”⑥这是«宋季三朝政要»的记载.«宋史魏了翁传»的记

载则更为详细:“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乃著«九经要义»百卷,订定精密,先儒所

未有.”六年,让游走于政、学之间的魏了翁有了充分的时间,“益得以静虑澄神”,专注于学问.根据前面

所述,仅«四库全书»收录的«周易要义»«尚书要义»«仪礼要义»«春秋左传要义»合计,卷数便已超过一百

卷,因此,«宋史»本传所言“乃著«九经要义»百卷”当为不确,魏了翁著述的卷数比这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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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在蜀两度兴办书院,加之为二程周张请谥成功,更由于学术成就,此时的魏了翁的名声已经

很大.因此才会有“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盛况出现.对此,魏了翁自己也写道:“四方

之宾友从游者日至,行李之问无虚月也.”①从学者众,便让在靖州的魏了翁专注于学问的同时,第三

次兴办书院,传道授业.“寓馆之东曰纯福坡,五老峰位其左,飞山属其右,而侍郎山嶷立其前,冈峦

错峙,风气融结,乃屏剔灾翳,为室而告之.安土乐天,忘其己之迁也”.在靖州州治之北这样一处风

光秀丽的所在,魏了翁重新兴建的书院,“即故乡之名,榜以鹤山书院”②.
靖州鹤山书院兴办的客观意义,是让蜀学出川,走向了全国.
在史弥远专权的后期,魏了翁逐渐由闲散官职被起用.绍定四年(１２３１)六月,魏了翁从贬放地

靖州复职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不知有心还是无意,朱熹之后的正宗道学传人魏了翁复职后,
任官地居然是朱熹的曾经讲学所在.第二年又改授实际差遣,四月除集英殿修撰知遂宁府,辞不就.
八月,进宝章阁待制、潼川路安抚使知泸州.绍定六年,伴随着长期专权的史弥远的死去,理宗亲政.
当时,要求把魏了翁召还朝廷的呼声很高.“臣庶封章多乞召还了翁及真德秀,上因民望而并招之.
用了翁权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③同时召还入朝的名臣还有很多:“端平元年,上既亲总庶政,赫然独

断,而(郑)清之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召还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李 、徐侨、赵汝谈、尤焴、游似、
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范、徐清叟、袁甫、李韶,时号‘小元祐’.”④政治局势焕然一新,道学大翻身.
此后,魏了翁的政治地位愈发上升,成为全国军政副长官签书枢密院事.

庆元党禁之后,在魏了翁等人的大力揄扬之下,“正学之宗”的道学,俨然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被加以大力提倡.皇帝去世后,也由于扶植提倡道学而得到理宗的庙号.魏了翁前后创办的几个书

院都叫鹤山书院,因此在当时相当闻名.在魏了翁开京湖督府辞别时,宋理宗亲书“鹤山书院”送给

魏了翁,以示褒奖.褒奖的是魏了翁,振奋光大的是道学.承继朱熹,魏了翁比朱熹幸运.没有遭遇

过严酷的党禁,稍许的挫折反倒成就了魏了翁名声.
嘉熙元年(１２３７),魏了翁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消息传到朝廷,“遗表闻,上震悼,辍视朝,叹惜有

用才不尽之恨”⑤.身后的赠赐更是极其哀荣,赠太师,谥文靖,赐第宅苏州.累赠秦国公,葬苏州高

景山金盆坞,史绳祖撰写神道碑,知平江府王遂经营丧事⑥.身后哀荣扩大了魏了翁的影响.赐第苏

州,葬在苏州,苏州的宅第又有了鹤山书院,这也让来自蜀地的道学辐射到了江浙.并且延及元明

清,沪州、眉州、邛州、靖州等地的鹤山书院也一直书声琅琅,人才辈出.鹤山书院也延续着鹤山的事

业和生命.
学术的传播无疑是通过学者的行动来完成的.不过,学者的学术传播活动除了自主的有意识的

行动之外,还有在外力驱迫下的不由自主,亦即有主观传播和客观影响之分.当然,还有两种状况的

混合.包括过继外家的高氏,魏了翁家族人物辈出,被誉为蒲江“一门九进士三宰执”⑦,在南宋是具

有极大政治和学术影响的家族.南宋时游宦寓居以及宋末元初的战乱,也让魏、高氏家族迁徙于今

天的江西、浙江、江苏各地,其中魏了翁的家族则是因朝廷赐第而移居江浙.魏了翁的几代弟子同样

星散四方,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道学在各地的传播.
除了魏了翁的家族,检视«宋元学案»在«鹤山门人»内所列入的川籍弟子,有不少后来出于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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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绩、高斯得(位至参知政事).



原因移居各地的.潼川人吴泳,历官宝章阁学士、知泉州,撰有«鹤林集»,宋末避蜀难,“侨居吴兴”①.
井研人牟子才曾任知州,位至端明殿学士,宋末“拔其家于兵火,致之安吉”②.而其子其孙牟 、牟应

龙以后又迁居吴兴③,入元后隐居不仕.牟 学问被认为“源出于伊洛”④,元人黄溍则更高度评价说:
“若昔宋东都盛时,眉山苏氏父子出,而蜀之文章被于海内.渡江后疆圉日蹙,衣冠流散,而蜀之文章

萃于东南.及其既久也,百年之遗老,相继沦谢,而陵阳牟氏父子,遂岿然为蜀士之望.以耆年宿德

擅文章之柄,而雄视乎东南者,大理公(牟 )一人而已.”除了评价,黄溍讲南宋以来“蜀之文章萃于

东南”,也折射了蜀学东渐的事实.而牟应龙则被誉为“吴兴八俊”之一⑤.
曾为魏了翁撰写神道碑的眉山人史绳祖,后来移居湖北公安.其自述云:“会余以君命召舟抵公

安,力上祠请,因寓焉.蜀士之寓于竹林,南士之仕于渚宫者,踵门求为讲切.”⑥学者的迁徙一定会伴

随着学术的传播.这段史绳祖讲学公安的记载,就可以说是道学伴随着人的迁徙而传播的写照.
元代大儒虞集,自幼随父从四川仁寿迁徙到江西崇仁.其曾祖虞刚简官利州路提刑,“尝与临邛魏

了翁,成都范仲黼、李心传辈讲学蜀东门外,得程朱微旨,著«易»«诗»«书»«论语说»以发明其义,蜀人师

尊之”⑦.拥有这样家学传统的虞集,后来成为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的门人,历任大都路儒学教授、奎章

阁侍书学士.黄溍评价说:“国朝一代文章家,莫盛于阁学蜀郡虞公.”⑧可能是出于崇仰先祖与魏了翁

的交游,虞集曾为苏州的魏了翁后人写下过«魏氏请建鹤山书院序».其中就提及“我曾大父建学简州,
文靖公(魏了翁)为之记”的往事,并且说道“某虽不敏,尚愿诵所闻于父兄者,以与其子弟从事乎二家之

家学”⑨.家学代有传人,人则徙地传学.元代道学完成南北统一,追根溯源,也可以遥遥地望见魏了

翁的依稀身影.
虞集的老师吴澄在为一位叫张达善的四川学者写的墓碣铭中,有这样一句话:“学徒自远而至者

日富,教声洋溢乎中州.”学者转徙踏破时空,道学传播从而实现,于是,就有了“教声洋溢乎中州”的
景象.蜀道通天下,道学传南北,魏了翁具有发轫之功.

由宋入元的家铉翁在一首题为«伯成尝受学于河朔前辈鹤鸣翁,其学亦宗濂洛,赠以诗,勉其自

拔于流俗»的诗中这样写道:“南方共宗鹤山老,北方亦有鹤鸣翁.鹤山道脉接濂洛,鹤鸣之派应与鹤

山同.”“鹤山”为魏了翁,“鹤鸣”则指由金入元的北方大儒李俊民,元人郝经就在«明道伊川两先生

祠堂记»中写道:“泰和中,鹤鸣先生俊民得先生之传.”«宋元学案»卷十四«明道学案»下«明道续传»
也立有“庄靖李鹤鸣先生俊民”的传记,将其归为程学一脉.读家铉翁的诗,从“南方共宗鹤山老”一
句可以看到,魏了翁俨然已成为南方道学的座主,人所共宗.“北方亦有鹤鸣翁”是讲李俊民在北方

中原的影响.“鹤山道脉接濂洛”是说魏了翁的道学传承.“鹤鸣之派应与鹤山同”一句,则通过“濂
洛”这一道学主流的接点,将一南一北的魏了翁与李俊民联系了起来.固然,家铉翁的诗是写给一个

受学于鹤鸣先生李俊民的学者“伯成”,然以“鹤山”相提并论,不仅反映了魏了翁的巨大影响,还折射

出通过鹤山与鹤鸣等传承光大的程朱理学的南北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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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进入北宋,儒学高扬起理学的旗帜,成为新兴的士大夫政治的理论基础.通过概念错位,先秦儒家

中的“民贵君轻”的因素作为对抗君权的思想资源被放大,«孟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同时紧张的

民族关系,又让«春秋»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中期以后的政治改革,便以经典重释作为依据,对于儒学传

承的道统也开始逐渐明晰.然而,理学的兴起还是在经学的话语脉络之下,体现的是对唐代以来儒学

的扬弃,其体用还主要着眼于政治.因此,北宋的理学可以纳入唐宋变革论的框架下加以解释.
历史拐进南宋,政治、经济重心在江南重归于一.亡国之痛纠缠着既有的理学流派,政治上的人

事纠葛又让理学屡受打压.学术形而上,社会形而下.潜行于民间的理学,在南宋这种特殊的背景

之下,顺应社会转型,逐渐开始走向民间,由原来的致君行道逐渐转向移风易俗的教化路线.理学悄

然以道学的面目出现就反映了这样的倾向.而朱熹等人发掘简明易晓的«四书»,推行家礼等言行,
也包含有这样的意图.走向民间,道学的影响开始增大,渗透到各地.

主要由于政治因素,道学在“庆元党禁”之际遭受空前的压制.党禁未开,道学开山朱熹便含恨

而没.宋金和战对峙,蜀地则相对安宁.安定的生活使一大批蜀地的学者成长起来.自幼接受义理

之学的魏了翁私淑朱熹,并不固守朱熹,在注重内心方面还有所发展.魏了翁存留到今天的著述,甚
至比朱熹还多.同时魏了翁也秉承了朱熹以来注重民间的道学传统.这从几次赞扬李肩吾为人书

写«乡党»«内则»便可见一斑①.此外,南宋承续传统,社会祠庙活动空前活跃,佛教、道教、民间信仰

以及被纳入国家祭祀的儒学交互其间.魏了翁对此做出宽容姿态的同时,力图以«礼记»等儒学规范

来加以引导,化淫祠为正祭②.由庙堂到民间,道学的取向则可以纳入宋元变革论的理论框架

解释③.
作为新一代道学家,承学传道的重任历史地落到魏了翁的肩上.在蜀地多年讲学为政之后,伴

随着影响的扩大与地位的升高,加之弟子的增多,以魏了翁为首的蜀学开始走向各地,受到普遍的注

重.特别是魏了翁疾呼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立谥的实现,确立了道学此后几百年间独尊的正

统地位,儒学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弘扬.这一行为,也确立了魏了翁在道统上承前启后的领袖

地位.
此后,南宋后期的战乱与宋元交替等社会变动,又使魏了翁的弟子等大批蜀地学者星散四方,客

观的外力所带来的人的流徙让蜀学辐射各地,扩大了儒学的传播,最终藉元代的统一之势,达成道学

的南北统一.从上述诸多的视点观察,我们可以这样评价:魏了翁是继朱熹之后道学发展史上的巨

人,是儒学星空中的一等星.魏了翁生前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请谥成功,还未能让这四位儒学

先贤进入孔庙,六百年后,魏了翁则被堂堂请入圣殿,配享圣人.对确立道学正统地位作出贡献的魏

了翁,得到了来自官方正统的最高褒奖④.不过,相对于将近三百年前的这种政府行为,今天的学界

实在更应当对魏了翁在理学乃至儒学发展史上的学术地位,作出相应的评价.

【附记:谨以此文深切怀念三次担任拙文责编、英年早逝的范学辉教授.】

[责任编辑　 范学辉 　孙　齐]

９８蜀道通天下———道学发展史上魏了翁定位申论

①

②

③

④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题李肩吾为许成大书乡党内则»«题李肩吾所书乡党».
可参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八«成都灵应观赐额记»、卷九八«祈雨»、卷九九«祈雨»等文.
参见王瑞来:«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史学集刊»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清史稿»卷八四«礼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２５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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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学者的良知学实践

———以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安福学者为例

张 卫 红

摘　要: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安福县人数众多的草根阳明学者,虽无科举功名,却是阳明学在地方社

会传播的主力.他们由讲学、研磨心性而扩展至教化乡族,参与地方公益事业,进而协助官府参与地方社

会治理.作为阳明学者的乡绅自我认同的角色是“乡人之心”,他们的讲学和化乡活动是以“万物一体”的

济世理想和责任作为精神动力,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平稳运行起到长久的、潜移默运式的“风教”影响.

关键词:良知学实践;地方社会;王学讲会;草根学者;安福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０．０３．０９

以往的研究多关注阳明及其知名弟子的哲学思想,而良知学在大多数普通士人那里如何体现,
良知学的实践指向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有哪些表现,这虽然是学术传播的一个重要体现,但在研

究中重视不够.本文聚焦于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安福县的那些科举功名低或没有科举功名的普通

阳明学者(草根学者),探讨良知学在他们身上如何体现,良知作为“万物一体之学”如何通过他们影

响地方社会,以期探究王学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本文选取安福阳明学者为例的原因在于,安福县为

中晚明王学讲会极盛之地吉安府中的极盛之地.诚如江右王学的领军人物、安福籍学者邹守益(号
东廓,１４９１ １５６２)所说,“吉郡视四方为胜,而安福视吉郡为胜”① ,这里不仅人数众多、讲会活跃、持
续百余年,与王学从兴盛到式微相始终,而且阳明学者以良知学的精神进行讲学和教化乡里的实践

活动具有典型性,尤其能体现良知学的实践指向.
笔者曾作«安福阳明学者暨邹东廓弟子一览表»,据不完全统计,明代中晚期安福阳明学者有２１２

人,其中进士４０人,举人４０人,诸生７３人,总计１５３人,占总数的７２．１％,可知阳明学主要在掌控当

地思想文教资源、社会地位高的官员及士人中传播.这些学者所在的宗族大都属于安福县文教程度

较高的望族,学术的传播首先是在这些宗族子弟中进行的.阳明学者主要由三类人组成:一是如邹

守益祖孙、刘邦采、王时槐、刘元卿这样有科举功名、有影响力的知名学者,他们是讲学活动的领袖和

倡导者;二是地方宗族中有学识、但功名不高或没有功名的中下层士人,他们是参与讲学的主体;三
是地方宗族的主事者、长老,他们的文教程度不高,但以敏于事务或德高望重成为家族中有号召力的

人物,对讲学提供了直接的支持.本文聚焦于后两类草根学者,从四个方面展示他们的学术活动以

及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作者简介:张卫红,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广东广州５１０２７５).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２０１９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１９GZGX１９)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精神人文主义研究”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邹守益:«彭子訚墓铭»,邹守益撰,董平编校:«邹守益集»卷二一,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９５７页.



一、究心学理与工夫实践

首先,草根学者与知名学者一样,其学术热诚体现在究心阳明学义理并研磨心性的工夫实践上,
这是阳明学的根基所在.在«安福县志»的人物传记中,常能看到这些中下层士人早在青年时代就一

心志于儒家圣贤之学:

　　王钊初为诸生,弃去,求所为身心性命.
朱淑相少攻举子业,旋弃去.纳贽邹守益、刘邦采,研心理学.①

王皦少弃举业,乐道耽隐,师事刘邦采.
刘继华邑庠生.已而弃举子业,壹志性命之学.②

阳明学的核心在于真实体悟良知,如安福士子刘汝栋所说:“吾侪为学,直以了性命为极必

真切于良知明照之体.”③故“壹志性命之学”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改过迁善、实地用功,如南乡三舍刘

氏家族的刘以身受学于从叔刘邦采,“解组归田,时赴惜阴会,性恬淡,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至耄不

倦,有日记以自考”④.更有进者,这一绵密恳切的工夫达到了精深隐微的心性深处,不仅知名学者如

此,普通士人也是如此.南乡布衣学者朱淑相(出自槎江朱氏)、朱调(出自大桥朱氏)都是此类典型:
朱调“神敛而志凝,静坐终日,不事言说”,“晚年更揭‘敛气观心、忍欲成行’八字以示学者,欲令由此

练习,以为入道之基”⑤.朱淑相“终日端坐,澄心省躬.尝曰:‘人心虚故灵,灵故常精常明,常寂常

运,吾致力在此,受用亦在此’”.其工夫显然有本于邹守益戒惧于心体之说,王时槐称道其“精研远

诣”⑥.朱淑相孙朱世宾,以“心在腔子里,眼顾丹田下”⑦为日常工夫.朱淑相侄朱意,“始去念,继守

念,终克念,一以致知为宗”.他认为若工夫不用猛力,就不能洞见道体,于是和同里士子刘汝栋一同

去玉霄山静坐:

　　矢以达旦不寐,务使此心精明,不少昏愦.两人相对危坐,设手板相戒,目稍瞑即板击之,尤

苦未能清朗.而山故多虎,则出户外露坐,曰:“学不成,何贵此身? 直宜饲虎耳!”如是者月余.⑧

这让乡人十分惊骇的举动,在阳明学者中并不鲜见.一些普通士子通过勤苦用功,也能有所体悟.
如邹守益门人周以鲁(出自西乡横龙周氏),精思力践久之,悟曰:“盈宇宙皆性也,尽性外无学矣.”王
时槐门人欧阳鸣凤,“习静白云,豁然有悟”,被称为“王门子舆”⑨.

有些学者因常年坚持用功,临终能神志清明地安然离世.刘阳高足朱汝昌(出自南乡大桥朱

氏),“目且瞑,神志不乱,第曰:‘吾存此良知以俟命矣’”.刘邦采弟子刘汝栋,于病危时一切置之度

外,与家人绝口不提身后事.瞑目之际,其从兄问曰:“形气解矣,灵明能无改乎?”汝栋“以手指其心,
挥其妻,使勿近,遂卒”.做派之洒脱,甚至与儒家之注重人伦不类.

在中晚明三教合流的思想背景下,阳明学者将佛道二教的修养工夫纳入良知学中借鉴,抑或三

教并尊的情形往往有之.如邹守益孙邹德溥就深受佛教影响:

１９草根学者的良知学实践———以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安福学者为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以上引文分别见王基纂,高崇基修:«安福县志»(清乾隆四十七年修,同治四年补刊本,以下简称同治«安福县志»)卷一一

«人物儒林»,第１４、１５页.
以上引文分别见同治«安福县志»卷一三«人物隐逸»,第３、５页.
王时槐:«秋江刘君偕仲子邦桢墓表»,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８３页.
同治«安福县志»卷一一«人物儒林»,第１８页.
王时槐:«易庵朱先生墓志铭»,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五,第１４９ １５０页.
刘元卿:«朱松岩先生外传»,刘元卿撰、彭树欣编校:«刘元卿集»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７５页.
同治«安福县志»卷一一«人物儒林»,第１７页.
以上引文及事迹见王时槐:«五山朱君墓志铭»,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五,第１４７页.
以上引文分别见同治«安福县志»卷一一«人物儒林»,第１８、２０页.
王时槐:«朱康夫墓志铭»,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五,第１４３页.
王时槐:«秋江刘君偕仲子邦桢墓表»,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六,第１８４页.



　　(邹德溥)间以余力泛滥二氏家言,释子道流常加接引,于长生之说亦若有所默证,以为其精

者不悖于吾儒.即相知者或劝公(按,德溥)门墙稍峻,公不谓然,曰:“吾道至大,何必作藩篱?”①

草根学者也有三教并尊或兼取的情形.西乡士人赵师孔,早年先访方外服饵之术,后以闭关静

坐炼气为事,“久之,复悔曰:‘执有象不如还真空,其惟佛氏乎?’则历名山、礼禅宿、阅经教,冀有悟

入”.至听闻邹守益发明良知之旨,谓:“道其在是乎!”后以五十之龄纳贽于王时槐门下②.南乡士子

周礼与从侄周一濂(出自北溪周氏)二人青年时代与刘汝栋结为至交,“流视群子或造请,终不得

一幸见之”,被人称为“三仙”.周礼“悟证敏速”,曾先后从学朱调、刘邦采、王时槐,“触声而悟,每通

一义,送一难,四座厌心”,时人叹羡不已,争迎其教授弟子.但这些声誉并非周礼所好,传记生动描

述了他的日常生活:

　　居常脱去巾袜行林间,见佳处,坐卧亡归.或穷途遇水石清雅,亦裴回竟日.性善酒,造人

饮不记辞,或劝进,乃反辞,即不劝进,即又不辞.醉则据胡床酣睡,旁若无人.
其放浪形骸之状与儒者的温良形象相去甚远.周礼狂慧而不寿,三十四岁暴病而亡.卒前家人争问

后事,答曰:“生来死去,如脱故衣更新耳,第不得思极(按,周一濂)一见.”③他临终惦念的同道兼从侄

周一濂,从学于朱调、耿定向等人,偏好禅学,曾与其父手录佛典十万余言,“与人语,语多依禅”④.另

一位南乡布衣王时椿(出自金田王氏),早年与其弟王时槐一同师事刘邦采、刘文敏、刘阳诸人,一意

儒家圣贤之学,甚至“不以乌帽袍带见客,惟角巾野服而已”,以示其志决.然“晚闻净土之说,心悦

之,尝素食持佛号不辍.病革,神志不乱”⑤.这些安福士子的所学所宗,是当时三教合流状况的一个

体现.

二、讲学传道

与究心性理相伴随的是草根学者热诚的讲学传道活动.以讲学来明心性、正学术,进而带动社

会建制的改善,不仅是王阳明及其知名弟子们实践儒家外王之学的基本思路,也是众多草根学者的

人生志业.安福南乡金田王氏之王钊、王镜、王铸三兄弟,均受学于阳明、卒业于邹守益,以布衣之身

终生致力于讲学.同族后生王时槐在青少年时代就曾受王钊、王铸的教诲,从此有志于儒家圣贤之

学.万历年间王时槐弃官归田后,王钊、王铸已经谢世,他联合已至耄年的王镜聚集族人于南乡元阳

观讲学,并推行乡约⑥.王氏三兄弟之讲学不倦为时人称道,被一并列入«安福县志»之«儒林

传»中⑦.
南乡朱淑相、朱调终生以讲学、论学为志业,闻名乡间.朱淑相“终其身,无日不会友讲学,至世

态之低昂,家计之羸诎,未尝以纤芥干其衷”⑧.朱调除了勤于个人静修之外,还“远涉吴楚、新安诸

郡,求友质订,经年忘归”,“每岁青原、复古、复真士友大会,先生虽祁寒暑雨必杖屦而赴”.他与朱淑

相常年在南乡复真书院主持讲会,为安福二传阳明学者的中间力量,被王时槐誉为邹守益、刘邦采

“两先生之真传密印、高第弟子”⑨.
像王氏、朱氏这样热衷讲学并影响一方的布衣学者在安福各乡并不乏见.再如南乡士子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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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叶向高:«宫洗泗山公墓志铭»,«澈源邹氏七修族谱»(民国六年修,安福县博物馆藏)卷八,第１０５页.
王时槐:«赵中庵墓志铭»,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五,第１４４页.
以上引文及事迹见刘元卿:«周公典传»,刘元卿撰、彭树欣编校:«刘元卿集»卷七,第２６０ ２６１页.
以上引文及事迹见刘元卿:«周山人墓志铭»,刘元卿撰、彭树欣编校:«刘元卿集»卷八,第３３１页.
以上引文及事迹见王时槐:«先兄吉府典膳人峰公偕配谢刘二孺人志铭»,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

庆堂存稿»卷五,第１６３页.
事见王时槐:«世德堂纪序»,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二«友庆堂合稿»卷末,第６３０ ６３１页.
见同治«安福县志»卷一一«人物儒林»,第１４、２５页.
刘元卿:«朱松岩先生外传»,刘元卿撰、彭树欣编校:«刘元卿集»卷七,第２７５页.
事迹及引文见王时槐«易庵朱先生墓志铭»,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五,第１４８ １４９页.



宾,师事刘邦采、王时槐,他秉承刘邦采之学,主悟修并进之功,每岁讲学于复真书院,“议论铿发,学
者信从之”.南乡汶源王氏的王宗舜,“受业者常百数十人”,为一方乡贤.西乡学者姚必连,“会讲中

道书院,士林翕从”①.
还有一些不善讲论、无甚影响的学者,也把讲学传道作为他们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刘汝栋对

于族中有动念于学者,“必密造其室,诱掖开导,惟恐其不入于善也”②.南乡三舍刘氏的刘伯寅是邹

守益弟子,他长于处理事务,“性冲淡嗜学,老而弥笃”,“穷年居复古书院,置家事勿问”③.西乡老者

刘继美,“年九十,尚与刘元卿、刘喜闻诸名人往来讲学,郡县钦其德望”④.西乡金滩王氏的王子应,
“不甚敏慧”,青年时代便对阳明学津津向往,以为“此可学而至也”.他自嘉靖时代就受学于刘文敏、
邹守益,切磋于复古书院,“虽晏岁,不舍去”.三十年后刘元卿倡学西乡时,其参与讲学的热情仍不

减当年.据刘元卿描述:

　　公时虽老,无一会不赴,赴必虚心咨询,若一无所启者.既病聋,犹日坐一小楼,置先正语录

明窗下,琅琅诵之.或时发浩歌,若出金石.其好学一念,自少至老若夙植云.邑令吴怀溪公闻

其贤,造庐见之,且欲致公宾席,为乡饮重,公谢不往.⑤

三、举办家族讲会,为善乡里

草根学者除了热衷参加士人为主体、以讲习义理为主的讲会之外,还十分重视将阳明学在家族

中传播.他们通过举行家会、族会,对一般百姓进行劝善规过的道德教化,以期达到睦族和乡、稳定

社会秩序的目的.万历年间在南乡的金田王氏家族中,王时槐联合王镜于族中举行族会、推行乡约,
此举得到同里大桥朱氏的呼应,朱调也率族中士子每年参与金田王氏的族会⑥.王镜去世后,因王时

槐已迁居庐陵县,金田王氏家族曾一度缺少德高望重的长者做讲会主盟,于是王时槐族叔王立吾出

面,每月聚族人讲学于诚心堂.这样的宗族讲会不仅使王氏家族中的俊秀之士得以延续学术,也改

进了族中的伦理风气.王时槐与王镜联手讲学的成效如他所说:“一时族之耆旧俊彦咸欣欣以仁让

相勉,数年之间,族人不以一字鸣于官司,官司亦无以一役追呼及于吾族者.”⑦

北乡的荷溪伍氏家族,嘉靖时代有伍思韶受学于邹守益,他辞官归田后于族中倡学.族子伍惟

忠受其影响,也师事邹守益、刘阳.后来两人联手聚集族中弟子每月举办德业、举业两会,德业会由

伍思韶主持,举业会由伍惟忠主持,“德业会,推九亭公(按,伍思韶)主之;举业则亲甲乙其文,奖劝诱

掖,期于成才”.伍惟忠告诫子弟读书不当以科举为目的,“动举王、杨、卢、骆戒之,闻者汗流竟趾”⑧.
西乡洋溪赵氏之赵师孔,“岁联里之同门诸友为季会,家之子弟为月会,皆以正心修身谆切致勉”,他
自撰«乡约十条»,“以孝弟、仁让、敦朴、守俭、惩忿、息讼,为一乡劝.一乡之中或有衅端赖以潜消默

解者,殆不可一二数”⑨.
阳明学者们还通过实际善举来教化宗族.在地方志的记载中,阳明学者赡亲睦族、修葺宗祠、筑

桥修路、立保甲、置义仓、敦习俗、平忿争的善举比比皆是,他们也因此赢得乡人尊重,成为当地德高

３９草根学者的良知学实践———以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安福学者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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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第１４册,第６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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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卿:«王箕峰公墓铭»,刘元卿撰、彭树欣编校:«刘元卿集»卷八,第３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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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重的道德表率.如师事邹守益、刘阳的李挺,“里中有相构者,得公一言而释,至以过失闻于公为

耻”①.赵师孔在岁饥之年分粟给族人,竟至“罄不自给”,“慈仁及物,即毒虫微命不忍践伤”,赢得安

福两任知县闵世翔、吴应明的礼重②.
学者们也带动了许多并未以理学为志业的族人以良知学的精神为善乡里,建设宗族.如东乡清

陂邓氏三兄弟中,其父安排长子邓国总理家政,仲子邓圛经商,季子邓周学儒,为庠生.邓周初学于

阳明,卒业于邹守益.受其影响,邓国于四十岁时听闻良知学,于是:

　　犁然有省,一意和乡睦族,置胜负于弗较.家庭弟侄聚论,砺以躬行,而以务名虚谈为戒.
每岁出谷二百余石散贫者,不取息,而宗族施有等差,行之三十年余矣.平生见道路之险

也,则修理之;虑病涉之艰也,则桥梁舟楫之;怜疟痢之困、行旅之渴也,则制药设茶济之;至老而

不倦.故其殁也,众咸哀而慕焉.③

邓圛受兄弟的影响,也能够敦伦笃行,“平心应物,无忮求机械.甫五十,敛以家居,足迹罕入城

郭”,于救济乡里之善事“尽其力不懈”④.邓氏兄弟还在家族中颁刻阳明的“谕善四条”作为道德规

范.因邓周为邹守益弟子的关系,邓圛与邹守益弟邹守蒙结为姻家,邹氏与邓氏家族的密切交往长

达四十余年.邹守益曾亲至邓氏之堂揭“为善最乐”楹联,大力表彰邓氏“仁礼爱敬”的家风⑤.
西乡人冯梦熊以敏于事务而著称乡里.他听刘元卿讲学后喜曰:“吾乃今知良贵固在我”,从此

一心向道,以良知学的精神造福乡里.他多次聚家会,以道德规范约束子弟;族中有倚势欺人者,晓
之以善恶利害,一时间族人“争自濯其旧习”.冯梦熊因此赢得官府和百姓的倚重.对于乡约中不合

理的条目,县令倪栋让他修订完善;遇到争议纠纷,乡人争相请他调停,往往“纠纷立解”.在万历年

间安福西乡再次举行丈田时,乡人纷纷推举他做监督,他尽心尽力,令“人人称平”⑥.在中晚明的安

福地方社会,像邓国、冯梦熊这样以良知学的精神为善乡里的地方长老不在少数,也成为邹守益、王
时槐、刘元卿等知名学者撰文大力表彰的典型.

四、管理地方公共事务

进而,阳明学者们由宗族而社会,热心参与地方民生事业,协助官府管理地方公共事务.他们

“化乡”实践的特点主要在以阳明学“万物一体之学”为精神指导,具有更为自觉和强烈的济世责任

感.这些久居乡里的草根学者不仅究心学术,还熟知地方民生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其在地方社会

的声望和号召力,成为官府与民众之间上下沟通的桥梁.在阳明学兴盛的明代嘉靖、万历时代,随着

被官府和民众认可度的不断提高,他们也因此拥有了管理地方社会的重要话语权.其中最辉煌的事

件便是,邹守益在安福率刘伯寅、刘肇衮、夏梦夔等四十余阳明学者,从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开始历时

三年,协助官府重新清量土地并造册.这一场牵动地方大户利益的清丈活动进展得并不顺利,如邹

守益所说:“几成而败,败而复兴,兴而复摇,摇而复成.”⑦他们把关怀百姓的“一体之仁”作为推行丈

量的理念和动力,历经重重阻力,最终完成了安福,也是全国推行最早的一批试点清丈活动,部分赋

役因之得以减轻.上述几位参与丈田的学者不仅热衷讲学,而且通达地方事务,富有声望:
刘伯寅精于计算,通达经济,传记称其“孝友敦笃,勇足济事”⑧.他协助邹守益处理安福赋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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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合族修:«三舍刘氏六续族谱»卷三○«家传五»,张海瀛等主编:«中华族谱集成»第１４册«刘氏谱卷»,第６７１页.



务前后长达二十余年①,在嘉靖十一年开始的丈田活动中总管数据.邹守益说:“以丈量为是,则刘某

为功之首.”嘉靖十五年阳明学者程文德出任知县期间,也向刘伯寅咨询里役制度之利弊.他建议的

数项赋役改革举措得以推广实行,使安福的里役制度在吉安府九县当中“尤称便”.程文德与邹守益

商议筹建复古书院时,也由刘伯寅总理经费支出,“周慎详密,省费亦以千计”②.嘉靖二十四年,邹守

益联合王门学者上疏江西省官员请求减轻全省赋役、重刻«督赋条规»,他特意将刘伯寅推荐给都察

院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吴鹏协理计算,最终查减全省赋役夙弊每年达一万六千两.十年后,蔡克廉

出任巡抚江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时,邹守益再次推荐刘伯寅协助清查各县赋税欺隐之弊③.
刘肇衮在阳明于赣州讲学时期趋而受业,在安福王门弟子中资历较老,深为邹守益器重.刘肇

衮性情刚严清峻,他为诸生时参加考试,见监考甚严,叹曰:“士不自重,致所司防闲如此.”竟然放弃

考试回乡养母而去.刘肇衮以布衣身份在乡间深孚众望,“衮于乡闾民瘼有所闻,率以告守益,为之

转闻当道,民感其惠”,邹守益称他能“交修于人”④.
夏梦夔与李挺一同师事邹守益、刘阳,深得器重.二人为肺腑至交,常砥砺切磋.夏“时以见过

为学”,李也敬诺奉之,“刻志销磨,不遗余力”⑤.夏梦夔精于地方经济事务,他在丈田中辅佐邹守益

“剔弊除害,至今赖焉”⑥.万历六年(１５７８)张居正下令全国各县三年时间完成土地丈量,时安福知县

闵世翔所倚重的地方士绅,仍然是四十年前负责督丈的阳明学者,“儒生者,故东郭邹先生所造士,居
然好修之夫也,依依老胶序中,无权贵可吓.侯(按,闵世翔)独破崖岸优礼之,时与握手步庭,谈心计

事”⑦,其中就包括夏、李二人.“二公矢心公慎,册成,邑人胥服.”⑧闵世翔这次邀请参与丈田的士绅

还包括朱调、朱淑相、刘元卿等阳明学者.朱淑相,“邑侯廉知其才名,属清税册事,至委琐条理,称邑

侯指”⑨.朱调督丈时,“秉直持平,让能而晦迹,故终事而舆情胥服,亦其廓然顺应之一验也”.这

些草根学者也因熟知民情、德高望重而为当地官员礼重,被时常登门造访,以民生事务咨询请教.如

朱调,“先后邑侯钦仰高义,往往式庐问政,先生必悉闾阎疾苦,毕陈无讳”.李挺,“邑令闵世翔高其

行,凡利害兴除多取裁焉”.
据学界研究,明清地方乡绅的来源概有四类:第一类是通过科举入仕获得官员身份的高级士绅,

第二类是无科举功名或功名低(如诸生出身)而以学问、道德名重乡里的士人,第三类是虽无功名但

能力出众、为善乡里而为乡人推重者,第四类是因经济实力雄厚而有地方话语权的士绅.而以上四

类乡绅在安福阳明学者中兼而有之,第一类如邹守益、刘邦采、王时槐等,第二类如朱调、李挺、刘伯

寅等,第三类如夏孟夔、冯梦熊等,第四类如邓国、邓圛兄弟等.这说明阳明学在地方乡绅当中有着

广泛的涵盖面,影响不可小觑.这些草根阳明学者尤以第二类居多,有的还兼具第三类乡绅的能力,

５９草根学者的良知学实践———以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安福学者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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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引文及事迹见王时槐:«一吾李君志铭»,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五,第１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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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时槐:«易庵朱先生墓志铭»,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五,第１５０页.
同治«安福县志»卷一一«人物儒林»,第１６页.
学界对于“乡绅”的界定标准不一,早时侧重将乡绅资格理解为有科举功名的士人,近年则将乡绅理解为参与地方公共事

务、具有地方话语权的精英.本文所说的乡绅兼具这两方面特征.参考施由明:«论明清乡绅的产生———以江西为例»,«农业考古»

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是草根学者的主力.他们由讲学、研磨心性而扩展至教化乡族、博施广济,进而参与地方社会治理.
越是掌握诸多丰富资源的高级士绅如邹守益等人,越是全面参与上述的讲学与化乡活动,为学术下

化乡里的实践典范;而一般的乡绅或草根学者,也至少参与了上述活动的一项或几项.他们之所行

都是对阳明学“实致其良知”“万物一体”精神的落实,是对儒家士人明德亲民之社会理想的践履.

五、结　语

近年来史学界有关乡绅(地方精英)对地域社会控制与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在中晚明社

会,乡绅在建立、运作和管理保甲、乡约、宗族等民间基层组织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并在倡导、维
持地方公共事务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掌握着地方社会主要的经济政治资源.这一基于现代

政治学角度的描述,侧重关注政治经济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并没有重视乡绅作为儒者所具有的济

世理想和责任感.实际上,“万物一体”“实学”“讲学”“政学一体”是王阳明及其弟子们极为重视的为

学理念及实践活动①.尽管这在宋代儒者那里亦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在阳明学中得到了格外的强

调.这几个相互融摄的观念,其学理基础正是良知学:良知是一人人本具、万物同体的本体,也是创

生宇宙万物的终极本源,故“实致其良知”的心性工夫体认乃是“实学”之切要.“学”直指心之本体、
良知,是一切行为所由之基;与此同时,“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②,此实学必

然体现为“亲民之政”,也即推展和外化为教化百姓、治理地方的诸多善举;“万物一体”则是学与政的

承载者和终极社会理想.讲学的目的则是为了唤醒人人本有的“一体之仁”,同时讲学也是体认良知

的一种实践形式.本文所述中晚明安福阳明学者的讲学与化乡活动,正是对以上这些理念的实践.
江右阳明学者聂豹说,“明德以亲民者,乡大夫之责也.大夫士者,乡人之心也.心者,神几而诚应,
明吾孝友之德,以亲吾之父兄,明吾睦姻任恤之德,以亲吾之乡党宗族,使人之父兄,人之乡党宗族,
无一而不在吾亲睦之中”③,颇能体现良知学“万物一体”的社会关怀与实践向度.面对王道政治在三

代以后“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朱熹语)的历史现实,尤其是在明代政治高压专制、学术功利异

化这样糟糕的历史背景下,阳明学者们从知名的士绅到不知名的草根学者仍以巨大的传道热诚从事

民间讲学与化乡实践,这既非儒者们不谙世事不懂政治谋略的天真之举,也非从掌握国家级权力转

移到掌握地方级权力的功利性算计,而首先是心学家“仁其身以仁天下”(邹守益语)④的济世理路之

实践,是真正意义上由“内圣”开出“外王”的取径,是他们从天理良知的真诚信仰和体道经验中,迸发

出对身心—家国—天下—宇宙这一整全“大生命”的自我承诺与责任担当.当然,作为乡绅的阳明学

者建构理想政治秩序的努力,并不体现为对政治制度的具体设计,也无法以现代政治的模式和效应

来考量之.他们对地方社会事务的参与,很多是在国家政权机构之外的非权力运作,目的在于通过

道德教化来维系良善的地方风俗与秩序,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平稳运行起到长久的、潜移默运式的“风
教”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儒者的“外王”事业从来不曾缺位.

[责任编辑　曹　峰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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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正”治: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路向

张 志 宏

摘　要: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是导致传统文化及其理论形态———中国哲学———受到贬抑的重要

根源.百多年来,中国哲学研究者努力探索传统理论现代转型的路径.他们从现实的事功需要出发,以西

方哲学的思辨框架对中国哲学进行批判和改造.然而这种努力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哲学发展的

内生动力,使中国哲学丧失了自身的活力和特色.中国哲学具有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认知世界的独特思

维模式、处理现实问题的独特价值立场,具体表现为对“道”的皈依立场和以道之“正”治世之“不正”的理论

旨趣.只有重新回到这一本质和根基,确立以“道”为价值根据、以“正”治现实问题为学术立场的哲学发展

思路,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重建中国哲学面向现实的自然、自由、自主发

展机制,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

关键词:“正”治;研究范式;根本旨趣;内生动力;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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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政治衰败、国势倾倒以来,中国思想界就开始了深层的反思和自省.这符合中国传统知

识分子一贯的学术精神,即以经世致用为己任.面对国家之内忧外患,为政者往往寻找各种借口以

推卸责任,而有担当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者却致力于“反求诸己”,试图通过本土文化的现代

转型来解决现实问题.然而这一文化转型的过程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局上的紧迫危机

与文化的非即时性效用产生了激烈冲突.为了配合社会变革,中国哲学① 的近代转型采取了一种矫

枉过正的态度和方式,从现实的事功需要出发,以西方哲学的思辨框架对中国哲学进行了几近颠覆

式的批判和改造.但是以这种事功标准和外来文化框架打造的速成式的改造,实质上有损于本土思

想的自由发展和个性展现,结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本土哲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面向,保存了

中国哲学的研究力量,但是却也抑制了其发展的内生动力,使中国哲学丧失了自身的活力和特色.
甚至可以说,这一改造是造成当代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深层问题和现实困境的重要原因.

一、对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强制转型的反思

自清末以来,中国思想界大规模地介绍和引进西学,其初衷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看中了西方思

想在“用”的方面的显性效应.换句话说,也就是看中了其思想的事功作用.正如梁启超所言“先从

器物上感觉不足”,然后是“制度上感觉不足”,“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

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然而这种拿来主义的思路却并未产生预期效果,最后“所希望的件件都落

空”而“废然思返”,认定社会问题的根子出在文化上,是“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② .此后,中国哲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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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强制转型的大幕.由今反观,其所采取的激烈方式有矫枉过正之嫌,不仅导致了传统文化在社

会生活领域的全面退却,而且使得传统文化精神萎缩,抑制了本土哲学的自我创新能力,遮蔽了传统

思想向现代发展的合理道路.具体而言,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路径探索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片面地理解现实政治与政治思想(哲学)之间的关系.以为清末的政治社会危机当归咎于

儒学是近代以来鞭策中国哲学实现现代转型的基本理论前提,其背后的理据和逻辑在于思想之于现

实当有引领作用,现实败坏就意味着思想落后甚至腐朽.关于现实政治与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冯
友兰先生认为,二者之间不是“断为两橛”的,而是“相依为命”,不可分割的.思想是从现实中抽象的

“纯形式”,现实必须以思想为其理论根据①.就此而论,政治思想与现实政治之间确有不可否认的干

系.然而历史地看,政治思想在现实政治实践过程中的贯彻与否,以及如何贯彻却取决于人为.有

学者曾研究过中国历史上学术与统治政权之间的关系,其结论是,在多数情况下,学术实际上为统治

政权所绑架.统治政权即使看中了学术对其政权有利的实用价值,故对其加以倡导和支持,也不可

能允许学术超越家国天下的权威而对社会政治进行直接干预②.因此,虽然儒学是汉代“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以后社会政治活动的主流指导思想,但中国政治史上真正推行或落实儒学仁义政治的时

代并不多.清朝政府虽然表面倡导儒学,实际推行的却是文化奴役政策,致使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

学术在清代表现出重辞章考据而轻义理思辨的朴学特征.就此而论,将清末的政治危机归咎于儒

学,有失偏颇.客观地说,学术研究特别是关注现实并力求改变现实的儒学,为了能够获得实现学术

价值的平台,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屈从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和权威,但是作为一种包涵真理

性的社会政治理想,其对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总体上起到了匡正、引导、监督和约束的作用.
此为千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所证明.

第二,对思想发展的“自然”特质缺乏理性认识.近代以来,一方面,中国哲学在现实效用层面的

合法性遭到了严重质疑,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之于中华民族的深层维系又不可或缺.因此,如何在中

国哲学与时代需要之间建立有效联结遂成为实现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核心论题.当其时,学者们或

者援引西学以滋养中学,或者以西学重塑中学之形象,或者于中学土壤中翻出类似西学之种子,或者

以特定之官方立场裁剪中学之内容———“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鲁迅语).总体的立场都是强调中国

哲学缺乏自然、自主地向现代发展的内生动力.然而,历史之所以是一个连贯的过程,乃是由于文化

贯穿其中.在中国历史上,无论社会发生多么重大的变革,其文化根基始终保持相对稳定.这种稳

定性表现为,虽然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向和侧重点会随着现实生活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但其所形成的

核心观念一定是从文化根基中生长出来的,其基本精神一定是与该社会或民族的整个文化精神一脉

贯通的.中国哲学家的思想创造过程是以身载道式的,“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组

成部分.在认识上他永远摸索着,在实践上他永远行动着,或尝试着行动.他更不是尘封

的陈腐的哲学家,关在书房里,坐在桌椅中,处于人生之外.对于他,哲学从来就不只是为人类认识

摆设的观念模式,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箴言体系”③.此即后来宋明理学所总结的“体用不二”.正

因为如此,传统思想的发展始终与人的现实发展紧密联系为一体,是在人的现实发展过程中实现的

自然发展.就此而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内在地具有在任何时代沿着自身脉络而发展的生命力.而

近代以来强行推进的观念转型却将与人的现实发展相统一的思想的自然发展过程人为地断为两橛,
在人的现实发展尚未迁进的情况下,受急功之迫而轻率地否定本土文化,利用与本土文化精神不相

合的外来文化力行社会改造,表面来看虽然增进了社会的物质文明,但从文化思想层面来看实有拔

苗助长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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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一时之事功评判学术思想价值助长了学术研究的不正之风.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思
想家及其思想成果之于现实社会政治发展乃是一种先觉行知,“对于纯形式之知识,乃哲学家所特

有.惟因其知之有早晚,故某种政治或社会理想,有时发生于某种政治或社会实现之前,有时于其

后,有时与同时,有时有一部分于其前,有一部分于其后,有一部分与同时”①,因而不能以一时之得势

与否判断思想之价值真理性.学术研究本身虽然要立意有功于现实,但是却需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

距离,要致力于超越现实从而引领现实.思想创造不是仅仅停留于对现象本身的描述,而是要透过

现象对其本质进行探索.因而思想的产生及其效用的发挥有一个逐步回应现实需要和逐步完善以

指导现实的过程.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不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其表象的形成是极为复杂的,如
果以一时之事功达成与否来评判学术思想价值,就会使研究者的视线局限于现象变化.这种自然科

学的研究进路,不适合于社会科学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关注作为整个现象

世界之根本的“道”,它所希望的是将这一主宰着自然生生不息的“道”演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之

“道”,从而使人类社会如同自然世界一样和谐美好、生生不息.“道”在中国哲学中是一切正价值的

根据,因此中国传统学术是致力于以“道”之“正”正现实之不正,将社会与人的发展纳入正道的轨道.
所以,它往往并不是就某一具体之事功用力,而是从建立处事原则、规范、机制等方面下功夫,由此产

生的指导现实的效果是提纲挈领式的,而不是针对某一事件拿出具体方案.因此传统学术的价值往

往不能从一时之事功上获得即时性的体现,而只是以内在原则、基本规范、运行机制的方式贯穿于事

功之中.缺乏长远眼光,不深入考查事功背后的形成机理,是很难对中国哲学之真理性加以品评的.
可以说,近代以来对中国哲学的西式改造,使得中国哲学研究的固有特质遭到破坏,其思想成果与现

实之间无法建立合理有效的关联,研究工作要么沦为无用的清谈,要么成了对现实的附会,基本丧失

了其原有的“正”治功能.这种研究格局也进一步导致中国哲学研究的边缘化.
鉴于以上三个方面的深层问题,可以说,近代以来对中国哲学这块土地的整饬确有操之过急、失

之偏颇之处,一定程度上致使中国哲学甚至整个传统文化的延续发展陷入合理化困境.本来在中国

哲学中并不存在的开新问题———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在千年历史中是不断与时俱进的,于今却

成了难以突破的瓶颈.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不具有西方所定义的“哲学”之“实”,因而不应以“哲学”之
“名”称之;传统学术研究缺乏以西方哲学为范本的“科学”“合理”的现代学科体系;中国传统思想是

建立在古代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产物,无法从其自身生发出能够阐释现代

的理论,要想关照现实,必须借助西方哲学等理论预设;等等之属仍然干扰着中国哲学研究回归其理

论旨趣与实践本质,因而难以对推进中国哲学当代研究和学科建设产生实质性的帮助.时至今日,
中国哲学的学科发展仍然气象局促、处境尴尬,而中国哲学的研究也方向不清、重点不明,思想成果

则如墙头之草,随西风、政风、世风摇摆不定.尽管学界通过十多年的不断反思,在关于中国哲学的

合法性、主体性、学科建设和研究范式等方面形成了一些共识,但是严格来说,这些共识并没有给中

国哲学日渐边缘化的局面带来实质性的扭转.是时候去总结并反思清末以来关于中国哲学发展思

路的探索以及目前所达成的共识,摒弃其中似是而非的结论,回到中国传统学术的根本了.

二、中国哲学之理论旨趣与实践品质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种重要的文明都创造了独特的认识世界的图式.中华文明当然也不例

外.«周易»作为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传世文献,向世人呈现了中华早期文明所创造的认知图

式———阴阳八卦,并根据这一图式推演出天地万物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发展趋势.这部重要文献生

动地反映了中华古代先民独特的思维模式、深刻的世界认知和成熟的价值观念,为后世思想的发展

和社会实践奠定了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思维传统和观念基础.而这套思维体系是古代先民基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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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和反思,进而抽象、总结出来的,“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

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周易系辞下»).“这是阐述古人从观察万物到制成八卦的整个思维过程,即‘观物取象’的创作

特征.其中所‘观’之‘物’,乃是自然、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所‘取’之‘象’,则是模拟这些事物成为有

象征意义的卦象.如乾为天,坤为地等即是.”①按照«周易»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可以较好地还原中国

哲学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所秉持的核心价值理念.而由这些方面所构成的中国

哲学不可替代的文化特质正是确立中国哲学合法性或者主体性的根本依据.
思想产生于现实.受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限制,不同民族对现实生活及周围世界的看法各有

其特殊的视角,因而也形成了特殊的认知.中华文化发源于农耕社会.古代农耕活动的顺利进行强

烈依赖自然条件,如天象、地力等,并且对人的群体力量极为重视.因此先哲所关注的问题也主要集

中于这些方面,其思想所及我们称之为类的忧患与解除②.这里的“类”是指作为整体存在的人.所

谓“类的忧患”③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源于人类自身为保存其物种的延续所持有的忧患态度,即人

类作为整体在宇宙中存在与发展所必然承受的压力与责任而带来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是个人为保

存其自身的延续所持有的忧患态度④.
前一种忧患是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放在宇宙中来看,认识到人类的存在和发展与宇宙中其他事

物之间是一种既共存又独立并且能够相互转化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类想要谋求自身存在的利

益最大化就必然同其他事物产生冲突.如果不能合理有效地化解这些冲突,从而把人类对于自身利

益的诉求限制在理性的范围之内,它们就会损害人类的利益甚至危及人类的存在.
按照«周易»所规划的发展图式,(包括人类在内的)天地万物源出一本,通过阴阳二气的不断演

化构造而生生不息、变化万端,由此不仅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大千世界,还决定了万物同源而分殊的相

互关系.同源是万物得以共存并能够相互转化的基础,而分殊则体现了万物独特的价值与作用.这

是一个大的系统内各个组成要素与它们所共同构成的整体的关系.各要素之间既各自独立又相互

依赖,并以整体的状态存在与发展.这个整体是一个自然形成的秩序井然而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有

机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之外,各个要素没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而在这个共同体之内,各个要素才

其成为自身.换言之,只有在这个共同体之内,事物才可以被我们认识,并且呈现出其自身的价值.
从中国哲学的立场来看,人类并不创造事物的价值本身,或者说,事物的价值并非由人类所赋予,人
类只是负责呈现并实现事物自身价值的灵性物.而事物包括人类的自身价值都是由其在共同体中

的地位与作用决定的.因此,在中国哲学的观念体系当中,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独立个体,而只有共

同体内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各个组成部分的独立性都是相对的,彼此之间是相互需要的关系,且
通过相互适应、相互妥协和谐共存,以构成一个集众多要素的功能于一体的高效和谐运转的有机系

统.而促使这一共同体形成并维持其存在与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动力来源就是中国哲学所言的“道”.
中国哲学从超越现象的视角认识到这种因“道”而形成、存在和发展的有机共同体是宇宙的本质,万
事万物之间都因“分享”道性而具有普遍联系和内在统一.这也就是«周易»所呈现的基本观念.

在这样一种宇宙观之下,以建立和保持和谐共生的有机共同体为“目的”,自然界每个组成部分

都自发或自觉地为这个共同体承担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义务”,发挥自己的功能,体现自身的价值.
人类也不例外.但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具有能动的精神本质,这一本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使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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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前言,第３页.
关于类的概念,«周易系辞上»提出“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周易象传»针对“同人”卦提到,“天与火,同人.

君子以类族辨物”.这里也提到了“类”的概念.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和朱熹的«周易本义»中有相关论述.
«周易系辞下»中提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可见,忧患意识一直存在于传统文化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然界动植物的行为也是为了个体的存活甚至物种的延续,但这种行为源于本能,是一种自发行为,而不

是像人类一样是出于理性的自觉行为.就此而言,人类的理性思考我们可以称之为忧患意识,而动物的行为则不可以.



够自觉寻求“道”的精神,并落实为自身的行动;而另一方面,它也使人具有了导致有机共同体毁灭的

可能性.这种精神本质的两面性,使人在共同体中的处境非常微妙,从而也使人成为宇宙中唯一需

要被设定的存在.因此中国哲学非常重视确定人类在整个共同体中的地位与作用,设定人类作为共

同体成员所应当担负的“职责”,以及规定人类由共同体所规定的是其所是的本质.在成为共同体规

定的所是的过程中,人类不仅要发展自身的知性力量,完成对“道”的领悟,更要发展自身的道德力

量,完成对“道”的实践.如前所述,人类的精神本质具有两面性,为了完成这一过程,人就需要对其

自身加以有意识的规范,并且弱化和压制其身上不符合规范的冲动———这是人类作为有机共同体中

“最贵”(«孝经»:“天地之性人为贵”)部分的代价,也是人类的忧患之源.这种对人类的精神本质当

中独立或者说分裂倾向的弱化和压制也就是“以道治人”———我们称之为“正”治.所谓“正”治之

“正”有两重含义:一重是动词,有匡正之意,另一重是形容词,有道之正之意,代表正当合理.对“正”
的把握依赖于人类对“道”的认知,“正”是实现治的标准;“正”治之“治”则体现着人类对“道”的自觉

实践,即按照“道之正”的标准规范人类活动,实现人类整体可持续的生存与发展.
后一种忧患则是基于个体之人的立场,以人类社会作为有机共同体为前提,强调个体与他人之

间依存与对立的共同存在关系.相对于人类整体而言,个体的人是有机共同体的一部分,都有着由

共同体所规定的角色、地位、功能和价值.同样,每一个体的人又都因其相对独立性而试图谋求自身

利益的最大化或个人的最大发展,这必然导致个体之间的对立冲突,从而危及到共同体的和谐稳定

甚至是存亡.而共同体是个体是其所是的基础,共同体的解构会直接导致个体本质的丧失.为此,
个体的人不得不将维系共同体的存在作为重要原则,抑制或约束自我精神本质的消极倾向,使个体

的存在及其诉求保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这种个体的存在诉求与共同体的制约之间的矛盾正是

个体的忧患之源,而其解除之道则在于以社会之道治己的“正”治.
由此可见,以道治人的“正”治,就是要使可能或已经被破坏的共同体得到巩固或恢复,保障人类

共同体的长久存在与发展.只有在“正”治得以实现,人类共同体保持有效运转时,个体才能回归到

是其所是的状态,并因此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发展.因此我们认为,通过“正”治实现类的忧患之解

除是中国哲学的理论旨趣与实践品质.

三、回归中国哲学的“正”治立场

有学者指出①,自经学解体以后,中国社会就进入了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所谓的“认识

论危机”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传统思想体系被消解殆尽,原有的“历史地建立起来的信念”也消

失了,整个社会陷入意义迷失和存在焦虑之中.按照麦金太尔的分析,要解决这种“认识论危机”,重
建新的理论支撑,必须同时满足下列三项要求:一是系统性和连贯性地提供整套解决方案,二是对原

有传统之无能的根源性做出说明,三是要找到新的结构与传统探究之间的某种基本的连续性②.按

照我们前述分析,中国哲学在本质上具有面向现实发展的内生动力,这种动力来自其对现实问题的

关注以及对解决现实问题的合理方法的不断思考,即类的忧患以及忧患的解除,来自于其“正”治的

理论旨趣和实践品质.但是过去我们站在西方哲学的立场上,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往往是将其视为静

态的研究对象,或者对其进行理论上的改造,或者对其进行资料性地梳理,而忽略了对这一思想千年

不断、接续发展之根源的动态考察.因此,无论在形式上做出怎样的改变,或者在内容上怎样展现思

想的精华,都难以在当下确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主体性和现代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必

须对以往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必须跳出中西哲学比较的研究框架,回到中国哲学自身的

理论视域和实践立场,如此才能完成对中国哲学在当代的承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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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志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辨析»,«文史哲»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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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国哲学自身的理论视域和实践立场,目的在于寻找中国哲学理论的根本关注.从«周易»
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哲学根本关注的是“道”及其现实化.因而对“道”的认知和践行是中国哲学最重

要的两条思维路径.对道的认知路径是由虚到实,即由太极之生到万物之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对道的实践路径是由小及大,即
从治人(个体的人)到治天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

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

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这一进路所成就的就是中国哲

学所谓治心、治身、治家、治国、治天下的一路贯通的“正”治思想.“正”治思想与现实的人及社会紧

密相关,因时因地制其宜,正是中国哲学确立自身之于现代之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抓住这一根本,在
这一框架下,不仅中国哲学能够得以全面理解,而且能够内在地产生面向现实的解释力和行动力.

在中国哲学的观念中,“道”是亘古不变的,所以古人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法.“道”作为人

类社会乃至整个宇宙存在与发展的本原,贯穿于不断变化着的一切事物的现象和过程当中,“显诸

仁,藏诸用”(«周易系辞上»),于动静翕辟之间变幻莫测.这就决定了中国哲学对“道”的认识是从

经验出发,以体贴为主;而对“道”的践行则是从原则上规范,从小事上落实.因此,中国哲学从根本

上说是与现实相亲和的,而不是脱离现实的.就其理论旨趣来说,无论是对道的理论表述还是推动

道的落实,其目的都是要给人们以行动的方向和原则,使整个社会包括其中的个体都能够向着其应

有的好的状态发生改变或恢复到好的状态.因此我们说它从根本上是一种“正”治的思想,即“正其

不正”的思想.一切事物都应该符合其各自的“道”,并在各自“道”上“各行其道”,这才是“正”的状

态.因而我们说,“正”治是中国哲学的理论旨趣和实践立场,“正其不正”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根本动

力.所谓回到中国哲学就是要回到“正”治这一根本立场,根据不断变化的时代要求和新的社会问

题,寻求对“道”的新的理解和阐释,在接续传统“正”治思想的基础上,全面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思想体

系.为此:
第一,要确立“中国特色”的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就在于它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相

关性.这种相关性不仅表现在思想植根和浸润于现实之中,还表现为思想反过来渗透和落实于现实

之中.在人类历史上能够得以延续的思想都不可能是凭空想象或纯粹的理性思辨的结果,而一定是

关照现实的,是为现实服务的.而许多学者却将中国哲学所思考的问题的现实关照性与当代社会所

面临的现实问题裂为两个事物,希望在中国哲学与当代现实之间找到“对接点”,认为这样才能实现

中国哲学的现代言说.这是一种静态审视哲学思想的视角.事实上,哲学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
它应当被看成是一种动态的思考和反思的过程.这种活动是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丰富和发展而不

断丰富其思考和反思的内容的,同时因为思想者所处境地的不同,他所观察和思考的视角、思维方式

以及被他视为原则而存在的原始观念都会不同.沿着这样不同的线索而发展的哲学活动的行进过

程,就成为这种哲学的历史.而我们在分析和评价它所产生的文化价值及其社会指导意义的时候必

须将这些分析和评价置于它本身的行进发展过程当中,不能脱离其历史背景.同样我们如果认可这

种哲学活动对现实的解释力与指导性,并且希望其对现实产生效用,那就需要按照它的特殊视角、思
维方式和原则延续从事这种哲学活动的基本要素,来分析和解决所遇到的具体问题.这就好像是建

立一种思维模式或者说掌握一种思维运作的原理,而需要加工的材料则取决于现实,不同的现实在

这种思维模式或运作原理下可以“自然”地产生不同的适应性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研究中国

哲学就是要研究它思考问题的视角、方式和原则,并在现实生活当中运用这种视角、方式和原则来看

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哲学研究.“中国特色”的哲学研究就是按照中国哲学的固

有概念或范畴、命题等等去理解和分析社会问题与症结,用我们民族自己的语言去解释世界,从而回

归中国哲学的生长语境,恢复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的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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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开辟中国哲学自主发展的路径.每种哲学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路径,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

性,这也是它们成其为自身的依据.思想的世界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类的世界才能丰富多

彩、日臻完善.“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左传昭公二十年»)因此中

国哲学必须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特性.具体来说,就是要坚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脑

子想问题,用自己的方式做研究,用自己的原则治天下.这应该是一种“智能创新式的‘自己讲’,中
国的思想学术自己对‘话题本身’的重新发现,讲述中国哲学、思想、宗教、艺术自己对时代危机的理

解,讲述中国哲学、思想、宗教、学术自己对道的赤诚.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中国的哲学、思想、宗教

和学术”①.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固执己见、画地为牢、固步自封,而是需要借鉴的就应当借鉴,需
要整合的就应当整合,但是借鉴、整合的依据不应当是外来的②,而应当是内在地发展自我,以服务于

中国哲学的目的,即实现社会与人的“正”治的需要,是接续中国哲学应说而未说之话语,而不是邯郸

学步、东施效颦.世界虽然变化万端,但是终究还是那个人与自然共在的世界,国家之间虽然相互交

流融通,但也还是国与国分立,民族与民族并存.中国哲学必须建立起自身不可替代的独立性.那

种假借西方哲学来锤炼及强化中国哲学的思路到最后往往导致的是异己化的改造.不论这种改造

是话语体系上的还是理论构型上的,在一定程度上都给中国哲学的独立研究带来了困扰.因此,张
立文教授提出的“自己讲”“讲自己”的观点应该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这种主张有利于中国哲学在当

代社会坚持独立意识,确立主体价值.只要我们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性的背景下,持有一种兼

容并包的开放态度去面对各种先进思想与理念,那么本身并不孱弱,自身体系也不存在所谓先天不

足的中国哲学何以不能自立门户?
第三,建构以“正”治为核心的学科体系.中国传统思想是以经学为核心构建的,形成了义理和

考据两大体系.这两大块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础,应该在现代中国哲学的学科体系当中予以保留,
当然其学科形态可以进一步优化和细分.但是如果仍然以经学为核心来构建当代的中国哲学学科

体系,又容易使思想禁锢于经典,而难以凸显中国哲学最根本的理论旨趣和实践立场———“正”治.
如前所述,“正”治不仅是一种理论的思考,更体现为实际的行动.“正”治也不仅仅关注政治,还包括

对伦理道德、经济、社会及其人的教育等方方面面.对“正”治理想的追求也是推动中国哲学不断发

展的内生动力.近代中国哲学之所以在与西方哲学的竞争中失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传

统经学的学科体系陷入僵化,造成自我束缚、裹足不前,难以应对时事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清政府采

取文化压制政策,用文字狱禁锢思想,造成学术界义理之学势微,考据之学过盛.这种人为地将思想

实体化、对象化、静止化的思路实际上放弃了中国哲学的“正”治理念,从而削弱了思想发展的动力,
阻碍了思想“正其不正”的社会功能.当思想的发展呈现这种局面时,国势衰败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所以说,在当代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学科体系的重建应当成为一个重点.而重建学科体系则应当

坚持“正”治立场.围绕“正”治,学科建构必然要兼顾基础理论与实践方略两个方面的需要.基础理

论以中国哲学的承续和发展为主,实践方略以现实的问题为导向,道器相迎,本末相参,相互启发,互
为支撑,共同推动“正”治目标的实现,使中国哲学之真精神真正展现出来.

第四,建立立足传统面向现代的学术话语体系.不同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化约的部分,语言就是

其中之一.每个民族的语言对于表达他们的思想都具有先天的贴切性,而每种语言在翻译过程中难

免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失真甚至歧义.比如有学者考察了中国哲学中“物”的概念与西方哲学中的“物
质”概念,发现二者存在诸多重要差异③.因此,以物质与精神两个范畴来简单框范中国哲学的相关

范畴就是不合理的,也难以获得对中国哲学命题与观点的恰当理解.这说明当我们在自己的文化背

３０１回归“正”治: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路向

①

②

③

南金花:«超越合法性危机　重写中国哲学史»,«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比如以某种事功为标准来评价中国哲学的现代性价值,或者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改造中国哲学等等.
李红章:«“物”的本土溯源与外来翻译»,«江汉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７期.



景下言说世界的时候,我们所要表达的“物”的世界与西方哲学语境下的“物质”世界是有差别的,而
对中国哲学语境缺乏了解的西方学者则会按照他们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模式去理解,这样必然产生误

解.所以避免这类误解的最好方式,无疑是保留本土文化自己的言说背景,按照我们的思维模式,从
我们的视角去理解世界和解释世界.只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特的看法和观点,中国哲学研究者才能

够平等地而不是从属性地与西方学者展开对话.而且也只有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进行对话,彼此之

间才会自觉维持基本的尊重,双方都会寻求相通而不是相同,从而也就没有谁是哲学世界的“小学

生”,谁是“大哥大”,谁该统领谁的问题了.这样,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恢复为平等主体的关系.我

们说回归传统学术话语体系,也并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资料提取,而是通过发掘和整理,“涤除玄

鉴”,拨云散雾,还原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范畴与思维要素,并对其解释世界的合法性与可行性加以论

证,在此基础上重建“立足传统、面向现代”的新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也就是说,我们“返本”的目的

不在于“返本”本身,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开新”.因此,开出的这一哲学体系必须既能够最

恰当地代表和承续中国传统思想的精神,也能够用于解释和解决当代社会现实问题,能够与世界哲

学实现沟通.

四、结　语

百多年来,受到矫枉过正的思想转型的冲击,中国哲学逐渐失去了言说自身和自身言说的自主

性,整个话语体系呈现出明显的“杂交”性格.传统的理论思维模式和表述方式,要么被强势的西方

哲学研究体系所改造,要么为主流的理论视角所限定,以至于学界对中国哲学学科自主发展的可能

性缺乏足够信心,对传统思想之于当代社会的建设性意义缺乏合理认识.事实上,中国哲学能否实

现自主发展,能否于当代社会发挥建设性作用,涉及的是中国哲学是否具有面向现实的发展动力问

题.它包括思想传承与经世致用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中国哲学能否建立自己独特的学科发展体系,
能否延续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能否秉持自身的学术精神和品格等;后者是指中国哲学是否

具有现实解释力以及如何解释,是否能够完成由理想到现实、由价值到模式、由观念到行动的转移,
以及如何完成这种转移等.就本文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通过回归“正”治这一理论旨

趣和实践立场来实现.只有坚持中国哲学的“正”治立场,以“道”为依据考察社会现实问题及其治

理,不断“正其不正”,才能不仅秉承中国哲学的理论使命,而且获得思想与时俱进的源源动力.
需要提出的是,“正”治理想并非儒学所独据,而是源于«周易»的中华传统政治理想.因此我们

不能拘泥于儒家思想一途,而要把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按照“正”治框架进行梳理,使中国哲学在全面

的意义上获得发展.在“正”治的治学框架之下,所谓各家观点主张之争,真伪书之辨,甚至所谓经典

与非经典之分也都不再具有先决性,所有传统思想的组成部分只要符合“正”治之道的都具有其价

值,都值得我们融会贯通地纳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使之成为中国哲学当代发展的有机养料.同样,
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既要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也要有批判精神.对于不同的学术派别,要营造

有利于对话和争鸣的氛围,打破学科壁垒,群策群力,共谋天下之“正”治.这才是在当代承续和发展

中国哲学的正途.

[责任编辑　曹　峰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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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观视阈下的
“中华民族”百年学术建构史

宋 培 军

摘　要:梳理马克思、恩格斯散见于其德文、英文著作中的“民族”字眼,可以发现其民族观揭示了古代

民族、现代民族两条形成路线,都经历了“部族”阶段,并且分别以建立古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为各自

发展的高级形态.这就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强调“现代”这一时代定位有了出入,从而为拓展其适用性提

供了可能.无论是梁启超１９０５年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国家主义创造,还是顾颉刚１９３９年对“中华民族是

一个”的理论论证,很多论述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观暗合.费孝通１９３９年运用“族团”(ethnicunion)概

念与顾颉刚进行商榷,难说构成民族对等意义上的学术对话,其１９８８年后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

阐发,则更多是对斯大林民族定义中国化实践智慧的总结,但其核心概念“民族集团”的使用比较随意,也

缺乏定性分析,这都源于其始终没有认识到乃师史禄国英文写作中运用的ethnos实际上是希腊语εөνοs
的拉丁转写.“中华民族”在梁启超、顾颉刚看来就是属于文化族类而非种族、氏族、部族的“汉族”或“汉

人”.只有以马克思民族观为基本规范,才能解决政治学、民族史学科分割带来的认识局限问题,从历史的

镜像看到清末民初民族关系结构变革的历史真相,进而建立“一族多线”的中华民族国家观.

关键词:马克思;斯大林;民族;民族集团;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０．０３．１１

费孝通１９８８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特纳讲座”的演讲«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① ,于«北京大学

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４期刊出.在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提出、刊发３０周年之际,“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表述写入宪法被解读为“中华民族”入宪② ,由此人民、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民

族国家建构,在新时代的古老中国大地上呈现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位一体的崭

新面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政法学者基于自身学科提出,是否可以超越人类学,也就是从政

治学的角度对费孝通与顾颉刚之间长逾半个世纪的学术公案加以重新审视与评估.在马克思看来,

nations、natio分别是部落(复数形式)、部落联盟,只是基于日耳曼人这一名称成了“不是一个部落

(gentis),而是全民族的(nationis)名称”③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类似于华、夷的二元区隔在古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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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１１卷,北京: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８１ ４１９页.

②　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词句的«义勇军进行曲»,晚至２００４年才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的宪

法修正案中被首次正式定为国歌,赋予与国旗、国徽同样的宪法地位,２０１８年宪法修正案完成了“中华民族”概念的宪法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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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５６７页.



是用拉丁文以gens/gentis、natio/nationes这样的单复数形式表达①.只有把gens、natio从华夷二元

族类的意义上分别界定为氏族(宗族)、部族,才基本符合马克思的民族观,也才具有东西方普适性.
如果对这些概念没有一个基本认知,单纯的学科角度转换未必能够解决学术建构本身的问题.

费孝通与顾颉刚的学术公案起源于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３日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９期发

表«中华民族是一个»②.见到此文,费孝通致信顾表示异议,该信于该报５月１日刊出,题为«关于民

族问题的讨论»③.其后,顾颉刚连写两信答复,分别是第２０期(１９３９年５月８日)刊出的«续论“中
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④、第２３期(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９日)刊出的«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
费孝通先生(续)»⑤.据«顾颉刚日记»,顾颉刚５月２７日向报社交稿后,曾访费孝通,但未记两人是

否曾就这一问题进行面谈⑥,其后两人也未就这一话题继续书面探讨.在５月８日«续论“中华民族

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中,顾颉刚自言其学术旨趣:“我研究古史的结果,确知黄帝传说是后起的,
把许多国君的祖先拉到黄帝的系统下更是秦汉间人所伪造,于是我断然地说,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

起来的,他不是一个民族.但是九一八的炮声响了,伪满洲国在伪‘民族自决’的口号下成立了,我才

觉得这‘民族’不该乱用,开始慎重起来.”⑦对此学术自白,在１９９３年顾颉刚百岁纪念会上,费孝通倾

向于把它归结为纯粹的政治立场:“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基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

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膺胸,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

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⑧顾颉刚于１９８０年去世,自然无法看到费孝通１９８８年的新作,
也自然无法回应其原因剖析.一次历史学与民族学的中华民族对话,似乎既失之交臂于前,也随着

费孝通２００５年去世告一段落于后.
不过,随着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一书的出版,可以看

出,当时的大讨论是相当广泛的,不仅涉及今天学者们关注的拉丁词gen、natio的理解问题(例如当

时的学者主张后者汉译“生长地”,意思是乡邦国家即nation的生长地,西塞罗、凯撒的拉丁著作都是

这一用法⑨),而且余波延及１９４０年,比如翦伯赞在仅仅见到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

通先生(续)»一文的闭塞条件下,发表«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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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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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凤阳、罗宇维、于京东:«民族主义之前的“民族”:一项基于西方情境的概念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７期.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原载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３日«益世报边疆周刊»第９期,略改后又刊于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０日«西北通

讯»第１期),«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９８ １０６页.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原载１９３９年２
月１３日«益世报边疆周刊»第９期),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第３４ ４３页.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原载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３日«益世报边疆周刊»第９期,１９４７年又发表于«西北通

讯»第１期),刘梦溪主编,顾潮等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７７３ ７８５页(感谢娄桂

品惠示此书).三书收录之文都为１９４７年略改稿,而不是１９３９年原稿.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原载１９３９年５月１日«益世报边疆周刊»第１９期),«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３ １４０页.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原载１９３９年５月８日«益世报边疆周刊»第２０期),马戎:«“中华民族

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７３ ８３页.该信主体部分基本是顾颉刚以下两文的合写:«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

族”是一个»(原载１９３９年５月１０日«益世报边疆周刊»第２０期,又载１９４７年４月１０日«西北通讯»第２期),«顾颉刚全集宝树

园文存»卷四,第１０９ １１６页;«再论“本部”和“五族”两个名词»(原载１９３９年５月１０日«益世报边疆周刊»第２０期),«顾颉刚全集

宝树园文存»卷四,第１１７ １２２页.按,«益世报边疆周刊»第２０期实际出版日期为１９３９年５月８日,«全集»标注有误.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原载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９日«益世报边疆周刊»第２３期),马戎:«“中华

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９２ １０１页;«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原载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９日«益
世报边疆周刊»第２３期),«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１２３ １３２页.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４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２００７年,第２３４页.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７６

页.
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费孝通文集»第１３卷,第２９ ３０页.
方豪:«名词的讨论———关于“国家,民族,华北,华南”等»(原载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２日«益世报边疆周刊»第２２期),马戎:«“中

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８８页.



以后»对顾颉刚提出批评①,提出秦朝不是“民族的国家”,而是“部族的国家”.与“部族的国家”概念

大致相当,顾颉刚１９３７年提出夏商周是种族而非王朝,直至其«“夏”和“中国”———祖国古代的称号»
一文,虽然认可了夏朝、夏国是最早的朝代,但仍然未超出夏商周乃“种族国家”的基本认定②.不仅

如此,大讨论之后,顾颉刚尽管对大讨论期间的三篇文章仍有不断修改甚至以不同题目重新刊发,但
很多修改细节仍未能公开呈现,«顾颉刚全集»的出版则解决了这一问题.伴随着«六上瑶山»对«花
篮瑶社会组织»的重新出版,尤其是«费孝通文集»«费孝通全集»的陆续出版,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８８年半个

世纪间费孝通的基本认知脉络,得以更加完整的呈现,由此这一公案也就有了水落石出的可能.
自从中国近代大门开启后,社会形态线性序列的进化史观就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与多民族国

家复线发展的衔接问题也就日益凸显出来.具体来说就是,其一,“民族”概念被梁启超从日本引进

后,中国学人要解决民族史、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如何与中国古代的“族类”概念相互对应的

问题,１９４４年顾颉刚开始有意识地把梁启超以来所说的民族、包括自己１９３９年因为回避民族字眼而

导致的归类缺失都作了新的认定,比如“百濮等等族类”、“南方部族”、意指满蒙回藏苗的“种族”概
念、意指蒙回藏盟旗部落组织的“部族”概念,由此“族类”概念成为可以涵盖广泛的一般概念,到１９４７
年完成了中西民族观念的学术对接③;其二,斯大林“民族”定义被引进后,要进一步解决如何与西欧

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相互对应的问题,１９３９年«抗日战士政治课本»明确说“中华民族是代表中

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④,同年毛泽东则把“多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并置为基本国情乃至建国目

标⑤,突破了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的学术区隔.
本文梳理马克思、恩格斯散见于其德文、英文著作中的民族思想,提炼概括出马克思恩格斯民族

观(二人观点高度统一,下文一般简称“马克思民族观”).通过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比较,揭示马克

思、斯大林在民族概念使用上的异同,在马克思民族观的视阈下澄清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斯大林民族

理论、东方多民族国家理论的内在理路,进而从要素论的角度透视以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为代表

的三代学人所建构的中华民族理论的继承关系、根本突破及其遗留问题.

一、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观揭示了古代、现代两条路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六卷说明»认为“奥地利境内各斯拉夫民族在恩格斯写作这

些文章之后的百年来的发展,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些民族的生命力和坚强性,他们已经争得了自由

和独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且胜利地建设着社会主义社会”,但恩格斯“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命运却

作出了某些错误的论断”⑥.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１９５５年开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俄文第二版之后所作的这一说明无疑打上了时代的深刻烙印.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的今

天,对恩格斯民族思想的这一认识实有重新反思的必要.与苏联、东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民

族国家实践在建党、建军方面全面效法苏联,但在建国方面却能够摒弃早期的联邦制设想,而选择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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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重庆«中苏文化»第６卷第１期,１９４０年４月５
日),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

顾颉刚、王树民«“夏”和“中国”———祖国古代的称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１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认同

«说文解字»“夏,中国之人”的说法,也未否定章太炎«中华民国解»夏、诸夏、华夏为族名的见解,并且指出“到战国时,由于民族融合,
原来‘诸夏’和‘夷狄’的对立逐渐消除,因而‘诸夏’‘华夏’等名号就很少再用”.可见,民族学界一般把汉族(历史文献中其实称“汉
人”)的前身称为“华夏民族”或“华夏族”,最起码缺乏战国文献依据(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１０年,第６４３、６４７、６４９、６５０页).
顾颉刚:«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３页.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１９２１．７ １９４９．９)»,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８０８页.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９．１２),«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２２、６２３页.第一章第一

节指出“中国是一个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第二节第一句就说“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但是“自周

秦以来”,就处于封建制度之下,并且“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１８４９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第六卷说明»第XIX XX页.



加符合历史传统的单一制,这无疑也需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观这一理论源头获得说明.
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思想,笔者在«马克思的游牧民族思想及其对中国边疆学建构的意义»①

作了初步梳理,现在看来,实有进一步申论的必要.１９６３年林耀华发表«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

译名的问题»,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四个德文用词 Volk、Völkerschaft、Nationalität、Nation,依次对

应列宁、斯大林的四个俄文用词народ、народность、национадьность、нация②,这一厘清即使到了２０１７
年杨须爱发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概念及其语境考辨———兼论“民族”概念的汉译及中国

化»,列举了更多含有“民族”一词的语句,也没有根本突破③.两文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三个英文

用词people、nationality、nation分别与 Volk、Nationalität、Nation对应,不仅对于以英文三词对德

文、俄文四词的不对等问题没有加以说明,而且显然并未核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德译英用词.
以两文同样列举的«共产党宣言»来说,即可说明,单纯查对德文原著,未能与恩格斯的英文校译

对应,难以作出基于文本本身的解读,即使如林耀华那样注意到苏联英文本用词④,也难以说明其文

本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在１８４８年德文原著中谈到冲垮古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蛮族的“民族大迁徙

(Völkernwanderungen)”,谈到在资本主义时代“农民的民族(Bauernvölker)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Bourgeoisvölkern)”,而后者应该就是他们所说的“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

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Nation)”⑤,在恩格斯校订的１８８８年英文版中,德文 Völker、

Nation都译为英文nation(区分单复数)⑥,可见,英文nation比德文 Nation含义要广,不仅包含民族

国家意义上的族类群体(政府本身内在其中),还包含民族国家之前的各种族类群体.恩格斯在１８４９
年写作的德文著作«匈牙利的斗争»中,Nation则指部落(Stämme).无论恩格斯所说“顽固的小民族

(KleinenNationen)”,还是黑格尔所说“被历史的进程无情地蹂躏了的民族(Nation)的残余”,都是

“弱小民族(Stämme)”⑦,恩格斯的德文用词此时似乎尚未如后来他的英文用词那样在nationality与

nation之间进行明确区分.也正是以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民族大迁徙为界,前后分别是 Nation
的古代路线和现代路线:前者是从“民族”(Völkerschaften或 Völkchen,曾译“部族”)到“民族”(NaＧ
tion),后者是从“现代的民族(modernenNationalitäten)”到“现代民族(modernenNationen)”.

先说“古代民族”(Nation)路线.
马克思指出:“氏族制度下,只有当联合在同一个管理机关下的各部落联合为统一的人民时,民

族(nation)方才产生.”⑧秉承这一思想,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指出,荷马时代“希腊的

各部落大多数已经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kelaineVölkerschaften]”,“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

持着他们的独立性”,“在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制内部产生了贵族分子”,“各个小民族[Völkchen],为
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为了掠夺战利品,进行着不断的战争;以俘虏充作奴隶,已成为公认的制度”⑨.
阿提卡各部落经由民族(Völkerschaften或 Völkchen,一度译为“部族”)“融合为单一的民族

[Volk]”,而“雅典普遍适用的民族法[Volksrecht]”则是“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此时外部落人、
外邦人作为“本民族的同胞(Volksgenossen)”尚未成为雅典公民,而希腊人属于“起源于同一部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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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培军:«马克思的游牧民族思想及其对中国边疆学建构的意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６３年第２期.
杨须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概念及其语境考辨———兼论“民族”概念的汉译及中国化»,«民族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６３年第２期.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５ ６页(１８４８年２月德文第一版),第２９ ３０页.

MarxEngels,ManifestooftheCommunistParty (London,１８８８),１１,２１．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１８４９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６卷,第２０２、２０１页.KarlMarxFriedrichEngelsWerke,

Band６,DietzverlagBerlin,１９７２,S．１７２,１７６．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４２６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１８９１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０２ １０３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陈仲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第１００页.



民族(Völker)”①.可见,“民族[Volk]”其实是马克思所说“人民”.
雅典、罗马城邦(雅典国家、罗马国家),也即古希腊的“英雄时代”、古罗马的“王政时代”,具有国

家(Staat)、民族(Nation)、人民(Volk)三位一体的特点,Nation在古代农耕民族中已经出现,并非仅

是现代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能直接对译斯大林已经包含现代内涵在内的民族概念.恩格

斯指出罗马帝国内“新民族(Nationen)的要素”到处具备,但是“新出炉的罗马身分”并不表现“民族

性(Nationalität)”.所谓“新罗马人”不是一个“民族(Nation)”,即使“一切民族差别都消失了,高卢

人、伊比利亚人、利古利亚人、诺里克人都不复存在,他们都变成罗马人了”.恩格斯专门指出:“商业

和工业向来不是统治着各民族(völker)的罗马人的事业商业所得到所保持的东西仅在帝国

东部的希腊部分才有.”显然,他并不认为西罗马帝国下的希腊人已经构成一个 Nation,更不认为整

个古罗马帝国的人构成一个 Nation,各民族(völker)与帝国的结合不能构成三位一体的存在.西罗

马帝国灭亡后中世纪４００年间留下的“一个重大的成果”才是“modernenNationalität”,正是雅利安

族系(Stamm)的德意志人“造成新的国家,培养出新的民族(neueNationalitäten)”②.
马克思把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中出现的拉丁词“nationes”、“natio”分别界定为部落(复数形

式)、部落联盟,认为苏维汇人分为“一些有比较近的亲属关系的部落,或者就是部落”③.相对于马克

思,恩格斯对苏维汇人所处的历史阶段有更加明确的界定,与荷马时代的古希腊人一样属于部族

(Völkerschaften).恩格斯谈到凯撒时代实行共同耕作的“一大部分德意志人,即苏维汇民族(SuevＧ
envolk)”④,谈到苏维汇人和马可曼尼人属于不同的民族(Völkerschaften),谈到凯撒描述的苏维汇

人的区间联盟兵制⑤(每区每年派千人当兵、百区合兵十万⑥,就此而言,已经超出部落联盟,进入到

部落区间联合阶段),谈到凯撒之后不久斯特里斯本指出“所有这些‹德意志›民族(Völkerschaften)
的共同的地方”在于生活方式简单即办游牧半农耕便于迁移⑦,可见凯撒时代的苏维汇人处于“民族

(Völkerschaften)”⑧的历史阶段.蛮族大迁徙之后,“民族(Volk)就成为一种许多狭小农村公社的

联盟”⑨,但是有碍于这一“地域局限性”,它尚未完成“向民族(Nation)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由

此揭示了古代民族的演进路线:部落(Stamm 或nationes)———部落联盟(natio)———部落联合或部族

(Völkerschaften或 Völkchen)———民族(Nation).
再说“现代民族”(modernenNationen)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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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１８９１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１０８、９７页.KarlMarx/FriedrichEngels
Werke,Band２１,DietzVerlagBerlin,１９７２,S．１０７,９８．

以上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１８９１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１０７、１１８、１４８、１４９、１５５ １５６页.

KarlMarxFriedrichEngelsWerke,Band２１,DietzverlagBerlin,１９７２,S．１０７,１１７,１４２ １４３,１４９ １５０．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５卷,第５６７页.
恩格斯:«马尔克»(１８８２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５６９页.Karl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Band１９,DietzVerlagBerlin,１９８５,S．３１８．
恩格斯:«法兰克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５８页.
恩格斯:«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０２页.
恩格斯:«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２０３页.KarlMarx/FriedrichEngelsWerke,Band

１９,DietzVerlagBerlin,１９７２,S．４３０,４３３．
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６３年第２期,第１８５页提到恩格斯«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

言»(１８８１ １８８２年),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７ ８、５６、６２页三处这一用法.笔者查对原著,发现四处:Karl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Band１９,DietzVerlagBerlin,１９７２,S．４３０,４３３,４６３,４６７．

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６３年第２期,第１８０页提到恩格斯«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
(１８８１ １８８２年),第７０ ７１页这一用法.恩格斯«法兰克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２５８页)译为:“民族(Volk)就融化

在小的农村公社的联盟之中由于民族[Volk]是由这类清一色的小公社组成的,因而剥削它们的国家政权,便成为民族[NaＧ
tion]继续生存的条件了.”KarlMarx/FriedrichEngelsWerke,Band１９,DietzVerlagBerlin,１９７２,S．４７５,显示[Volk]原文写作

Volks,Nation在第４７４页被恩格斯限定为deutschenNation即德意志民族这一现代民族层级使用.
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张一兵审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９２、２６４页.



马克思明确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moderneBürgerlicheGesellschaft)”“产生于１８世

纪”①,这里所谓“资产阶级社会”其实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说“市民社会”,“它对外作为民族

(Nationalität)希望得到认可”②,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就是现代产物,市民社会只有以“现
代”修饰才表示这一现代含义,一如民族(Nation)与现代民族(modernenNation)的区分.

恩格斯明确说南方斯拉夫运动的领导者们的“民族(Nationen)平等”口号是胡说③.恩格斯之所以这

么说,在于这些领导人是误把nationality当作 Nationen了,后者才有民族自决、独立建国的能力.

１８６６年恩格斯的英文著作显示,在批判由俄国发明而为路易波拿巴所宣扬的所谓“民族原则”时,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民族(nationality)概念的:“每一个民族(nationality)都应当是自己的命运的

主宰;任何一个民族(nationality)的每一个单独部分都应当被允许与自己的伟大祖国合并”④.
恩格斯明确揭示了现代民族的演进路线:部落———部落联盟———Nationalitäten———Nation.他

把语族作为中世纪以来从“现代的民族(modernenNationalitäten)”向“民族(Nation)发展”进而建立

民族国家(NationaleStaaten)的一定基础,苏格兰和法国的克尔特都只被看做前一种民族而不是后

一种民族⑤,从而呈现了从“现代的民族(Nationalitäten)”向“民族(Nation)发展”这一现代民族国家

(NationaleStaaten)的发展轨迹.对这一发展轨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得更为明确:“从１５
世纪下半叶开始”,“王权依靠市民打败封建贵族”,建立了“以民族[Nationalität]为基础的君主国”,
现代民族(modernenNationen)“就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⑥.苏格兰的盖尔人和法国的布列塔

尼人作 为 斯 图 亚 特 王 朝、波 旁 王 朝 的 支 柱⑦,正 是 英 文 nationality、德 文 Nationalität.可 见,

Nationalität本身已经不是封建中世纪而是近代(１５００ １８００年)的事物了.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割据的消灭和民族市场的

形成,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一度译为‘部族’⑧,王鹏林主张恢复⑨)就发展为民族(нация)”,народность
作为部落之后出现的部族,即使到了查理曼帝国的封建统治阶段,也没有发展成专制君主之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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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１８４９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第２９２
页.KarlMarxFriedrichEngelsWerke,Band６,DietzverlagBerlin,１９７２,S．２４４,２４５．

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１４６、３１８页.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１８４９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６卷,第２０２、２０１页.KarlMarxFriedrichEngelsWerke,

Band６,DietzverlagBerlin,１９７２,S．１７３．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１８６６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第１７５页.

KarlMarxFriedrichEngelsGesamtausgabe(MEGA),I/２０,AkademieVerlag,２００３,S．１９４,１９８ １９９．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１８８４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下

册,北京: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８１９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第４５１ ４５２页.KarlMarx
FriedrichEngelsWerke,Band２１,DietzverlagBerlin,１９７２,S．３９５ ３９６．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１８６６年)显示了恩

格斯本人的英文用词与俄文翻译的对应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６卷,第１７１、１７５页).KarlMarxFriedrichEngelsGesaＧ
mtausgabe(MEGA),I/２０,AkademieVerlag,２００３,S．１９４,１９８ １９９．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６１页.KarlMarxFriedrichEngels
Werke,Band２０,DietzverlagBerlin,１９７２,S．３１１ ３１２．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１８４９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６卷,第２０２ ２０３页.KarlMarxFriedrichEngelsWerke,

Band６,DietzverlagBerlin,１９７２,S．１７２．
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６３年第２期,第１８７页.说明引自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

语言学问题»,李立三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第１０页.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册,北京:人
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第５０７页.

王鹏林:«斯大林民族学著作中的народность中文译法考辨»,«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３年第５期.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１９５０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第４４０页.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文集(１９３４ １９５２年)»,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５５３页)译者

指出:“斯大林在本文中把народности一词用来专指出生于部落之后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人们共同体,把нация一词用来专指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这个时期以后的人们共同体.”这一译者说明实际上排除了古代三位一体的民族(Nation)可以成立这一马克思

的界定.



национадьность.在列宁看来,民族自决的主体不是народы和нация,而是национадьность,对此林

耀华只是列举出这一用词现象但是并未说明其原因①.也许正是基于列宁的这一认识,苏联民族院

得以命名,按照斯大林的设想,作为苏联两院制之一的民族院要由各民族(национадьность)、各部族

(народи)、各部落②的代表组成.在西欧,民族、国家两者大致同时产生,与“民族(национадьныǔ,是

нация的形容词③,与之不同,национадьные是национадьность的形容词④)国家”产生的这一路径不

同,斯大林把东欧的国家形式界定为国家先于民族产生的“多民族的国家”,指出:“当西欧各民族发

展成国家的时候,东欧却形成了多民族的国家,即由几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奥匈帝国和俄国就是这

样的国家.”⑤其中“多民族的国家”之“民族”用词是национадьности,与 Nationalitäten一致.由此可

见,национадьности包括народы与нация两者,是从空间的并存维度说的,不是说两者之间并不存

在历史的演进关系⑥.也就是说,无论是народы、народность(俄国本土词),还是национадьность(法
语借用词⑦),都可以被译为有别于部落、民族的“部族”字眼,三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由上可知,德文 modernenNationen＝俄文нация＝英文nation,也就是说,德文必须以标志时代

的“现代”限定,而英文、俄文“现代”已经内涵其中.无论是古代民族的演进路线:部落(Stamm)———
部落联盟(natio)———部落联合或部族(Völkerschaften或 Völkchen)———民族(Nation),还是现代民

族的演进路线:部落———部落联盟———部落联合或部族(modernenNationalitäten)———现代民族

(modernenNation),都体现为民族学研究对象的五形态演进: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

族———民族.
西欧游牧部族的大迁徙极大地冲击了农业民族,造成古代民族、现代民族的中世纪中断.与此

不同,东方中国保持了延续性,这种独特性,马克思、恩格斯并未给予说明.在笔者看来,马克思、恩
格斯的民族观涵盖了古代、现代两个时段,可以更为合理地透视“中华民族”的百年学术建构史.在

西欧,古代民族,例如雅典人,中断了,无法接续中世纪以后游牧起源的现代民族;但在东方中国,汉
人这个核心并未因为游牧部族的冲击而中断,更多具有统一多民族国家特点的多元一体中华民族,
正体现了这两条脉络的结合.

二、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观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异同

１９１３年,列宁写作«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使用了“现代民族”(совреmеннаянация)这一名

词⑧.在列宁授意下,斯大林于同年写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其中提出了著名的“民族”定义,
即以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四要素”界定民族(нация),还特别说明:民族(нация)作为资本主义上升

时代的历史范畴,而部落作为民族学(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й)⑨范畴,两者不能混淆. 可见,斯大林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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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６３年第２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４３页.
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６３年第２期.
杨须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概念及其语境考辨———兼论“民族”概念的汉译及中国化»,«民族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２卷,北京:民族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第３０１页.
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６３年第２期.
该词由法国大革命用词转借而来,源自拉丁文 Natio(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６３年

第２期,第１８１、１８４页).
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６３年第２期.
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６３年第２期)谈到斯大林该文“民族学”的俄文写法.郝时远

«前苏联 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民族”(этнос)(上)»(«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论及汤正方于１９８０年代初提出,俄文этнос
翻译为中文的“族体”,苏联的民族学(Этнография和Этнология)翻译为“族类学”或“族体学”.郝时远承认前者,但是坚持认为“无论

是苏联民族学还是中国民族学,其研究的对象既非种族也非那些属于非稳定的、暂时性的群体,而是形成民族的那些历史共同体,所
以作为学科名称译为‘民族学’是适宜的”.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１９１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第３２、３３页.



族学概念并非以他界定的“民族”为词根,当另有词源(后文通过对费孝通认为难以翻译的乃师概念

考订,应为希腊文).而这一时代限定则保持了与恩格斯“现代民族(modernenNationen)”范畴的一

致性,不过后来却在不知不觉中淡化了这一时代限定,出于政治考虑把游牧部族也纳入其中,而且民

族概念在实践上局限于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命名民族,没有联邦层级的概念,由此出现了在理

论上无法与恩格斯“现代民族(modernenNationen)”对等的困境.
第一,民族的时代错位.对于俄国的游牧部落,斯大林把它们界定为“部族”,并且作为一种民族

类型看待.无论是“保存着游牧经济和父权制氏族生活方式”①的吉尔吉斯人,还是“同西藏和中国接

壤的卡尔梅克人”这样的“东部边疆地区”的各个部族(народности),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基于“东部边

疆地区”的这些部族“对于革命是极其重要的”,其重要性甚至被认为超过乌克兰②,这样在无形之中,
革命放大、提高了一部分边疆部族的既有地位———从“部族”提升为“民族”.这一提升,在政治正确

成为主导思潮的后现代的欧美国家比较普遍.
第二,斯大林的四要素论其实是五要素论,国家组织要素不可或缺.对在民族定义四要素中是

否可以加入“民族国家”要素,斯大林１９２９年曾有一个否定性答复.针对“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后就

不再是民族了,所以应该在民族定义的四要素中增加第五个要素”(即“具有自己单独的民族国家”,
否则“就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的观点,斯大林指出,这一观点存在逻辑问题:乌克兰人在沙俄统

治下不是民族,乌克兰人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后成为民族,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加入苏联后乌克兰

人又不再是民族.显然,在斯大林看来,被沙俄帝国吞并的异民族,比如乌克兰,虽然没有自己的独

立国家,但仍然是一个民族(нация).类似的还有鞑靼、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③.这些民族(нация)
之所以成为民族,在于它们是“资产阶级民族”,只是由于它们不够强大而被沙俄帝国征服和吞并统

一在一个大帝国中,而它们的“共同语言”是各自“民众的口头语言,而不是官场的文牍语言”④.
按照斯大林的四要素定义,即使排除了“单独的民族国家”(政治独立)作为第五要素,也难说可

以排除民族组织性即民族国家组织本身———«共产党宣言»所谓“政府”———作为第五要素.斯大林

民族定义的逻辑悖论恰恰在于,他反对把“单独的民族国家”作为第五要素,但是又承认沙皇俄国资

产阶级民族“国家制度的萌芽”⑤乃至“政治上最为发展的德意志人”、“最能适应国家组织性的”马扎

尔人、“强大而有组织的(俄罗斯)贵族军事官僚”⑥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组织性要素,而在作为民族国家

典范的英、法、德三国更是不能排除此组织要素.
从马克思民族观来看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民族实践不难发现,斯大林民族定义排除了国家独立

作为要素,但是并不意味着排除国家组织作为要素,苏联实际上成了众多单一民族国家的孵化器.
这显然是费孝通１９３９年以苏联、瑶族为例,强调“‘民族’单位”“族团”———１９８８年使用的“民族集团”
概念也是民族的次级概念⑦———之于民族的基层建构意义所无法解释的,也难以揭示梁启超、顾颉刚

以英国为例阐发一个中华国民、一个中华民族这类命题的合理内核.无论是梁启超对“民族”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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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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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１９２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第１７６页.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摘录)»(１９２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第２５５页.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１９２９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第３９３ ３９４页.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６２页.
斯大林:«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１９２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第１７６页.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１９１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第３４页.
与１９３９年把“族团”作为内婚制“民族单位”不同,在刊发于«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９ 年第４期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另参见«费孝通文集»第１１卷,北京: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９年)一文中,费孝通似乎倾向于至少在上下两级意义上区分“民族”(族团、民
族集团)、“民族集团”,都是描述性概念,难以定性分析,“华夏族团”应该就是民族史学界一般所谓“华夏族”.例如,«费孝通文集»第

１１卷第３８１、３８６页指出,民族集团是两个层次的概念,既是华夏族的次级单位,也是华夏族本身;第３８９、４０３页所说“华夏族团”应该

是后一层级的概念,东夷“包含着不同的族团”,作为东夷一部分的商人和作为西羌一部分的周人融合而成华夏族团;第４１６页指出

５６个民族都有次级的“民族集团”.



引进、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合成,还是顾颉刚、费孝通对中华民族“理论”的有意识建构,都有学理本

源,只有回到基本要素的层级,才能厘清“民族”概念的界定难题.

三、“中华民族”百年学术建构史再检视

以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的学术建构为线索,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在马克思民族观的视

阈下,把三位学人基于不同学术渊源———依次是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美国民族学家柏哲士“居住

在同一地域的同种的人群”①、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的民族概念作要素还原处理,具体展现他们

对“中华民族”建构的切实推进所在,尚缺乏探讨.
在顾颉刚看来,欧美学者有旧的、新的两种民族学说,旧的民族学说强调血统,新的民族学说强

调意识,孙中山依据前者形成民族五要素说(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顾颉刚依据后者对

孙中山的国族思想———大民族主义提出学理解释,尤其是高度认同孙中山对此的原因说明———“中
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并提供了历史学论证.１９４０年,翦伯赞恪守斯大林

的民族定义,认为孙中山时代中华民族才形成,显然与孙中山自己的认识不同,却认为顾颉刚反对孙

中山的五要素论②,这里的逻辑悖论即在于对民族的要素以及各要素的重要程度存在分歧.现在没

有资料显示顾颉刚看到过翦伯赞此文,仅就顾颉刚在论辩之后的论文重新修改来看,对于他所依据

的欧美学者关于民族要素新解释的整段话,他作了较大删改,删除了“一种新的民族学说已经取代了

旧的民族学说”的说法,并且隐去了杜尔凯姆等新民族学说代表学者的名字,却保留了他关于柏哲士

民族二要素(地域、同种)的论述文字③,最起码显示他对此种民族观的批评是有限度的.翦伯赞认为

顾颉刚“把‘国家的组织’作为造成民族的因素之一”“非常可笑”,进而根据斯大林四要素的时代前提

指出,顾颉刚所说中华民族形成于秦汉不能成立,秦统一后仍是“部族的国家”,不是“民族的国家”,
“秦代虽然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其他的种族只能说是当作被征服的种族,甚
至说是氏族放在秦代的统治之下”④.翦伯赞把国家划分为古代国家(古代希腊罗马的国家)、封建国

家、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三种类型,否认民族在古希腊城邦比如雅典的存在,显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对

此的肯定论述.与翦伯赞恪守斯大林民族定义不同,１９５４年范文澜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认
为“产生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国资产阶级”软弱,“不可能形成资产阶级的民族”⑤,从历史学角度打破

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时代限定.
就中国而言,斯大林的нации是否就是nation? 在鸦片战争开启近代之后的清末,这一问题通

过梁启超把nation译为“民族”并且创造了“中华民族”这一合成词而获得了第一次的学术解决.

１９３９年通过“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获得了第二次的学术解决.新中国建立之初,开始进行民族

识别(identificationofnationality⑥)工作,最终认定为５６个民族.与之一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作

为主管少数民族事务的机关,其对“民族”字眼的翻译对应的也是“nationality”而非“nation”.１９５３
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讨论«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重要经验总结»时强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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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

９３页;«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１２４页.
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重庆«中苏文化»第６卷第１期,１９４０年４月５

日),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５５页.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

９３ ９５页;«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１２４ １２６页.
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

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１４５页.
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成因»,«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３期.
肖家成编:«英汉汉英民族学术语»,北京: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００页.



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①政治与科学分开,意思

是很明确的,由此开启了第三次的学术解决.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汉译的难度,为解决这一问题造成了一定障碍.在１９６０年代把народность

汉译“部族”取消之后,进一步增加了不能准确对应的问题,鉴于有学者主张改译“族体”流行不广,而
且容易理解为“族类共同体”这一一般概念,为了与中国近代既有学术传承衔接,恢复原译恐怕更好.
在此笔者主张把 Volk、Völkerschaft、Nationalität、Nation四个词分别译为人民(强调人群或族群意

义,可以简称“人”)、原始部族(由部落联合而成)、现代部族(打破封建贵族割据而成的君主制基础)、
民族(强调民族整体或凝聚核心的意义).根据这一标准,可以形成如下五点基本认识.

(一)对英国民族的认知,与恩格斯比较,梁启超、顾颉刚的认识都有合理内核.
恩格斯把苏格兰高地的盖尔人(theHighlandGaels)和威尔士人都称为nationality,而不是像英

格兰人那样称为nation,尽管把三者都称为peoples②.这就意味着,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是由一个民族三个nationality组成的民族国家,属于“一民族配多部族”的模式.
梁启超１９２３年«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开始就把条顿种族与斯拉夫种族并提,前者分为英、

德等民族,后者分为俄、塞等民族③.这里采取的是区分种族与民族的论述角度,但是从分类学中西

对应的角度看④,梁启超所谓“斯拉夫种族”在恩格斯看来只是“斯拉夫民族(peoples)”,“俄国民族

(people)”的汉译名目下说的其实应是“俄国人民”⑤.梁启超所举“民族化合之例”,一个是“合中华

民族、苗族、羌族、匈奴、东胡乃至其他诸异族而成”的“中华国民”,另一个是“合那曼族、撒克逊族、盎
格鲁族而成”的英格兰人⑥.顾颉刚也认为“英人乃是塞尔特、罗氏(马)、盎格罗、萨克森、究特、丹麦

人、脑曼人以及其他小种族相混合的子孙”⑦,盎格罗、萨克森、脑曼人就是梁启超列举的三种,现在通

译盎格鲁、萨克逊、诺曼人.之所以说顾颉刚与恩格斯一致即在于塞尔特(Celtic)现译克尔特,属于

恩格斯所说盖尔人,是nationality.
相对于“最适当的中华民族之名”,１９３９年顾颉刚主张“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的称呼”⑧.

１９３９年５月８日«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把“部族”置于“中华民族”之下,提出了一

个民族配几个部族(蒙、藏、缠回)的结构论.他指出:“汉人的文化虽有一个传统,却也是无数文化体

质的杂糅,他们为了具有团结的情绪和共同的意识,就成了拆不开的团体了.再想蒙、藏、缠回,知道

他们都是部族.汉人体质中已有了许多蒙、藏、缠回的血液,现在的蒙、藏、缠回则是同化未尽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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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民族论»,«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１８６６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６卷,第１７５页.KarlMarxFriedrichEngels

Gesamtausgabe(MEGA),I/２０,AkademieVerlag,２００３,S．１９９．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１９２３年),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５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２１１页.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１８６６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６卷,第１７１页)显示了恩格斯本人的英文用词

people、nationality、nation以及德文用词 Volk、Nationalität、Nation与俄文翻译народ、нациoнадьность、нация的对应关系.第１７５
１７６页指出:“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ies).苏格兰山区的克尔特人和威尔士人,按其民

族(nationality)来说,无疑地有别于英格兰人,然而,谁也不把这些早已消失了的民族(peoples)的残余叫做民族,同样,谁也不会把法

国布列塔尼的克尔特居民叫做民族.此外,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nationalities)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
而这种情况最终会带来不小的好处:政治上形成的不同的民族往往包含有某些异族成分,这些异族成分同它们的邻人建立联

系,使过于单一的民族性格具有多样性.”KarlMarxFriedrichEngelsGesamtausgabe(MEGA),I/２０,AkademieVerlag,２００３,S．
１９４,１９８ １９９．在恩格斯看来,“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ies)”,易言之,欧洲国家都是多民

族国家(nationalities state),这恐怕要改写某些人基于“单一民族、单一国家”理论对欧洲国家的想象.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按照恩格斯的思路,“多民族国家”自然可以与nationalities state对译.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１８６６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６卷,第１７７、１７１页.
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１９２０),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５集,第３２４０、３２４１页.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

９３页;«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１２４页.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３７页.



而即此同化未尽的也是日在同化的过程之中,将来交通方便,往来频繁以后,必有完全同化的一天.
至于现在虽没有完全同化,然而一民族中可以包含许多部族,我们当然同列于中华民族而无疑.”①在

后来该文的修改重刊文中,增补说蒙、藏、缠回“应当就其盟旗部落的组织唤作‘部族’”②.与该文不

同,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９日«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把满蒙回藏苗等等作为“种族”看
待,尚未达到汉人所处的nationhood这一历史阶段,也就是说在“中华民族”的目标和方向之下,中华

民族的先进者(汉人达到一个nationhood,成为一个nation)与后进者(满蒙回藏苗等等作为种族)并
存.他指出:“汉人的成为一族,在血统上有根据吗? 如果有根据,可以证明它是一个纯粹的血统,那
么它也只是一个种族而不是民族.如果研究的结果,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血统,而是已含满蒙回藏

苗的血液的,那么它就是一个民族而不是种族.它是什么民族? 是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之先

进者,而现存的满蒙回藏苗便是中华民族之后进者.他们既是中华民族之后进者,那么在他们

和外边隔绝的时候,只能称之为种族而不能称之为民族,因为他们尚没有达到一个nationhood,就不

能成为一个nation.他们如要取得nation的资格,惟有参加到中华民族之内.既参加在中华民族之

内,则中华民族只有一个.”③从具体论述来看,他意在区分民族与非民族.
按照恩格斯的界定,英国人中的英格兰人才是nation,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则不是.梁启超的贡

献在于通过对比同样揭示出这一历史真相,指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是本部所谓“中国民族”的历史

源头和凝聚核心,是英格兰人那样的nation,中华国民则是英国人那样的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大

民族概念.顾颉刚的贡献在于,不仅从生成论的角度,把英国人、法国人、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都视

为一个民族,指出它们均由多个种族形成(在中国商周是不同种族)④,而且从结构论角度,指出“一民

族中可以包含不少的部族”⑤.尽管梁启超在与英格兰人对等的意义上看待的“中华民族”恰恰就是

顾颉刚意义上的“一民族”,但是顾颉刚并没有从结构论的角度揭示出英格兰人才是英国人中那唯一

的“一个民族(nation)”,其贡献侧重于从生成论的角度揭示出秦汉人作为古代民族(nation)、中国民

族作为汉化民族、中华民族作为全称民族的历时性内在联系.
(二)学科之于学术的影响,学人一般缺乏自觉意识;不过,对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即使宣称谨

守前者,也难免外溢于后者.
就中华民族研究而言,梁启超１９０５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开始就明言区分学术与政论,

指出:“(一)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者(二)本论所研究者,属于学术范围,不属于政论范围.
故主权上主族客族之嬗代,不置论焉,惟刺取其有影响于各族之进化、退化、合并、迁徙者论之.”⑥梁

启超所谓在主权上区分主族、客族,应该是区分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的意思,他与费孝通都把满洲

视同鲜卑、女真那样的“他族征服我族,经若干岁月之后,遂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类型,属于主体

的我族凭借“主干的文化系”同化作为客体的他族⑦,他们秉持的是同样的民族史学科标准,这样就把

政论强调的政治主权问题即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作为政治本身排除于考察之外了.
顾颉刚自言他与费孝通的争论属于“政治教育”与“纯粹学术”之争,其实他们都各有学术依据,

他用“族类”⑧这一传统概念取代论辩时所用的“种族”、“部族”、“小部族”、“民族”,显示了更大的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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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７６页.
顾颉刚:«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１１３页.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

９７页.
顾颉刚:«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

１２４、１１０页.
顾颉刚:«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１１３页.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３集,第１６７８页.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５集,第３２３０页.
顾颉刚:«顾颉刚文集»第一册序录(１９４４年),«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１４页.



性,也更为准确.他称“汉人受了五胡的压迫”“逃到南方”,“许多南方部族也就并入汉人的队伍”,而
“渐渐衰老的中国民族”由于新种族、新文化的加入、混合表现出“返老还童的新气象”①.历史上,“中
国民族”这一返老还童的逻辑不断重复,可以认为,在顾颉刚看来,相对于作为“五族共和”之一的汉

人来说,苗人、瑶人可以视为汉人本部十八省大环境内的“部族”.
与顾颉刚不同,民族学者吴文藻认为,对于“五族共和”来说,费孝通、王同惠所研究的花篮瑶等

等西南族团(这一界定显然大于王同惠把花篮瑶区分为五个族团的说明,容易造成理论混乱)、土著

民族是被弃之度外的②,这或许有助于揭示瑶人、瑶族何以成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费孝通１９９１年

提出把蒙古人纳入不同层次的“凝聚核心”③,被认为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提出的以汉人

为“凝聚核心”的观点的修订和补充④.这里遗留的问题在于,费孝通的这一修订是否意味着民族史

学科要发生梁启超所谓“主权上主族客族之嬗代”这一国家主义的政治学转向,才便于从历史坐标上

定位其进入核心的时点,比如蒙古在元代、满洲在清代.
顾颉刚与费孝通在民族问题上的共识在于“一民族多种族”的结构.费孝通总结顾颉刚民族概

念的运用后指出:“先生以民族指在同一政府之下,在同一国家疆宇之内,有共同利害,有团结情绪的

一辈人民.在‘民族’之内部可以有语言、文化、宗教、血统不同‘种族’的存在.”⑤区别仅仅在于,在
“一体多元”的费孝通框架下,“民族”被替换为“中华民族”,“种族”被替换为“民族”.

(三)１９３９年顾颉刚、费孝通分别以“文化集团”“团体”为基本概念展开的学术论辩,需要回到民

族要素层面认清其异同.
学界一般认为“民族”概念是从日本引进的,对译nation,而梁启超于１８９９年在«东籍月旦»一文

最早使用“民族”一词、于１９０２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最早使用“中华民族”⑥一词,而
１９０３年初他访美之后有一个国家主义转向⑦.其实,１９０３年梁启超的国家主义转向主要表现在民族

方面,由１９０２年致书乃师康有为所言“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⑧即“攻满”转变为合

满,具体来说,就是区分小民族、大民族或者小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前者在１９０５年尚被认为仅仅

包括汉人、汉族⑨,后者则“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因应的是国家瓜分

危机.不过,梁启超的大民族是中华国民,他把满洲人(旗人)划入“中华民族”而把蒙古人排除在外,
其标准是文化尤其是民族意识:“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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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７４
７５页.

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１９３５),费孝通:«六上瑶山»,北京:群言出版社,２０１５年,吴文藻«导言»第１４２页.
费孝通:«在川黔毗邻地民委协作会第四届年会上的讲话»,«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１９９１年第４９期;潘乃谷:«费孝通讲“武

陵行”的研究思路»,«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２００８年第４９期.费孝通指出:“我把中华民族的核心群体叫做‘凝聚核心’.中华民族的

发展进程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许多群体都参与了这个‘凝聚核心’的发展过程,包括了汉人、蒙古人在内,有的进入了这个核

心,有的附着在这个核心之上,形成不同的层次.以‘核心’开展的分分合合的过程,包括各民族自身的形成都是如此发展的,连汉族

的形成也不例外.凝聚是一个过程(Process),它在过程当中逐步构成了不同层次的差序.”
马戎:«费孝通先生的民族问题研究»,«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１３５页.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 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 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中断者谁

乎? 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及于戏! 美哉我国! 于戏! 伟大哉我国民!”“齐,海国也.上古时

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

势»(１９０２年),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１集,第２１５、２２８页.
郑师渠:«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１３５页.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崔志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６９ １７０页.章永乐:«旧邦新

造:１９１１ １９１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９０页.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８６页.
“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见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１９０５年),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

１６７８页.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１９０３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０７０页.



分野,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
谓对他而自觉为我.”①与梁启超的文化标准类似,顾颉刚在民族之下区分三大“文化集团”,分别是汉

文化集团(汉、满)、藏文化集团(藏、蒙)、回文化集团(缠回、汉回)②.其汉文化集团,其实就是梁启超

１９２３年所认为的延及满洲人(旗人)的“中华民族”③.
费孝通１９３９年针对“民族”的混乱用法,建议在讨论问题时把它转换为“政治团体”“语言团体”

“文化团体”“体质团体”———也就是“某某团体”的直接表达形式,并且在自己的书信中基本实行了这

一方法,他把顾颉刚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还原为“政治团体是一个”,并且表示“这句话说来

似乎很没有力”④.作为回应,顾颉刚表示“民族就是一个有团结情绪的人民团体”,“为了具有团结的

情绪和共同的意识,就成了拆不开的团体了”,这样的团体不限于“政治上的统一”(政治团体),还在

于“心理上的统一”(心理团体)⑤.费孝通的质疑在当时难以形成有力诘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概念

界定不清.具体来说就是,他不仅把政治团体等同于state,又把顾颉刚意义上的中华民族(nation)
同样等同于政治团体,这样他提出的state与nation的二分法⑥就被他不自觉地混同起来.问题的

实质在于,“某某团体”的归纳其实是建立在民族不同要素基础之上的,“语言团体”“文化团体”“体质

团体”三种团体不是分立的,对于费孝通来说,语言、文化、体质团体已是民族,对于顾颉刚来说,语
言、文化、体质、政治、心理团体才是民族.与斯大林的四要素论(“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

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⑦)相比,费
孝通认为史禄国的“民族定义基本上是相同的,就是少了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两个要素”⑧.

这里需要解释的问题是,费孝通１９９６年自言早在１９３５年就去大瑶山调查“瑶族的体质和社会

组织”⑨,并把其社会组织称为“石牌组织”,为什么作为民族的要素没有“社会组织”一项? 吴文藻在

«花篮瑶社会组织»之«导言»中有一个说明,即社会学家把“社会组织”等同于“社会文化”,物质文化、
象征文化(语言文字)、社会组织、精神文化作为文化(或生活方式),是社区三要素(人民、地域、文化)
之一.这或许可以解释社会组织何以不能成为民族的要素,因为在社会学中它属于文化范畴.与

之不同,顾颉刚的文化范畴集中体现为生活方式方面的物质文化:乐器、坐卧用具、骑乘车马、衣裳、
明器、胭脂.可见,费孝通的民族定义实际上并未排除社会组织的内涵.

费孝通于１９３５年与妻子王同惠同赴广西大瑶山调研,王同惠指出在汉瑶互不相扰的很长时期

内瑶人社会无异于“独立王国”,石牌组织作为当地的一种议事、自卫组织,由每村公举２名瑶头组

成,“瑶王”作为大团总既没有特权又没有仆役,其最高权力是罚款以及对盗禾、拐卖人口、强盗、放蛊

处以死刑,直至宣统年间才把瑶人分为四团,民国年间进一步把瑶头纳入村长、乡长行政体系.正

是根据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费孝通１９３９年指出:“在瑶人之间,各个族团根据了他们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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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原题«中华民族之成分»,１９２３年４月发表于«史地丛刊»第２卷２、３号),梁启超:«饮冰

室文集点校»第５集,第３２１１页.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３９页.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５集,第３２１１页.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１３５页.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７６、

７９页.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１３５页.
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１９９６年),«费孝通文集»第１４卷,第９２页.
费孝通:«人不知而不愠———缅怀史禄国老师»(１９９４年),«费孝通文集»第１３卷,第８４页.
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１９９６年),«费孝通文集»第１４卷,第８８页.
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１９３５),费孝通:«六上瑶山»,吴文藻«导言»第１３７ １３８页.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９６ ９７页.
王同惠:«桂行通讯»(１９３５),费孝通:«六上瑶山»,北京:群言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５７、５８页.



语言、体质上的不同,各有组织,不相通婚,时有冲突.”①当地五个“族团”互不通婚,在笔者看来,恐怕

说明族团之间仍然保有氏族部落团体同姓不婚的遗风,似乎意味着费孝通所说的“族团”“民族集团”
处于氏族、部落之后的部族阶段.１９７８年重访瑶山后,他了解到瑶族有三种不同的“语言的集团”,
有不同的他称与自称,比如说瑶语的盘瑶(自称勉)、说苗语的花篮瑶(自称炯奈)、说侗语的茶山瑶

(自称拉加)等,基于此,他改变了瑶族同源有五大支系的旧认识,确立了“不同来源的民族集团”形成

瑶族的新观念.尽管族团不相通婚,但是“他们共守石牌的法规维持山内的秩序,结成密切的联盟,
有难共当,确保团结”②.这些土著民族不愿意服汉人王朝的徭役而进山,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团结

起来,建立起一个共同遵守的秩序,即维持至解放前的石牌组织.对内和平合作,对外同仇敌忾,形
成了一体.山外的人称他们为瑶人,他们也自称是瑶人,成为一个具有民族认同意识的共同体”,这
就是费孝通心目中“多元一体的雏形”③.

在１９３９年的费孝通看来,“政治团体是有共同利害的一辈人组织起来维持内在的秩序,抵抗外

来的侵略.若是不同文化、语言、体质的人有发生共同利益的可能,有对内秩序,对外安全的需要,理
论上讲,自然没有不能团结成为一个政治团体的可能”④.不过,其问题在于,瑶人及其石牌组织难说

就是政治团体.顾颉刚１９３７年曾提到满蒙回藏苗瑶各族,现在只有“地域上的区别而没有主藩可分

了”⑤.由此可见,苗瑶亦为顾颉刚关注,不过恐非蒙回藏那样的藩部民族可比,谈不上什么政治性,
应该属于恩格斯所说处于专制制度基础的“部族(nationality)”.按照王同惠的研究,石牌组织在清

末民国才逐渐嫁接、整合进入国家行政体系.
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强调社会组织,与作为历史学家的顾颉刚强调政治组织、国家组织,是学

科不同导致的不自觉影响,也是两者造成分歧的重要学术背景.就政治组织的层面讲,石牌组织这

样的社会组织如果不嫁接到政治组织,社会学家关注的社会组织就难以成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
就此而言,顾颉刚对民族与种族(部族)的区分还是有效的,政治组织是“国家民族”这一国际法意义

上的族类的要素,社会组织是“部族(nationality)”这一人类学民族学意义上的族类的要素.
(四)费孝通对苏联民族以及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认知有一个过程,晚年的他与顾颉刚对中国古

代民族及其现代化的认识渐趋一致.

１９３９年费孝通把苏联的俄罗斯、乌克兰看成与吉尔吉斯同样的“‘民族’单位”⑥,实际上把两种

不同的“民族”混淆了.按照顾颉刚的说法,“民族的主要条件只有一个”即心理,不在于“语言、文化

和体质”,也不在于“个人的社会地位、宗教信仰、经济利益和皮肤颜色”⑦,这样的界定反而与斯大林

的“四要素”或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质“五共同”更多契合之处.
面对费孝通的商榷,顾颉刚承认种族对译clan是“我的错误”,接受费孝通关于把种族对译race、

氏族对译clan(单系亲属团体)的建议,在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氏族(clan)概念、人种体质意义上的种

群(race)概念、文明文化意义上的人群(people,人民、国民)概念之间建立了初步区分.不仅于此,对
于“种族”,顾颉刚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他指出:“中国所谓种族,实是包含了体质的和文化的双重含

义.”⑧由此可见,顾颉刚的种族概念似乎是基于氏族部落又超越氏族部落的概念.按照斯大林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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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１３７页.
费孝通:«‹盘村瑶族›序»(１９８３年),«费孝通文集»第９卷,第９０ ９１、９４页.
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１９９６年),«费孝通文集»第１４卷,第１０２ １０３页.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１３７页.
顾颉刚:«经营边疆的基本工作»(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２日«北平晨报社论»),«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２４０页.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１３８页.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

９４页.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

１００页.



“民族”下定义之前对“种族”和“部落”的区分和举例,可以知道居鲁士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都是“由
不同的种族和部落组成的”,“不能称为民族”,“现今的意大利民族是由罗马人、日耳曼人、伊特拉斯

坎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等等组成的.法兰西民族是由高卢人、罗马人、不列颠人、日耳曼人等等组成

的.英吉利民族、德意志民族等也是如此,都是由不同的种族(расы)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①,可见作

为意大利民族的核心源头的罗马城邦公民———“罗马人”———不被斯大林视为民族,而是视为“种
族”,这就与马克思出现了不一致.

早在１９３７年,顾颉刚已经指出:“夏、商、周不是三个朝代而是三个种族”,春秋时黄河下游的人

“自称为‘诸夏’”,正是因为以文化分(中国高、边方低)而不是以种族分,“姬姓的周、鲁,姜姓的齐、
许,已列于诸夏,而姬姓的骊戎,姜姓的姜戎,则依然是戎”②.«睡虎地秦墓竹简»显示:“真臣邦君公

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可(何)谓‘真’? 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它邦而是谓‘真’.可(何)谓‘夏子’,臣
邦父秦母谓也.”③从夏到诸夏,再到秦对诸夏的统一(在秦律上,夏人包括臣邦父秦母所产子即“夏子”,
臣邦父母所产子则不包括在内),夏、诸夏都尚未形成“夏人”这一民族形式,因此只具有部族性质.

在顾颉刚看来,种族国家之后是民族国家.顾颉刚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从秦始皇统

一后“生根发芽”,到抗战时期说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已经“默默地实行”了“两千数百年的历史”,
“秦汉疆域里的人民大家都是中国人”④.民族意识的历史如此之长,由此可知,顾颉刚民族观念中之

政治含义并非仅限于现代主权国家,也是一个历史范畴,秦人或汉人作为古代nation,并不排斥现代

nation.基于现实关怀,基于中华民国作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属性,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顾颉刚

的民族概念与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中的现代nation概念在“同为一个”的意义上是相同的.
晚年的费孝通也回到这一认识框架之下.他在公国到民族国家的西方序列参照下理解东方帝

国的特点,指出:“传统中国不是欧洲式的小公国,而是腹地广阔,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主体民族

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比较复杂而多元的文明国家”,即“empire”(帝国),这样的国家的现代形态“必
然也与从欧洲的小公国转变而来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有着很大不同”⑤.尽管１９８８年他所谓

“汉族的名称一般认为到其后的南北朝时期才流行”⑥的说法似乎并未获得近年文献研究的支持,但
把“汉族”(也许古代始终难以形成这一组合概念,只有“汉人”字眼)的形成确立为“汉承秦业,在多元

的基础上统一成为汉族”⑦的结果,说明晚年的费孝通似乎又重新回到了顾颉刚当年的古代民族国家

立场,只不过达成“民族国家”的路径依旧,用他１９３９年的话说就是:“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是不

容易混一的,若是我们的目的在建设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文化、语言、体质上没有混一的必要.”⑧

直至１９９３年,费孝通仍然坚持认为顾颉刚１９３９年的言论只是基于政治立场,并且申说:“我们

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历史的事实.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

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顾先生

其实在他的研究中已经接触到了这个困难.他既要保留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一旦承认了中华民

族就不能同时再承认在中华民族之内还可以同时存在组成这共同体的许多部分,也称之为民族

了.”⑨其实,这一政治问题的学术硬核依然没有解决,费孝通没有认识到,在“中华民族”翻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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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

文选斯大林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０页.
顾颉刚:«如何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伊斯兰学会的演讲词»(１９３７．１１),«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６０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２２７页.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３５ ３６页.
费孝通:«新世纪 新问题 新挑战»(２０００年),«费孝通全集»第１７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５８页.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１９８８年),«费孝通文集»第１１卷,第４１２页.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１９８８年),«费孝通文集»第１１卷,第４１１页.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１３９页.
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费孝通文集»第１３卷,第３０页.



Chinesenation的时候,组成“中华民族”这一个共同体的许多部分的“民族”只能翻译为nationality,
而不是nation,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顾颉刚说“中华民族是一个nation”,是成立的.费孝通所谓“历史

范畴”,也不是斯大林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是“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按照费孝通的理

解,“西方现存的概念”造成了他与顾颉刚之间的分歧.其实,nation是语言、文化、体质团体,抑或是

语言、文化、体质、政治、心理团体,只是表面分歧,语言、文化、体质、社会、意识是共同的要素.顾颉

刚１９３９年说“构成民族的主要条件只有一个‘团结的情绪’”①,费孝通１９９６年说“以民族认同意识为

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主要特征”,费的贡献更大程度上在于“引申到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性”②,
即低层次的５６个民族认同与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认同构成一个高低层认同体、多元复合体.这里

的一个学术争议在于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实体的名称(民族意识具体表现为自称、他
称),还是“把５６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费孝通肯定前者,否定后者,认为汉族“发挥凝聚作用把

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③,包括汉人、蒙古人在内的许多群体都参与了

“凝聚核心”的发展过程,有的进入了这个核心,有的附着在这个核心之上,形成“凝聚核心”的不同层

次.这样,核心层(汉族)、核心附着层、边缘层也就构成了一个社会实体、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既是

一个社会实体又是一个民族意识认同体,费孝通的这一最终结论是基于认同这一民族要素的认知.
与顾颉刚的论述相比,中华民族实体论要解决的主要是凝聚核心的名称问题,到底是叫做汉人

还是中华民族.在顾颉刚看来,“汉本非种族”④,实乃“朝代之名”,认为“秦字衍变为支那”,实际上就

是中国(China).顾颉刚所谓以前“没有办法,只得因别人称呼我们为汉人而姑且自认为汉人,现在

有了最适当的中华民族之名了,我们就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的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

知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⑤,则包含了具有很大历史穿透力的

合理内涵,汉人之于中华民族(中国人)具有类似英格兰人之于英国人的命名意义.
只有从马克思的民族观视阈,才能厘清民族作为历史范畴,不仅仅是斯大林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上升时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国古代也有民族,在这一点上,中国历史不具有区别于西方历史的

独特性和例外论.«礼记王制»所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的划分标准被解读为“不是民族国家理

论中的人种或血缘,而是在物质文化方面,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⑥,其实

“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之外,还有“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的要素.以单纯的人种或血缘来界

定民族国家理论,或许只有顾颉刚所批判的美国民族学家柏哲士的民族定义———“居住在同一地域

的同种的人群”———与之接近.
(五)费孝通始终没有认识到乃师史禄国英文著作使用的ethnos这一拉丁词另有希腊词源

εөνοs,与部族(nationality)对等.
从西方游牧民族的历史来看,先有部族(nationality),再有民族(nation),但两者同属区别于“古

代”的“现代”范畴.这里,需要强调的是,nationality不是中世纪封建范畴,而是近代早期君主制范

畴.其实,中国从先秦封建到秦制君主专制的发展脉络,从民族学的角度而言,与此是类似的,也就

是说,从部落联合意义上的部族(nationality)到nation,也适用于说明古代民族———汉代“汉人”———
的形成.针对叶菲莫夫«论中国民族的形成»所谓封建社会时期的汉族是部族的观点,范文澜«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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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页.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３７页.
李大龙:«从夏人、汉人到中华民族———对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凝聚融合轨迹的考察»,«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成因»,提出汉民族形成于秦汉①.从具体论证的角度看,其实是重复

了１９３９年顾颉刚论题的一个方面即汉人作为古代民族(nation)的问题(马克思的命题),而没有涉及

顾颉刚论题的另一方面,即在清代专制君主下蒙回藏作为nationality的问题(恩格斯的命题).在

１９３７年把夏商周认定为种族的基础上,顾颉刚于１９３９年把蒙回藏归入部族(nationality),而把汉人

(中华民族)归为民族,这正与恩格斯区分民族与非民族的思想暗合.
今日中国民族学者,无论对“民族去政治化”持支持或反对意见,似乎对恩格斯关于nationality

的使用都注意不够,倾向于把nationality等同于“国籍”,排除了它在族类系列中的独立地位②.针对

ethnos,郝时远认为“在古希腊时代,该词主要是一个与‘人民’(people)或‘城市’(city)的名称相对应

的‘族体’(nationality)的称谓,是古希腊城邦国家的产物”③.其实,这一说法需要辨析.
首先,ethnos本身不是希腊语,而是希腊语εөνοs的拉丁转写,这一希腊语、拉丁语乃至俄语都有

的名词形式在英文中却没有对应词,所以英文写法沿用了拉丁形式,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就是写

作εөνοs.费孝通晚年多次回忆早年跟随俄国民族学者史禄国在清华大学学习的情形,谈到乃师民

族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即是拉丁词ethnos.１９９４年,他在«人不知而不愠»一文中引述了«国际人类学

者人名字典»(C．Winters编,１９９１)所载 A．M．Reshetov撰写的史禄国简历中谈到史氏给ethnos下

的定义:“Ethnos是人们的群体,说同一语言,自认为出于同一来源,具有完整的一套风俗和生活方

式,用来维护和崇敬传统,并用这些来和其他群体作出区别.这就是民族志的单位———民族志科学

研究的对象.”此语出自何书,该字典并未注明,费孝通也表示“无法核对”,他始终没有注意到这一定

义就是郝时远谈到的２０世纪３０年代④史禄国对этнос的定义,早在１９８５年李振锡翻译如下:“民族

是那些讲一种语言、承认自己的统一起源、具有一整套习俗与生活方式、以传统来保持和被人尊崇并

以传统而同其他同类者区别开来的人们的集团.”⑤从费孝通所熟知的史禄国著作来说,此语并非出

自Ethnos这一小册子,也并非出自把Ethnos作为第一章的巨著PsycoＧmentalComplexofTungus
(１９３６).费孝通所谓的小册子恐怕就是乃师１９２３年发表的英文专刊———全称Ethnos,General
PrinciplesofVariationsofEthnographicalandEthnicalPhenomena ⑥,其中Ethnos定义为“以起

源、习俗和语言的统一而联结起来的人们集团”⑦.Ethnos的前言说,史禄国１９２１ １９２２学年在海参

崴远东大学讲“民族志”这门课程,在其引论里阐述了ethnos理论.费孝通表示:“史氏用的 Ethnos
是他的专用词,采自拉丁文,在«牛津英语字典»直译为 Nation.史氏采用拉丁古字就是为了要避开

现代英语中nation一词,因为nation在１９世纪欧洲各民族强调政治自主权时,把这个词和state联

了起来,成为 NationＧState.State,是指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于是 Nation也染上国家的涵义”,易言

之,就是“为了把民族和主权国家脱钩”,使其“不染附义”.费孝通坦言“为了不再把浑水搅得更乱”,
不再翻译乃师的这一专用词⑧,这实际上还是留下了一个如何翻译的问题没有解决.费孝通没有注

明«牛津英语字典»的版次,笔者查«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nation“通常是分享共同的历史、语言等

１２１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观视阈下的“中华民族”百年学术建构史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成因»(«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３期)指出:“汉族自秦汉以下,不是国家分裂时期

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不待资本主义上升而四个特征就已经脱

离萌芽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现实.”这一论断的问题在于,遵循了斯大林的四特征定义排除了时代要素,其实还是在斯大林的

定义下看问题,马克思的古代民族定义没有进入他的视野.
«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北京:牛津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９７９页)显示nationality有两个义项:第一,国

籍;第二,ethnicgroupformingpartofapoliticalnation,例如前捷克斯洛伐克的两大民族(thetwonationalitiesof).可见后一义项

有复数形式,“民族”就是“族群(ethnicgroup)”意义上的.
郝时远:«Ethnos(民族)和Ethnic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民族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郝时远:«前苏联 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民族”(этнос)(上)»,«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ЮВ勃洛姆列伊:«民族与民族学»,李振锡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６页.
郝时远:«前苏联 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民族”(этнос)(上)»,«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贺国安:«勃罗姆列伊的探索———关于“民族体”与“民族社会机体”»,«民族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费孝通:«人不知而不愠———缅怀史禄国老师»(１９９４年),«费孝通文集»第１３卷,第７７、７８、８４ ８５页.



等,并且生活于一个政府之下、特定地域上、大的人们共同体”.可见,费孝通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
恩格斯、斯大林对“民族国家”的用词都是“nationalstate”而非nationＧstate.

与此处把Ethnos作为一个“人们的群体”这种指物名词用法不同,费孝通１９９６年则仅仅把它作

为一个形成民族(EthnicUnion)的过程而非民族(EthnicUnion)本身来理解,认为ethnos“这个拉丁

字很不容易翻译,它多少和我们所说的民族有密切关系,但是直译为民族似乎还有点问题”,至此他

仍然认为此词“难于翻译”.不过,在这里,他倒是明确把EthnicUnion对译“民族”:“EthnicUnion
是人们组成群体的单位,其成员具有相似的文化,说相同的语言,相信是出于同一祖先,在心理上有

同属一个群体的意识,而且实行内婚.从这个定义看 EthnicUnion可说是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民
族’.”①这里的问题在于,与１９３５年«花篮瑶社会组织»把EthnicUnion译为包含文化、语言、团体意

识、内婚四要素的“族团”(１９３９年费孝通使用的就是这一概念)而言,费孝通晚年的这一说法并不更

加准确———或许法语很好的作者王同惠比编者费孝通更好地理解了这一概念,因为１９８８年所说的

“民族集团”并非“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民族’”,至少在１９３５年的费孝通看来,“瑶人”即使已经作为广

西省政府所实行的“特种民族教育政策”的对象却还不是“瑶族”②.尽管费孝通认为乃师 PsycoＧ
mentalComplex一词难以翻译,但还是把它译为“心态”③,ethnos则始终没有翻译,而且１９９４年与

１９９６年的解说也出现了矛盾.其实,ethnos即使作为民族(EthnicUnion)形成过程来理解,其某一

个历史阶段也会是一个历史范畴,更何况ethnos这一所谓拉丁古字其实正来源于亚里士多德«政治

学»所使用的希腊词εөνοs.也就是说,ethnos不仅是一个动态过程,还是一个族类对象(名词).
其次,它作为民族学(ethnology)的一个类型而存在.«政治学»的英文译注者没有看到亚里士多

德是把ethnos作为城邦形成之前一个阶段来看待的,所谓它“泛指非希腊化民族或其政治社会团

体”,没有揭示何以在«政治学»中“这个词常常同‘城邦’对举或联举,异乎城邦而无确估”,其实正是

译校者自己没有明白这层意思.该词在«政治学»中根据不同情形而汉译“民族”“部落”或“民族国

家”,也可以指阿卡地亚地区墨伽洛浦里城邦形成之前由于“结成联盟”而出现的联盟体④,后者类似

于雅典城邦出现以前荷马时代的 Völkerschaften或 Völkchen,也就是nationality.就１９３９年费孝

通与顾颉刚的争论来说,对顾颉刚也有积极意义,最明显的是他采纳了费孝通对race、clan加以区分

的意见,在１９３７年他把种族界定为骨骼形态相同⑤,在«中华民族是一个»１９３９年版本中界定为血

统、语言相同,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中界定为体质、文化相同⑥,在１９４７年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修订稿中以“种族”对译英文race,代替了«益世报»刊发稿的对应词clan⑦.其

实clan直译克兰,是英格兰氏族的特殊概念,氏族才是一般概念.
基于此,笔者认为,nationality必须确立其在民族学中的独立地位.

四、马克思民族观有助于开拓“中华民族”百年学术建构史研究的新境界

综上考察可见,斯大林的“民族学”概念的词根不是他自己界定的“民族(нация)”,而是费孝通表

示不能翻译、乃师俄国民族学家史禄国所使用的“ethnos”一词,其实该词是希腊语εөνοs的拉丁转

写,并被史禄国直接用于英文写作,“民族学”学科的英文表达也由此而来.作为对“非我族类”的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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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

１００页.顾颉刚:«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上述有关这一界定讨论的大段文字被删除.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９８页注.由此注可见,此稿为１９４７年略改稿,不是１９３９

年原稿.



呼,希腊语εөνοs、拉丁文natio、德文Nation、法语nation、英语nation起初具有同样的内涵,但是古代

雅典城邦形成之后、尤其是现代法国大革命之后,nation作为民族逐渐与国家、国民发生了更加紧密

的关系,构成三位一体的古代、现代民族国家存在.对于“中华民族”百年学术建构史研究来说,把政

治、政府、国家纳入民族考察范畴的马克思民族观,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第一,无论古代民族还是现代民族,在马克思看来,都是人民、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存在,缺一

不可,基于此,有助于认识“中华民族”概念自创生以来的百年入宪史.从顾颉刚对种族的界定出发,
有助于理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把“种族”一词———与费孝通意义上的“民族”相比缺少“语言”要
素———而非“民族”(nation)一词入法的宪法意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条以法律形式将“人民

平等”原则规定下来:“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此处种族与阶级、宗教并

列,从“文化和体质”二要素的角度看,“种族”入宪可以转化为“民族”入宪来理解.“中华民族”作为

固有词“中华”与引进词“民族”的合成词,是梁启超１９０２年的创造.在顾颉刚看来,“种族革命”的鼓

吹与“民族主义”的信仰“无形中”混同了“种族”与“民族”两个名词①,基于此,１９１２年以“种族”的名

词入宪,便成为中华民族入宪的雏形,中华国民作为现代国家———中华民国———的主人自此便有了

法律保障.中华民族作为一种理论,经历了从顾颉刚１９３９年的“一个”论到费孝通１９８８年的“一体”
论的建构,在法律层面,则表现为２０１８年中华民族入宪.从毛泽东基于人民立场的“中国人民站起

来了”的人民宣言,到习近平基于民族立场的“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②之宣示,意味着

时代变迁和话语转换,相比于“中国人民”这一政治、阶级表达,全中国各民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共同体”乃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族类认同概念的提出,彰显了更大的包容性.

第二,在恩格斯看来,“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ies)”,
易言之,欧洲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nationalitiesＧstate),但都属于“民族国家(nationalstate)”类型范

畴,这恐怕要改写在当今西方流行并为费孝通所沿用的“民族—国家(nationＧstate)”或“民族国家

(nationstate)”话语下某些人基于“单一民族(nationality)、单一国家(state)”理论对欧洲国家的虚幻

想象.斯大林«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１９２９年)有“‘近代’民族”③的说法,后来改译“‘现代’民族”④,
这就势必需要排除“民族”概念本身的时代性,与他的民族定义产生矛盾,这一问题他或许没有明确

意识到,但是这也为“民族”的四要素论流传到中国后被逐渐排除时代性埋下了伏笔、预留了空间.
中国学者很多就是从此入手进行探索的.范文澜注意到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对东西欧

民族与国家形成时间不同及其原因探讨,并将其应用于说明中国民族的形成.斯大林认为在西欧,
民族与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时间大体相符,而在东欧之奥地利、匈牙利、俄罗斯,由于自卫的需要,中
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比封建主义的消灭要早些,因而比民族的形成要早些”,这些国家“通常是由一

个强大的统治民族和几个弱小的附庸民族组成”⑤.范文澜从他的角度立论,并没有对这一民族组成

结构的中国适用性进行分析.从历史上看,秦朝之前的“夏人(民族史学界习惯称之‘华夏族’,秦律

之‘夏人’包括臣邦父秦母所产子即‘夏子’)”、汉朝之后的“汉人(汉族)”、近代的“中华民族”一脉相

承,是战国时期«礼记王制»所谓“中国之民”或明清鼎革之际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所谓“中国之人”⑥

历时性的不同称呼,“中华民族”在梁启超看来就是“汉族”,就是这一意义上的概念创造.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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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３８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０页.
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成因»,«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３期.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１９２９年),«斯大林全集»第１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第２８８ ２８９页.
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成因»,«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３期.
“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敕谕明珠等比例朝鲜不便允从»,«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台北:“中研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１９７２年,第２７２页.



包含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确立于１９３９年«抗日战士政治课本»,同年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顾颉

刚或未及见,但与此界定并不悖谬,他所谓“汉人”“中华民族之先进者”“汉文化集团”就是梁启超界

定的“中华民族”(１９０５年单指汉族,１９２３年延及满洲旗人),在中国民族(中华国民)中作为命名和代

表民族(nation)具有唯一性,正如恩格斯认定英格兰人在英国人中是唯一的nation.费孝通对“汉
人”而非“汉族”作为中华民族之历史自称①缺乏认识,且有把少数民族的命名规律移用于主体民族之

嫌②,而顾颉刚的局限性则仅仅在于对“汉人”作为中华民族之历史名称的合理性缺乏明确认识.
第三,古代民族、现代民族在中国未曾如西欧中世纪那样中断,中华民族形成史是单线进化和复

线整合的统一.农业起源的部族国家(顾颉刚所谓种族国家)比如夏、商、周,为中华民族在秦汉之际

成为民族实体举行了政治文化双重意义的奠基礼,游牧起源的部族国家(翦伯赞所谓“部族的国家”)
比如北魏、辽、金,则为中华民族壮大举行了一次次政治加冕礼.有别于古罗马氏族、民族的二元区

隔,华、夷除了二元区隔意义,还有华夷一体的意义,经常把它比喻为本根、枝叶或者头脑、耳目、股肱

意义上的生命有机体,问题在于秦汉形成汉族这一本根之后,部族国家入主中原把自身枝叶嫁接于

本根之上,其原有本质必然发生潜移默化甚至涅槃变化.
第四,政治学的民族国家视角关注主权嬗变,这与民族史学科关注族类分合有很大不同,也是其

学科优势所在.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不约而同地把汉族这一主体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
后两者则强调了中华政治文化即王道而非霸道对于中华民族整合的意义.顾颉刚依据孙中山所说

“用王道来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的论述,认为无论是作为“有地方性

的割据”的“大金国”,还是作为“有时间性的朝代”的“大清国”,都是“霸道造成的国家”,都不是“顺乎

自然”的王道或自然力的产物,都不能和“有整个性和永久性的”“中国”这个名词恰恰相当③.费孝通

认为“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讲王道而远霸道,主张以理服人,反对以力服人.以德凝聚成的群体

才是牢固的”④.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在清帝辞位诏书中,满与蒙回藏并列⑤,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

单独与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进行谈判,“今因满蒙回藏各民族赞同共和”,在共和国体中寻求的是“与
汉人一律平等”的政治地位.如果单纯以头脑中自然预设的所谓满汉不平等日益凸显的清末政治现

状分析,无疑这一诉求就是难以理解的,如果以满蒙回藏与汉的不平等来理解清朝的民族关系结构,
满蒙回藏的抱团举动才是好理解的.原稿被袁世凯圈掉了“一律”二字⑥,只能说明边疆民族地方政

治经济的落后性影响到其实际权利的平等享用.清代满蒙回藏与汉的不平等,是通过汉族发动辛亥

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来打破的,由此一变而为满蒙回藏要求与汉平等.其实这完全是历史的镜像.
清末民初民族关系结构变革的历史真相与镜像恰恰相反,提升汉族到与满蒙回藏一样的政治地位,
以最小的国体变革代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现代国家建构的第一块民族基石.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开创者、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罗荣渠先生

«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发表３１周年,纪念先生去世２４周年.)

[责任编辑　刘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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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１１卷,第３８８页.费孝通指出“民族名称的一般规律是从‘他
称’转为‘自称’”,认为秦人或汉人均是如此,“汉族这个名称不能早于汉代,但其形成则必须早于汉代”,并认可汉人成为族称起于或

流行于南北朝初期之学术见解(另见第４１２页).
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１９９６年),«费孝通文集»第１４卷,第１０２页.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

９６页;«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１２７页.
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与体会»(１９９９年),«费孝通全集»第１６卷,第４５７页.
宋培军:«袁世凯手批清帝辞位诏书的发现及其对清末民初国体因革的认知意义»,«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优待清室条件草稿(三)(袁世凯手批本)»,刘路生、骆宝善、村田雄二郎编:«辛亥时期袁世凯密牍:静嘉堂文库藏档»,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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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从人”简与战国秦汉时期的“合从”
杨 振 红

摘　要:新近公布的里耶秦简和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均有“从人”简.“从”意为“合从”“从亲”,专指关东

六国缔结盟约,联合抗秦.«岳麓秦简(伍)»０１３ ０１８简表明,至晚在公元前２２８年秦灭赵以后便兴起从

人狱,故赵将军乐突及其亲属、舍人均被列为从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通缉.从人狱波及全国,历时长久.

从人及其亲属、舍人除被处死刑者外,均被输往巴、洞庭、苍梧等边境郡县,从事制盐、种田、土木工程等劳

役,终身不得赦免.直至秦始皇三十五年,才因某突发事件,赦免部分故代从人.秦始皇对从人的态度反

映在秦始皇二十六年议帝号诏和三十七年会稽山刻石中.

关键词:从人;秦统一战争;合从;岳麓书院藏秦简;里耶秦简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０．０３．１２

新近公布的«岳麓书院藏秦简(伍)»① 中有几组涉及“从人”的简.简文的内容表明,这些从人为

“故”赵、魏、荆(楚)、代、齐人.这五个关东诸侯国分别在秦王政十九年(前２２８)、二十二年、二十四

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为秦所灭,简文中的“故”字意味着简的年代在秦始皇二十六年灭六国、统一

中国之后.简文记录了秦始皇君臣针对这些从人及其亲属、家吏、舍人应施以何种刑罚所进行的讨

论、颁布的诏令和执行情况.由此可推断,这些从人当是秦灭六国时参与过反秦斗争的旧六国人.
根据这些简,学者还发现里耶秦简中也有一些涉及从人的简.从人简的发现,为我们了解秦统一中

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全新的史料.自«岳麓秦简(伍)»整理工作开展以来,学者对从人简展开

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截至目前,学者对简文的理解、从人的含义及相关问题的认识仍存

在较大分歧② .本文拟对此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岳麓秦简(伍)»０１３ ０１８简的释读与理解

«岳麓秦简(伍)»０１３ ０１８号简是本卷第一组有关从人的简,内容相对完整,对于研究秦从人问

题至关重要,但理解难度也比较大.这组简最早由整理小组成员李洪财２０１６年底在«文物»上公

布③ ,２０１７年底公布的«岳麓秦简(伍)»释文和标点较之李文有所改动,但对从人的定义及简文内容

的解读基本一致.
为了方便讨论,先将整理者所作释文迻录于下:

　　０１３/１０２９:●叚(假)正夫言:得近‹从›人故赵将军乐突弟└、舍人袑等廿四人,皆当完为城

旦,输巴县盐.请:A论轮‹输›袑等

　

作者简介:杨振红,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座教授(长沙４１０００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先秦乐学文献整理与研究”(１７ZDA２５０)的阶段性成果.

①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下文简称“«岳麓秦简(伍)»”.

②　为避免行文繁冗,学术史在后文相关部分论及.

③　李洪财:«秦简牍“从人”考»,«文物»２０１６年第１２期.本文所引均为此文,后文不再赘注.



　　　　０１４/１０２８:【廿四人,故】代、齐从人之妻B子、同产、舍人及其子已傅C嫁者,D
比故魏、荆从人.御史言:巴县盐①多人,请

０１５/０９６０:令夫轮‹输›袑【等廿四人,故】代[代]、齐从人之妻子、同产、舍人及其子已傅嫁不

当收者,D′比故魏、荆从人之

０１６/０９２１:【妻】子 、同 产 、舍 人 及 子 已 傅 嫁 者└,已论E轮‹输›其完城旦舂洞

庭,洞庭守处难亡所苦作,谨将司,令终身

０１７/０８９８:毋得免赦,皆盗戒(械)胶致桎传之.F其为士五(伍)、庶人者处苍梧,苍梧守均处

少人所,疑亡者,戒(械)胶致桎传

０１８/１１１１:之,其夫妻子G欲与,皆许之└.有等比.十五②

首先先来看几个基础性的断句理解问题,笔者以英文字母标示.

A．整理者在“请”与“论输”之间以冒号断开.按:不宜断.“请论”是秦汉时期法律术语.秦汉律

规定,重大案件或罪犯身份较高的场合,治狱官吏在作出“当”的判断后,需“上请”,向上级部门提出

“请论”建议.如«汉书宣帝纪»载,地节四年夏五月,宣帝诏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

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③«岳麓秦简(伍)»中有

秦关于“上请”的规定,１８５/１７３７简:“●制曰:吏上请└、对└、奏者,皆傅牒牍数.节(即)不具而却,
复上者,令其牒牍毋与前同数.以为恒.廷卒乙”④“请论”的例子,可见同卷第一组０５３ ０５５简:
“●定阴忠言:律曰:‘显大夫有辠当废以上勿擅断,必请之.’今南郡司马庆故为冤句令, (诈)课,当
(０５３/１０３６)废官,令以故秩为新地吏四岁而勿废,请论庆.制书曰:‘诸当废而为新地吏勿废者,即非

废.(０５４/１０１０)已后此等勿言.’　廿六(０５５/１０１１)”⑤传世文献如«史记彭越列传»:高帝十年

秋,梁王彭越太仆告其谋反,高帝“捕梁王,囚之雒阳.有司治反形已具,请论如法.上赦以为庶人,
传处蜀青衣”⑥.«史记淮南厉王刘长列传»:文帝六年,淮南王刘长被控谋反,主治此案的丞相张仓

等大臣上书:“长当弃市,臣请论如法.”⑦从语法角度讲,“请”与所请行为一般也不宜断开,如«史记
秦始皇本纪»:“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

许.’”⑧再如０１４ ０１５简的“请令夫输”.

B．整理者将“妻子”连读,吴雪飞以顿号断开⑨,可从.秦汉时期的“妻子”均指“妻”与“子”两者,
特别是后文中有“其子已傅、嫁者”,可知这里的“子”指从人之未傅、未嫁的子女,故应以顿号断开.

此外,吴雪飞根据同卷第一组０１９ ０２０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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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邹水杰先生提示,此处的“巴县”当指巴郡之县.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案例十八«南郡卒史盖庐、挚田、叚(假)卒史瞗复攸

等狱簿»中,“苍梧守灶、尉徒唯”表明当时苍梧为郡,但文中有“苍梧县反者”(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０３页),应指苍梧郡下之县.此处的“巴县”用法同.按:其说可从.秦

时未见“巴县”的县名.据«晋书»卷一二○«李特载记»:汉高祖“更名其地为巴郡.土有盐铁丹漆之饶,俗性剽勇,又善歌舞”(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３０２２页).«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载巴郡属县有朐忍,颜师古注:“朐忍,容毋水所出,南〔入江〕.有橘官、
盐官.”(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６０３页)简文中的“巴县盐”当指此地.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红外线图版第一组单简正背面图版及释文、简注”,第４３ ４４、７４ ７５页.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２５０ ２５１页.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红外线图版第二组单简正背面图版及释文、简注”,第１２９页.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红外线图版第一组单简正背面图版及释文、简注”,第５６ ５７页.
«史记»卷九○«魏豹彭越列传彭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２５９４页.
«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长»,第３０７６ ３０７８页.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２３８ ２３９页.
吴雪飞:«‹岳麓简五›所见“从人”考»,简帛网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３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 id＝３０５２.本

文所引均为此文,后文不再赘注.



　　０１９/１０２１:●诸治从人者,具书未得者名、①族、年、长、物色、疵瑕,移讂县道.县道官谨以讂

穷求,得,②辄以智巧谮(潜)

０２０/１０１９:讯③其所智(知)从人、从人属、舍人④未得而不在讂中者,以益讂求,皆捕论之└.
敢有挟舍匿者,皆与同辠.⑤

认为“从人之妻、子、同产”就是“从人属”,可从.

C．整理者将“傅嫁”连读,吴雪飞以顿号断开,可从.傅、嫁系两种行为,“傅”指傅籍,“嫁”指出

嫁,故应断开.

D．整理者在“故代、齐从人之妻、子、同产、舍人及其子已傅、嫁者”与“比故魏、荆从人”之间以逗

号断开,但从语法和文义角度讲,不宜断开.这个句子与下面御史上请的内容大体一致,但叚正夫上

请的内容有省略.为了便于比较,现把两份上请列于下.笔者在少字的地方增加了空字符,以便将

两份上请相同的文字对齐,()内标识的是省略的部分.

　　１．请论　输袑等廿四人,故代、齐从人之妻、子、同产、舍人及其子已傅、嫁(不当收)者,D　
比故魏、荆从人(之妻、子、同产、舍人及其子已傅、嫁者).(叚正夫言)

２．请令夫输袑等廿四人,故代、齐从人之妻、子、同产、舍人及其子已傅、嫁 不当收者,D′
比故魏、荆从人之妻、子、同产、舍人及其子已傅、嫁者 .(御史言)

两句前面的动词分别是“请论输”和“请令夫输”,“请论输”和“请令夫输”后面的宾语分别有两个:一
个是“袑等廿四人”,一个是“故代齐从、人妻、子比故魏、荆从人中妻、子等”“比”为动词,是
“比照”“仿效”之义,连接两个同性的词或短句.此句中所比者即“故代、齐从人之妻、子”与“故
魏、荆从人”.叚正夫的请求内容是:请求论输袑等廿四人,以及比照以往论输故魏、荆从人之妻、子
等的方式论输故代、齐从人之妻、子等.此外,故魏、荆从人及其属、舍人的论输方式被作为效仿对

象,表明至晚在秦王政二十四年(前２２３)灭魏后就开始将从人及其亲属、舍人输往巴郡制盐.

E．整理者未断开.陈伟认为,“已论”包含两种情形,一是“完城旦舂”者,一是“为士五(伍)、庶人

者”,应断开⑥.可从.

F．整理者作句号.陈伟作分号⑦,可从.

G．整理者未将“夫妻子”断开.吴雪飞断作“夫、妻、子”,可从,理由同B.
但关于简文的内容仍有一些疑问.首先,叚正夫上言第一句:“得从人故赵将军乐突弟、舍人袑

等廿四人”,那么,此句中到底谁是从人,是“故赵将军乐突”还是“袑等廿四人”? 不考虑其他因素,仅
从语法角度讲,此句可作多种理解⑧:从人可能指“故赵将军乐突”,从人为“故赵将军乐突”的定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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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整理者未将“名族”断开.注释:“名字和姓氏.«战国策秦策二»:‘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而杀人.’高诱注:
‘名,字.族,姓.’或将名族断读.”吴雪飞断作“名、族”,但未说明理由.按:«汉书»卷八«宣帝纪»载宣帝地节四年九月诏:“其令郡国

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第２５３页)«岳麓秦简(伍)»０１９简的“名、族”即相当于«宣帝纪»
的“名、县”.秦时郡县制初兴,族在政治、社会中仍占有重要地位.随着郡县制的发展,到汉代时族的观念逐渐淡化,故注明人的出

身时不再要求写族别,而要求写其县、里名.
整理者未断开,此从陈伟以逗号断开.陈伟:«‹岳麓书院藏秦简〔伍〕›校读»,简帛网２０１８年３月９日,http://www．bsm．

org．cn/show_article．php?id＝３０３０.
整理者以句号断开,此从陈伟连读.陈伟:«‹岳麓书院藏秦简〔伍〕›校读»,简帛网２０１８年３月９日.
整理者以逗号断开,此从陈伟连读.陈伟:«‹岳麓书院藏秦简〔伍〕›校读»,简帛网２０１８年３月９日.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红外线图版第一组单简正背面图版及释文、简注”,第４５、７５页.
陈伟:«‹岳麓书院藏秦简〔伍〕›校读(续三)»,简帛网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１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 id＝

３０３０.
陈伟:«‹岳麓书院藏秦简〔伍〕›校读(续三)»,简帛网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１日.
李洪财说“简１０２９的‘从人’中有故赵将军突的弟弟”,应认为袑等二十四人是从人.吴雪飞一方面认为“故赵将军乐突”属

于从人,一方面又根据同卷０７７/０９０１简认为从人属、家吏、舍人等有时亦归入从人之中,同时又认为存在从人指“从属于抗秦者的妻

子、家吏、舍人等”的可能.



可能指“袑等廿四人”,从人和“故赵将军乐突弟、舍人”均为“袑等廿四人”的定语,修饰后者;而且,也
不排除乐突和袑等廿四人均为从人的可能.其次,叚正夫上言中提到乐突是“故赵将军”,但下文叚

正夫和御史上请时却没有提“故赵”,而提“故代、齐从人”,那么,“袑等廿四人”与“故代、齐从人”有没

有关系? 是袑等廿四人就是故代、齐从人? 还是两者并无关系,只是因为叚正夫恰巧抓到了这两伙

人,所以一起上请?
关于“故赵将军乐突”,整理小组注释:“乐突,人名,史籍无载,据此简可知其为战国时赵将.«史

记乐毅列传»记载,乐毅自燕降赵,后燕赵失和开战,其子乐间与乐间同宗乐乘也都降赵.秦灭赵

二十多年后,刘邦过赵时曾打听乐毅后人,当时尚有乐毅之孙乐叔,乐氏族人有乐瑕公、乐臣公,未见

有乐突的记载.此简或可补乐毅族氏记载之缺.”①整理者推测乐突是乐毅族人,应当可以成立.据

«史记乐毅列传»和«赵世家»等记载:燕王喜四年(前２５１),不听乐毅子昌国君乐间的劝说,以栗腹

及乐毅宗人乐乘为将攻打赵国,大败,乐乘等被俘,乐间遂逃到赵.次年,赵封乐乘为武襄君.再次

年即赵成王十七年,武襄君以“假相大将”的身份率兵攻打燕国,“围其国”.赵成王二十一年(前２４５)
去世,赵襄王即位,使乐乘代廉颇为将军,廉颇击走乐乘后,逃到魏国②.由此可见,乐族在赵国势力

很大.因此,简文中的故赵将军乐突是乐毅族人的可能性很大.简文既然称其为“故赵将军”,“故赵

将军”应当就是他的最终身份,这意味着他在赵国灭亡后并没有逃到其他国家,很可能在抵抗秦灭赵

的战役中战死或被俘.
叚正夫上言说“故赵将军乐突弟、舍人袑等廿四人”,对袑等二十四人和乐突的关系说得并不十

分明确.袑被列在二十四人最前面作为代表,显然身份最高,因此应是乐突的弟弟无疑.但他是否

可能同时是乐突的舍人呢? 战国秦汉时期的舍人地位较低.«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初即位

时,“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舍人”条下,
裴骃«集解»引文颖曰:“主厩内小吏官名.或云侍从宾客谓之舍人也.”③«汉书高帝纪下»载,刘邦

夜袭宛城,“围宛城三帀.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曰:‘死未晚也.’”颜师古注:“舍人,亲近左右之

通称也,后遂以为私属官号.”④侍从宾客、亲近左右、私属官号的说法更贴近战国秦汉时期舍人的形

象.因此,乐突应不会以其弟弟为舍人.这也可以从从人简中“同产”与“舍人”并列得到佐证.因

此,其余二十三人(或其中绝大部分)应为乐突的舍人.联系前引０１９ ０２０简秦所下“诸治从人令”
中,要求官吏一定要署明从人的“族”.０１３ ０１８简针对的对象均是乐突的亲属和舍人,也就是说,这
二十四人被集中处理应当就是因为他们是乐突族,因此“得从人故赵将军乐突弟、舍人袑等廿四人”
中的从人应当指故赵将军乐突,其弟弟乐袑和舍人则为从人的亲属和舍人.我们也可由此进一步推

断,至晚自秦灭赵时起就开始兴起从人狱,通缉追捕从人、从人属和舍人.
«史记乐毅列传»载,汉初,“高帝过赵,问:‘乐毅有后世乎?’对曰:‘有乐叔.’高帝封之乐卿,号

曰华成君.华成君,乐毅之孙也.而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⑤.据

此可知,秦灭赵后,乐族主要散布在赵、齐两地,乐卿即留在赵地者,乐瑕公、乐臣公则是逃亡到齐地

者.虽然«乐毅列传»没有记载,但可以推测,以赵末乐族势力之强,应当有一部分人追随赵公子嘉逃

到代地,帮助其建立代国,继续反秦斗争⑥.这一点也可以从下揭里耶秦简(８ ５３２＋８ ６７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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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第７４页.吴雪飞认为,从简文中处理乐突同产、舍人时提及“故代、齐从人之妻、子、
同产,舍人及其子已傅、嫁者,比故魏、荆从人”看,此处乐突所任的“赵将军”实际上当为“代王嘉”之将军.按:这一判断或失之武断.

«史记»卷八○«乐毅列传»,第２４３５ ２４３６页;卷四三«赵世家»,第１８２６页.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２２３、２２４页.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第１９、２１页.
«史记»卷八○«乐毅列传»,第２４３６页.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十九年(前２２８),秦灭赵,“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人之代,自立为代王,东与燕合兵,军上

谷”(第２３３页).



５２８)中将故代从人称作“代盗”得到佐证.此简中,秦始皇下诏寻找代从人,令署明他们是“何邦人”,
也反证即便是代从人,其出身也并不一定是代人,而有可能像袑等二十四人一样以前是赵人.所以

乐突的弟弟乐袑和乐突的舍人等二十四人应当是在代、齐两地被抓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１３ ０１８
简中会出现“故代、齐从人”.由此或可更进一步可推测袑等二十四人就是“故代、齐从人”,他们因为

是在代、齐两地被抓的,或者在代、齐两地继续参与反秦斗争,所以被称作“故代、齐从人”.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列出新的释文:

　　０１３/１０２９:●叚(假)正夫言:得近‹从›人故赵将军乐突弟└、舍人袑等廿四人,皆当完为城

旦,输巴县盐.请论轮‹输›袑等

０１４/１０２８:【廿 四 人,故】代、齐 从 人 之 妻、子、同 产、舍 人 及 其 子 已 傅、嫁 者 比 故 魏、荆 从

人.御史言:巴县盐多人,请

０１５/０９６０:令夫轮‹输›袑【等廿四人,故】代[代]、齐从人之妻、子、同产、舍人及其子已傅、嫁

不当收者比故魏、荆从人之

０１６/０９２１:【妻】、子 、同 产 、舍 人 及 子 已 傅 、嫁 者└,已论,轮‹输›其完城旦舂

洞庭,洞庭守处难亡所苦作,谨将司,令终身

０１７/０８９８:毋得免赦,皆盗戒(械)胶致桎传之;其为士五(伍)、庶人者处苍梧,苍梧守均处少

人所,疑亡者,戒(械)胶致桎传

０１８/１１１１:之,其夫、妻、子欲与,皆许之└.有等比.十五

其大意为:叚正夫上言:抓到了故代、齐从人乐袑等二十四人,乐袑是从人故赵将军乐突的弟弟,
其余二十三人是乐突的舍人,都应当判完城旦刑,输往巴郡的县制盐.请求论输袑等二十四人,以及

比照以往论输故魏、荆从人妻、子、同产、舍人及其已傅籍、嫁人的子女的方式论输故代、齐从人的妻、
子等.御史上言:现在巴郡县制盐的徒隶很多,请求下令按照夫的建议论输祒等二十四人,以及比照

以往论输故魏、荆从人妻、子等的方式论输故代、齐从人的妻、子等.论罪后,将其中的完城旦舂者输

往洞庭郡,洞庭郡太守要将他们安置在难以逃亡的地方辛苦劳作,谨慎地率领管理他们,让他们终身

不得赦免,都戴上刑具并封上胶押送他们;将其中的士伍、庶人安置在苍梧郡,苍梧郡守将他们安置

在人少的地方,有逃亡嫌疑的,戴上刑具并封上胶押送他们,他们的丈夫、妻子、子女如果想跟他们一

起前往,都要允许他们.有同类情况都照此处理.

二、对“从人”的刑罚及连坐

０１３ ０１８简中,袑等二十四名从人均被判完城旦刑,但根据同卷第一组０２４ ０２８简:

　　０２４/０９６１:(前略)或能

０２５/２０５３＋２０５０:捕 若 詗 告 从 人、从人属、舍人及挟舍匿者,死辠一人若城旦舂、鬼

薪白粲辠二人,购钱五千└;捕城旦舂、

０２６/１１１９:【鬼薪白粲辠一人若 (迁)、耐辠二人】,购 钱二千五百└;捕 (迁)、耐辠一人,

购钱千二百.皆先予,毋以次.从人

０２７/０８９７:之属、舍(?)人或能枸(拘)捕,捕从人死辠一人若城旦舂、鬼薪白粲辠二人者,除

其辠以为庶人└;捕城旦舂、

０２８/１１１２:鬼薪白粲辠一人若 (迁)、耐辠二人,皆减其辠一等└.(后略)①

可知从人及属、舍人等并非一律判为完城旦刑,而是根据情节轻重来判刑,重者可判死刑,轻者可判

迁、耐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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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红外线图版第一组单简正背面图版及释文、简注”,第４６ ４８页.



此外,０１３ ０１８简和上述０２４ ０２８简还表明,从人属、舍人要受连坐.那么,从人连坐的原则是

什么呢? ０１３ ０１８简涉及的“收”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线索.０１５简有“其子已傅、嫁者不当收者”,
反证其他情况要被“收”.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收律»有关于“收”的律条:

　　罪人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腐)者,皆收其妻、子、财、田宅.其子有妻、夫,若为户、
有爵,及年十七以上,若为人妻而弃、寡者,(简１７４)皆勿收.坐奸、略妻及伤其妻以收,毋收其

妻.(简１７５)①

此律规定:被判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刑及奸腐刑的罪人,其妻、子、财产、田宅要被没收.如果秦“收”
的政策与汉初«二年律令»相一致的话,那么,从人等若被判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刑,其同产、舍人应当

被收,但从人的子女若属以下情况,可以免于被收:第一,“其子有妻、夫”,即子、女已婚;第二,“为
户”,即已单独立户;第三,“有爵”,即拥有爵位;第四,“年十七以上”;第五,“为人妻而弃、寡者”,即嫁

人后被休或者成寡妇者.其中第一条“其子有妻、夫”免于被收,可以对应«岳麓秦简(伍)»０１５简的

“其子已傅、嫁者不当收”中的“已嫁者”;由于秦的傅籍年龄是十七岁,因此第四条“年十七以上”可以

对应０１５简“其子已傅、嫁者不当收”中的“已傅者”.由此可以看出,«二年律令收律»对完城旦舂、
鬼薪以上罪人“皆收其妻、子、财、田宅”的规定大体上沿袭了秦制.

判为完城旦舂、鬼薪以下刑罚的从人、从人属和舍人,则不在收的范畴.那么,未被收的从人属

和舍人又是如何论处的呢? 这可以从简文中的士伍、庶人觅得端倪.
«二年律令»４３５简规定:

　　县官器敝不可缮者,卖之.诸收人,皆入以为隶臣妾.(简４３５)②

“收人”没入官府后,其身份变成隶臣妾.９０ ９２简则表明耐罪也伴随着身份改变:

　　有罪当耐,其法不名耐者,庶人以上耐为司寇,司寇耐为隶臣妾.隶臣妾及收人有耐罪,
(系)城旦舂六岁. (系)日未备而复有耐罪,完(简９０)为城旦舂.城旦舂有罪耐以上,黥之.
(后略)(简９１)③

庶人以上若被判为耐刑,身份降为司寇;司寇若被判为耐刑,身份则降为隶臣妾.以这样的论刑标

准,从人属、同产、舍人被论刑后,如果仍存在士伍、庶人的身份,那么这些人一定是未被收者,并且所

判刑不仅低于耐刑,而且还可以保留士伍、庶人的身份.那么,他们受到的惩罚是什么呢? 结合传世

文献,应当是迁刑.
传世文献中有两个著名的迁刑的例子,均发生在秦王政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九

年平定嫪毐之乱后,参与叛乱者“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
灭其宗.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十二年)秋,复嫪毐舍人迁蜀

者”④.卫尉、内史、中大夫令等地位较高,为二千石的卿,汉文帝以后改为中二千石⑤.因为嫪毐所

犯为谋反罪,所以,秦始皇对参与嫪毐之乱的权高位重的人采取了最严酷的刑罚,从本人枭首、车裂

以徇、宗族被灭的刑罚结果来看,应当判处的是“夷三族”刑.这些人的舍人,轻的被判处鬼薪刑,重
的肯定也被处以死刑.“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应当是关系比舍人远的随从、士兵等.秦时有爵者被

削夺爵位后,其身份或为士伍,或为庶人.例如秦昭襄王五十年时,武安君白起因有罪被夺爵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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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３２页.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６８页.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２１页.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２２７页.
参见拙文:«秦汉官僚体系中的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及其意义»,«文史哲»２００８年第５期,收入拙著:«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

(续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１ ７２页.



伍①.卫君角二十一年,“二世废君角为庶人,卫绝祀”②.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秦王政十二年,吕不韦身上.«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

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③

吕不韦受秦始皇谴责后自杀,秦始皇对其舍人进行惩处:参加吕不韦葬礼的,若是晋国人,驱逐出境;
若是秦国人,六百石以上者剥夺爵位,迁;五百石以下未参加葬礼的,迁,但不夺爵.由此可知,被处

以迁刑者,并非都剥夺爵位,换言之,受到迁刑的人有的不伴随身份的改变,有拥有爵位者,也有没有

爵位的士伍、庶人.
由此可推测,０１３ ０１８简中的士伍、庶人应当来源于以下三种人:第一,被判处迁刑的从人;第

二,被判处完城旦舂和鬼薪以下刑从人的同产、舍人;第三,从人子女中已傅、嫁不当收者.他们或者

原身份即为士伍、庶人,或者夺爵后为士伍、庶人.
此外,«岳麓秦简(伍)»中还有一条涉及“三族从人”的简:

　　０７７/０９０１: 从 人 家 吏 、舍 人 . 可(何) 以 论(?)三 族 从 人 者 ?  议 :

令 县 治 三 族从人者,必④

对于“三族从人”,吴雪飞提出两个理解方向:或指从人之三族,即父母、妻子、同产,即简文的“从人

属”;又或指属于三个族的从人,如果是指后者,则说明从人是以“族”为标志的.周海锋注意到«里耶

秦简(贰)»中也有“三族从人”简:

　　□□A
主令 BⅠ
主三族从人【讂】 BⅡ
主盗贼发讂 BⅢ(９ １７０１)⑤

并认为“三族”或是“夷三族”之省,“三族从人”指那些罪大恶极当夷三族的从人⑥.
吴雪飞认为“三族”指父母、妻子、同产,应源于张晏的说法.«汉书高帝纪下»载:汉高帝九年,

赵王张敖相“贯高等谋逆发觉,逮捕高等,并捕赵王敖下狱.诏敢有随王,罪三族”.“三族”条下颜师

古注:

　　张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师古曰:“如说是也.”⑦

由此可知,汉唐时期关于“夷三族”的“三族”有两种说法,张晏说和如淳、颜师古说.张家山汉简释文

公布后,笔者曾结合«二年律令»１ ２简和«汉书刑法志»«晋书刑法志»等传世文献,论证夷三族

刑一定会连及祖父母、孙,且可能不限于此,而仅连及父、母、妻、子、同产的刑罚显然要轻得多,不可

能是夷三族刑,因此,张晏说是不正确的,如淳和颜师古说更符合逻辑⑧.
由于０１３ ０１８简从人连坐甚至不及父母,显然未达到夷三族的程度.因此,岳麓和里耶秦简中

１３１秦“从人”简与战国秦汉时期的“合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史记»卷五«秦本纪»:“(昭襄王)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密.”(第２１４页)
«史记»卷三七«卫康叔世家»,第１６０４ １６０５页.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２３１页.
此释文参见南开大学«岳麓书院藏秦简(伍)»读简班:«‹岳麓秦简(伍)›０１３ ０２９、０７７“从人”简补释»,待刊.
此释文参见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里耶秦简牍校释小组:«‹里耶秦简(贰)›校读(一)»,简帛网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７日,http://

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３１０５.
周海锋:«‹里耶秦简(贰)›初读(一)»,简帛网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５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 id＝３０８９.本

文所引均见此文,后文不再出注.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第６７页.
参见拙文:«从‹二年律令›的性质看汉代法典的编纂修订与律令关系»,«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收入拙著:«出土简牍

与秦汉社会»第二章“«二年律令»的性质与汉代律令法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９ ５１页.



的“三族从人”应当不是指夷三族的从人,而是三个族的从人,这里的“族”应就是０１９简中令诸治从

人者署其族属的“族”,但到底指哪三个族则不得而知.

三、里耶秦简中的“从人”简

随着岳麓秦简从人简的发现,里耶秦简中的从人简也引起学者的关注.其中,内容较完整、价值

较高的是里耶秦简(８ ５３２＋８ ６７４＋８ ５２８)简.李洪财参考«岳麓秦简(伍)»的从人简,对此简释

文、标点进行了补释,推进很大,但由于此牍的书写比较潦草,所以一些字的释读仍有疑问.笔者在

李文的基础上,并参考«里耶秦简(壹)»①«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②,对释文、标点稍作改动,释文

如下:

　　a制 诏 御史:闻代人多坐从以毄(系)③,其御史往行,□其名□所坐以毄(系) Ⅰ

县官□秦军初□□到使者至,其当于秦下令毄(系)者, (率)署④其所坐 Ⅱ
令且解(?)⑤盗戒(械).b卅五年七月戊戌,御史大夫绾下将军,⑥下令叚御史謷往行 Ⅲ

下书都吏治从人者,□大□□□下校尉主军□都吏治 从 人 者 Ⅳ

【听】⑦书从事,⑧各二牒,故何邦人、⑨爵死‹列›、越□从及有以当制□ Ⅴ
(８ ５３２＋８ ６７４＋８ ５２８正)

c 书亟言:求代盗,书都吏治从人者所,毋当令者. Ⅰ
□留. 曰:骑行,书留. /□手.Ⅱ (８ ５３２＋８ ６７４＋８ ５２８背)

学者均认为此简中的“代人多坐从以系”就是指岳麓秦简中的“故代从人”,这一点应当没有疑

问,但也有一些问题学者意见存在分歧.例如,关于正面Ⅲ的“卅五年”.«校释»认为“卅”或许应释

为“廿”,秦灭代在秦始皇二十五年,“简文所记似为灭代后形势.如然,御史大夫绾即后来的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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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２年,图版(第八层简牍),第７９、９５、７８页.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７３ １７５页.下文注释中简称“«校释»”.
“(系)”为笔者所加.下同.
«里耶秦简(壹)»释作“书”,«校释»改释为“署”,李文作“书”,但从字形看,此字左边明显有一撇,下部为“者”字,因此,应为

“署”字.
此字仅残存左上笔画,与“解”字左上部分吻合,但此字残损严重,而且,此字对全文的理解至为关键,为谨慎起见,特加

“(?)”.
«校释»和李文此处均未断开.
笔者根据文义和文例补.如里耶秦简８ １３５正:“(前略)【九】月庚辰,迁陵守丞敦狐却之:司空自以二月叚(假)狼船,何故

弗蚤辟□,今而Ⅳ誧(甫)曰谒问覆狱卒史衰、义.衰、义事已,不智(知)所居.其听书从事./　手.即令走□行司空.Ⅴ”(«校释»,
第７２ ７３页)８ ５６７:“六月乙未,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听书从事,□Ⅳ□军吏在县界中者各告之.新武陵别四道,以次传.别书,写
上洞庭Ⅴ(８ ６５７正)尉.皆勿留./葆手.Ⅰ/骄手./(后略)(８ ６５７背)”(«校释»,第１９３页)

«校释»和李文此处均未断开.
«校释»和李文此处均未断开.
«校释»:“‘死’疑为‘列’字之讹.爵列,爵位.”据补.
«校释»和李文此处均未断开.
此字«校释»未释,李文释作“令”,但残存笔画较“令”多,不当释作“令”,故仍阙释.
此字«校释»、李文均释作“秦”,但此字仅存上部,下部完全不存,不能排除是“奏”的可能,故仍阙释.
«校释»和李文此处均未标点.
«校释»和李文此处均未标点.笔者疑应以逗号断开.
«校释»和李文此处均未标点.
«校释»和李文此处均未标点.
«校释»和李文此处均未标点.
«校释»和李文此处均未标点.
«校释»和李文此处均未标点.
«校释»和李文此处均未标点.



绾”.李洪财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卅”的释字无误.秦统一后,故民与新政之间的摩擦长期存

在,代地可能在“卅五年”时出现了一场小规模从人反秦斗争.笔者认为,里耶秦简所讲“代人多坐从

以系”并非是因秦始皇三十五年代地发生新的反秦斗争而被“系”的代从人,而正是岳麓秦简０１３
０１８简中御史建议因“巴县盐多人”而将论为完城旦舂刑者输往洞庭“难亡所苦作”、且“令终身毋得

免赦,皆盗戒(械)胶致桎传之”的那些“故代从人”及其属、舍人,他们被“系”应是因为在秦军发动灭

亡代国的战争中进行了武力反抗.正因为当初朝廷下诏令他们“终身毋得免赦,皆盗戒(械)胶致

桎”,所以一直到秦始皇三十五年他们仍关押在洞庭郡,且仍旧带着“盗械”.
此外,李洪财认为此简中的“毋当令者”指不应当承受法令者,即“不当收者”,应该包含里耶秦简

(８ ７７７)简

　　从人论报,Ⅰ择免归,致Ⅱ书具此Ⅲ中.[图案]Ⅳ(８ ７７７)①

中的“择免归”者.这枚简是关于释放代地从人中“毋当令者”的诏令.笔者认为,“毋当令者”是秦汉

时上级询问和下级回复是否有符合诏令的文书套语.下面举几个例子:

　　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辛巳,尉守蜀敢告之:大(太)守令曰:秦人□□□Ⅰ侯中秦吏自捕取,
岁上物数会九月朢(望)大(太)守府,毋有亦言.Ⅱ问之尉,毋当令者.敢告之.Ⅲ(８ ６５２＋８
６７正)辛巳,走利以來./□半.憙 (８ ６５２＋８ ６７背)②

卅三年二月壬寅朔朔日,迁陵守丞都敢言之:令曰恒以Ⅰ朔日上所买徒隶数.问之,毋当

令者,敢言之.Ⅱ(８ １５４正)二月壬寅水十一刻刻下二,邮人得行.　圂手.(８ １５４背)③

因此,简文(８ ５３２＋８ ６７４＋８ ５２８背)Ⅰ“亟言”的内容———“求代盗书都吏治从人者所,毋当令

者”,是说没有符合诏令要求者.从文书构成而言,此简应分为三部分:a抄录皇帝制诏御史的内容;

b记录御史大夫绾于某年月日颁布诏令,逐级下达,并派出假御史亲自督办,令地方查明是否有符合

诏令所说的代从人,以牒书方式上报给都吏治从人者;c是迁陵县回复都吏治从人者,没有符合诏令

的代从人,并注明传递方式.
关于“代盗”,吴雪飞说:“简文中又将代之从人称为‘代盗’,可见秦人将‘从人’划入广义的‘盗’

的范围.”这一观察很敏锐.简正Ⅰ诏书中说“闻代人多坐从以毄(系)”,简文中又三次出现“都吏治

从人者”,因此,“代盗”的“代”显然就是简正Ⅰ的“代人”.“从”是犯罪行为,从人则是指犯“从”罪行

的人.先秦秦汉时期常把对抗统治者的人统称为“盗”.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九年,始
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同卷: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

广起义,山东纷纷响应,“谒者使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二世怒,下吏.后使者至,上问,对曰:‘群
盗,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上悦”.二年冬,陈胜派遣的周章率军数十万西攻至戏,少府章

邯建议:“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④因此,简背Ⅰ的“求代

盗”应当是对秦始皇三十五年七月戊戌令内容的概括语.代盗就是代从人.
简文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词,即“骑行”.«汉旧仪»卷上记载:

　　秦以前民皆佩绶,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汉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

臣莫敢用也.奉玺书使者乘驰传.⑤ 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行千里为程.⑥

«汉书高帝纪下»“乘传”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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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２２５页.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５２页.«校释»简号作“８ ６７＋８ ６５２”,查图版,两个简号颠倒了.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９３页.
分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２４９、２６９、２７０页.
原为逗号,笔者改.
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６２ ６３页.«汉官旧仪»卷上和«汉官仪»卷下无“汉以

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句(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３１、１８７页).



　　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律,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

轺传.急者乘一乘传.”师古曰:“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

驿骑.”①

由此可知驿骑是单置马的单骑.奉皇帝玺书的使者一般乘驰传,但也有用驿骑的,则是三骑并行,昼
夜兼程,以每昼夜行千里为程(即标准).那么,驿骑所传玺书一定是皇帝的紧急诏令.此外,边塞出

现紧急军情即“奔命警备事”,需发“奔命书”时,也使用驿骑上报.骑行不仅表明传递文书的级别高,
而且事情紧急②.背Ⅰ的“亟言”也佐证了这一点,即秦始皇诏令“求代盗”是一个紧急任务,需立即

答复.
李洪财认为,“从整体内容看,里耶缀合简是下达释放代地从人的重要诏令”.简正Ⅲ“令且解

(?)盗戒(械)”的“解”字是作出这一判断的重要依据,遗憾的是此字残损较严重,但里耶秦简(８
７７７)简中的“择免归”也可以佐证这一判断.此外,被迁蜀的嫪毐舍人,在吕不韦自杀,嫪毐、吕不韦

集团的威胁完全解除的三年后,被秦王政赦免,允许他们回家乡,也为此提供了实例.简正Ⅱ“秦军

初□□到使者至,其当于秦下令毄(系)者”的内容应是赦免条件,“初”后面两个字的字迹清楚,但因

写法潦草,不可识.结合上下文意,此句文义或许是:秦军初攻入代地到“使者至”这一期间,符合秦

下令逮捕的代从人.诏书命令登记在这一期间被抓的代从人,暂且解除其刑具.(８ ７７７)简“择免

归”即被赦免回家乡的应当就是这部分人.正如嫪毐舍人被赦免是以吕不韦自杀为契机,秦始皇三

十五年七月戊戌突然下诏释放代从人,并且是以“骑行”的方式紧急办理,也一定是因某个事件引发.
遗憾的是,由于史料的限制,文献中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但若允许放飞我们想象的话,或许这与秦击

匈奴有关.

四、“从人”的含义及其来源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回过头讨论从人的含义问题了.目前学界关于从人大体有两种看法:第一,
包括李洪财在内的整理者认为,从人大多出身旧六国贵族,地位较高,因此不是普通的伙同从犯,而
是主张合纵抗秦之人③.第二,吴雪飞认为,“从”为随从、牵连之义,可能指六国追随国君抗秦之人,
或者与抗秦之人有牵连关系之人.

从人应指“合从”反秦、抗秦之人.李洪财列举了«战国策齐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齐王“夫从

人朋党比周,莫不以从为可”④的例子.事实上,传世文献中有更为直接的例证.«史记秦始皇本

纪»载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后,下令丞相、御史议帝号时,概述了秦灭六国的经过:

　　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魏王

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⑤

说六国先后背弃了与秦的约定,其中第一个为秦所灭的韩国的罪名就包括“与赵、魏合从畔秦”.魏

王的罪名也是“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此外,秦始皇三十七年会稽山刻石铭文也说:

　　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

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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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第５７ ５８页.
参见拙文:«岳麓秦简 秦汉 “奔命警备” »,(韩)«东洋史学研究»第１４２辑,２０１８年,第３ ９页;中译

文«从岳麓秦简看秦汉时期有关“奔命警备”的法律»,收入姚远主编:«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第七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２５ ２９页.
李洪财在分析里耶秦简(８ ５３２＋８ ６７４＋８ ５２８)时,常将“从”解释为“随从”,如“简文说听闻代地有很多人因随从某人

某事而被拘系”,易造成误解.
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卷八«齐策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３３１页.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２３５ ２３６页.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２６１ ２６２页.



秦始皇在铭文中列举六国罪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暗地互通使者,从事“合从”行为.秦始皇刻

石中所刻均是秦始皇一生中最在乎之事①,六国合从反秦不仅让他感到愤怒,而且为其兴兵灭六国提

供了正当性.
从人故赵将军乐突的身份也印证了这一点.从前文所引文献记载来看,乐突的族人乐乘曾掌握

赵国军政大权,乐突能任将军也应与此有关.由于其地位较高,可能参与或主导了赵国后期与其他

国家的“合从”事宜,所以被列为从人.
关于“从”字的含义,一般都认为“从”通“纵”,与“衡”或“横”相对.如«史记项羽本纪»载陈余

遗章邯书:“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约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此孰与身伏 质,妻子为僇

乎?”司马贞«索隐»:“此诸侯谓关东诸侯也.何以知然? 文颖曰:‘关东为从,关西为横.’高诱曰:‘关
东地形从长,苏秦相六国,号为合从.关西地形横长,张仪相秦,坏关东从,使与秦合,号曰连横.’”②

«荀子赋篇»:“以能合从,又善连衡.”杨倞注:“从,竖也,子容反.衡,横也.言箴亦能如战国合从、
连横之人.南北为从,东西为衡也.”③

然“合从”之“从”原本并无“纵”之义,而是随行的意思.«说文解字从部»:“从,随行也.”④引申

为结盟、联盟.如«战国策齐策一»“苏秦为赵合从”,高诱注:“合山东六国之亲也.”⑤«赵策三»:“苦
成常谓建信君曰:‘天下合从,而独以赵恶秦,何也? 从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间? 从而无功

乎,收河间何益也?”⑥«魏策一»:“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曰:‘大王诚能听臣,六国从亲,专心并力,
则必无强秦之患.故敝邑赵王使使臣献愚计,奉明约,在大王诏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尝得闻明

教.今主君以赵王之诏诏之,敬以国从.’”⑦此处单独的“从”字均应作动词讲.
如上引«魏策一»,“合从”在战国秦汉时期也称“从亲”.再如«战国策齐策二»:“犀首以梁为齐

战于承匡而不胜.张仪谓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国.梁王因相仪,仪以秦、梁之齐合横亲.”高诱注:“合
秦之横,与山东六国从亲也.”⑧«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游说赵王说:“六国从亲以宾秦,则秦甲必不

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司马贞«索隐»:“谓六国之军共为合从相亲,独以秦为宾而共伐之.”⑨«岳麓

秦简(肆)»０３０ ０３１简也出现了“从亲”一词:

　　０３０/２１３２空及入仆、养、老,它官徒输宫司空、泰匠、左司空、右司空者,皆作功上.及毋得

从亲它县

０３１/１９９８道官,从亲它县道官者黥为城旦舂,吏听者与同罪.

这里的“从亲”也是合从相亲之义.段玉裁注说“从”后来“引伸为主从、为从横、为操从.亦假纵为

之”,甚是.秦统一后乃至汉代,仍使用“合从”一词.如«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吕后死后,“郎中令

贾寿使从齐来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欲诛诸吕告产,乃趣产急入宫”.«汉书栾布传»载栾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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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拙文:«嶽麓秦簡(伍) 嫪毐 »,(韩)«中國古中世史研究»第５１辑,首尔:
(韩)中国古中世史学会,２０１９年,第２２９ ２５４页.中译文:«‹岳麓书院藏秦简(伍)›有关女子重组家庭的法令与嫪毐之乱»,西北师

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简牍学研究»第八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３０８、３０９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一八«赋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４７９页.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３９０页.
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证»卷八«齐策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５３８、５４０页.
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卷八«赵策三»,十九“苦成常谓建信君章”,第７５５页.
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卷八«魏策一»,十“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章”,第８１９ ８２０页.
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证»卷九«齐策二»,第５６２页.
«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第２２４９ ２２５０页.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４８ ４９页.释文有改动,参见拙文:«岳麓秦简中

的“作功上”与秦王朝大兴土木———兼论‹诗豳风七月›“上入执宫功”句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一五,第３９０页.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４０９页.



说刘邦:“方上之困彭城,败荥阳、成皋间,项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与汉合从苦楚也.当

是之时,彭王壹顾,与楚则汉破,与汉则楚破.”①

袑等二十四名从人分别从代、齐两地捕得,却作为一个案子处理,就是因为他们是从人故赵将军

乐突的同产和舍人.此外,０１９简中秦下令要求审理从人案时必须查明其族属,以及岳麓秦简和里

耶秦简中均有“三族从人”的说法,这些都意味着战国秦时族的力量仍很强大,是当时的主要社会组

织形态,故许多活动包括合从反秦都是以族为单位进行的.秦统一后,随着郡县制的推行,族逐渐为

郡县制所瓦解和替代.
如前所述,以上两种观点都认为从人大多出身六国贵族、地位较高.«里耶秦简(贰)»公布后,周

海锋根据其中的２２简:

　　廿八年正月辛丑朔丁未,贰春乡敬敢言之:从人城旦皆

非智 田殹,当作治县官府.谒尽令从人作官府

及负土佐鄄(甄),而尽遣故佐负土男子 囚 及乘城卒、诸

黔首抵辠者皆智 田谒上财,自敦遣佐者,毋令官独(正)

遣 田者.谒报.敢言之.

今敬正月壬子得徒弗报.
壬子夕佐黑以来/除半　手(背)②

进一步确认,从人确为从事反秦活动的六国贵族阶层,其大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③.但根据前文

的讨论,如果故赵将军乐突的舍人也是从人,而且,被判迁刑的从人、从人属、舍人中有无爵的士伍、
庶人这样的身份,就不能一概而论说从人出身六国贵族,地位较高.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从人的绝大

多数为社会中下阶层.«里耶秦简(贰)»的２２简“非智(知) 田殹”也不能证明从人身份的高下.首

先,如果这些从人和０１３ ０１８简中的故代、齐从人一样,大多数为贵族舍人的话,舍人的主要工作是

侍从主人,舍人多为有技能包括智识、文化者,而不是普通的农民,因此,不会种田很正常.而且,正
如周海锋所说, 田在«里耶秦简(壹)»中作“槎田”:

　　【黔】首习俗好本事不好末作,其习俗槎田岁更,以异中县.(８ ３５５)
«校释»:“槎田岁更,应是说一种耕作制度.«国语鲁语上»‘且夫山不槎孽’韦昭注:‘槎,斫也.’«文
选张衡‹东京赋›»‘山无槎枿’吕向注:‘斫木曰槎.’槎田,可能是指斫木为田.岁更,每年更替.”④

周海锋认为槎田“在这里可能不仅仅指一种存在于南方的特殊的耕种方式,而指代耕田一类的劳

作”,但此处明言这里的习俗“槎田岁更”是与“中县”即中原地区不同的耕作方式.此外,唐代时南方

蛮人称民为槎,也可以作为佐证.李贺«黄家洞»诗:“闲驱竹马缓归家,官军自杀容州槎.”吴正子注:
“槎,或蛮称民之辞.”⑤洞庭郡正是蛮人居住地.称蛮民为槎可能就是源于当地槎田的耕作方式.

[责任编辑　 范学辉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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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汉书»卷三七«季布栾布田叔传栾布»,第１９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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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匏有苦叶»歧解辨析

———兼论«诗经»解释的方法问题

时雨若

摘　要:汉代以来,«诗经匏有苦叶»歧解纷呈,号为难读.历代诸家解释大致可归为刺淫、审时两

说,均不脱先立旨、后说诗的俗套.今人立足文本的新见解虽能一扫旧说,还其民歌面目,却因其“四章不

接”而遭诟病.若能以场景解释法来解读文本,则可得到一幅以婚恋为主题的不同时节的渡口风俗画,从

而也避免了传统解«诗»先入为主的思维局限.

关键词:«诗经»;«匏有苦叶»;主旨解释法;场景解释法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０．０３．１３

引　言

«匏有苦叶»是«诗经邶风»中的一首,诗云: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
有弥济盈,有鷕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
雝雝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

汉代以来,这篇诗歧解纷呈,号称难读.近人傅斯年在他的«诗经讲义»中甚至说:“义未详,四章不

接,恐已错乱.”① 本文谨结合相关文献,对历代解诗诸家的见解进行梳理辨析,并围绕主旨与文本的

关系问题对«诗经»的解释方法作出考察,尝试用场景解释法对此诗进行译读,以求教于方家.

一、传统主旨解释的观点与方法论析

关于这首诗的主旨,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出自«诗序»:“«匏有苦叶»,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

淫乱.”卫宣公淫乱,指上烝父妾下纳子妻事.根据«左传桓公十六年»和«史记卫康叔世家»记
载,宣公爱上庶母夷姜,立为夫人,生了一个儿子,为他从齐国娶了一位姑娘,可是宣公听说这位姑娘

长得很美,便自己娶了她.«毛诗故训传»、郑玄«毛诗笺»、孔颖达«毛诗正义»(以下分别简称«毛传»
«郑笺»«孔疏»)皆与«诗序»一致,坐实卫宣公及夫人夷姜淫乱,并延伸至男女关系违礼悖义,用以解

诗.如«毛传»解第一章第二句:“遭时制宜,如遇水深则厉,浅则揭矣.男女之际,安可以无礼义,将
无以自济也.”«郑笺»则云:“既以深浅记时,因以水深浅喻男女之才性贤与不肖及长幼也,各顺其人

之宜,为之求妃耦.”«孔疏»则曰:“若过深水则厉,浅水则褰衣,过水随宜,期之必渡,以兴用礼当随丰

俭之异,若时丰则礼隆,时俭则礼杀,遭时制宜,不可无礼.若其无礼,将无以自济.故虽贫俭,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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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废礼,君何为不以正礼娶夫人,而与夷姜淫乱乎?”第二章第一句:“深水,人之所难也.卫夫人

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辞,不顾礼义之难,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郑笺»则云:“有弥济盈,谓
过于厉,喻犯礼深也.”«孔疏»则曰:“言有弥然深水者,人所畏难,今有人济此盈满之水,不避其难,以
兴有俨然礼义者,人所防闲,今夫人犯防闲之礼,不顾其难.”

又如«毛传»解第三章第一句,只说:“雝雝,雁声和也.纳采用雁.旭日始出,谓大昕之时.”«郑
笺»则云:“雁者随阳而处,似妇人从夫,故昏礼用焉.自纳采至请期用昕,亲迎用昏.”第二句,«毛传»
只说:“迨,及.泮,散也.”«郑笺»则云:“归妻,使之来归于己,谓请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
月可以昏矣.”«孔疏»显然是嫌«毛传»说得过于简单,便申说道:“毛以为宣公淫乱,不娶夫人,故陈正

礼以责之.言此雝雝然声和之鸣雁,当于旭然日始旦之时以行纳采之礼.既行纳采之等礼成,又须

及时迎之.言士如使妻来归于己,当及冰之未散,正月以前迎之.君何故不用正礼及时而娶,乃烝父

妾乎?”第四章第二句:“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独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适,贞女不行,非
得礼义,昏姻不成.”«郑笺»缺,大概是同意毛说.«孔疏»重申«毛传»的后两句话,不忘加上一句:“夫
人何以不由礼而与公淫乎?”①

朱熹对这首诗的解释,与«诗序»有差异.他认为“未有以见其为刺宣公、夫人之诗”.不过,他虽

不坐实卫宣公及夫人,却在«诗集传»中仍认为“此刺淫乱之诗”.比如解第一章:“言匏未可用而渡处

方深,行者当量其深浅,而后可渡.以比男女之际,亦当量度礼义而行也.”第二章:“夫济盈必濡其

辙,雉鸣当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济盈而曰不濡轨,雉鸣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乱之人不度礼义,非其配

耦,而犯礼以相求也.”第三章:“言古人之于婚姻,其求之不暴,而节之以礼如此,以深刺淫乱之人

也.”第四章:“舟人招人以渡,人皆从之.而我独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后从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

耦而相从,而刺此人之不然也.”②

这样的解释,看似与«诗序»不同,其实未脱«诗序»说诗的轨道,且要言不烦,刺意更显豁.姚际恒有

见于此,在其«诗经通论»中评说道:“«集传»但以为刺淫乱之诗,欲与«序»异,不知即«序»旨耳.”③

依姚际恒的意思,坐不坐实卫宣公,只要是刺淫乱之类的解读,都不脱«诗序»的框框.这是看到

了问题的本质.比如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既赞成朱熹的看法,又认为篇中“雉鸣求其牡”也不完

全是泛泛然无所指:“诗人之意,未必专刺宣公,亦未必非刺宣公.因时感事,触物警心,风诗义旨,大
都如是.故谓之刺世也可,谓之刺宣公也亦可,谓之警世也可,即谓之自警也亦无不可.是在乎善读

«诗»者触处旁通,悠游涵泳,以求其言外意焉,斯得之耳.”④这种读诗法,看似更加宽泛灵活,实则仍

在«诗序»的框框内跳不出来,所以他将这首诗的主旨归结为“刺世礼义澌灭也”.也因此,方玉润在

这首诗的解释上,达不到自己所追求的“原诗人始意”的目的.
上述解释,皆将该诗视为“刺淫诗”,在传统诸«诗»说中最具代表性.凡坐实某人淫乱,或虽不征

实却认定为刺淫乱,或虽不认定为刺淫乱却认定为针对违礼犯义而刺世警世等种种说诗解诗方法,
都可归于这一类.

关于这首诗的主旨,除了“刺淫诗”,还有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说法,出自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

疏»:“贤者不遇时而作也.”⑤这一说法,是从对«论语宪问»所引诗句的理解出发的:“«论语宪问

篇»:‘子击磬于卫,荷蒉讽之曰: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此卫人引«卫诗»,以明当

时随时仕己之义,乃«诗»说之最古者.”诗句出自«论语»,又是“«诗»说之最古者”,便是有了根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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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权威.王先谦又据«后汉书张衡传»中的话,说明后汉时人对“深则厉,浅则揭”的理解,合于«论
语»荷蒉者引«诗»之义,由此也说明“刺淫”的说法,并不合于古义:“«后汉张衡传应间»云:‘深厉

浅揭,随时为义.’又云:‘捷径邪至,我不忍以揭步.干进苟容,我不忍以歙肩.虽有犀舟劲楫,犹人

涉卬否,有须者也.’衡习«鲁诗»,此本鲁义,与荷蒉引«诗»意合,知古说无刺淫义也.”又引徐璈的说

法,说明全诗都体现了同样的意思:“徐璈云:‘此是士之审于出处,而讽进不以道者.济涉济盈,«大
易»涉川之象;求牡归妻,«孟子»有家之喻.全诗以二者托兴.吕祖谦云“此诗皆以物为比,而不正言

其事”,是也.其曰迨冰未泮,卬须我友,则出处之间,待时而动,信友获上,有其道矣.’”既已立定诗

旨,以下对每一章的解释,都体现了这个主旨.如解第一章第一句:“匏待叶枯,喻士须时至;有匏而

后可深涉,喻士有材能而后可用世也.”第二句:“水深浅随时,故厉、揭无定,喻涉世浅深,各有时宜

也.”第二章第二句:“水深濡轨则不济,‘危邦不入’之义也.雉非其牡则不求,‘非君不事’之义.”按:
“危邦不入”,孔子的话,出自«论语泰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非君不事”,当是孟子的话,出自

«孟子万章下»:“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又解第三章第二句:“诗人以昏不可过

期,喻士不可过时,与«孟子»男女室家之譬同意,明己未尝不欲仕也.”第四章第二句:“诗人明己目前

不仕之故,待同心之友而后谋共济也.其抱道自重,不轻一试,可谓贤矣.”①

既然«论语»引了«匏有苦叶»的诗句,当然会有更多的人注意到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在王先谦之

前,如明代的安世凤在他的«诗批释»中直接认为“当是隐士之诗”,且认为“全篇皆比”:“首章以匏兴

济,比士之审势.二章以济兴雉,比士之当待求.三章以归妻比士之当俟时.四章以涉比士之当择

主.”②在王先谦之后,如民国时吴闿生在他的«诗义会通»中说:“此诗«序»以为‘刺宣公淫乱’,固误

矣.朱子仍以淫乱释之,亦非也.当以«论语»荷蒉所引,为其正义.味其词,盖隐君子所作.”③

上述解释,是将该诗视为“隐士诗”.此为另一类说诗者.凡认为出仕做官当审时度势、知所进

退,或认为归隐之人当俟时待求、审势择主等种种说诗解诗的方法,都可归于这一类.
传统对«诗匏有苦叶»的解释,主要就是前述两类.这两类解释方法,共同点是先立定主旨,再

行说诗.这种解«诗»的方法是怎么来的? 朱熹似乎看出了问题所在.他认为最初注经的文字,本当

在经文之后,如«诗序»本当在«诗»文之后,但自从越过«诗»文置于篇首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他

说:“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于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后.又以尚有齐、鲁、韩氏

之说并传于世,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后人之手,不尽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后,而超

冠篇端;不为注文,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词,而遂为决辞.其后三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抵牾

之迹无复可见.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于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拟

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

忍明以小序为出于汉儒也.”④

朱熹对问题看得是很明白的,尤其那句“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
实在是一针见血.其结果就是郑振铎指出的:“后来读«诗»的人,不知抬头看«诗»文,只知就«序»求
诗意.”⑤本来,朱熹是主张读«诗»解«诗»须先“废«序»”的.如他说:“学者当‘兴于诗’.须先去了«小
序»,只将本文熟读玩味,仍不可先看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认得此诗是说个甚事.”⑥但他在具体

的解释中,常常跳不出«诗序»的框框.他之倡“废«序»”,主张就本文说诗,实是开以“理”说诗的方便

法门.“理”,理学也.不管是以«序»说诗,还是以“理”说诗,都跳不出皇权时代“三纲五常”“忠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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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范畴,而后者更系统化、精致化了.后世注«诗»者,鲜有脱离这个窠臼的.有的即使能够脱离

«诗序»的主旨,也难以抛开«诗序»的方法.
王先谦就属于这后一种情况.他的解释完全脱离了«诗序»的主旨,却找到了另一个主旨,出自

«论语»的主旨.这种做法之不可取,今人陈子展指出了问题所在:“荷蒉者取诗深厉浅揭随时为义,
以讽孔子当明随时仕已之义.其引«诗»以就己说,与赋«诗»断章取义者同.”既为“断章取义”,自然

与«诗经»的本义无涉①.
以上两类说诗解诗的方法,可称之为“主旨解释法”.凡先确定一诗的主旨,再以此为脉络去进

行训诂、考据以及义理的阐释的方法,都可归结为这种方法.

二、今人立足文本的新见解

不同于上述两类解释,今人余冠英在«诗经选»中对«匏有苦叶»提供了新的题解:“这诗所写的

是:一个秋天的早晨,红通通的太阳才升上地平线,照在济水上.一个女子正在岸边徘徊,她惦记着

住在河那边的未婚夫,心想:他如果没有忘了结婚的事,该趁着河里还不曾结冰,赶快过来迎娶才是.
再迟怕来不及了.现在这济水虽然涨高,也不过半轮子深浅,那迎亲的车主该不难渡过吧? 这时耳

边传来野鸡和雁鹅叫唤的声音,更触动她的心事.”②这个题解,获得许多人的赞同.如程俊英、蒋见

元在«诗经注析»中谓余说“一扫旧说,还它以民歌的本来面目”,“扼要生动,可谓善于说诗者”③.
陈子展的«诗经直解»有着类似的思路,认为该诗“显为女求男之作”,每章描述的都是女子在渡

口待渡时的场景.第一章“言于渡口迎人待渡时所见、所感,济深则系匏而涉,济浅则搴裳而涉”;第
二章“继言迎人待渡时之所见、所闻.济盈,雉鸣”;第三章“再言迎人待渡时之所见、所闻.闻婚礼纳

采,鸣雁而过.见冰未解冻,朝日初升”;第四章“言迎人待渡而久不渡者,卬须我友之故耳”④.
余说、陈说,不同于传统的“以«序»解诗”或“以经说诗”,而是“以诗解诗”“就诗说诗”,故将该诗

看作“婚恋诗”.这就打开了«诗经»解释的新天地.不过,细论之,余说、陈说都有可商榷之处.余说

的题解似将该诗的首章和末章忽略了,只顾及了中间两章的内容.首章讲的是佩匏渡河的事,题解

未涉及,末章讲的是乘船渡河的事,题解也未涉及,而且末章的语气是诗人的语气,她并没有过河,而
是还在此岸等她的朋友,这与题解说她惦记对岸的未婚夫相去甚远.

陈说的关键词是“迎人待渡”,这是由第四章的场景来倒推前三章的场景,作者谓之“倒叙法”.
对于前三章所描述的不同场景和事物,有些“可见”,有些非“可见”.非“可见”者便归于“所闻”“所
感”,这就显得勉强了.

三、基于场景解释法的新译读

这首诗难读,姚际恒似乎看到了问题所在.他指出:“四章各自立义,不为连类之辞.”⑤前引傅斯

年的话,意思相似.方玉润不同意这种看法,批评说:“«诗»岂有四章各自立义,不相连类之理?”⑥

“各自立义”的说法,并不准确,但给人的启发是,诗中的场景,并非一个连续性的场景.这可以

从每一章各有一种渡河的方式且属不同季节上看出.受陈子展“倒叙法”和姚际恒“不为连类之辞”
的启发,按照朱熹“只将本文熟读玩味”的方法,这里试着提出自己的解释.

看这首诗,最鲜明的特征,是四章各有一种渡河的方式.我们且从这个角度切入去作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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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佩匏渡河.匏即葫芦,古人早就知道将葫芦拴在腰间以渡河,称之为“腰舟”.“苦”和
“枯”通,叶枯意味着葫芦可用.«齐诗»曰:“枯瓠不朽,利以济舟.渡逾江海,无有溺忧.”(«易林震

卦»)“深则厉,浅则揭”,从闻一多说:“言水深则带匏于身以防溺,水浅则荷于背上可也.”①需要指出

的是,“济有深涉”,就是指水深需佩匏而渡,下文就不是指有时水深,有时水浅,似乎季节不同.其实

是指水深处佩匏,水浅处荷匏于背.所谓水深处,一般指河的中间部分,水浅处则指下水部分和上岸

部分.或者,由于河床宽广,有的地方深有的地方浅,时深时浅,则“深则厉,浅则揭”就显得更有风致

了.还可以知道的是,匏叶枯,当是秋天.如«郑笺»从«毛传»解“苦”为匏叶不可食,“谓八月之时”,
解“苦”为“枯”,则季节还要靠后一些,总之指开始进入枯水季节了.步行过河叫作“涉”,“深涉”之
“深”,正是相对于步行过河而言.

第二章,乘车渡河.“济盈不濡轨”,指这时的河水已浅,还淹不到车轮的一半.这样看来,“有弥

济盈”,是说弥弥然满满的一河水,只是浅浅的、平铺的一河水,已然过了“深涉”的季节,当是冬季了.
“弥”,从朱熹«诗集传»:“水满貌.”“雉鸣求其牡”,点明“有鷕雉鸣”的性质,说明乘车渡河者的目的,
当是女方赴男方之约.“牡”,雄性,喻男子.由此往前倒推,佩匏渡河,当是男方赴女方之约.朱熹

谓雉鸣当求其雄,而今反求其牡,有悖常理,注义出自«毛传»«郑笺».在朱熹之前,欧阳修就已经指

出:“毛、郑又谓‘飞曰雌雄,走曰牝牡’,然«周书»曰‘牝鸡无晨’,岂为走兽乎? 古语通用无常也.”②这

个小例子,说明有了«诗序»的主旨在前,文字的训诂只能依主旨定取舍了.
第三章,步行过河.“雝雝”,雁叫声,呼唤同伴齐飞,与“士如归妻”便好有一比了.从“旭日始

旦”和“待冰未泮”的关联来看,男子娶妻,赶在日出时过河前往女家,此时当进入初春,如«郑笺»云
“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气温回升,但河上冰面尚可行走.尤其是早上和傍晚,气温不高(早上未升

高,傍晚则下降),冰面行走比较安全,中午则恐有失陷之虞.不过,本章讲的还是早上冰冻,至于中

午冰可能有所融化之前过河,以及傍晚返回,都只是自然的联想.一般的解释不是将“迨冰未泮”作
为当时的场景,而是从嫁娶“正时”的角度去看待,较多的说法是引证董仲舒的话:“古之人霜降而迎

女,冰泮而杀止.”③则嫁娶之正时在深秋霜降至初春河冰融化之前,大约是头年的九月至次年的二月

之间.本来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因为何为嫁娶之正时成为解说的焦点.另一种说法便出来了:泮,
通“牉”,合.闻一多说:“泮当训合,谓归妻者宜及河冰未合以前也.古者本以春秋为嫁娶之正时,此
曰‘待冰未泮’,乃就秋言之.”④余冠英说同.如果将本章视为同一场景,则解释根本不必这么复杂.

第四章,乘船过河.“招招舟子,人涉卬否”,相比前三章,这一起头显得突兀,可谓别开生面.前

三章头两句都是状物写景,这里却是有人有言.诗中的主人公终于出场了.“卬”,我,女性第一人称

代名词.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卬者,姎之假借.«说文»:‘姎,妇人自称我也.’«尔雅»郭注:‘卬,
犹姎也.’卬、姎声近通用,亦我之通称.”⑤“人涉卬否”乃诗人自述,后两句也是.“招招舟子”紧接“迨
冰未泮”,时节当已进入仲春之后,河水已然涨了.«郑风溱洧»«郑笺»:“仲春冰释,水则涣涣然.”
所以,这个时候“舟子”出现了,但这个“舟人主济渡者”不必理解为后世那个固定的河上摆渡者,而是

季节性的摆渡者或者就是偶然出现的摆渡船.“人涉卬否”之“人”,指的是前面三章中人,他(她)们
全都过河了.这是在诗歌吟唱中才有的跨越时空的表达方式.“卬须我友”,女子等待朋友.友指何

人? 由二、三章推想,当指女子之男朋友或未婚夫.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个时候渡河的船出现了,前三章就不会出现船吗? 看看紧接此诗后面

的«邶风谷风»就知道了:“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正说明水深时才有船渡,水

１４１«诗经匏有苦叶»歧解辨析———兼论«诗经»解释的方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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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时就只有游水了.本篇诗第一章过河以匏代舟,兼有游泳,二章、三章却是乘车渡河、步行过河,俱
是写实,也就是所谓赋体.前人多以全诗为比、兴之体,遂挖空心思寻求诗义,离题就愈来愈远了.

余说、陈说认此诗为“婚恋诗”,是完全正确的.主人公最后出场,陈子展由此论说此诗之特点:
“«匏有苦叶»最后一章始正面透露主题,诗何为而作? 作者为何等人? 愚谓此倒叙法,此画龙点睛

法,构想甚奇,神乎技矣!”①斯言真可谓善读诗者.今略申说:第一章,主人公是谁? 是男是女? 毫无

交代,令人莫名其妙.第二章,主人公是谁? “雉鸣求其牡”透露了些许消息,给人隐隐约约的感觉.
第三章,主人公是谁? “士而归妻”,一目了然.由此倒推前两章的主人公身份,大致不差.第四章,
主人公是谁? “卬”字交代了是女不是男,“友”字与前文“妻”字比照,便把女主人公的所作所为呈现

出来.至此,读者便有“原来如此”的感觉.
还需要指出的是,女主人公最后出场,前三章的场景都是她的观察,即“所见”,写的都是过河.

比起同样与过河有关的“婚恋诗”,如«周南汉广»“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更
堪玩味:第一章表现过河者的潇洒,有勇往直前的气势;第二章表现过河者的神秘,幽会的味道很浓;
第三章表现过河者的焦虑,他要迎娶自己的新娘.到了第四章,舟子出场,久在岸边的女子居然不过

河,要在此岸等待心上人.当然最后还是要过河的,只是必须等待心上人共渡.这宛如一向平直的

河道突然出现曲折,风物大异,则情趣横生.
就文本的解读来说,孟子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的方法,

应当摒弃.反之,就是要以文(从朱熹说,指文字)求辞(朱熹:“语也.”),以辞寻志(朱熹:“作者之

志.”),意合乎志(朱熹:“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②.只是这里文辞之训诂,除遵循一般的释文解

字说辞的规则之外,须尽量还原到当时的场景中去求取其本义,可谓之“场景解释法”.现试用直译

兼意译的方法,将这首诗今译如下:
秋来葫芦叶儿黄,看那过河好儿郎:水深葫芦腰间系,水浅葫芦背上扛.
入冬河面水茫茫,吆吆野鸡叫声响.谁家大车水中过,原来母鸡找对象.
冬去大雁叫嚷嚷,朝阳升起明亮亮.阿哥过河娶老婆,早晚也把时间抢.
春来船儿摆渡忙,别人过河我不过.别人过河我不过,我等我的好情郎.

结　语

方玉润认为该诗“制局离奇变幻,措词谲诡隐微”③,颇令人迷惑,其实如果从诗文本身出发去理

解,毫不“离奇”“隐微”.诗固然言志,但诗首先表现生活.有时,显而易见的场景,读诗注诗的人视

而不见,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一旦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之后,就很难客观地基于文本去体味诗的本

义了.就连余说、陈说,其未尽完善之处,似乎还是由于«诗序»方法的某些残余影响,即总是追求贯

穿全诗的东西.
先主旨,后文本,文本的解释服从主旨,是历来«诗经»注解问题的根源.只有“把颠倒的历史再

颠倒过来”,才有利于寻绎«诗经»的本义.这就是先文本,后主旨.甚至,一首诗未必呈现一个单一

的主旨,如«匏有苦叶»便是一幅渡口的风俗画,每章的场景都不一样.历代注释者试图将全诗按照

一个人的行为贯通解释,而又将每一章中的场景作时间上的、事件上的支离,就显得混乱不堪,令人

费解,而事实上,这篇诗就是«诗经»中最常见的婚恋诗,以过河为场景,而且前后时序井然,当然,最
后这一点其实无关宏旨.

[责任编辑　李　梅]

２４１ 文史哲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陈子展:«诗经直解»,第１０４页.
朱熹:«孟子集注»,«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３１２页.按:这里袭取朱熹对字词句的解释,整段话的意思

却是反用之.
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第１３４页.



文　史　哲 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总第３７８期) No３,２０２０(SerialNo．３７８)

陶诗阐释的经学化、经典化与意境化

李 剑 锋

摘　要:宋代之后,陶渊明诗歌的诗史地位逐渐牢固树立起来,这固然得力于其自身的魅力,但在接受

中日益走向经学化、经典化和意境化则是它被普遍褒扬的三大基本原因.陶渊明人品经历了一个由高尚

化而儒学化的过程,作品经历了一个由支流化而主流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大致在宋代之后不约而同地

走向了崇高化和经学化.苏轼之前,陶渊明主要被看作二流作家,苏轼评价陶渊明“李(白)杜(甫)莫及”的

惊天言论对于重新定位陶渊明一向不算很高的诗史一流经典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陶诗意境美的发现

与宋代苏轼、范温、元代方回、清代钟秀和近人王国维等关键读者的揭示密不可分.陶诗的经典化和经学

化几乎是同步和交融的,它们虽然抬高了陶诗地位,其弊端是难免造成对陶诗非儒家特点和艺术特点的

遮蔽,而意境化则披文入情,由情寻理,是对陶诗本质艺术特点的澄明.

关键词:陶诗;阐释;经学化;经典化;意境化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０．０３．１４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以较为翔实的资料初步揭示了陶渊明在历代声名的显晦,提出“渊明

在六代三唐,正以知希为贵”、“渊明文名,至宋而极”的精到论断①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价值和崇高地

位此后虽然仍有波动,但陶诗的经典地位却在清代终于牢固树立起来,这固然得力于其自身的魅力,
但在接受中日益走向经学化、经典化和意境化则是它被普遍褒扬的三大基本原因.

一、陶诗的经学化

«诗»«书»«礼»«易»«乐»«春秋»是经学的原典,经孔子整理后,遂成儒家“一家之学”② ,也日益成

为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依据,广泛渗透到政治、思想、文化、文学等各个领域,成为“天下之

公理”③ .具体到各种文学领域,“六经”又各有其统绪.刘勰«文心雕龙»云:“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
刊之鸿教也.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
«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
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④ 大致而言,«诗经»是以诗歌为主的文学的本源,后世凡是宗法«诗
经»为根本的诗人诗作都受到文论家的肯定,或者说,文论家往往借«诗经»为文学(诗歌)批评的根本

标准,作为一把公认的黄金尺度去衡量历代作家作品.魏晋作家诗歌创作喜用«诗经»典故和词语,
据统计,曹操诗歌用到近３０次,曹丕诗歌用到５０多次,曹植诗歌用到１１０多次,陶渊明诗歌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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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多次.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儒家思想的绝对统治局面被打破,作家和文论家尚且难以无视«诗
经»的重要地位,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更是如此.

历代读者以«诗经»为源头性准则,不断地精心选择出一个准经典的系列.这种选择制约于两个

方面,一是作家作品的思想情感的雅正与否,二是艺术成就的高低如何.而后者往往从属于前者.
也就是说,作品的经典化有赖于作家人品的儒学化及其作品思想情感的雅正化.表现在选本领域是

崇尚雅正,萧统«文选»可谓最富影响的典型例证,之后接续者络绎不绝.主流批评家也往往依经立

论,从刘勰、陈子昂、韩愈、真德秀到明清时期的宋濂、王夫之、叶燮、刘熙载等人,概莫例外.
纵观陶渊明接受史,我们发现其人品经历了一个由高尚化而儒学化的过程,作品经历了一个由

支流化而主流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的发展虽然有些交叉和不平衡,但大致在宋代之后不约而同地

走向了崇高化和经学化.宋代苏轼之前,陶渊明主要是一位高尚的隐士,苏轼之后,读者开始超越隐

逸的行迹、从心灵的本质上看待陶渊明,把他看作得道之士.这与北宋后期士大夫心态从以天下为

己任的外向淑世意识转为以内在精神天地为主要关怀对象的内在超越趋向密不可分.至于所得之

道归儒家、归道家,苏轼没有明言,朱熹归入老、庄,而其诗文中又赞赏陶渊明得孔、颜之乐,于是到真

德秀就完全把陶渊明拉入儒家,认为陶渊明的学问从“经术中来”①.伴随着韩子苍、汤汉以忠义解读

陶诗的言论和汤汉等陶集注本的传世,陶渊明身上的忠义思想、儒家风范不断被后代读者丰富化,如
明代黄文焕的«陶诗析义»和清代吴骞、陶澍整理的陶渊明集可谓儒化陶渊明的典型注本.至钟秀

«陶靖节纪事诗品»和方宗诚«陶诗真诠»更进一步系统地把陶渊明为人儒学化.二人在归陶入儒时

没有停留于概念化的文化归属上,而注意强调陶渊明不同于佛教、道教、隐逸等其他文化的个性,认
为陶渊明根基于儒家文化与佛教徒相区别,因关怀人间而异乎老庄隐逸之士,还注意揭示其独特的

存在特点、生命境界及其修养路径,即与天人同流一体、“无入而不自得”的生命境界和“素位而行”
“修身以俟”的儒家修为路径②,从而完成了古代陶渊明接受史上极为深细和系统的儒家陶渊明观.
在一贯崇奉诗教传统、文如其人的古代社会,也正是这样一种儒家文化根基的归属和生命境界的深

刻揭示为陶诗地位的确立和崇高化提供了坚实的理性基础,由此也可以明白陶诗何以在«诗经»之后

能够被抬尊为与杜甫诗歌并称、最为杰出的经典之一;相对于抽象的伦理道德观念,陶渊明毕其一生

实践了一条具体生动、切实可行、兼顾自由与规范的修养之道、存在之道,陶诗俨然成为一种诗化的

经学读本,这也是士人喜读陶渊明的基本原因之一.
中国诗学推重文如其人的作家,与把陶渊明为人儒学化联系在一起的是陶渊明诗歌的经典化、

经学化,其具体标志是陶诗被纳入以«诗经»为源头的经典作品行列,被肯定为创作的根本艺术准则.
在以«诗经»这一特殊儒家经典为标杆审视陶诗的过程中,经典化和经学化几乎是同步而且融合为一

的,即经典化的过程就是经学化的过程.
首先把陶渊明与«诗经»联系在一起的是苏轼,苏轼不满于萧统批评陶渊明«闲情赋»无助讽谏的

言论,认为«闲情赋»正如«诗经国风»,是“好色而不淫”③,表现的是天真的性灵.但苏轼没有从总

体上思考陶诗与«诗经»的关系问题.第一个明确思考这个问题的当是宋代诗话家张戒,其«岁寒堂

诗话»卷上云: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世儒解释终不了.余尝观古今诗人,然后

知斯言良有以也.«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

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删诗,取其思无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

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六朝颜、鲍、徐、庾,唐李义山,国朝黄鲁直,乃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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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之尤者.①

就评论陶诗和«诗经»的关系而言,张戒这段话实质上继承了苏轼;张戒认为陶诗如«诗经»“思无邪”
与苏轼认为陶诗如«诗经»“好色而不淫”,都是从思想情感的纯正上肯定陶诗,只是张戒把这一评价

扩大到陶诗整体,而且把陶诗放到诗歌史中加以突出.朱熹将陶诗与«诗经»联系在一起的言论遂对

后代读者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朱熹看重陶渊明的人品和诗文,要将陶诗立为«诗经»之后诗之“根本准

则”,他说:

　　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
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

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

风矣,故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
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

者,各为一编,以为羽翼舆卫.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要

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则其为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矣.②

朱熹的言论不断地被后世论陶诗者所引用,如真德秀«文章正宗诗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诗
法第二»等予以抄录,明清时期各种陶集也往往附录朱熹这一言论.陶渊明为人在宋代被儒学化,陶
诗也几乎同步被经典化.

陶诗的经典化在明代复古思潮下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但最终走出了被贬抑的低谷,重新进入

一流大家的行列(详本文第二部分).陶诗被肯定虽有种种理由,但把它与«诗经»联系起来作为诗歌

创作的正途加以推崇却是一个普遍的共识.明代读者如此,清代读者更是如此.
明初宋濂等人论文崇道宗经,主张诗歌创作要接续风雅,在审视风雅传统时,发现了陶诗的特殊

典范性.这是对朱熹、真德秀等人把陶诗附录于«诗经»之后、自为一编理学诗论观的继承,也是有诗

史眼光者的必然选择.宋濂«题张泐和陶诗»称陶诗为“风雅之亚”③,张以宁«送曾伯理归省序»云:
“诗三百篇古矣,汉苏、李五言及«十九首»次之,建安逮陶、阮又次之.”④王祎«练伯上诗序»云:“陶元

亮天分独高,自其所得,殆超建安而上之.”⑤吴讷论五言诗亦云:“独陶靖节高风逸韵,直超建安而上

之.”⑥刘丙«西轩效唐集录序»云:“诗以道性情,三百篇之外,惟陶、谢近之.”⑦瞿景淳«白崖先生和陶

集序»云:“古今称陶诗者,皆谓其有三百篇遗风,唐宋诸名家不逮也.”⑧邵圭洁«白崖先生和陶集序»
云:“诗自三百篇后,自六朝延蔓以迄于唐古风荡然.惟靖节一人,清标高致,夐拔流俗.其

诗和平雅淡,上追淳古.晋唐而下,诸凡称名家者,皆不能造其堂室.”⑨田艺蘅«陶渊明集序»云:“盖
三百篇自汉魏而下,惟晋陶渊明独得其传.据其词,可以继商山之«紫芝»;品其人,可以参首阳

之二子.若夫韦、柳,曾何足云!”明代宋濂、张以宁、谢肃等都强调陶诗属于«诗经»之后的“风雅之

亚”,清代读者沈德潜、潘德舆、陶澍等都认为陶诗是“时入«三百篇»之室者”的优秀作品,与杜甫诗

歌并被推崇为诗家圣典.而解读陶诗时,读者也仿佛面对儒家经书一样发掘其中具有渊明特色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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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大义,如黄文焕«陶诗析义»和邱嘉穗«东山草堂诗笺注»过于强调儒家内涵,曲为解说,似乎句句都

有忠义寄托,陶渊明成了理学标宗、圣贤自任的人士,这种做法当时就遭到如纪昀、陶澍等人的诟病;
又如钟秀«陶靖节纪事诗品»和方宗诚«陶诗真诠»也注意揭示陶诗的儒家特色,云:“陶征士诣趣高

旷,而胸有主宰.平生志在吾道,念切先师,其性定已久,故有时慨想羲皇,而非狃于羲皇;寄托仙、
释,而非惑于仙、释.”①其将陶诗意蕴同老庄、佛家旨趣区别开来的做法可谓用心良苦,但他们比较清

醒,文化视野开阔,因此阐释也就较为通达,与胶柱鼓瑟者有别.
更有甚者,是理学家把陶诗作经学阅读.真德秀之后,明清理学家往往把陶渊明纳入必读书目.

陈献章是一个典型,其自然任化的思想明显受陶渊明的直接影响,据邹守益«训蒙诗要序»载,明人曾

经把陶诗和邵雍、白沙等理学家的诗归于一类,作为儒家伦理启蒙的教材②.明人钱百川高度评价陈

白沙诗说:“古诗三百篇,不知几千祀.后来继者谁,一个陶公耳.变风与变雅,其如杜子美.宋周程

张朱,道大言莫比.迄今五百年,惟陈白沙氏.”③这里已经将陶诗、白沙诗看作一脉相承的意思.朱

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七评陈献章则一语中的云:“成化间,白沙诗与定山(按,指庄昶)诗齐称,号‘陈
庄体’.然白沙虽宗击壤(按,指邵雍),源出柴桑.”④又如嘉靖时期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的山人谢承

祐,他的诗和陶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陶明理悟道,故其学生序其诗云:“吾夫子诗之所在,道之所

在.”⑤再如晚明影响甚巨的大儒黄道周,在给家人的书信中明确把陶渊明与董仲舒、诸葛亮、王通、韩
愈、文天祥等人的著述作为必读书目,认为经常阅读他们的著述“久之自然成人”⑥.从布道立人的角

度学习、传播和教授陶诗,这表明陶诗在许多儒学家眼里已经是儒家经典或者是儒家经典的辅翼了.
可以说,伴随着陶渊明人品的崇高化、儒学化的完成,陶诗也几乎同步成为«诗经»的嫡传,被有

意无意地经学化了.中国诗歌史上遭遇同样命运的不止陶渊明,可以与陶渊明并为典型的还有杜

甫.如诗话家云:“诗如陶渊明之涵冶性情,杜子美之忧君爱国者,契于«三百篇»,上也.”⑦陶、杜与

«诗经»鼎足而三,此论在清代读者中具有代表性.陶渊明及其诗歌被崇高化和经学化的过程也就是

他为人和作品由边缘进入主流的过程,也就是说,从历史流变来看,陶渊明的为人和诗作在东晋南北

朝不被重视,不被贵族主流社会和时髦文风所推重,唐代基本延续了这一格局,而宋代以后,虽然有

明代复古时期的一时波折,但陶渊明的人品和作品声名基本居高不下,牢固地树立起在文学和经学

源流中的崇高地位.这是陶渊明的幸运,也是陶渊明的不幸.幸运是说,他在世时“淹留岂无成”的
疑惑终于一去不返⑧,他的人格光辉和文学创造一起成为传统文化和艺术中的一股清流,洗涤着后世

读者的心灵,也滋养着后世艺术的灵魂;不幸是说,陶渊明为人和诗歌的本真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刻

意傅会、爱陶者的过度阐释而越来越固定化、模式化,褒衣博带代替了短褐穿结,一个活生生的诗人

在其儒学化过程中深深地隐蔽起来,丰满动荡的陶诗也因经学化而单薄扭曲.这需要有勇气的读

者,尤其是新的处于边缘化状态的读者重新去发现和阐释.于是,那些有思想、忠实于鲜活生命和生

活的读者,如李贽、袁宏道、袁中道、袁枚等人坚持本真、自然的立场解读陶渊明,甚至认为陶渊明“好
酒微兼色”⑨,使陶渊明保持了活人的面目.不同阶层、不同思想、不同遭遇的读者看到了不同的陶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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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九日闲居»,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３９页.
袁中道:«艳诗»,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８５页.



明,陶诗的经学化虽然是传统陶渊明接受史的一个趋势和结果,但它却不是所有和最终的结果.这

也许就是陶渊明及其作品的魅力,也是与每一个读者本性联系在一起的人性与文学的魅力.

二、苏轼与陶诗地位的经典化

苏轼是陶渊明接受史上的里程碑,是陶诗光芒如北极星辰一般永远照耀于文学史的最大功臣.
苏轼之前,陶渊明主要被看作二流作家,比如钟嵘«诗品»分上、中、下三品评诗,仅把陶诗放在中品,
地位在曹植、阮籍、谢灵运等诗人之下.“渊明文名,至宋而极”①,这“至宋而极”之“极”正是苏轼首先

推上去的.苏轼一生,尤其是中晚年,爱陶至极,他遍和陶诗,书写陶诗,评论陶诗,传播陶诗,带动一

代诗人看到了陶诗无与伦比的光芒.他评价陶渊明“李(白)杜(甫)莫及”的言论可谓石破天惊②,对
于重新定位陶渊明一向不算很高的诗史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苏轼对陶诗平淡美学意蕴的阐发深

刻而影响深远.从此读者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苏轼的言论,陶诗本身的价值都自然地进入被重点关

注的经典作家的行列.
“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③宋人处于盛唐美学理想的笼罩之下,要闯出自己的新路实在是极

为困难的.而追求和平淡泊的盛宋音调就是宋代诗人逐渐闯出的一条新路.这一新的时代审美追

求是陶诗经典化的转机.
徐积云:

　　人之为文,须无穷愁态乃善.如杜甫则多穷愁,贾岛则尤甚,李白又近于放言,此皆贫贱之

所忌.
又云:

　　凡人为文,必出诸己而简易乃为佳耳.为文正如为人,若有辛苦态度,便不自然.④

苏辙则云:

　　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孟郊尝有诗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如有碍,谁谓

天地宽?”郊耿介之士,虽天地之大,无以安其身,起居饮食,有戚戚之忧,是以卒穷以死.而李翱

称之,以为郊诗“高处在古无上,平处犹下顾沈、谢”,至韩退之亦谈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闻

道也.⑤

闻道见性之士,他的喜怒哀乐发而合于中和之节,进而能完全超越情累,无往而不适.基于此,宋人

强调诗歌所抒写的情思也应如此:不应发“羁愁感叹之言”⑥,而应化悲观为旷达,以理性的智慧去超

越苦闷、悲情.这不论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上,都是一个迥异于前代的重大转变.
至宋代,陶渊明所开创的以理趣超越悲情的诗歌格调才在民族诗歌中结出了累累硕果.当宋人以超

越悲情的标准去衡量前代诗人诗作时,便对历受称扬的许多优秀诗人的穷愁之叹不满了.其实,何
止徐积、苏辙,整个宋代,批评屈原、贾谊、庾信、杜甫、柳宗元、李贺、贾岛、孟郊等人抒写悲情的言论

比比皆是,如刘敞、苏轼、张耒、蔡宽夫、朱熹、范成大、陈襄、姚勉、牟 等人都曾批评上列古代诗人及

同代诗人“闭门自造愁”⑦的“不良”影响.在所有这些被批评的诗人中,连宋人最推崇的人品与诗品

高度统一的典范之一杜甫也未能幸免,所幸免的只有陶渊明一人.其原因便在于陶诗超越悲情的平

淡格调同宋代诗人的审美追求是高度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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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人葛绍体在«赠休斋沈老文»一诗中云:

　　酒边风月是诗情,平淡精神最老成.每爱晋人标韵别,发挥天趣更渊明.①

平淡美及其代表作家陶渊明在南宋被推上不可企及的诗美典范之一.纵观陶渊明接受史,可以说真

正将陶诗主要美学价值发掘出来并将陶诗毫不犹豫地推入一流作品的第一人正是苏轼.曾季狸«艇
斋诗话»云:“前人论诗,初不知有韦苏州、柳子厚,论字亦不知有杨凝式,二者至东坡而后发此秘.遂

以韦、柳配渊明,凝式配颜鲁公.东坡真有德于三子也.”②且不论“三子”,单就渊明而言,“以韦、柳配

渊明”,并指出陶诗平淡有味的美学内涵和风格特征,则是东坡的独见先明.自苏轼始,陶诗平淡的

美学特点及一流的诗史地位,遂成定论.后人论陶诗多承遗义,或变言申述,或侧面补充,大约不出

苏轼所论范围.关于苏轼论平淡美内涵的影响我们姑且不论,此单就其论陶诗地位言论的影响作一

挂一漏万的揭示.
苏轼以为陶诗“李杜莫及”的言论很快就得到诗评家们的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赞

成者如南宋初诗评家张戒云:

　　子美自以为孔雀,而以不知己者为牛.自当时观之,虽曰薄德可也,自后世观之,与子美同

时而不知者,庸非牛乎? 子美不能堪,故曰:“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贵和»书有篇.丈夫垂名动

万年,记忆细故非高贤.”盖自遣也.渊明之穷,过于子美,抵触者固自不乏,然未尝有孔雀逢牛

之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此渊明所以不可及也欤!③

陶、杜之志虽皆纯正无邪,但杜志尚关怀得失,而陶志则忘怀得失,在这一点上陶达到了他人所无可

攀及的巅峰.这可以说从所言之志的纯正与否上补充了苏轼以为杜甫不及陶渊明的言论.元代郝

经接续这一思路,单纯强调陶渊明为人及其诗歌“古今莫及”云:“陶渊明当晋、宋革命之际,退归田

里,浮沉杯酒,而天资高迈,思致清逸,任真委命,与物无竞.故其诗跌宕于性情之表,直与造物者游,
超然属韵.«庄周»一篇,野而不俗,澹而不枯,华而不饰,放而不诞,优游而不迫切,委顺而不怨怼,忠
厚岂弟,直出屈、宋之上,庶几颜氏子之乐,曾点之适.无意于诗而独得古诗之正,而古今莫及也.”④

这显然是对苏轼论陶平淡和“古今莫及”地位言论的阐发,虽不及李杜而李杜隐含其中.
苏轼“李杜莫及”言论最有意味的影响可数对于当代著名美学家李泽厚的波及了.李泽厚在其

对话集«浮生论学»中两次向人直言不讳地说:

　　郭沫若我都不喜欢,何况这批人(按:指当代“个个都觉得自己了不起,都是老子天下第一”
的年轻作家).但是呢,像周作人那样我也不喜欢,我喜欢陶渊明,那是真的,周作人我觉得是假

的,尽管他写得那样炉火纯青,我总感觉他做作.陶渊明就没什么做作,在所有中国诗人里我最

喜欢是陶渊明.
苏东坡、曹雪芹,当然可以包括杜牧.这都是“大路货”,没什么特别的.不过我把陶捧得很

高,这倒不是受苏东坡的影响,我就是喜欢他的东西,没办法.陶渊明的诗就是好,我认为超过

很多人,超过李杜,在某种意义上也超过屈原,独一无二.当然并不是陶渊明每一首诗都好,那

不见得.⑤

李泽厚喜欢陶渊明的原因,在上面引文里提到的有四点:第一,与郭沫若之类相比,陶诗不大喊大叫,
自我吹捧;第二,与周作人相比,陶诗自然纯真,不做作;第三,与屈原、苏轼、曹雪芹等大家相比,陶渊

明很特别,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不可重复;第四,苏东坡言论的启发,即把苏东坡的评价消化到自我

精神后的自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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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简单的几句评论意蕴深厚,值得深入挖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泽厚推尊陶诗的地位

与苏轼如出一辙,但他却说“这倒不是受苏东坡的影响”,此话言外之意在于他喜欢陶渊明是言从衷

出,不是人云亦云.苏轼在给弟弟苏辙的书信中说:

　　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

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俯仰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

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

范其万一也.①

中国传统诗学主流一贯推崇文如其人的作家,陶渊明无疑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之一.苏轼喜欢陶诗

不假,但也喜欢陶渊明为人,觉得与陶渊明是隔世知音,甚至是异代托生之体,归向陶渊明就是回归

本真自我.这是苏轼之所以热爱陶渊明的肺腑之言.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博大深厚、独树一帜,陶诗

富于理趣、独成一家;李泽厚为人低调,晚年长期漂泊国外,与当年在学界领袖群伦相比,可以说过着

一种淡泊隐逸的学人生活.他喜欢陶渊明情有可原,值得深思.在诗歌之外,又考虑为人的因素应

该是苏轼和李泽厚共同的爱陶之因.
苏轼评陶之后,陶渊明作为诗史一流作家的地位不可动摇,但对“李杜莫及”的商榷言论还是屡

见不绝.在诗必盛唐的明代,陶渊明作为一流大家的地位就有所反复,但毕竟属于一时少数人的声

音.宋代苏轼以后,陶诗被推崇至极,面对前人赞不绝口的言论,一个不可回避的诗学难题摆在了复

古派面前.“前七子”之一何景明的回答有石破天惊的意味,其«与李空同论诗书»云:“诗弱于陶,谢
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亦亡于谢.”②按照复古派的线性逻辑,既然汉魏造极,“格以代降”③,那么处于汉

魏之后的陶诗自然不是最高的典范.何况复古派一直鼓吹浑然雄大、骨力矫健、声韵宏响的格调,而
陶诗冲淡清远、骨力内蕴、从容散缓,缺乏符合复古观念的明显的美学特征.因此何景明说“诗弱于

陶,谢力振之”.此说影响甚大,明万历年间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云:“何景明天才腾逸,咳唾成珠,
尝言:‘文靡于隋,韩力振之,而古文亡于韩.诗弱于陶,谢力振之,而古诗亡于谢.’人以为知言.”④这

一论断得到王世贞、冯复京等一批诗人的赞同,即使不赞同者(如许学夷)也不再把陶诗凌驾于李白、
杜甫诗歌之上,把陶诗归入“大家”之外的“名家”行列⑤,仅仅把陶渊明定位在二等作家或者接近一等

的作家上.但这一认识几乎伴随着它的产生就受到了黄省曾等人挑战,随着复古派对自身诗学理论

的调整和晚明诗歌新的审美追求的流行,陶诗也走出了被贬抑的低谷,重新进入一流大家的行列,如
钟惺、谭元春«古诗归»选录汉魏六朝诗人诗作以陶诗最多,５２首,而为明代复古派胡应麟所尊崇的

大家曹植诗作仅选录了１０首.
清人是理性的,他们尊崇陶诗,但并没有走向极端.他们在纠正钟嵘、何景明等人贬陶言论的同

时,也理性地审视像苏轼论陶以为“李杜不及”那样的言论,潘德舆认为“东坡持论太易,不可以

元亮为胜子建,亦不可以元亮为胜太白、子美也”⑥.吴觐文认为:“曹、刘以下六人,岂肯少让渊明哉?
欲推尊渊明,而抑诸人为莫及焉,坡公之论过矣.夫亦曰以诸人之诗较之渊明,譬之春兰秋菊不同其

芳,菜羹肉脍各有其味,听人之自好耳,如此乃为公论.杜老诗已独绝千古,而谓其不及渊明,吾
尤至死不服!”⑦认为李白、杜甫等人与陶诗相比,千秋各别,可以并列为大家,苏轼抑此扬彼只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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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好和遭遇所致,不是公允之论,表现出清醒的读者意识.
清代诗评家王夫之云:“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①对陶诗的抑扬好像取决于不

同的读者,但正如苏轼所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②,苏轼论陶“李杜莫及”的言论是苏轼的独

到体会和发现,也是陶诗本身难以遮掩的光辉决定的.但毕竟是苏轼把遮挡陶诗光辉的隐蔽揭开

了,从此读者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苏轼的言论,陶诗本身的价值都自然地进入被重点关注的经典行

列.苏轼无愧于陶渊明的隔代知音和异代化身.

三、陶诗意境美的揭示

如果说陶诗的经学化关乎陶诗思想情感的雅正与否,那么陶诗的经典化就关乎其艺术成就的高

低如何.纵观陶渊明诗歌创作接受史和阐释史,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随着陶诗价值的凸显,几乎每一

个诗歌流派都把陶诗作为创作上学习的典范之一,把对陶诗的阐释作为创作主张的表达方式之一.
尤其是宋代梅尧臣、苏轼以后,江西诗派、竟陵派、格调派等更是如此;至于有重要诗史贡献的优秀作

家如元好问、王世贞、王士禛、袁枚等人概莫例外.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学习陶诗的过程,对陶渊

明及其作品有较多创造性的接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和一些重要的诗评家借助陶诗的阐释来

加强自己的创作主张.似乎每家诗学主张的审美理想都能从陶诗那儿得到创作支持.苏轼发现陶

诗平淡有奇趣,朱熹说陶诗豪放而蕴藉,陆游说陶诗是淡到看不见诗的典范,元好问认为陶诗是真淳

之美的最高体现者,袁宏道、钟惺看见性灵和厚道,明遗民看到忠愤和洒落,王士禛、沈德潜看见神韵

和温柔敦厚,袁枚看到性情和旷达,不一而足.如果我们透过喧嚣、求同存异,那么我们可以说陶诗

体现了中国传统诗歌最高的审美特点,它浑融如道,可以为诸多诗学主张提供理想坐标.
由于着眼点不同,中国传统诗歌最高的审美特点在不同诗评家那儿有不同的概括,仅就诗学理

论流派纷呈的清代而言,就有神韵、格调、肌理、性灵等种种概念,到王国维拈出“境界”二字,遂受到

后来学人热情关注,多方补充论证,以为“意境”乃中国传统诗歌最为典型和理想的审美特点,是一个

核心性的诗学概念.意境的这一终极性地位,致使学者对它的产生流变、意蕴所指等也众说纷纭,莫
衷一是.但无论如何,把“意境”作为接续古典诗学最高概念的一个殿军来看待还是有其理论价值

的,意境是古典诗歌审美理想的艺术显现,它的诞生与读者对陶诗的阐释密不可分,此点似为文学理

论研究者所忽视.
意境的核心价值所指是“道”,在本质上是超越人伦世界、达到天人合一的浑融之道.按照传统

文化对道的解释,其根源上更倾向于老子之道,老子云道不可道,而诗作为言说道的一种人为方式,
如果表现了道境,那么一定具有道的特点,即道中有真,道法自然,“道之出口,淡乎其寡味”等种种特

点.而真淳、平淡和自然恰恰是读者所普遍认可的陶诗最重要的三个审美特点.换言之,陶诗的审

美特点契合了道的本质特点.钟嵘、萧统首先用“真”来评论陶诗的审美特点,这成为后来普遍的共

识,甚至有泛化的倾向,即把陶诗的情感、事件和景色等无不与真联系在一起;梅尧臣和苏轼首先用

平淡自然评陶诗,这也不断得到后代读者的回应,他们(如沈德潜、潘德舆)从陶诗中找出种种例证,
而且注意其平淡而山高水深的特点,即平淡中所涵容的跌宕、风骨、豪放等与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相类

似的博大包容的特点,而这也是道的特性,因为道无所不包,因物成性.一句话,陶诗是道的一种体

现形式,这一形式圆融完美,契合最高的审美理想,体现了意境的典型特点.
对陶诗的阐释并不目的性地指向意境,但却逻辑性地指向最高的审美理想.换言之,即使中国

诗歌理论没有出现一个总括最高审美理想的意境概念,而出现了另一个总括性最高概念,那么这个

最高概念的体现必然也要借助陶诗.因此,我们借助对意境的理解,简要梳理一下陶诗与意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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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关系.
与初唐人简单地重风骨、重声律对偶不同,盛唐人重意境、兴象、情景交融.因此盛唐诗人比初

唐诗人有着更为敏锐的审美鉴赏能力和创造力,在创作了意境完美的诗作的同时,也发现了意境完

美的作家作品.陶渊明诗便是他们最新发现的兴象兼具、情景交融的诗.旧题王昌龄撰«诗格»把诗

分为“五趣向”,其中第三为“闲逸”,云:“闲逸三:陶渊明诗:‘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①司空图论

诗推崇冲淡之美,在«与王驾评诗书»«与李生论诗书»等中推崇王维、韦应物诗“澄淡精致,格在其

中”,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②,并于«二十四诗品»的第二品中专列“冲淡”,以比喻象征的手法来描

绘冲淡之美韵味深远、品格高雅的特点.司空图虽然没有把冲淡诗祖推到陶渊明,却拈出受陶诗影

响甚巨的王维、韦应物诗作典范,这使他的诗歌理论为宋人梅尧臣、苏轼等进一步发现陶诗冲淡有味

之美及其在诗史上的特殊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宋人虽然以平淡有味等论陶诗,但显然主要是

把陶诗看作一种风格境界的代表,而非诗歌审美理想的整体特点.
元代人从“真”和自然生发出对陶诗之“境”的认识.郝经«和陶饮酒»二十首之十二云:“壶中别

一天,饮之造真境.”又其«桃花源诗»云:“到处桃花源,真境不在外.当时避秦人,未必识妙契.”又
«和陶饮酒»二十首之六云:“诗因酒更多,真境发精英.烂漫醉后言,举是醒时情.”③吴澄«跋张蔡国

‹题黄处士«秋江钓月图»›诗»云:“今读蔡国张公«题黄处士‹秋江钓月图›诗»,超超出尘,言彼之外

境,而观者因以得公之内境也.其澹也,其易也,其闲适也,纯乎一真心声,自然而无雕琢之迹,盖非

学词章者可到,必其中之有所见,有所养,而后能也.唯陶、韦妙处有此.”④郝经和吴澄说的“真境”
“内境”主要是一种借助外物而生发的心灵境界,虽然带有物我合一的特点,但重心在心灵的超然体

悟和审美沉浸.这种境界首先超脱世欲(如功名利禄),不为俗累;然后超脱外物(“外境”),不为象

累;如此“纯乎一真心声”,洁白无瑕之心灵才猝然间自然地达于世俗、外物、语言之外的“真境”.“真
境”实质上就是一种真醇的境界.他们对“境”的注意表明元代人在理性上开始注意到陶诗超乎声色

臭味之外的意境美.
用“境”自觉来论陶诗是元代读者的贡献.陶诗的意境美被方回称之为“心境”,其«心境记»曰:
　　顾我之境与人同,而我之所以为境则存乎方寸之间,与人有不同焉者耳.然则此渊明

之所谓心也,心即境也.治其境而不于其心,则迹与人境远,而心未尝不近.治其心,而不于其

境,则迹与人境近,而心未尝不远.蜕人欲之蝉,不必乘列子之风也;融天理之春,不必吹邹衍之

律也.⑤

方回这一段精彩的言论对于加深认识的陶渊明的“真境”至关重要.最关键的是他明确指出造成

“我”之“境”与他人之“境”差异的是“心”,不同的“心”体悟相同的世俗之“境”,“境”于是在人我之间

产生差异.强调了主体心境对于审美境界产生的决定作用,并进而提出“心即境”的重要观点,也就

是说“心”“境”不二,即心即境,心灵与外物融合为一,彼此摆脱了对立与矛盾,进入天人化合的浑融

境界.陶渊明及其诗歌就表现了这种“心境”,或者说,这就是元代读者所认识到的陶渊明诗歌意境

美的特点.无疑,这种认识比把陶渊明的体悟单纯归结为颜回、曾点之乐更接近陶诗的本真特点.
宋代人对平淡自然的理解多有发明,但对平淡背后的“深粹”理解还没有走出苏轼的视野.首先

能够在苏轼视野之外有所开拓的是范温.范温在«潜溪诗眼»“论韵”条中云:
　　有余意之谓韵.自曹、刘、沈、谢、徐、庾诸人,割据一奇,臻于极致,尽发其美,无复余

蕴,皆难以韵与之.惟陶彭泽体兼众妙,不露锋铓,故曰:质而实绮,臞而实腴,初若散缓不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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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观之,乃得其奇处;夫绮而腴、与其奇处,韵之所从生,行乎质与臞,而又若散缓不收者,韵于是

乎成.①

陈善«扪虱新话»虽然也曾认为陶诗以“韵胜”,却没有范温阐发得如此深入具体.在范温看来,“韵”
的基本内涵是“有余意”,是一种超越于外在形式和字面意义之上的境界.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一长有余”可以称之为“韵”,识见有余也可称之为“韵”,“备众善而自韬晦”亦可称为“韵”.而后者

则是韵之极,是最理想、最完美的风格,陶渊明诗“体兼众妙,不露锋铓”,得韵之极,“是以古今诗人,
惟渊明最高”②.以韵论陶是宋人的创见,它是宋人崇尚晋韵的审美观念在评价陶渊明时的反映.
“韵”的确揭示出了陶诗的本真性、整体性的美学特点,与后世以“境”论陶异曲而同工,都强调了陶诗

余意不尽、隽永神妙的特点.但“韵”还仅仅是对陶诗美学特点和艺术表现上的描述,至于其背后的

本源则未论及.元代读者以“境”论陶,把境界定为心灵之“真”与外物之“常”的融合境界,是主体修

养极高、摆脱俗世矛盾后,以本真之性圆照寻常之物,进入天人化合的浑融境界.可以说,“真境”这
一概念是对“韵”的超越,“真境”一方面保留了韵“有余意”的审美内涵和概括的整体性特点,另一方

面又进而揭示了造成“韵”的特点的主体之心的本源性原因,强调了平淡、平常的人间性特点.因此,
元代读者方回等以“真境”“心境”论陶是对宋代读者以“韵”、以“平淡深粹”论陶的超越,即除了整体

性的审美特点外,关注到整体性的主体根源,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以平淡自然、真醇清旷等概念论

陶的时代,在陶渊明接受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也是近人王国维以境界、意境论陶的先声.
此后,明清读者也偶然关注到陶诗得境界而忘境界的特点.苏轼认为陶诗有奇趣,胡应麟进而

提出陶诗“以趣为宗”,凸显了趣在陶诗中的地位,许学夷在此基础上的阐释又有所深入,他说:

　　惟陶靖节超然物表,遇境成趣,不必泉石是娱、烟霞是托耳.其诗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

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皆遇境成趣,趣境两忘,岂尝有所择哉.③

许学夷提出陶渊明“遇境成趣,趣境两忘”的论断,不但超越了胡应麟“以趣为宗”的审美感悟,而且接

触到了陶诗的本质特点.许学夷这一论断的提出,着眼于创作主体的具体的审美感受和心灵境界,
又没有漠视外物,精到而新颖,接触到了陶诗的意境美问题,这与元代方回等人侧重于从心灵自觉的

角度认识并揭示陶诗特殊的真境美可以相互参看.
清人钟秀«观我生斋诗话»卷一触及到陶诗的独特意境之美,云:

　　读少陵诗者,只知其雄厚;读太白诗者,只知其豪放.而不知澹远处实与陶公同一胎息.盖

李、杜与陶公虽世有先后,而诗之面目亦各不同,然皆发源汉魏以上,接«三百篇»者也.如太白

之“风吹柳花满店香”,少陵之“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较诸陶公之“平畴交远风”“山气日夕

佳”,以上溯乎子建之“明月照高楼”,再上而溯之«三百篇»之“春日迟迟”“杨柳依依”,可不谓同

一胎息者乎? 凡此皆能曲肖物理,托出毫素,所谓理趣是也.④

钟秀所论精彩而深刻,他借助具体例证揭示澹远风格共同的气脉和富含理趣的特点.这是为陶诗及

其类似诗作指示源流,但他不再单线索地把陶诗看作澹远的渊源,即不把某一诗人的源头简单地指

称为另一风格类似的诗人,而是在历史线索中指出同气相应的类通现象,不再局限于以澹远为主导

风格的诗人诗作,而是涵盖李白、杜甫这样某些诗作有类似特点的诗人诗作,在更形而上的意义上,
归纳揭示出以陶诗为代表的同一类别诗作共同的美学特点,这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风格流派论,由文

学批评出发触及到诗歌的终极之美———意境了.至于说陶诗等“曲肖物理,托出毫素”,也很类似于

王国维以“不隔”论陶诗意境特点.所以钟秀评陶«己酉岁九月九日»诗“纯是静字意境”,偶尔触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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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诗的独特境界问题.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诗有诗境,词有词境”,以陶诗与杜诗等比较凸显陶

渊明创造的独特境界,认为“未见有造此境”者①.以境界论陶与以风格论陶的最大不同在于风格还

具有类别性,没有完全顾及诗歌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圆融的典型特点,如田同之«西圃诗说»云:“苏、
李之诗长于高妙,曹、刘之诗长于豪逸,陶、阮之诗长于冲澹,谢、鲍之诗长于俊洁,徐、庾之诗长于藻

丽,而兼之者其惟杜乎?”②陶诗虽以“冲澹”风格与其他风格区别,但与阮籍等同类,缺少分别,没有涉

及境界的高下判断;且当与兼有众体的杜诗比较时似乎又处于劣势.而意境则有意强调个别性,强
调他人无法造达的完美个性,又强调超越个体的终极诗美境界,是个别性寓于整体性的典型美、理想

美.钟秀、陈廷焯等以境界论陶,上承元人方回,下启晚清人王国维,虽是孤掌先鸣,却为空谷足音,
清响逸韵格外引人注目.到王国维,他把陶诗的意境归结为“无我之境”.王国维以其精湛的境界论

观察陶诗,认为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写景“不隔”,“语语都在目前”,体现了与“有我之境”
相对的“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

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③

陶诗写出无我之境,无疑属于“静中得之”的“优美”意境.此与钟秀称陶诗“托出毫素”、归陶诗入“静
境”可谓灵犀暗通.王国维虽然没有专门探讨陶诗个性,却精到地把陶诗归入他推崇的天机凑泊的

审美之境,为后人利用他的意境理论进一步探讨陶诗境界的个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开启了新的法门.
要之,陶诗意境美的发现经历了这样一个历程,即:南朝唐宋时期,读者先是感受认识到真淳、平

淡、自然等某些重要审美特点,但并没有用一个更加形而上的概念进一步指称它整体的特点;宋代范

温之后读者认识到陶诗得韵之极,也是对其审美特点的认识,但已经超越了具体性,具有更高的整体

性,只是尚没有探讨其背后的主客观动因;元代方回等读者则感受和揭示了陶诗的真境美,探讨了真

境美产生的主体动因,但没有顾及外物的特点,没有把真境美与浑忘物我的特点联系起来;而到明清

读者则提出“境趣两忘”的命题,触及到陶诗境界美的个性特点,即所谓“静境”、写景不隔等特点.这

实质上也就是一种物我猝然相遇、情景融合无间而又浑忘物我的境界.至此,陶诗意境美在读者的

阐释中已经被揭示出来,只是尚没有得到系统论析,这需要近现代读者来进一步完成.
陶诗阐释的意境化与经学化对于陶诗的意义大有不同,经学化虽然抬高了陶诗地位,却难免以

理性强感性之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陶诗非儒家特点的遮蔽,而意境化则披文入情,由情寻理,
是对陶诗本质艺术特点的澄明.宋代以来,读者阅读陶诗,因推崇与道表里的平淡美而推崇真淳、自
然、无心之美,因推崇真淳、自然、无心之美而破除人为勉强、追求弦外之音,因追求弦外之音而欣赏

自在自由之态、含蓄不尽之韵,憧憬不即不离的超越之境,此境有心有物而忘心忘物,天人融洽亲和、
混沦合一,合目的、合规律而入自然化机,而这正是陶诗魅力所在,也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上

所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责任编辑　刘　培]

３５１陶诗阐释的经学化、经典化与意境化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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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土代火”与“四星聚尾”:杜甫献«三大礼赋»的
政治文化背景及相关问题考述

孙　微

摘　要:天宝九载崔昌所献“以土代火”说系本之于阴阳家邹衍所创制的“终始五德”说,并历经隋王

通、唐王勃、李嗣真等人的不断阐释,当朝廷集议讨论此说时,又适值“四星聚尾”的特殊天象发生,此天象

历来被认为是有德受庆、无德受殃之兆,玄宗遂决心采纳崔昌之说,于十载正月举行三大礼、宣扬“以土代

火”,制造有德受庆的虚假盛典以弥缝“四星聚尾”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河北安史之徒则径将此天象看作“昊

穹有命,命燕革唐”之谶,遂开始潜构逆谋,以图金土之相代.崔昌献“以土代火”说的背后是天宝末李林

甫、杨国忠两大集团的政治博弈,而杜甫此时献«三大礼赋»表明其与李林甫集团的政治立场具有一致性.

通过«奉送崔都水翁下峡»«封西岳赋»等诗文可知其与崔昌、卫包的关系亦较为密切,相关诗歌的编年亦需

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更改.

关键词:杜甫;崔昌;«三大礼赋»;以土代火;四星聚尾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０．０３．１５

杜甫于天宝九载(７５０)冬末献«三大礼赋»为玄宗所赏,命其待制集贤院,令宰相考试其文章,以
为名实相副,遂获“参列选序”资格,守选数年后终于释褐入仕,可见献«三大礼赋»是其求仕生涯的转

折点.然而考察杜甫此次献赋的政治文化背景却可以发现,其后有着较为错综复杂的隐情,此前杜

甫研究界对此多习焉不察、未暇深究,故本文拟对杜甫此次献赋的政治文化背景进行深入探析,以期

还原历史真相及其复杂性,并重新反思杜甫与当时两大政治集团之关系.

一、邹衍“五德终始”说———“以土代火”说的历史溯源

天宝九载八月,处士崔昌上书向玄宗建议,请求确立唐朝为土德,即所谓“以土代火”说,新、旧
«唐书»及«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唐会要»均记载此事,其中«资治通鉴»曰:(天宝九载八月)“辛卯,
处士崔昌上言:‘国家宜承周、汉,以土代火;周、隋皆闰位,不当以其子孙为二王后.’事下公卿集议,
集贤殿学士卫包上言:‘集议之夜,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汉后为三恪,废韩、介、酅
公.”① 另«册府元龟»曰:“九月,处士崔昌上封事,以国家合承周、汉,其周、隋不合为二王后,请废.”又
曰:“初,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运,以皇家土德,合承汉行.自魏晋至隋,皆非正统,是闰位.书奏,诏
公卿议,是非相半.时上方希古慕道,得昌疏,甚与意惬,宰相林甫亦以昌意为是.会集贤院学士卫

包抗疏奏曰:‘昨夜云开,四星聚于尾宿.又都堂会议之际,阴雾四塞,绪言之后,晴空万里,此盖天意

明国家承汉之象也.’上以为然,遂行之.”② 又«唐会要»卷二十四“二王三恪”条曰:(天宝)“九载六月

　

作者简介:孙微,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①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６８９９页.

②　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四,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４页.



六日,处士崔昌上封事,以国家合承周、汉,其周、隋不合为二王后,请废.诏下尚书省,集公卿议.昌

负独见之明,群议不能屈.会集贤院学士卫包抗表,陈论议之夜,四星聚于尾宿,天象昭然.上心遂

定,乃求殷、周、汉后为三恪,废韩、介、酅等公.”①而«旧唐书玄宗纪下»所载崔昌上书的时间则为九

月,其曰:“九月乙卯,处士崔昌上«五行应运历»,以国家合承周、汉,请废周、隋,不合为二王后.”②上

述史籍中关于崔昌上书时间的记载不一,有六月、八月、九月三种说法,经江晓原、钮卫星推算,此次

“四星聚尾”的天象发生于天宝九载八月庚申至九月乙未,持续约三十五天③.既然卫包说集议之夜

已经见到四星聚尾,此天象应刚刚发生不久,则崔昌上书时间,似以八九月稍稍近之.
崔昌所论“以土代火”说,乃本之于战国时齐国阴阳家邹衍所创制的“终始五德”说.此说较早见

于«史记封禅书»:“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

之.”«史记集解»引如淳曰:“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秦谓周为火德,灭火者水,故自

谓水德.”又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
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④另外,五德终始

说在其他文献中也有零星记载,如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云:“是开金运,祚始玉筐.”李善注引«邹
子»曰:“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⑤左思«魏都赋»李善注引«七略»曰:“邹子有终始五

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⑥«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被认为保存

了五德终始说较为完整的佚文,其曰: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

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

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

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

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
将徙于土.⑦

这与«史记封禅书»所载基本一致,只是文字更加详细.班大为«中国王朝意识形态的星占学源头»
一文指出,邹衍的五行相胜理论与天命观念一样,起源于公元前二千纪共同的星占学和宇宙论⑧.此

说认为天道运行、王朝更迭都是五德转移、相生相克的结果,并以黄帝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
周为火德、秦为水德、汉复为土德.很明显,“五德终始”说试图运用阴阳五行理论来阐释宇宙的演变

与历史的兴衰更替,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其实质是为王朝争正统,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形而上的理论

依据.
“终始五德”说或“五行相胜”说在秦汉以后非常盛行,常被改朝换代者用来作为天命所归的依

据.如«汉书王莽传»便提到“赤德气尽”“黄德当兴”,东汉末张角起义的口号也是“苍天已死,黄天

当立”,后来张角自称“黄天”“黄象”,即有应天代汉之意.汉末的袁术也以土德自居,欲“以黄代

赤”⑨.此后曹丕改元黄初、孙权改元黄武都同样如此.如胡三省注“黄初元年”曰:“魏受汉禅,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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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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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大为:«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徐凤先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４１ ２４２页.
«后汉书»卷七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２４３９页.



德之运,以土继火,土色黄,故纪元曰黄初.”①可见新朝改元皆偏爱土德,这是因为五行之中土德为

尊,重秉土德,回归五德终始之原初属性,意味着一轮新循环的开始,有除旧布新、万象更始之意,故
特别受到新朝统治者之青睐.

当然唐代的“以土代火”说并非是崔昌首创,此说至少可以追溯至隋代的王通及初唐的王勃.王

通«中说关朗»曰:“元魏以降,天下无主矣.开皇九载,人始一此吾所以建议于仁寿也.陛下

真帝也,无踵伪乱,必绍周汉,以土袭火.色尚黄,数用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千载一时,不可失

也.”②王通将此说献给隋文帝,建议其秉承土德,以土袭火,然而由于隋朝短祚,并未来得及采纳,其
孙王勃于唐高宗朝又重提此说,«新唐书王勃传»载:“自黄帝至汉,五运适周,土复归唐,唐应继周、
汉,不可承周、隋短祚.乃斥魏晋以降非真主正统,皆五行沴气,遂作«唐家千岁历».天宝中

有崔昌者采勃旧说,上«五行应运历»,请承周、汉,废周、隋为闰.”③至此,五德终始说由邹衍以迄

王通、王勃、崔昌的传承脉络便已很清晰.然据«资治通鉴唐纪一»载:“(武德元年五月)戊午,隋恭

帝禅位于唐,逊居代邸.甲子,唐王即皇帝位于太极殿推五运为土德,色尚黄.”④可见高祖李渊

即位之初,唐朝早就宣称秉持土德了.这是因为隋开皇元年有赤雀之符,故而自定为火德,«隋书
高帝纪上»曰:“(开皇元年)六月癸未,诏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而朝会之

服,旗帜牺牲,尽令尚赤.”⑤而李渊又是通过禅让的方式从隋恭帝手中获得帝位,则据刘向五德相生

说(非相克说),以土继火,唐朝自然就应秉持土德了.然而王勃却认为魏晋至于周隋,非真主正统,
皆五行之沴气,不可承之,唐朝应直接承继自“黄帝至汉”这个“五运真主”的统系而自为土德.王勃

此说当时虽未被采纳,然其影响力却不容小觑.这种影响经李嗣真、崔昌等人的不断发挥,至天宝九

载终于被玄宗认可采纳,“以土代火”说至此方得以真正落实.
不过崔昌上书时身份乃一“处士”,一般而言,涉及国家五行属性这样的大事由一介布衣提出,其

背后必有高层支持者.而从史料来看,崔昌的真正后台,正是宰相李林甫.«册府元龟»即载“宰相林

甫亦以昌意为是”,另«新唐书王勃传»曰:

　　右相李林甫亦赞佑之,集公卿议可否,集贤学士卫包、起居舍人阎伯玙上表曰:“都堂集议之

夕,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矣.”于是玄宗下诏,以唐承汉,黜隋以前帝王,废介、酅公,尊周、汉为

二王后,以商为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汉高祖庙.授崔昌太子赞善大夫,卫包司虞员外郎.⑥

“以土代火”说由来已久,自李唐立国至玄宗天宝九载已历一百三十余年,玄宗在关系国家本体属性

的大事上仍持较为慎重的态度.这是因为武周革命前夕,即曾有李嗣真建议以周、汉为二王后,而废

周、隋之事.武则天于载初元年(６８９)正月宣布“以周、汉之后为二王后,封舜、禹、汤之裔为三恪.
周、隋同列国,封其嗣”⑦.及唐中宗神龙元年(７０５)五月复唐后,又反武后之政,改归旧辙,复以北周

与隋之后裔为二王后,明显带有与武周决裂之意.另据«册府元龟»载:“唐玄宗开元中,有上书请以

皇家为金德者,中书令萧嵩奏请百僚详议,侍中裴光庭以国家符命,久著史策,若有改易,恐贻后学之

诮,密奏请依旧为定,乃下诏停百僚集议之事.”⑧又玄宗曾于天宝七载下诏访求后魏子孙以补全三恪

之数,八载七月立孝文帝十世孙元伯明为三恪,袭封韩国公.如今据区区一个处士之论,既要部分推

翻高祖所秉持土德之理论依据,又要推翻自己叔父唐中宗的决策,重蹈武周之旧辙,而且恰好又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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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新立三恪之举的自我打脸,因此玄宗觉得实在应该慎重行事.然而由于宰相李林甫的公开支

持,玄宗也不便明确反对,遂将此事下公卿集议,说明他内心仍是纠结和矛盾的.不过天宝十二载杨

国忠拜相之后,竟轻易就推翻了当年李林甫支持的“以土代火”说,从中可以见出玄宗对五行统绪的

复杂矛盾态度.«新唐书王勃传»载:“杨国忠为右相,自称隋宗,建议复用魏为三恪,周、隋为二王

后,酅、介二公复旧封.贬崔昌乌雷尉,卫包夜郎尉,阎伯玙涪川尉.”①又«册府元龟»曰:“及是杨国忠

根本林甫之短,乃奏曰:周、汉远,不当为二王后.卫包助邪,独与林甫计议,大紊彝伦.上疑之,下包

狱,案鞫,遂贬为夜郎郡夜郎尉,崔昌为玉山郡乌雷尉,并员外置.”②这次改弦更张距天宝九载崔昌卫

包等人的“以土代火”被采纳相距仅仅三年,究其原因,除了杨国忠的得宠与李林甫的失势遭到清算

之外,大概还是因为天宝九载“四星聚尾”天象带来的政治危机早已过去,既然皇位依然稳固,玄宗此

时已不再关心改置“二王三恪”这些无关紧要的利益分配问题了.
朝廷上这场关乎五行玄学的讨论中正反双方在争执中相持不下,按照常理,这种讨论有可能持

续很长时间,甚或最终因毫无头绪被搁置,然而一场突发的奇异天象却加速了玄宗的决断,让他迅速

接受了崔昌的“以土代火”说,并马上下令实施,这就是“四星聚尾”,以下将此特异天象对天宝末年政

治之影响稍作论析.

二、“四星聚尾”天象对天宝末期政治的深刻影响

在朝廷正讨论“以土代火”说期间,适逢“四星聚尾”特异天象出现,卫包等人以为“天意昭然”,遂
使玄宗下定决心接受崔昌此说,那么这一天象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我国古代的星占之术,往往与现

实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有学者指出,隋唐统治者均笃信星占之学,星占学已经成为隋唐政治、意识

形态的重要支撑③.而据«史记天官书»载,凡遇四星五星相聚等特异天象,“五星合,是为易行,有
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④.又«宋书天文志三»曰:

　　«星传»曰:“四星若合,是谓太阳,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

德受庆,改立王者,奄有四方;无德受罚,离其国家,灭其宗庙.”今案遗文所存,五星聚者有三:周

汉以王齐以霸,周将伐殷,五星聚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汉高入秦,五星聚东井.四星聚

者有九:汉光武、晋元帝并中兴,而魏、宋并更纪.是则四星聚有以易行者矣.昔汉平帝元始四

年,四星聚柳、张各五日,柳、张,三河分,后有王莽、赤眉之乱,而光武兴复于洛.晋怀帝永嘉六

年,四星聚牛、女,后有刘聪、石勒之乱,而元皇兴复扬土.汉献帝初平元年,四星聚心,又聚箕、
尾.心,豫州分.后有董卓、李傕暴乱,黄巾、黑山炽扰,而魏武迎帝许都,遂以兖、豫定,是其应

也.建安二十二年,四星又聚,二十五年而魏文受禅,此为四星三聚而易行矣.⑤

历史上周将伐殷、齐桓将霸、汉高入秦皆为改朝换代之剧变,可见无论是四星聚抑或五星聚,多被视

为天下大乱、易代革命之征兆,故而这次“四星聚尾”对唐玄宗统治的合法性是一次极大的挑战,玄宗

对此亦颇为焦虑和恐惧,因为熟稔星象政治的他深深知道,这种特异天象对统治者意味着什么.早

在景云元年(７１０),在起兵诛杀韦后的前夜,正当李隆基犹豫不决之际,也是特殊天象的出现坚定了

他的决心.«资治通鉴»载:“时羽林将士皆屯玄武门,逮夜,葛福顺、李仙凫至隆基所,请号而行.向

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刘幽求曰:‘天意如此,时不可失!’福顺拔剑直入羽林营,斩韦璿、韦播、高嵩以

徇.”⑥«册府元龟»亦载曰:“时轩辕星落于紫微中,王师虔及僧普润皆素晓玄象,遂启帝(玄宗)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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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日应天顺人,诛锄凶慝,上象如此,亦何忧也!’”①此后太平公主也曾利用彗星的出现对李隆基进

行过攻击.延和元年(７１２)七月,彗星出西方,经轩辕入太微,至于大角.太平公主欲离间李隆基父

子二人的关系,遂使术者言于睿宗曰:“彗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

子.”②故而玄宗对于政治斗争中的天文玄象不仅非常笃信而且十分敏感,所以当卫包、阎伯玙以“天
意昭然”进行劝谏时,无意中正好触动了玄宗那根敏感的神经.虽然“四星聚尾”有易代改朝之隐喻,
但«史记»上毕竟还说有德者受庆、无德者受殃,这就仍留有回旋余地,那么为了证明自己并非无德之

君,恰好顺水推舟地同意崔昌等建言之“以土代火”说,确立国家之土德,并举行盛大庆典,不正好证

明有德受庆吗? 况且开元三年(７１５)八月,已经出现过五星聚于箕、尾二宿之象,占星者当时亦以为

是有德受庆、无德受殃之兆,后来此事则被公认为正是开元盛世之兆,那么这次面对“四星聚尾”再来

一次故技重施,将社会舆论往有德受庆方面引导不就可以化解这次信任危机了吗? 故为消除此事在

政治上的负面影响,玄宗遂决定采纳崔昌之说,于次年正月举行三大礼,以示有德受庆.«旧唐书
玄宗纪下»曰:“十载春正月乙酉朔.壬辰,朝献太清宫;癸巳,朝飨太庙;甲午,有事于南郊,合祭天

地,礼毕,大赦天下.”③另«唐大诏令集»载«天宝十年南郊赦»曰:“然则上稽历象,旁采舆议,爰以土

德,承汉火行.是凭大易之辞,用绍前王之烈.祯祥累应,正闰攸分.不改旧章,惟新景运.属岁初

吉,乘时布和.”④嗣后,除了改易二王三恪、建周武王、汉高祖庙之外,玄宗还实施了一系列的相应政

策,如天宝十载五月,玄宗下诏“改诸卫幡旗绯色者为赤黄,以符土运”,“改诸卫旗幡队仗,先用绯色,
并用赤黄色,以符土德”⑤,“后二岁,礼部试天下造秀,作«土德惟新赋»,则其事也”⑥.

然而以上这些还只是玄宗朝堂上的反应及应对措施,当时民间对“四星聚尾”的认识却与官方颇

为不同,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王皎先生善他术,于数未尝言.天宝中,偶与客夜中露坐,指星

月曰:‘时将乱矣!’为邻人所传.时上春秋高,颇拘忌,其语为人所奏,上令密诏杀之.”⑦善于观察星

象的王皎从星月之变中断言天下将乱,其背景极有可能就是天宝九载发生的“四星聚尾”之事,由于

王皎将其解读为“无德受殃”,正好触犯了玄宗的忌讳,遂招致杀身之祸.
其实天宝九载“四星聚尾”的特异天象对河北的安史之徒亦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以前由于缺乏

相关的史料,学界对相关情况一直未能充分了解,直到近年一些墓志碑刻文献的出土,“四星聚尾”在
安史一方产生的影响方被学界所掌握.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藏«大燕赠魏州都督严府君墓志

铭»(简称«严复墓志»)曰:

　　天宝中,公见四星聚尾,乃阴诫其子今御史大夫、冯翊郡王庄曰:“此帝王易姓之符,汉祖入

关之应,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天事恒象,尔其志之.”及十四年,义旗南指,奄有东周,鞭

笞群凶,遂帝天下.金土相代,果如公言,殷馗之识,无以过也.⑧

其墓志铭文中还有“昊穹有命,命燕革唐.公之令子,预识兴王.翼佐龙战,时惟鹰扬”之语,陈尚君

先生以为这篇墓志“是迄今为止关于安史叛乱文献中最重要的文字”⑨.严复乃严庄之父,安禄山心

腹、安史之乱的参与策划者.因为“燕为尾分”,故严复见到四星聚尾天象后,以为“昊穹有命,命燕革

唐”,便坚定了拥立安禄山篡逆之决心,遂怂恿和支持其子严庄为安禄山出谋划策,从中可见四星聚

尾一事对河北士人心理产生的深刻影响.仇鹿鸣已指出,安禄山利用天宝九载四星聚尾的天象异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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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其起兵的政治号召,安史政权选择“燕”为国号,除了地域因素之外,“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
之谶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安禄山又利用五德终始理论,以四星聚尾的天象变化作为易代革命的先

兆,宣扬“金土相代”之说,建构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就成为安史政权争取人心,特别是笼络推重儒

家正统之辨的士大夫阶层的重要方式①.所谓“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是安史政权选择“燕”为国

号的重要因素云云虽令人耳目一新,但毕竟仍属大胆猜测,其论尚待出土文献的进一步证明.不过

通过«严复墓志»的出土,可知“四星聚尾”对安禄山起兵叛唐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与促进作用.然

而天宝末年的特异天象并未停止,如天宝十三载“夏五月,荧惑守心五十余日”②,“荧惑守心”是星占

学中最凶天象,«新唐书五行志»曰:“天宝十三载五月,荧惑守心五旬余,占曰:‘主去其宫.’十四载

十二月,月食岁星在东井,占曰:‘其国亡.’东井,京师分也.”③那么“荧惑守心”“月食岁星”这些能导

致“去宫”“国亡”的天象出现是否也同样加快了安史之徒的叛乱步伐呢? 目前尚缺乏相关史料可为

佐证,看来仍有待于出土文献的进一步补充与验核.
由上所论可见,玄宗一方努力搞三大礼,宣扬“以土代火”,制造“有德受庆”虚假盛典以弥缝“四

星聚尾”在政治上带来的消极影响,而另一方安史之徒则利用这场天象异动作为起兵的政治号召,从
中可见天宝九载的“四星聚尾”天象在当时社会及人民心理上所产生的巨大震动,一场关乎向心与离

心、凝聚与叛逆的巨大博弈都围绕此事开始渐次展开,并最终酿成几年以后的安史之乱.因此解读

杜甫献«三大礼赋»的动机和背景,若不结合如此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来谈,就不能深入理解文本后

面蕴涵的种种玄机,相应地对杜甫与当时李、杨政治集团的真正关系也就容易出现误读与曲解.

三、杜甫与崔昌、卫包等人关系之反思与考述

(一)杜甫«三大礼赋»与崔昌“以土代火”说的密切关联

详细解读杜甫的«三大礼赋»就可发现,这三篇赋乃是对崔昌“以土代火”说的紧密呼应.杜甫在

赋中首先对玄宗采纳崔昌之议表示肯定和赞许.«朝献太清宫赋»开头云:“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纳处

士之议,承汉继周,革弊用古,勒崇扬休.明年孟陬,将摅大礼以相籍,越彝伦而莫俦.”又«朝献太清

宫赋»曰:“伊庶人得议,实邦家之光.”其次,在五行统绪中孰为正统、孰为闰位问题上,杜甫和崔昌的

论调完全一致,都认为魏、晋以至于周、隋,皆“五行之沴气”,“不可承之”.«朝享太庙赋»曰:“臣窃以

自赤精之衰歇,旷千载而无真人.及黄图之经纶,息五行而归厚地,则知至数不可以久缺,凡材不可

以长寄.”又«朝献太清宫赋»曰:

　　上穆然,注道为身,觉天倾耳,陈僭号于五代,复战国于千祀.曰:呜呼! 昔苍生缠孟德之

祸,为仲达所愚.凿齿其俗,窫窳其孤.赤乌高飞,不肯止其屋;黄龙哮吼,不肯负其图.伊神器

臬兀,而小人呴喻.历纪大破,创痍未苏,尚攫拏于吴蜀,又颠踬于羯胡.纵群雄之发愤,谁一统

于亨衢? 在拓跋与宇文,岂风尘之不殊.比聪廆及坚特,浑貔豹而齐驱.愁阴鬼啸,落日枭呼.
各拥兵甲,俱称国都.且耕且战,何有何无.惟累圣之徽典,恭淑慎以允缉.兹火土之相生,非

符谶之备及.炀帝终暴,叔宝初袭,编简尚新,义旗爰入.既清国难,方睹家给.窃以为数子自

诬,敢正乎五行攸执.
天师张道陵等,洎左玄君者,前千二百官吏,谒而进曰:今王巨唐,帝之苗裔,坤之纪纲.

土配君服,宫尊臣商.起数得统,特立中央.④

这实际上就是以文学性的语言,对崔昌所论“以土代火”“土复归唐”说进行的生动阐释.杜甫在赋中

认为,自魏晋以迄北魏、北周、隋皆不敢“正乎五行攸执”,这与崔昌“自魏晋至隋,皆非正统,是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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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论真可谓珠联璧合、一唱一和.这说明杜甫对崔昌、卫包等人“以土代火”之论不仅非常熟悉,而且

对其精神内涵已做到深刻理解,这甚至让人有点怀疑他是否也是崔昌此论的最早谋划者.若果真如

此的话,杜甫也就有能在天宝九载八月之前,提前对«三大礼赋»进行构思和创作了.张忠纲先生已

指出,杜甫献«三大礼赋»乃是天宝九载冬预献,即天宝九载十二月底之前①.而«朝献太清宫赋»曰: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纳处士之议.”又曰:“明年孟陬,将摅大礼.”既然杜甫在赋中提到十一月,说明

三赋只能作于此后.另外,赋中说“壬辰,既格于道祖”“甲午,方有事于采坛绀席”,正好与«旧唐书»
所记三大礼的时间完全吻合,这说明杜甫作赋时已经提前知道了三大礼的具体日程安排,则此赋的

最终完成已经非常接近天宝九载的年底了.这样一来,«三大礼赋»的创作时间就必须于十一月至十

二月之间完成,可问题是如此短促的时间杜甫真的能完成这三篇恢弘钜制的写作吗? «三大礼赋»创
作除了构思章节、斟酌字句之外,既需要了解“以土代火”的理论内涵,又需要了解三大礼的具体礼仪

和实施步骤,甚至找献纳使投匦献赋以上达天听无疑都需要一些时间,即使才华横溢如杜甫,在短时

间恐亦难以完成.而假若杜甫通过其他渠道预知了崔昌上书的内容,于其上书之前便预先进行构思

写作,时间上无疑会从容得多.毕竟在赋中关于三大礼的确切时日可以暂先草拟一下,直到最后献

赋时再将获知的准确时间加以修改替换即可.而从«三大礼赋»的内容及艺术成就来看,绝不像是短

时间内匆匆完成的,假若杜甫有充裕的创作时间,那是不是更说明他与崔昌等人早就熟识呢?
关于杜甫与崔昌二人之间的关系,学界此前尚未见有人提及,陈冠明«杜甫亲眷交游考»及张忠

纲主编«杜甫大辞典»“家世交游”部分均未收与崔昌有关的条目,似乎二人并无交集.然从杜甫献

«三大礼赋»及其与崔昌建言的默契程度来看,二人不可能没有交往.况崔姓乃杜甫母系之姓,杜集

中提到许多崔姓舅氏,那么崔昌是否也是杜甫母系家族的亲属呢? 今检杜集中有«奉送崔都水翁下

峡»一诗,似为杜甫与崔昌关系的唯一诗证,诗曰:

　　无数涪江筏,鸣桡总发时.别离终不久,宗族忍相遗? 白狗黄牛峡,朝云暮雨祠.所过凭问

讯,到日自题诗.②

此诗作于梓州,都水,即都水使者之简称.诗中说“宗族忍相遗”,表明杜甫与这个“崔都水”确实是亲

属关系.仇兆鳌曰:“崔为都水使,与公为甥舅,故称曰翁.”那么这个崔都水是否即是崔昌呢? 这就

需要考察一下崔昌是否担任过都水使者之职.
(二)崔昌官职变迁考略

崔昌于天宝九载献“以土代火”说时还只是一个“处士”,即未任官职.其建言被玄宗采纳后,授
为太子赞善大夫之职.据«旧唐书职官志»,太子左右赞善大夫为正五品上阶.不过到了天宝十二

载,右相杨国忠反李林甫之政,将当年参与策划此事的崔昌、卫包、阎伯玙等人全部外贬,其中崔昌被

贬为乌雷尉.«唐会要»载:“(天宝)十二年五月九日,魏、周、隋依旧为三恪及二王后,复封韩、介、酅
等公,其周汉、魏晋、齐梁帝王庙依旧制.六月九日,崔昌、卫包等皆贬官.”③可知崔昌贬为乌雷尉的

时间应在是年六月九日.乌雷属玉山郡,即今广西东兴,唐时属下县.据«旧唐书职官志三»,下县

县尉的品阶为从九品下.崔昌从正五品上的太子赞善大夫贬为从九品下的乌雷尉,官阶连降十九

级,几乎是一撸到底,可见这次贬谪对崔昌而言是多么严厉的惩罚.崔昌在乌雷尉任上大约数年后,
改任为试都水使者之职务,改任的具体时间不详.由于崔昌参与了上元二年(７６１)嗣岐王李珍谋逆

案被处死,关于崔昌的任职情况才得以前后连贯起来.李珍谋逆事,见«旧唐书李范传»:“珍赐死,
其同谋右武卫将军窦如玢、试都水使者崔昌、右羽林军大将军刘从谏、蔚州长塞镇将朱融、右卫将军

胡冽、直司天台通玄院高抱素、右司御率府率魏兆、内侍省内谒者监王道成等九人,特宜斩决.试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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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洗马兼知司天台冬官正事赵非熊、陈王府长史陈闳、楚州司马张昂、右武卫兵曹焦自荣、前凤翔府

郿县主簿李屺、国子监广文进士张奂等六人,特宜决杀.驸马都尉薛履谦预逆谋,宜赐自尽.乃以济

兼桂州都督、侍御史,充桂管防御都使.左散骑常侍张镐坐与交通,贬辰州司户.”①又«旧唐书肃宗

本纪»曰:“夏四月乙亥朔,嗣岐王珍得罪,废为庶人,于溱州安置,连坐窦如玢、崔昌处斩,驸马都尉杨

洄、薛履谦赐自尽,左散骑常侍张镐贬辰州司户长任.”②又«旧唐书敬羽传»载:“嗣薛王珍潜谋不

轨,诏羽鞫之珍坐死,右卫将军窦如玢、试都水使者崔昌等九人并斩,太子洗马赵非熊、陈王府长

史陈闳、楚州司马张昴、左武卫兵曹参军焦自荣、前凤翔府郿县主簿李屺、广文馆进士张敻等六人决

杀,驸马都尉薛履谦赐自尽,左散骑常侍张镐贬辰州司户.”③又«唐大诏令集»卷三十九有«嗣岐王珍

免为庶人制»,署为“上元二年四月”④.可知崔昌参与谋反时所任官职为“试都水使者”.«旧唐书
职官志三»:“都水监,使者二人,正五品上.掌川泽、津梁之政令,总舟楫、河渠二署之官属.”⑤所

谓“试”者,即试任其职或试假其衔,«通典»曰:“试者,未为正命.”⑥一般是指资历低而担任高级职务

者.崔昌从九品下阶的乌雷尉被擢拔为正五品上阶之试都水使者,虽为超阶任用,然与其当年释褐

所任太子赞善大夫一职同为正五品上阶,故从官阶的角度来看,似有官复原职之意.综上所述,崔昌

历任官职分别为:太子赞善大夫(天宝九载九月)、乌雷尉(天宝十二载六月)、试都水使者(任职时间

不详),并于上元二年四月在试都水使者任上因参与谋反被肃宗处死.
通过以上考证可见,崔昌确实担任过试都水使者之职,因此杜甫漂泊梓州期间所作«奉送崔都水

翁下峡»一诗极有可能就是送别崔昌所作.若果真如此的话,杜甫与崔昌确为亲戚关系,故其在崔昌

上“以土代火”说之前定有较为密切的交往,如此再反观其献«三大礼赋»与崔昌上“以土代火”说的高

度一致,也就容易理解了.
(三)杜甫«奉送崔都水翁下峡»实际作年应为上元二年

如前所论,杜甫«奉送崔都水翁下峡»一诗中的“崔都水翁”确是试都水使者崔昌,则历代杜诗注

本中关于«奉送崔都水翁下峡»作年的结论需要进行相应更改.因为崔昌于上元二年(７６１)四月即因

谋反被处死,则此诗的作年当不晚于此年.那么杜诗旧注中一般将此诗系于何年呢? 检黄鹤«黄氏

补注»将此诗系于广德元年(７６３),从仇兆鳌«杜诗详注»以至于萧涤非«杜甫全集校注»、谢思炜«杜甫

集校注»均依黄鹤此说.黄鹤将此诗编于广德元年(７６３)的理由是:“诗云:‘无数涪江筏’,当是广德

元年梓州作.观末句,则知公有意于到夔矣.”⑦可知黄鹤确定此诗编年的依据就是诗中“无数涪江

筏”之句,因为这句诗中提到了“涪江”,于是黄鹤便将“涪江”与梓州联系起来,而杜甫广德元年(７６３)
确实到过梓州,故而这首诗便如此被确定为广德元年梓州所作.如今已知“崔都水”确为崔昌,则将

此诗编于广德元年显然不能成立,此诗必作于上元二年四月崔昌谋反被杀之前.值得注意的是,«奉
送崔都水翁下峡»一诗颈联“白狗黄牛峡,朝云暮雨祠”乃是用当句对预拟崔翁经过之地,暗中透露出

此次崔都水的行踪路线乃是从梓州的涪江入嘉陵江再入长江,然后返回京师,似为都水监对这些水

系郡县所作的一次全面考察.考虑到由梓州乘船经水路至京师长安需耗费不少时日,则杜甫此诗只

能作于上元二年年初方较为合理.检诸种杜甫年谱,于上元二年均未有去梓州的记载,不过杜甫曾

于上元元年秋曾去彭州访高适,又去新津会裴迪、王缙,上元二年春复往新津游历,则亦不能排除其

上元二年初曾游梓州之可能.或许有人会质疑,杜诗的编年经历代注家反复梳理,难道可以随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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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吗? 其实此诗的情况较为特殊,检宋本«杜工部集»并未收此诗,宋百家本则收录于«补遗»之中,乃
是未定编年之作.又检钱谦益«钱注杜诗»卷十八可知,此诗最早收录于吴若本«杜工部集»之中,乃
宋朝奉大夫员安宇所收２７篇杜甫佚诗之一,故«奉送崔都水翁下峡»一诗最初并无明确编年,完全可

以按照实际情况重新编排酌定.
(四)嗣岐王李珍谋反案中的天象玄学因素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关于上元二年嗣岐王李珍谋反之原因,史籍里仅称李珍因仪表伟岸颇类玄

宗,又有朱融等人的诱导,遂有不轨之企图.其实嗣岐王李珍谋反案的发生,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背

景.综合来看,李光弼率领的唐军于是年二月邙山兵败后,史思明叛军对两京的军事威胁陡然增大,
加之肃宗身体健康情况恶化,遂使得李珍等人萌生谋逆之心.不过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肃宗上元前

后特异天象频现也是促使李珍谋反之重要诱因.肃宗由乾元年号改为上元便是因为特异天象的屡

次出现,«旧唐书肃宗本纪»载,乾元三年(７６０)四月“丁巳夜,彗出东方,在娄、胃间,长四尺许.”“闰
四月辛酉朔,彗出西方,其长数丈.”“己卯,以星文变异,上御明凤门,大赦天下,改乾元为上元,追封

周太公望为武成王,依文宣王例置庙.时大雾,自四月雨,至闰月末不止.米价翔贵,人相食,饿死者

委骸于路.”①然而即使改元之后,肃宗朝的特异天象仍未停止.上元元年五月癸丑,“是夜,月掩昴”.
十二月“癸未夜,岁星掩房”.上元二年二月“辛未夜,月有蚀之,既”.“建辰月(十月)壬午,诏天下见

禁系囚,无轻重一切释放.丙戌夜,月有白冠.”②另«旧唐书天文志灾异编年»载:

　　(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日有蚀之,大星皆见.司天秋官正瞿昙撰奏曰:癸未太阳亏,辰正

后六刻起亏,巳正后一刻既,午前一刻复满.亏于张四度,周之分野.甘德云:“日从巳至午蚀为

周”,周为河南,今逆贼史思明据.乙巳占曰:“日蚀之下有破国”.其年九月,制去上元之号,单

称元年.③

彗星、日食等特异天象的频繁出现被理解为上天对最高统治者发出的严重警告,倘若李珍集团中真

有精通星象者能提前推算到此次日蚀,并将其附会到史思明身上,便极有可能将这次日蚀作为谋反

的依据.其实李珍谋逆集团中的高抱素、崔昌、朱融均为星相学家,其中高抱素为司天台通玄院的直

官,专门掌管观天定历,无疑是为李珍篡位提供星象依据的重要人物.另外,试都水使者崔昌曾于天

宝九载献“以土代火”说和«五行应运历»,在朝廷集议时“负独见之明,群议不能屈”,无疑也是一位擅

长星象历法之人.至于朱融,两唐书均称其为“蔚州长塞镇将”,蔚州长塞镇即今山西灵丘,那么一个

小小镇将又如何会成为这次谋逆案的核心人物的呢? 检«资治通鉴»称朱融为“术士”,另«册府元龟»
曰:“上元中,日者朱融与嗣岐王珍交通.”④可见除了长塞镇将的身份外,朱融还是一个“术士”和“日
者”.所谓“日者”,即以占候卜筮为业之人,因此他与高抱素、崔昌等人一样,都是擅长星象历法的玄

学家.朱融、崔昌等人很有可能通过推算预知了此次日蚀发生的时间,并将其与史思明叛军附会在

一起,借以说服李珍及其他成员坚定谋逆的决心.联想到天宝九载“四星聚尾”的特殊天象曾引发安

禄山叛乱的史实,上元元年的“星文变异”对图谋叛逆者的诱发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李珍集团中崔

昌、朱融、高抱素这几位擅长玄学星象人物的存在似乎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五)杜甫与卫包关系蠡测

据唐窦臮«述书赋»注曰:“卫包,京兆人,工八分小篆,通字学,兼象纬之术,官至尚书郎.”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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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包不仅精于书法,兼通象纬之术①.在崔昌上书建言“以土代火”说这一事件中,卫包是一个关键人

物.当朝堂上公卿集议悬而未决之时,正是卫包“天意昭然”之言促使玄宗下了最后的决心,他后来

也由集贤学士升迁为虞部员外郎,成为“以土代火”说的实际执行者.天宝十二载杨国忠否定“以土

代火”说时,亦将卫包与崔昌等人一同贬谪,二人可谓同进同退.史籍里并未交待卫包与崔昌的关

系,不过从上述种种迹象来看,二人不太可能是素不相识的,应该有过密切的交往.另外«册府元龟»
里说“卫包助邪,独与林甫计议,大紊彝伦”,表明卫包和李林甫正是此事的幕后策划者与推动者,在
天宝末李、杨争权的政治背景下,卫包无疑是属于李林甫派系之人,而崔昌或许只是他们摆在前台的

一枚棋子而已.文献中尚找不到杜甫与卫包交往的直接证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据赵明诚«金石

录»及陈思«宝刻丛编»载,卫包曾于天宝九载正月至四月先后撰写了«唐御书华岳碑堂修饰记»«唐修

金天王庙灵异述»«唐灵台观修三方功德颂»«唐华岳庙古松诗»等②.卫包此行的背景是:“天宝九载

正月,文武百寮、礼部尚书崔翘等累上表请封西岳,刻石纪荣号”,表凡三上,玄宗乃许之.“丁巳,诏
曰:‘以今载十一月有事华山.中书、门下及礼官详仪注奏闻,务从省便.’”③«旧唐书»亦曰:“天宝九

载,又将封禅于华岳,命御史大夫王鉷开凿险路,以设坛场,会祠堂灾而止.”④可见卫包天宝九载初的

这次西岳之行应是为玄宗封禅西岳作前期准备工作,这就很容易令人联想起杜甫献«封西岳赋»之
事.玄宗之所以想封禅西岳,是因为其生辰属金,五行中西方属金,故西岳乃是玄宗本命.杜甫在

«进封西岳赋表»中说:“维岳,固陛下本命,以永嗣业.”«封西岳赋»亦云:“国家土德,与黄帝合;主上

本命,与金天合.”⑤«旧唐书»曰:“玄宗乙酉岁生,以华岳当本命,先天二年七月正位,八月癸丑,封华

岳神为金天王.”⑥如果说杜甫献«三大礼赋»是偶然与崔昌、卫包等人站在一个阵营的话,那么在封禅

西岳问题上杜甫与卫包又站在一起似乎已不能再用巧合来解释了,这表明杜甫在“以土代火”以至于

封禅西岳等问题上与卫包的立场都保持着高度一致,这极易令人怀疑二人有密切关联.天宝九载杜

甫献«三大礼赋»时,卫包正任集贤学士.由于受到玄宗赏识,杜甫待制于集贤院,后来由宰相主持的

考试也是在集贤学士们的围观中举行,杜甫在«莫相疑行»中回忆说“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

堂”⑦,则杜甫在集贤院时亦应与卫包相识,杜集中有«奉留赠集贤院崔国辅于休烈二学士»,也可知他

与当时不少集贤院学士都有过交往.不过考虑到崔昌与卫包过从甚密,杜甫既然与崔昌为亲族,其
与卫包亦应有过一定的交往,再加上二人对“以土代火”、封禅西岳等问题的看法高度一致,故杜甫与

卫包初识或许并不一定始于集贤院待制时期,而是有可能大大提前.另外,卫包在当时以八分小篆

著称于世,而杜甫于大历元年作«李潮八分小篆歌»时云:“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开元已来数八

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其中并未提到卫包,不知是否出于选择性忽略,个中缘由也颇耐人寻味.

四、杜甫与李林甫集团关系之再反思

通过对杜甫与崔昌关系的重新考察,促使我们对杜甫与李林甫之间的关系亦需进行再反思.由

于杜甫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说过“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的
话⑧,故研究者往往将杜甫与李林甫的关系对立起来看,如仇兆鳌«杜诗详注»曰:“公初应诏而见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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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以召试而仍弃,皆林甫为之.”①天宝六载李林甫玩弄“野无遗贤”闹剧,将前来应试的举子全部黜

落,确实殃及了首次应诏的杜甫.然而说杜甫天宝十载“以召试而仍弃,皆林甫为之”却真是冤枉了

李林甫.韩成武先生已指出,杜甫献«三大礼赋»之后,经过中书省考试,获得出身,没有立即得到官

职,是唐代铨选制度决定的,因为当时的铨选制度规定:献赋获得出身者,与制举获得出身者、进士及

第者同等待遇,即候选三年,然后参加吏部铨选,才能获得官职.不过受到传统看法的影响,当代学

界仍延续着仇兆鳌等人的认识,从冯至、陈贻焮、莫砺锋到康震皆是如此.甚至有人还说杜甫一直没

走杜位、李林甫这个后门来谋求一官半职,说明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这都把杜甫说的过于清高了,
究其原因,是因为在人们心目中李林甫是口蜜腹剑的大奸臣,而杜甫则是崇高而忠贞的诗圣,即便杜

甫曾于李林甫之女婿杜位宅守岁,人们仍不愿承认杜甫与李林甫在政治上有什么瓜葛.其实饥寒交

迫的杜甫斯时曾先后向哥舒翰、鲜于仲通乃至杨国忠投赠诗篇,有饥不择食之急迫,倘若他真的通过

杜位、李林甫这层关系对朝廷的动向有所了解,抓住时机献赋,我们又如何忍心对其进行苛责呢? 如

今通过杜甫献«三大礼赋»前后政治态势的解析,可知此事背后乃是李林甫、杨国忠两股政治势力的

角逐,而从杜甫献«三大礼赋»的举动可以看出,他无疑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李林甫一方的.考虑到地

位寒微的杜甫难以和位高权重的李林甫搭上关系,因此作为李林甫之婿的杜位,其中介作用就非常

值得关注了.另外陈贻焮先生在«杜甫评传»中认为,杜甫这次献«三大礼赋»的时机实在是选择得太

妙了,一定有懂行的高人在后面替他出谋划策,并从杜甫«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等投赠诗分析,认
为对杜甫进行点拨的高人,非张垍、张均兄弟莫属②.实际上,我们若从杜甫与崔昌集团的密切关系

来看,就可以发现这一判断也是值得商榷的.杜甫通过杜位、李林甫这层关系侦知朝廷上的最新动

态,无疑要比张垍、张均兄弟的渠道更为直接方便.当然,作为“以土代火”说具体的策划者,崔昌、卫
包、阎伯玙无疑是站在最前列的,杜甫则只是此事的鼓噪者和宣传者,况且这种鼓噪又是皇帝决定采

纳崔昌的建言之后,政治上毫无风险,或许也正是因此之故,他才未被划入崔昌一伙,从而侥幸躲过

了天宝十二载的杨国忠对崔昌集团的清算.这样一来,从杜甫与崔昌集团关系的角度来看,其献«三
大礼赋»后未立即授官,对他来说反而是一种保护了,如若不然的话,杜甫于天宝十载便因献赋而授

官,到了十二载杨国忠报复时岂不是要列为崔昌一党,同被外贬? 故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似乎应该

为杜甫躲过一次政治劫难而替他感到庆幸,不过从中也可窥见杜甫作为一个外围人员与李林甫集团

若即若离的政治身份.
总之,天宝九载“以土代火”说与“四星聚尾”天象的重叠对天宝后期的政治影响极为深远,从出

土文献来看其影响的深刻性与广泛性要远超学界以前的认识.通过杜甫于此时献«三大礼赋»一事,
可以管窥其与李林甫集团的关系.另外通过考察崔昌生平履历,可以确认其与杜甫为亲族关系,这
对厘定相关杜诗的编年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而从杜甫与卫包关系的角度来看,亦可加深对其献

«封西岳赋»的理解.天宝九载发生的几件大事不仅是杜甫长安求仕生涯的转捩点,也是李唐王朝由

盛世巅峰走向分裂与崩溃的分水岭,对解读杜甫的生平及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故不惮繁冗,略
作考述如上,希请海内方家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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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heDilemmaofConfucianFrameworkof“HomeＧWorld”andtheWayoutofIt CaiXiangyuan
　 From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virtue,Liang Qichao and other modern Chinese
enlightenmentscholarscriticizedthatConfucianmoralityisfullofprivatevirtue,butshortofpublicvirtue,and
proposedthatthelatterisindispensablefortheconstructionofmoderncivilizedsociety．ChenLairectifiedthe
criticismbyclarifyingrelevantconcepts,andpointedoutthattheproblemofmoralconstructionsincemodern
timesistooveremphasizepublicvirtueandsuppressprivatevirtue．Therefore,itisnecessarytoreachthe
balanceofpublicandprivatevirtuebyenhancingprivatevirtue．Privatevirtueisimportant,butChenLaididnot
seethatthedistinctionbetweenthetwovirtueshastouchedaninnerpredicamentofConfucianism＇s“homeＧ
world”politicalframework．Thereforeitcannotbeovercomebysimplyenhancingprivatevirtue．Inamodern
civilizedsociety,thefirstimportantpointofConfucianmoralconstructionistodistinguishbetweentheprivate
andpublicdomains,andtodelimittheboundarybetweenthefamilyandthecountry,soastoprotectboththe
publicandprivatedomain．

CompoundModernity:
　 ParadigmofChineseModernityandItsEmbeddingProspectofPoliticalOrder ZhangZhenbo,JinTaijun
　 Theconstructionmodelofmodernityknowledgesystemsshouldbetransformedfromexternalimitatingto
internalexploring,whichiscorrespondingtotheuprisingofantiＧessentialism．Theculturalcombiningof
ConfucianismandMarxismhasformedthefundamentalessentialsofcollectivismandsocialismforcontemporary
China,andtherebygestatedandformedits modernityparadigm characterized withcompoundattributes．
Compoundmodernity,referringtotheorganicarrangementsand mutualinteractionsofvarious modernity
elementsacrosstimeandspace,haspresentedapparentorientationsinthespiritual,structuralandpractical
dimensions,afterrecognizingthecomplexityandpluralism ofmodernityinChinaandothercountries．A
systematicapproachshouldbedevelopedinordertoconstructapoliticalorderthatiscompatiblewiththe
compoundmodernityinChina,includingtheproductionofpoliticalvaluesembeddedwithcollectivejustice,the
multiＧconstructedpoliticallegitimacy,the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life,andthe construction ofglobal
governanceorientedtowardsacommunityofcommondestinyforallmankind．

ChineseRoadinthePerspectiveofModernityReflection WangHaibin
　 ThemultiＧlinetheoryofthepathofmodernityisthelogicalpremiseforustotalkabouttheChineseroadina
theoreticalperspective．Thewesternmodernizationprocesshasoverflowedtheobviousnegativeeffectsinthe
aspectsofculturalconcept,survivalmode,economiclogicandpoliticalpath．ThenegativeeffectofWestern
modernitypracticeisnotnecessarilybroughtaboutbythemodernityitself．TheChineseroadshouldconsciously
reflectonthedevelopmentcostthatcanbeavoidedinthepracticeofWesternmodernity,andtaketheroadof
fullyutilizingthefactorsofmoderncivilizationandavoidingthenegativeeffectsofmodernitytotheutmost
extent．LookingforwardtotheprospectofChinasroadsintheory,weshouldconsciouslyconstructanewtype
ofcivilizationthatcombinestraditionand modernity,materialityandspirit,andthedynamic mechanism,
balancemechanismandoptimizationmechanismundertheleadershipoftheparty．

The“IslandBarbarians”andtheConceptionChangeofChinaandMinorityNationality
　 intheNorthernDynasty GuoShuo
　 Intermsofitsnature,“IslandBarbarians”in Weiisdifferentfrom “CablePrisoner”inSouth,“Island
Barbarians”biographyisahistoricalnarrativemodewassetupbyWeiShou．TheNorthernWeididnotusethe
“IslandBarbarians”forSoutherndynasty,butusedJiangnanorPseudoQi,PseudoLiang,andsoon．Itis
immediatecausethattheHouＧJingRiotledtoregimesharpdeclineoftheSouthern,aswellasitneedorthodox
reasonwhenWeigaveupitsthronetoQi．ItmarktheconceptionchangeofChinaandminoritynationalityinthe
timeofWeitoQiasthe “IslandBarbarians”appeared．Andthebasicchangedcharacteristhenorm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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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segregationofHuandHantothecustomdifferenceandthentheseparationofChinaandminority
nationalityintheSixteenCountriesandNorthernWeidynasty．

BeingExpatriatesandOfficials:
　 ActingOfficialsofPrefecturesandCountiesinthePerspectiveofSocialHistory ZhouDing
　 Thesystemofactingofficialsofprefecturesandcountiesappearedsignificantdifferencebetweentheearly
andlateTangdynasty,whichisrelatedtothechangesinlocalsocialstructure．SincethemiddleTang,there
hostedalargegroupofscholarsmigratedfromChanganandLuoyanginlocalprefecturesandcounties．Relying
onrelationshipandfriendshipwithcourtandlocalofficials,themigrantscholarsbecameanimportantsourceof
actingofficialsofprefecturesandcounties．Itevenevolvedintoapersonnelconventioninsomeregionssuchas
Lingnan．Forsomepoorandjoblessscholars,thepositionofactingofficialcouldmeanakindofsourceofliving
orbenefit,morethanapersonnelsystemtomaintaintheoperationofgovernmentaffairs．Similartotheacting
officials,therealsoexistedelection mechanism suchassummon,recommendation,andpetitioninlocal
administrationinlateTang．AlthoughsuchmechanismcanberegardedasburgeoningintheearlyTang,theyall
prevailedin middleandlate Tang,whichissomehow cohesive withthetrendofscholar migrationand
“localization”ofofficialsspawnedinthistrend．

ARoadacrossingtheGeographicalEnvironment:
　 CenteredontheInteractionbetweenNomadicandAgriculturalCivilization
　 intheNorthernAreaintheMingＧQingPeriod YuHongliang
　 Usinghistoricalmaterialsincludingcentralandlocalarchives,landcontract,recordofplacenames,Chinese
andforeignrecordofinspectionandetc．,thispaperrestoresthelonglastingandmassivecommunicationamong
peoplefrominlandChinaandthe Mongolianregiononagriculture,tradeandotheraspectsacrossingthe
geographicboundariesoftheGreatWallandtheHetaoregion,aswellasthehistoricalsceneofmigration,
technologytransfer,andculturalcommunication．Itcanbeseenthatinacountrywithenvironmentalandethnic
diversity,naturaldifferencesincluding geographicalconditions had never been the blockingfactors of
communicationandintegration．Onthecontrary,developmentofhumansocietyisjustahistoricalcourse
breakingthroughtheenvironmentallimitation．ThepropositionofWesternhistoricaltheoriessuchasInnerAsia
andtheGreatWallZonewereaffectedbymodernnationalism,yettheyshowsobviousdefectwhenbeingapplied
intothestudiesofChinesehistory．

HumanisticSpiritoftheWesternZhouDynastyand
　 ReligiousRevolutioninLateShangandWesternZhouPeriod ZhaoFasheng
　 ThehumanisticreasonintheWesternZhoucivilizationisthefoundationofChinesehumanisticspirit．Being
affectedbyantiＧreligiousideologyinthe２０thcentury,itwasconsideredasareactionagainstreligionby
academiainthepastyears．Nevertheless,theauthorbelievesthattheChinesecivilizationbeforetheAxialAge
wasstillinthereligiousperiod,andthechangesinlateShangand WesternZhoudidnoteliminatereligion．
Actually,thosechangescanbeconsideredasarevolutionarytransformationofnaturalreligioninShangdynasty
andanewcreationofethicalreligion,whichbredthehumanisticspiritofWesternZhouandproducedanew
supremegod(Heaven)aswellasdevelopedanewinterpretationofHeavenswill—matchingonesvirtuewith
thatofHeaven．Besides,anew wayconnectinghumanwithHeavenwascreatedandthusthebondbetween
Heavenandhumangotstrengthened withtheinfluenceofmoralprovidencegotbroadened．Thebirthof
humanisticspiritinWesternZhouwasnotonlytheattenuationoftraditionalnaturalreligionbutalsothefruitof
thedevelopmentofnewethicalreligion．ThekeytounderstandingthecivilizationofWesternZhouliesinthe
comprehensionoftheendogenousrelationbetweennewethicalreligionandhumanisticreason．

WeiLiaowengsHistoricalPositionintheDevelopmentofNeoＧConfucianism WangRuilai
　 InthehistoryofConfucianism,WeiLiaowengisaveryimportantlinkafterZhuXi．Heisanearlironewho
broughtZhuXisworksbacktoSichuan,setupseveralacademiestoletNeoＧConfucianismgoouttothe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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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madepeoplethereallknowtheprinciplesofNeoＧConfucianism．HedidnotsticktoZhuZistheorybut
integratedvarioustheories．Hewrotealargenumberofworks,andadvocated“reflectingtheSixClassicstomy
heart．”AftermanyyearsofteachingandgoverninginShu,alongwiththeexpansionofinfluenceandstatus,
coupledwiththeincreaseinthenumberofdisciples,WeiLiaowengledShuXuetogotoallpartsofthecountry
andShuXuereceivedwidespreadattention．Inparticular,WeiLiaowengcalledforestablishingposthumoustitles
forZhouDunyi,Cheng Hao,ChengYiandZhangZai,whichestablishedtheexclusiveorthodoxstatusof
Daoisminthefollowinghundredsofyears,thuspromotingConfucianismasneverbefore．Thisalsoestablished
WeisleadingpositionintheTaoisttradition．

GrassrootsConfuciansPracticeofTheoryofConscience:
　 aCaseStudyofAnfuConfuciansinReignsfromJiajingtoWanliintheMingDynasty ZhangWeihong
　 IntheJiajingand WanliperiodoftheMingdynasty,numerousgrassrootsYangmingscholarsfrom Anfu
CountywithoutanymeritsinimperialexaminationsbecamethemainforceofthepromotionoftheYangming
theoryattheparochiallevel．Theyexpandedfromlecturingandspirituallycultivatingthemselvestocivilizing
ruralpeopletoparticipateindevelopinglocalpublic welfareundertakings,andthentoundertakesocial
governancebyassistingthelocalgovernment．AsthesquireofYangmingscholars,theyidentifythemselvesas
as“theheartofthevillagers．”Theirlecturesandotheractivitiesinthecountrysidearedrivenbythespiritand
responsibilityof“unityofallthings,”whichhaveexertedalonglastingandlatentinfluenceonsmoothoperation
oflocalsocialorder．AsthesquireofYangmingscholars,theirregardedselfＧidentifiedroleas“theheartofthe
villagers．”Theirlecturesandacitivitiesinthecountrysidewhicharedrivenbythespiritof“theunityofall
things,”asakindofspiritualeducation,exertedlatentinfluenceonthesmoothoperationoflocalsocialorderfor
alongtime．

Returningtothe“Justness”:theFutureApproachofContemporaryChinesePhilosophy ZhangZhihong
　 ThegreatchangeofmodernChinesesociallifeisthecauseofthedisparagementofitstraditionalcultureand
itstheoreticalform,i．e．,Chinesephilosophy．Scholarsoftraditionalphilosophicaltheoryhavebeenexploringa
wayoftransitiontoitsupdatedformsinceacenturyago,buttheireffortseemstoweakentheinternaldynamic
ofChinesephilosophyitself,whichhasitsuniqueperspectivesofobservationandaxiologicalstandpoint,aswell
asalternativewaysofapprehendingtheworld．ThesecharactersarerealizedasgoingbacktoDaoanddealthe
unjusttheoreticaldirectionswiththejustDao．Forcontemporaryscholarsoftraditionalcultureandphilosophy,
itisnecessarytoreturntothisjustapproach,foundedonDaoandinvestingtherealitywith“Justness”．Onlyin
thisway,canthesystematicrebuildofChinesephilosophyandthedisciplinesconcernedsucceed,andthe
transitionoftraditionalChinesephilosophyismadepossible．

ACenturyofAcademicConstructionofthe“ChineseNation”
　 fromthePerspectiveofMarxandEngelsViewonNation SongPeijun
　 MarxandEngelsviewonnationrevealsthetwoforminglinesofancientnationsandmodernnations,bothof
whichhaveundergonetwostages:nationalitiesandnation．ThetwonationＧstateshaveincommontheexistence
ofthetrinityandindispensabilityofthepeople,nation,andstate．Itisinconsistentwiththelineardistinction
betweenancient,feudal,andcapitalistcountries．ThisisinconsistentwithStalinsdefinitionof “нация,”
emphasizingthe“modern”erapositioning,thusprovidingthepossibilitytoexpanditsapplicability．Intheeyes
ofLiangQichaoandGuJiegang,“Chinesenation”is“Hanpeople,”whichistheconceptcreationandapplication
inthissense．WhileFeiXiaotongstheoreticalelaborationofthe“multipleintegrationoftheChinesenation”is
moreasummaryofStalinsdefinitionofthesinicizationpractice,lackofacleardefinitionandqualitativeanalysis
ofethnicunionsandethnicgroups．OnlyfromtheperspectiveofMarxandEngelsviewonnationcanwesolve
theproblemofthelimitationofunderstandingbroughtaboutbythedivisionofpoliticalscienceandethnic
history,andthenwecanseethehistoricaltruthofthestructuralchangeofethnicrelationsinthelateQingand
earlyRepublicofChinafromthehistoricalmi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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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rtorofAlliance”inBambooSlipsofQin
　 and“VerticalAlliance”intheWarringStatesandQinＧHanPeriod YangZhenhong
　 Therearebothcharactersof“congren”(assertorofalliance)inthenewlypublishedbambooslipsoftheQin
dynastyfoundinLiyeandcollectedintheYueluAcademy．Thecharacter“cong”meansspecificallytothesix
stateseastofShanhaiPassaliedtofightagainsttheStateofQin．Thebambooslipsfrom No．０１３toNo．０１８
collectedintheYueluAcademyshowthatsince２２８B．C．atlastest,theprisonofretinueshadbeenriseninthe
StateofQin,andYueTu,theformergeneralofZhao,aswellashiskinsfolkandhousemenwereallwanted
throughoutthestate．Excepttheoneswhoweresentencedtodeath,theassertorsofallianceandtheirkinsfolk
andhousemenweresenttoborderprefecturesandcountiessuchasBa,Dongting,andCangwu,toworkon
forcedlaborincludingsaltmanufacturing,farming,civilengineeringwithoutremissionforlife．Until２１２B．C．,
partoftheassertorsofalliancewereremittedbecauseofacertainemergency．

AnAnalysisofDivergentInterpretationsof“WaitingforHerFiance”intheBookofPoetry:
　 withaDiscussionoftheInterpretationMethodoftheBookofPoetry ShiYuruo
　 Therehavebeenvariousinterpretationsofthepiece“WaitingforHerFiance”intheBookofPoetrysince
theHandynasty,whichcanbegenerallyclassifiedasalasciviouspoemoronepieceonjudgingthesituation,and
eitherofthem escapesthepatternofputtingthepurposebeforeinterpretation．Although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canrestorethetruecolorasafolksong,itiscriticizedforconsideringthefoursectionsasbeing
discordant．Ifusingthewayofcontextualization,wecangetagenrepaintingonferrywiththethemeofloveand
marriageindifferentseasons,andthusthelimitationofpreconceptioncanbeavoided．

TheApproachestowardConfucianism,Canonization,andArtisticConception
　 intheInterpretationofTaoYuanmingsPoems LiJianfeng
　 TheroleofTaoYuanmingspoemsinpoetichistorywasfirmlyestablishedaftertheSongdynasty．While
undeniablyduetothecharm ofthepoems,therewasthreebasiccausesforthegeneralpraise,i．e．the
increasinglyapproachestowardConfucianism,cannonization,andartisticconceptioninthereceptionofTaos
poems．TaoYuanmingspersonalityexperiencedacoursefromnoblenesstoConfuciancharacteristic,andhis
worksexperiencedacoursefromtributarytothemainstream．Thosetwocoursescombinedintoaloftyand
ConfucianapproachaftertheSongdynasty,inwhichSuShisremarkthat“LiBaiandDuFuarenotmatchfor
Tao”playedakeyroleinTaosstatuschangefromasecondratewritertoafirstＧclassone．Andthediscoveryof
artisticconceptioninTaospoemswasinseparablefromtherevelationofkeyreaderssuchasSuShi,FanWen,
FangHui,ZhongXiu,and WangGuowei．AlthoughtheapproachestowardConfucianismandcannonization
raisedthepositionofTaospoems,theyalsoshadowedthenonＧConfucianandartisticcharacteristics;whilethe
explorationofartisticconceptionisakindofclarificationoftheartisticcharacteristicofTaoYuanmingspoems．

“EarthSubstitutingFire”and“ConvergenceofFourStars”:aResearchofthePolitical
　 andCulturalContextofDuFuOffering“FuontheThreeGrandRites”andRelatedIssues SunWei
　 Thetheory“earthsubstitutingfire”offeredbyCuiChangintheyearA．D．７５０wasoriginatedfromthe
theory“circulationoffivevirtues”createdbyZouYan,andwasinterpretedconstantlybyWangTong,Wang
Bo,andLiSizhenintheSuiＧTangperiod．JustatthetimewhentheTangcourtdiscussedthetheory,thespecial
astronomicalphenomenaof“convergenceoffourstars”occured,whichhadalwaysbeenregardedasomenof
festivityofvirtue,ordisasterwithoutvirtue．SoEmperorXuanzongdecidedtoadoptCuistheory,holdthethree
grandritesinthefirstmonthofnextlunaryear,andadvocate“earthsubstitutingfire”tocoverupthenegative
effectsbroughtby “convergenceoffourstars”,yetAnLushanseizedtheopportunityandbegantoplan
treachery．ThecontextforCuiChangofferingthetheoryisthepoliticalgamebetweenthetwogroupsofLiLinfu
andYangGuozhonginthelateyearsofTianbaoreign,andDuFuoffering “FuontheThreeGrandRites”
showsthesamestandwithLisgroup．Throughsomepoemsandprose,itcanbeseenthatDuFuhadclose
relationswithCuiChangandWeiBao,sotherelevantchronologicalordershouldbeadjustedandcorr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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